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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being的结构》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标志着对亚里士多德“是”（存在）问题的新理解。通过考察“范畴之是”和“潜能与现实之是”之间久被忽略的重要区分，本书力证亚里士多德“是”的科学中两种不同的思考进路：“范畴之是”展示出在主谓关系概念构架中的现实世界的结构，而“潜能与现实之是”则显示为对动态现实的把握。两种“是”的区分贯穿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每一个层次，它们共同为人类提供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即一个动静兼具的实在世界。本书提供的这种崭新的诠释路向，有助于进一步廓清“being”这一复杂而重要的概念，也同时开启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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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一章中说，“什么是‘on’（being）”这一问题是，“过去是，现在仍是，始终被提出而又始终令人困惑的问题”。此论断对于西方哲学以后的发展是谶语成真，可对中国哲学则不适用。因中国哲学传统中没有在古希腊哲学中占中心的“being”的问题。而20世纪初系统译介西方哲学以来，中国学界“过去是，现在仍是，始终被提出而又始终令人困惑的问题”并不直接是“什么是‘on’（being）”的问题，而是“如何翻译‘on’（being）”这一问题！Being应译作“是”，还是“存在”，或者是“有”？学者们至今仍争论不休。本书是讨论“being”的，所以在译作中文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我曾写过一篇中文文章《亚里士多德论ON》。
 

[1]



 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on”（being）、“ti esti”（what it is）、“ousia”（substance）、“to ti en einai”（essence）构成一个核心框架。“On”（being）是回答ti esti（“是什么”）的结果；“ousia”（出自希腊文“是”的分词现在时阴性单数第一格，与on的字根相同）是第一意义上的“on”，而“toti en einai”又是第一意义上的“ousia”。而这些概念都是与“on”在字根上是相关联的。可我们一方面争论“on”应该译为“是”、“存在”或“有”，另一方面却把“ousia”译为“实体”或“本体”，把“to ti en einai”译作“本质”，把“ontology”（关于“on”的理论）译作“本体论”，这就把整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翻译得支离破碎。所以，如何翻译“on”不光是这一概念的问题，而且必须顾及对它的译法和其他与之在字根上，哲学含义上都紧密相连的概念的译法。如果一种翻译不能反映出这些概念间的血缘关系，则不能说是理想的翻译，不足以帮助读者减少理解西方哲学的障碍。按照这样的观点，从being与其他概念关系的角度出发，那么“是”显然是对“on”（being）的最理想的翻译。因为它使我们可以把“ousia”（原初的、第一的“是”）译作“本是”，把“to ti en einai”（第一“本是”）译作“恒是”（因其中的过去式反映的乃是事物中恒定性的东西）。

本书的中文版提供了一个实践上述翻译理论的机会。承蒙译者杨东东博士的同意与努力，本译本按“是”，“本是”和“恒是”分别对译“on”（being），“ousia”（substance）及“to ti en einai”（essence）。我们想尝试一下这种译法是否能使亚里士多德好懂些。如果对亚里士多德主要概念的中文译法能体现这些概念在希腊文中的字根联系，这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然，中文“是”无动名词形式，不足以完全表现西方语言中该词的不同功能和表达方式。以“是”译“being”，“是”就必须当作名词来用；这要求必须改变某些中文语法。而且传统译法对不少读者仍颇具吸引力。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也做了以下折中：经常在“是”后面加上“（存在）”，在“本是”后面加上“（本体）”，在“恒是”后面加上“（本质）”。毕竟，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适当的翻译去深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本书力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建立一种新的解释。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心放在两类“是”（存在）上：“范畴之是”及“潜能与现实之是”。一直以来学者们基本上不重视这两类“是”的差别，总认为对“范畴之是”的研究包容了“潜能现实之是”。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对它们的研究是不同的课题，而且他特意不把潜能与现实放在范畴表上。我的看法是，这两类“是”的区分其实对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范畴之是”是建立在以主谓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结构上的，是反映在主谓关系概念构架中的现实世界的结构。对它的研究构成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本质论、定义论等。与此相对照，“潜能现实之是”与以主谓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结构无关，而是对动态现实的把握。对它的研究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原因论、目的论及不动的动者论。这两种“是”的区别贯穿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每一层次中。他在《形而上学》中心卷其实有两种关于“本是”（“本体”、“实体”）的理论：一种是把“本是”看作“范畴之是”，另一种是把它看作“潜能现实之是”。他也有两种形式质料论。按照一种理论，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无关；而按照另一种理论，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密不可分。

本书英文本出版以来，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学术研究领域已引起不少反响与兴趣。Charlotte Witt在其著作《“是”的方式》的前言中提到，我对《形而上学》中心（7，8，9）卷的观点与自W. D. Ross以来的中心卷统一论相对立。她自己的著作就是要进一步发展第9卷的潜能现实学说与第7卷无关这一论断。
 

[2]



 David Hitchcock在其发表于《形而上学评论》中的对本书的书评中说，本书的研究是“仔细的（careful），清楚的（clear），透彻的（thorough），重要的（important），及令人信服的（persuasive）”。
 

[3]



 Mary Louise Gill在其对西方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综述性评论文章中提及了本书的若干观点，并将该书及笔者发表于《牛津古代哲学研究》上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7，8，9卷中两种形式质料观》一文列入其精选书目中。
 

[4]



 我很高兴该书能有中文版问世，希望它能引起国内哲学同人的兴趣与讨论，并有助于我们中国人理解亚里士多德。

杨东东女士不辞辛劳，精心翻译了全书。傅永军先生对文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徐申先生的热情与效率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在此谨向这些朋友们深致谢忱。拙文《亚里士多德论ON》对理解本书有所帮助，特作为附录附上。

余纪元

2011.7.12于纽约州水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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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宣称要建构一门关于“是（存在）”的科学。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是”（存在）划分为以下四种：

1.偶性之是

2.真/假之是

3.潜能/现实之是

4.依凭自身之是
 

[1]





“依凭自身（kath hauto）之是”也可以翻译为“自在之是”，或者“固有之是”。亚里士多德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这类“是（存在）”。“依凭自身之是”包含了本是（本体）
 

[2]



 、数量、性质、处所、时间等。这也同样是他的范畴表。在《形而上学》卷九章一1045b28中，亚里士多德将它们称为“是（存在）的范畴”（haI katēgoriaI tou ontos）。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二1026a36和卷九章十1051a33—b2中，“依凭自身之是”被称作“相关于主谓项关系（tA schēmatA tes kategorias，或者‘范畴模式’）之是”。
 

[3]





关于这四类“是（存在）”，亚里士多德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他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二与章三里对“偶性之是”做了简要的论述，并且宣称关于“偶性之是”的研究可以被去除，因为这类“是（存在）”没有确定性，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
 

[4]



 。对“真/假之是”，亚里士多德同样没有给予太多重视，只是在《形而上学》卷六章四和卷九章十这两个很短的文本中作了简单的讨论。对此亚里士多德的理由是：“真/假之是”依赖于思想中的结合和分离而不是事物间的结合和分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是’与完整意义上的事物的‘是’是不同的（因为思想依附于或分离于‘什么’、‘性质’、‘数量’或其他的范畴）。故此那些偶然的‘是’和在真/假意义上的‘是’可以被忽略掉”（卷六章四1027b30—34）。由此，关于“是（存在）的科学”主要研究“依凭自身之是”（或“范畴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

依据我们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文本的结构，对这两类“是”的讨论占据了此书的核心卷次，即《形而上学》的卷七、卷八和卷九
 

[5]



 。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表明这两类“是”是这些核心卷次的主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那第一的、为其他的“是”的范畴所依凭的范畴——“本是”。……因为“是”以一种方式被区分为“这一物”、质和量，而以另外的方式被区分为潜能、现实和功用，让我们来讨论潜能和它的实现。（《形而上学》卷九章一，1045b28—35）

这一段落将“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从对“是”（存在）的四种划分中抽离出来，并且指出这两种类型的“是”从属于不同的研究。

《形而上学》的这些核心卷次被视作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最成熟和根本的部分，却也是公认的最困难的部分。的确，这些卷次中的每一论点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解释，并且也引发了各种争端；对这些卷次的学术研究正是以无数争议和辩论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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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卷次一直是学者们细致研究的对象，但关于“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别，仍被普遍地认作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区分，而无实质意义。布伦塔诺（F.Brentano）对此区分的态度就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区分的普遍漠视：“它们（‘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是一样的，故关于‘是的科学’即形而上学以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两者。”
 

[7]



 注释家通常认为《形而上学》卷七和卷八讨论“依凭自身之是”问题，而卷九则关注“潜能/现实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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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之所以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做如此划分，与其说是要展示某种哲学意义，不如说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事实上，即使是对文本的这一解释性划分本身，也可以表明人们对“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间的区分是如何的不屑。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卷七与卷八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潜能和现实是卷八的主题，而不是卷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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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认真对待“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我们就会对下述观点提出怀疑，即《形而上学》卷七和卷八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依凭自身之是”，而卷九则讨论“潜能/现实之是”。

因而，就我所知，人们从未认为这些核心卷次包含了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讨论：其一归属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其二则属于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人们就这些核心卷次的共识性设定是，卷七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在卷八和卷九中得到了进一步解释和发展；或者说，卷八和卷九是对卷七的论证的补充或某种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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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核心卷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单一的论证，即这三卷在处理同一个问题。

与这类通常态度相反，我在此书中的工作，就是要探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中“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我将表明，当亚里士多德在这两类“是”之间做出了区分，并且声称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别讨论时，他是极其认真的。他的关于“是”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有着以下两个不同部分：

1.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这涉及实在的基本组成部分，与主谓项关系、范畴和定义相关；

2.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它主要探讨世界的运动、过程和功能；因为运动被定义为“如此之潜能的实现”。

这两部分研究当然是相互关联的，不过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视角和计划。亚里士多德从未将潜能和现实放置于范畴的清单中，这并非偶然。正如我将要论述的，“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以两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静态的与动态的。事实上，在对灵魂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自己极其清楚地表示他在以这两种方式研究灵魂：

首先，必须确定灵魂存在于哪一个summA genera（总的种类）之中，它是什么，是“一个诸如此类的这个”，一个本是（本体），或一种质，一种量，或者是我们区分出的谓项（predicate）中的其他一种。再者，灵魂归属于“潜能之是”，还是“现实之是”？对此问题的回答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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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探究这一区分的含义，我试图对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探讨的主题给出一种不同的理解。

因为我们已知《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讨论了两种“是”，所以如果这种区分是认真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些卷次中包含了两个而不是一个关于“是”的学说。既然在这些卷次中“本是”是首要的“是”，并且“是”是什么的问题总是通过研究“本是”（本体）是什么获得解决，那么我们就倾向于认为在中心卷次中有两种关于“是”的理论：其一将本是视为“依凭自身之是”，其二将本是视为“潜能/现实之是”。另外，由于在这些核心卷次中“本是”（本体）由形式和质料构成，并且通过形式/质料的关系加以讨论，那么理当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探讨形式/质料的关系。

1.一种属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在其中质料/形式关系没有同潜能/现实关系联系起来；

2.另一种属于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在其中质料/形式的关系同潜能/现实的关系交织在一起。

本书的主体部分旨在确立和证明，对两种“是”的区分始终贯穿于亚里士多德在核心卷次中提出的“本是”（本体）理论的始终。

依据我的理解，在核心卷次中对两种“是”的研究的分界点是《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该章在一开始就宣称“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起点来探讨本是是怎样一种事物”（1041a6—7）。由于许多评论家没有认真对待“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他们也就把卷七章十七关于新起点的宣称仅视为一种修辞手法。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宣称是认真的，需要严肃对待。我将证明，在卷七章十七中提出的将形式看作是形式因的方法，在卷八和卷九中得到了继续发展，但却与卷七章三到章十六的主要论题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我认为，这三个核心卷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1.卷七章三到章十六，属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

2.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属于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

每一部分都各自在讨论一组不同的问题。卷七章三至章十六关注本是的哪个要素——形式、质料还是它们的复合体——是第一本是（本体），以及第一本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相反，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则探讨可感本是怎样产生、被统一，以及怎样发挥功能的问题。第二部分的本是理论既不是对卷七章三至章十六的论题的补充，也不是同一理论的不同论证阶段。现行的把这两部分混为一谈的普遍做法或许就是《形而上学》卷七到卷九充满争议的主要原因。以我所言的方式将这两部分分开，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每一部分的内在计划，并且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这些争议。我将在后面的讨论中逐渐展开这一观点。

认真对待亚里士多德对“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形而上学》和《范畴篇》的关系。在《范畴篇》里，具体的特殊物被视为第一本是（本体），而在《形而上学》中，形式是第一本是。如何解释这种矛盾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关键之一。我的观点是，这两个文本属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的两个不同层次。它们之间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冲突。《范畴篇》讨论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而《形而上学》关注形式、质料和复合体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属于本是范畴之内的。不过，这两个文本研究实在的方式还是一致的。它们都试图区分不同的要素并且确定哪一个是真正因自身（per se）而“是”（存在）的。《范畴篇》将“是”（存在）区分为不同的范畴并且认为本是最为根本，而《形而上学》卷七则将“本是”分为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并且力图证明形式是第一“本是”（第一的“是”或“存在”）。另外，正如《范畴篇》在每个范畴——尤其是在本是范畴——中都区分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样，《形而上学》卷七也试图确定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形而上学》卷七中本是被区分为形式、质料和复合体，而这种区分在《范畴篇》中没有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范畴篇》被《形而上学》卷七否定或者替代：《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也没有提到形式和质料的区分，并且它对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的讨论与《范畴篇》卷五中的讨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卷七预设了《范畴篇》中本是和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理论的讨论是正确的。它通过形式和质料的关系进一步探讨“本是”的“依凭自身之是”。

认真对待“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亦能为我们理解《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开辟新的路径。由于潜能和现实概念同运动和变化相关，因此在《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中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并非承接《形而上学》卷七的内容，而是对《物理学》的继续。在《物理学》卷三章一中，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定义运动，而在《形而上学》卷八章一到章二中，亚里士多德开始将质料/形式的关系和潜能/现实的关系相联系，这使他直接回到《物理学》卷一对变化的分析。《物理学》卷二的主题，即自然是运动的内在源泉这一概念，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八中被明确地说成是一种潜能：


所谓潜能，在此并不仅指那引起他物运动的原则，或者在被当作是他物的自身之中引起的运动的原则，而且也指动变和静止的一般原则。自然亦和潜能属于同一种类；因为自然是运动的原则——不过不是在它物之中而是在作为自身的事物之中。（1049b5—10）


因此，《物理学》可以被视为亚里士多德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的一部分。

由此，“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似乎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框架。无论他的著作的写作顺序是怎样的，亚里士多德不同著作中关于形而上学的各种学说都可以归结在以下两个类别之下：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和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每个类别下的研究，在一些论著中的论述总是比另一些论著中的要复杂和完善。从这个角度讲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过，他关心的主题和基本纲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著作的年代问题与我的研究没有太多相关性。在我看来，《形而上学》之所以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形而上学著作，正是因为这部著作的核心就是讨论他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即“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

当我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是的科学”包含两种不同的研究时，我并不因此而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形而上学》不是一部统一的著作。相反，正是通过认真对待“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神学和“是的科学”之间关系的古老论争，在我们这里获得了新的理解。然而，关于“是的科学”既包含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又涵盖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因为作为首要之“是”的“本是”是“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共同指涉的对象。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并不关心运动，也不会导致第一推动者的理论。尽管如此，《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在宣布对“本是”开始新的探究之后，接着声称：“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对存于可感本是之外的那种本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1041a7—8）这意味着这个新起点将会导致神学。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神学属于“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范围，并且隶属于关于“是的科学”。包含于《形而上学》中的关于“是”的科学是一项统一的事业，因为对“是”的两种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即一个动静兼具的实在世界。

本书包括八章。第一章解释何谓“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以及在两种“是”（存在）之间进行区分的意义。本章亦对关于“是的科学”的主题的“是”（存在）的中心结构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它不仅包括如我们通常所想，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而且也包含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

第二章展现了“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中心关联于“本是”的不同方式。这揭示了亚里士多德何以认为本是不仅是“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焦点，而且是“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焦点的原因。本章还将针对“是”的核心结构和关于“是的科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不同的理论。

第三章证实《形而上学》卷七、卷八和卷九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待质料和形式的关系，而这两种方法分别对应于“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这一章还论证了卷七章十七的新开端是这两种方法真正的分界点。

第四章和第五章解释质料/形式何以作为“依凭自身之是”而得到讨论。在第四章中，我将首先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中对主体标准的批判意味着本是/属性的关系与形式/质料的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而后我将证明卷七章三对形式和质料的讨论与卷七章四对恒是（本质）的讨论是相关联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在《范畴篇》中被视为第一本是的个体的两种分析。以此为基础，我将发展关于亚里士多德何以将恒是（本质）和形式相等同的一种理解。

在第五章中，我将表明，《形而上学》卷七章三至章十六作为一个整体是对“第一本是”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问题的一种迷阵式的讨论。这一讨论以“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二分为基础，其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a）形式既不是“这一个”（卷七章三的项目），也不是“这一类”（卷七章七至章九）；

（b）形式不能是“这一个”，因为“这一个”不是定义的对象；

（c）形式不能是“这一类”，因为普遍不是本是（卷七章十三）。

那么，形式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

在我看来，这个迷阵式的结构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第三人谬误”的回应。

第六章和第七章考察亚里士多德对“本是”（本体）作为“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第六章说明，亚里士多德展示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本是性潜能和现实。第一种是本是性变化，其中潜能和现实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另外一种是本是性活动，此时潜能和现实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这两种类型的关系都包含在《形而上学》卷八章六关于本是的统一性理论当中。

第七章讨论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何以引致对第一推动者的理解。正如潜能和现实解释什么是运动一样，关于第一推动者的理论解释了运动的持续性和永恒性；正如潜能和现实解释本是的统一性一样，第一推动者说明了宇宙的秩序。

最后，在第八章中，我指出“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如何帮助澄清关于“是的科学”和神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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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正如罗斯（W.D.Ross）所说：“对潜能和现实的表述在卷七中基本是缺席的，但却是卷八的一个重要部分。”（1924，i，p.cxxiv）在《〈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将本是视做现实来考虑是卷八的主要标志，但却不是卷七的标志。”（M.F.Burnyeat等编，1984，p.3）





[10]

 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耶格尔（W.Jaeger），他在20世纪早期曾经评论说，对本是的讨论“从卷七开始，延续到卷八；卷九大约就像现在这样随着卷八而来”［1948/1923，pp.201—202］，爱尔文（T.H.Irwin）也评论说卷八和卷九“解释了卷七当中的主要论点”（1988，p.207）。盖尔（M.L.Gill）对此所持的观点是，在这些核心卷次中涵盖了两个发展阶段，只是后来卷七的观点被否定了。然而，她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以被作为整体而获得理解，他的系统的交叉引证能够引导我们了解他的两种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1989，p.114）





[11]

 《论灵魂》卷一章一402a23—27。





第一章　“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



亚里士多德将“是”（存在）分为四种：“依凭自身之是”，“偶性之是”，“真/假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就这四类“是”而言，正如导言所讲，“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关注核心。在这一章，我试图说明为何“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如此重要。我将首先解释什么是“依凭自身之是”，接着讨论何谓“潜能/现实之是”以及它如何不同于前者。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将指出，关于“是之为是”的科学，其实质主题——“是（存在）的中心结构”——既包含“依凭自身之是”，也包含“潜能/现实之是”。




Ⅰ　“依凭自身之是”



在《形而上学》卷五章七列出的有关于“是”的词条中，亚里士多德以如下的方式解释“依凭自身之是”：


“依凭自身之是”是被主谓项关系形式表现的东西
 

[1]



 ；因为“是”与这些类型一样多。一些谓项表示主项“是什么”，另一些表示它的性质，另有的表示它的数量，有的表示关系，另一些表示主动或受动，另一些表示它的处所，有的表示它的时间，“是”都有一个意思与它们每一个相对应。（1017a22—27）


这一段落（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依凭自身之是段落”）试图解释对说某物是“依凭自身之是”是什么意思。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那些作为“依凭自身（per se）”的东西就是“被主谓项关系形式所表示”的东西。他进一步宣称，在这些谓项（katēgoroumena，从字面上讲，意为“被述谓者”）中，一些表示一个事物的“是什么”，一些表示量，如此等等。有多少谓项就有多少“依凭自身之是”。这就是说，“本是”、性质、量、关系、主动、受动、处所、时间等都是“依凭自身之是”。很明显，“依凭自身之是”既相关于“主谓项关系式”，也相关于“谓项”。
 

[2]



 这就意味着在“主谓项关系形式”和“谓项”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不过，这段话并没有说它们之间如何关联。很显然，要理解“依凭自身之是”的本性，就必须理解这种关系。

在这个段落中给出的“依凭自身之是”的列表，即是我们熟悉的范畴表。“范畴”一词出自于希腊词katēgoria，它的动词形式是katēgorein（“指控”）。在“依凭自身之是段落”，被译作“主谓项关系形式”的是tA schēmatA tēs katēgorias，而被译作“谓项”的则是katēgoroumena。因此，说有多少“依凭自身之是”就有多少主谓项关系形式或者谓项，就等于说“依凭自身之是”同“范畴形式”或者“范畴”有相同的数量。这就是“依凭自身之是”列表，例如本是、质、量等等，恰恰就是范畴列表的原因。对“依凭自身之是”的划分规定了范畴的划分。正由于此，这类“是”也被称作“范畴之是（categorical beings）”。事实上，即便是亚里士多德本人也称本是（本体）、量、质等为“是的范畴”（haI katēgoriaI tou ontos，《形而上学》卷九章一1045b28）。

由于“依凭自身之是段落”指出“依凭自身之是”的种类同范畴相同，那么对前者的解释也就是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的解释。在此关节上可能会出现某种混淆。当亚里士多德列出本是、量、质等时，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它们是作为语言项还是作为超出语言之是来谈论的。评论家们有足够理由在这点上对亚里士多德提出抱怨
 

[3]



 。然而，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注意“是”和语言表达式间的区分；相反，他只是不想费力去关注这种区分。在《范畴篇》1a16中，他宣称自己探讨的是“被言说的东西”（tA legomena，例如表达式）；同样在此书1b25以下的部分中，他称本是、质、量等为“非复合的被言说的东西（如表达式）”。但是在《范畴篇》1a20中，它们又被称为“所是之物”（tōn ontōn）。在这里的情形似乎是，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我们用于表达这个世界的语言和世界中的存在物之间有着一种对应结构，所以在讨论其中之一时也同样是在讨论另外一个。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言是实在结构的镜子，因此也便是形而上学的工具。

然而，对我们的目标而言，还有一个更切实的困难。在“依凭自身之是段落”中，本是、数量、性质等范畴被说成是“谓项”，然而katēgoria也可被理解为“主谓项关系”。那么范畴是谓项还是主谓项关系？关于此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传统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式的范畴就是一个谓项。相反，弗雷德（M.Frede）论证说从专门意义上讲katēgoria指“主谓项关系”或者“主谓项关系的种类”，而只是在派生的用法中才有“谓项”的意义
 

[4]



 。

然而，在“依凭自身之是段落”中，“依凭自身之是”同时被主谓项关系和谓项所表示。这就意味着，在主谓项关系和谓项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但如果katēgoria只能被译为“主谓项关系”或者只能被译为“谓项”的话，我们将无法把握这种联系。事实上，只有通过对这种内在联系的解释，我们才能了解亚里士多德katēgoria一词的真正含义。我们必须知道在《形而上学》卷五章七的“依凭自身之是（存在）段落”中“主谓项关系形式”的含义，以及它们同谓项是如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从何处能够获得启发？

在“依凭自身之是（存在）段落”中，范畴列表或者“依凭自身之是”列表包含有八项：“是什么”、性质、数量、关系、主动、受动、处所、时间。在亚里士多德的文集中，最长的列表包含有十项。在两个地方而且只有在这两个地方被完整地列出，即《范畴篇》章四和《论题篇》卷一章九。
 

[5]



 尽管从书名上看，《范畴篇》似乎更吸引我们去关注范畴的本质问题，但事实上，关于此问题我们在该书中能够获得的帮助甚少。该文本将本是、数量、性质等作为“非复合的被言说的东西”或者“是”来谈论的，却没有使用katēgoria或者它的同源词。相比之下，《论题篇》卷一章九显得更有帮助
 

[6]



 ，值得我们在此大段引用。鉴于katēgoria自身含义的模糊性，以及这种模糊性会导致的对所引文本的不同翻译和解释，我在下文的引用中将保留katēgoria不做翻译：


［103b20］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区分在上述四类中提列的ta genētōn katēgorion。［b22］他们在数量上有十个：“是什么”、数量、性质、关系、处所、时间、姿态、状况、主动、受动。［b24］因偶性、种、属性和定义总是这katēgorion之一；［b26］因为通过它们形成的所有命题或者表示“是什么”、或者表示它的数量、或性质，抑或其他tōn katēgorion中的某个。［b27］这点从以下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当一个人表示某物时，有时是指本是，有时是指质，有时则指katēgorion中的其他某个。［b28］因为当某人呈现在他面前，而他说在那里的是一个人或者动物时，他便是在述说“是什么”并且表示本是；而当他面前出现的是白色并且他说那是白的或者一种颜色时，他同样在述说“是什么”并且表示性质。同样，当腕尺的长度摆在他面前，他说这是一个腕尺的长度时，他将会述说“是什么”并且表示数量。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同样；［b36］对每一个这样的类别，如果述说了它，或者它的种述说了它，那便表示了“是什么”。


在上述引文中，katēgoria一词一共出现了四次。作为上述引文基础的ROT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修订版，简称为“ROT译本”）将b20和b24处出现的该词翻译为“主谓项关系（predication，或译‘谓述’）”，而在其他两处则译做“谓项”（predicate）。
 

[7]



 在福斯特（E.S.Forester）翻译的罗布（Loeb）版本中，四处都使用“范畴”（katēgoria）一词。爱尔文（T.H.Irwin）和范恩（G. Fine）将这四处皆译做“主谓项关系（predication）”。
 

[8]



 弗雷德（M. Frede）在b20和b24两处使用了“主谓项关系”。他承认b29处要用“谓项（predicate）”翻译，但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用法是一种“不幸”。
 

[9]





我与ROT译本所持的意见一致，即认为在b20和b24两处应当用“主谓项关系”，而在该文本的其他地方则用“谓项”。我认为《论题篇》卷一章九应当以如下的方式解读：亚里士多德从“主谓项关系形式”中确定出其终极谓项的列表，并且因此将对katēgoria的使用从“主谓项关系”延伸至“谓项”。弗雷德把katēgoria的引申式应用——将该词理解为谓项——称为“不幸”。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觉得亚里士多德似乎正是要对该词做这样的发展。《论题篇》卷一章九似乎是要为“主谓项关系形式”和“谓项”之间是为何内在地相连提供一种解释，并且由此出发，对《形而上学》卷五章七的“依凭自身之是段落”提供一种理解。让我来解释这点。

《论题篇》卷一章九以如下方式刻画范畴（谓项）列表的确立过程：“当某人呈现在他面前，而他说在那里的是一个人或者动物时，他便是在述说‘是什么’并且表示本是；而当他面前出现的是白的并且他说那是白色或者一种颜色时，他同样在述说‘是什么’并且表示性质……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同样。”（103b28—35）不同的东西被摆在一个人面前，而这个人则被要求针对这不同东西回答以下问题：“它是什么？”当一个人在他面前时，他回答：“这是人。”问题会进一步深入：人是什么？回答是：“人是动物。”以这种回答方式，他在表示本是（本体）。当他面前出现的是白的时，他说这是白的。什么是白的？白是一种颜色。做这样的回答时，他所表示的就是性质。如此等等。

但是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回答问题时，终极谓项的列表就可以确立起来呢？通过考察，我们发现103b36—38中的下列陈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谓项的］每一个类别，如果它断言了事物自身，或者它所属之种断言了它，那便是在表示‘是什么’（tI esti）。”这个句子说明，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的最初回答（例如“这是苏格拉底”这一回答），与本是的终极谓项之间存在着谓项的属种层级结构。如果某人开始回答的是“这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随后被它的属“人”所断定或述谓。这一谓项转而也可以成为主项，被它的属即“动物”所述谓，由此我们便有了“人是动物”的说法。在此过程中，较低级别的主谓项关系中的谓项能够成为较高层级当中的主项，而谓项所涵盖的范围也就变得更加宽泛。这样的层级关系终止于不能再进一步归属于任何其他谓项的终极谓项。如果这样的序列开始于特殊的人即“苏格拉底”，那么最高谓项就是“本是”；如果开始于“白”，那么其最高谓项是“性质”；如此等等。说“本是是什么”是一种主谓项关系，说“性质是什么”则属另外的一种主谓项关系。从主谓项关系的不同层级结构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系列终极谓项或者最终的种。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每个谓项都“表示‘是什么’”。换言之，每一个种的观念都与世界里某个实在的特征和特性相对应。

很显然，要想达到终极谓项，在每一主谓项关系的层级结构当中，主项和谓项归属于同样的种。在“苏格拉底是人”这一主谓项关系里，“苏格拉底”和“人”分享同样的种。在“白是颜色”中，“白”和“颜色”也同属一种。因此，每一个层级结构中都形成了一个“特殊—属—种”结构。相反，“苏格拉底”和“白”就不在同样的种之内，因此它们无法形成种属关系，也不属于同一主谓项关系的层级结构中。结果，它们归属于不同范畴。这就是katēgoria同时意指“主谓项关系”和“谓项”的原因。

传统上，主项表达式和谓项表达式属于同一范畴的主谓项关系被称为“本质的”（essential）或者“自然的”（natural）主谓项关系。这就是说，每一个谓项都是对同一范畴中的主项的本质性述谓；这些主项在种属层级结构里处于比它低的位置。这就与范畴之间的主谓项关系（intra-categorical predication）相对立，后者被称为“偶然的”（accidental）或者“不自然的”（unnatural）主谓项关系。由此观之，每个范畴都是一类本质主谓项关系的终极谓项。范畴之间的各不相同是由于它们以不同的本质主谓项关系为基础。范畴的不同取决于它们所从出的主谓项关系的类型之不同。

亚里士多德从未明确地说只有十类范畴应当或者能被区分。
 

[10]



 从《范畴篇》卷一章九中能够清楚知道的只是，从主谓项关系的结构中我们可以获得范畴的划分。由于终极谓项表示世界的最终构成物，亚里士多德从主谓项关系的语言结构中揭示出实在的各个最终构成部分，即通过询问“所是”的终极种类。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主谓项关系结构的基础上来揭示实在的基本要素图景的努力。
 

[11]





以这种方式阅读《论题篇》卷一章九，我们便能够理解在《形而上学》卷五章七“依凭自身之是段落”中谈及的“依凭自身之是”、“主谓项关系形式”和“谓项”间的关系。如果将该段落中“主谓项关系的形式”等同于《范畴篇》卷一章九中本质主谓项关系的不同层级结构，那么“依凭自身之是”就同时被主谓项关系形式和谓项所表示，因为（终极）谓项来源于主谓项关系形式。倘使如此，我们应当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依凭自身之是”就只对应于那些在其中谓项是主项的属或者种的主谓项关系的范型。

如果将“依凭自身之是”和“偶性之是”的区分置入我们的考虑范围，那么以上的观点便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在对“是”的四重区分中，“依凭自身之是”直接与“偶性之是”［也被译为“偶合的（coincident）是”］相对立。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五章七中对“偶性之是”的论述十分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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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体说来，“依凭自身之是（存在）”可以指人、颜色等这些东西，而“偶性之是”则意指有教养的人、白色的东西，等等。这是指两个依凭自身之是或者两个范畴（其中一个是“本是”，另一个是非本是的范畴）的偶性复合体，并且被偶然的或者非自然的主谓项关系——在其中主项和谓项分属不同的种或者范畴——所表示。例如，“这个人是有教养的”，或者“这个东西是白的”。正如前文所说，这类主谓项关系并不能建构属种层级结构，也不能催生出最终的种。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将那些被终极谓项表示的“是”称为“依凭自身之是”呢？per se（“就其自身”）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以许多方式被述说”。在《后分析篇》卷一章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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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个事物“就其自身”的第一层含义为：“如果一个事物是另一事物的‘是什么’——例如，一条线属于三角形或者点属于线（因为其‘本是’依傍于三角形或线，并且是描述后者之‘是什么’的一个因素）”（73a35—8），那么这个事物就“就其自身”归属于另一物。由此说来，“依凭自身之是”同表达“是什么”的定义相关联。X就其自身归属于Y，如果X是Y的恒是（本质）或者定义的话。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认为，如果X就其自身归属于Y，那么Y就其自身归属于X。
 

[14]





“就其自身”的这层含义非常吻合我们对“依凭自身之是”、主谓项关系形式和谓项之间关系的解释。定义的标准形式包括两个部分：种和属差。“定义由种加属差构成。”（《论题篇》卷一章八103b15）在定义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种“意味着要表现的‘是什么’，并且是定义中首先要确定的项”（《论题篇》卷六章五142b29）。同一个种里的所有事物被属差区分，但因为它们的种是同样的，所以它们分享这个种的本性。在作为范畴区分基础的本质主谓项关系中，主项和谓项之间都存在一个特殊的属（或种）的关系。如果属差被加入进来，这就是定义的标准形式。属或种就其自身归属于它的下层成员，因为它存在于后者的定义当中。同样，作为终极谓项的“本是”也存在于它的所有成员——在本是范畴之内的所有成员——的定义中，并且作为它们的种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本是就其自身归属于它们。这样，十范畴表就意味着，至少有十种“是”（存在），可以通过种加属差的形式得到定义。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的恒是（本质）被定义揭示且与定义有着“是论”（本体论）方面的相关性，“因为定义（horismos）是关于‘是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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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同一事物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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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每一种本质性的“主谓项关系”揭示一个确定的恒是（本质）。这就使每个“依凭自身之是”都有特定的恒是（本质）。简言之，X是“依凭自身之是”意味着它是一个具有“恒是”的“是”，且被定义或者种加属差揭示。

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的“是不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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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点便是由此而得出的。尽管“是”看起来是所有范畴的共同谓项，但它并不是居于所有范畴之上的一个种。“因为‘是’分为许多种。”（《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4a4）对“是”这一共名并没有任何定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能被命名的事物都是“是”。如果“是”本身也是一个种，那么种就应当不同于属差，可是，属差也都是“是”。因此，“是”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定义，并且它也不表示一个明确的本性。所有事物都被“是”指示并不意味着“是”归属于一个种。因此，范畴表不是对同一意义上的“是”进行分类的结果，而是对“是”的各种不可化约的意义进行了分类。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依凭自身之是”、“自在之是”。它们是世上事物的基本种类，是世界的独立组成部分。“是什么”对不同的范畴中的事物是不同的。说“本是”是“是”是一种意思，说“性质”是“是”又是另一种意思；而说“数量”是“是”又是另一种意义。“‘是’要么是这种事物，要么是那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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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本中，当亚里士多德说“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时，他指的是不同的范畴或不同的“依凭自身之是”
 

[19]



 。然而，亚里士多德也用这个表述来指同一范畴中的不同成员。在《形而上学》卷八章二中，我们读到：


很显然，“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说一个事物是门槛，乃是因为它被置于如此的位置，并且它的“是”即在于它处于此位置；另一事物之为冰是因为它以如此的方式凝固。某些事物的“是”是被所有这些性质所规定的，因为它们的有些部分是混合的，而另外一些部分是融合的……（1042b26—1043a11）


解释者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一段落中同样在谈论不同的范畴，尽管有些人也表达了他们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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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文本中提到的“门槛”、“冰”以及所有其他实在物（例如蜜水、柴束、木箱、门楣、早餐、晚餐和风）都是囊括于本是范畴之内的。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是“本是”范畴之内的各个成员，而它们都有同样的种。通过谈论它们的位置、形状、性质或者其他独特的组成方式来定义它们，是在给出属差。这并不是说“本是”有不同的意义，而是指“本是”有不同的类型。

人们一直以为“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述说”有模糊之处，或者用马修（Matthews）更贴切的话说，有“意义—类型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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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既可以翻译为（1）“是以不同的意义被述说”，即“是”有许多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只有一个；也可被理解为（2）“是通过不同的类型被述说”，意即“是”只有一个意义，却被它的不同类型分享。在我看来，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区分“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述说”出现的不同境况，才会产生“意义—类型”的混淆。很明显，当这个句子应用于不同范畴时，它是指“是”以不同意义而被述说。因为范畴所指的每一个“是”都有独特的本性，并且被不同的定义所表述。与此相对照，当这个句子涉及的是同一范畴内的不同成员时，它们的不同就不是在意义上，而是在类型上，因为它们分享同样的种，并且具有同样的种的本性。在这里它应被译为“是（存在）通过不同类型被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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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潜能/现实之是”



现在让我们转而研究什么是“潜能/现实之是”。在《形而上学》卷五章七中，亚里士多德以如下的方式描绘“潜能/现实之是”：


此外，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形中，“是”（与“是什么”）有时指“潜在之是”，有时指“现实之是”。因为我们将潜在的看和现实的看都称为看；把能够使用知识和现实的使用知识都理解为知道；把现实中已获得的安宁和能获得的安宁都称为安宁。这对于本是也是同样。我们说赫尔墨斯在石头之中，半条线在一条线之中，未成熟的谷物也是谷物。至于一个事物何时是潜在的、何时不是潜在的，将在别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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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a36—b9）


在这一段中，“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形”是指另外三种“是”：“依凭自身之是”、“偶性之是”和“真/假之是”。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潜能/现实之是”不是独立的，它依赖于另外三种“是”。“有时潜在地为‘是’，有时现实地为‘是’”的只能是这三种“是”。换句话说，潜能和现实是另外三种“是”的存在样式。我将搁置“偶性之是”和“真/假之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从未真正谈论过这两类“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关系。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的还是每一个“依凭自身之是”的潜能和现实。在这个段落中他明确地指出“至于本是，我们说赫尔默斯在石头之中”。这就是说，赫尔默斯可以作为真实的雕像存在，也可以被述说为在石头之中。本是（本体）既可以潜在地也能够现实地存在。以上提到的其他情况（如线段、谷物、看、知）也都是关于“依凭自身之是”的。在另外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做出了一般性的论述，即潜能和现实贯穿一切“依凭自身之是”：


事物之“是”有两义，每个事物都是从潜能变化到现实，例如，从潜在的白变为现实的白；增加和减少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事物不仅是偶然地从“非是”（存在）变为“是”（存在），而且所有事物都是从那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事物中产生的。（《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二1069b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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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个“依凭自身之是”都有潜能和现实两层意义。有现实的和潜在的本是，现实的和潜在的性质，现实的和潜在的质量，如此等等。由于潜能和现实贯穿于“是”（存在）的所有范畴中，所以有多少类“依凭自身之是”，就有多少类“潜能/现实之是”：“运动和变化的种类同‘是’的种类是一样多的。我们已经把每类东西都区分为潜在的和现实的。”（《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9—10）

如果“潜能/现实之是”并非居于“依凭自身之是”之上，而是依赖于“依凭自身之是”，人们或许会认为对潜能和现实的讨论不过是对“依凭自身之是”的讨论的一个部分，并会由此进一步质疑亚里士多德为何要将这两种“是”分隔开来？为什么“潜能/现实之是”被列为“依凭自身之是”之外的另一种“是”（存在）？为什么，如《形而上学》卷九开篇所说，在讨论过“依凭自身之是”之后还要单独讨论“潜能/现实之是”呢？

两者之间的有一些区分可以立即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零零散散的论述中得出。第一，“依凭自身之是”是本质主谓项关系——它的形式为“S是P”——所表示的东西，在这种主谓项关系中P是S的属或种。但是当谈论“潜能/现实之是”时，人们必须说“S潜在地是P”或者“P现实地是S”，而这不是范畴命题（它包括主项、对主项的述说和系词“是”，后者用于联合或者分隔主项和对主项的述说）的标准形式。亚里士多德用于区分所有“依凭自身之是”或者说范畴的那类本质主谓项关系结构，与“潜能/现实之是”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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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已经表明了“依凭自身之是”和定义间有着相互交织的关系。“依凭自身之是”与以种加属差的方式揭示事物恒是（本质）的定义具有“是论”（本体论）上的对应性。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宣称用定义把握“潜能/现实之是”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寻求潜能和现实的定义，而是应“满足于把握住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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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至以循环的方式描述潜能和现实。例如他说：“现实就是不以我们描绘的潜能的方式而‘是’的事物。”（《形而上学》卷九章六1048a30—31）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也可以同样地认为潜能就是不以我们描绘的现实的方式而“是”的事物。《形而上学》卷九章六展示出如何通过例证和类比，而非通过其他观念来解释潜能和现实。

第三，不矛盾律是“一切事物最确实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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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规定（a）在同样时间（b）在同样的方面，一个属性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个主题（《形而上学》卷四章三1005b19—20）。

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把这个定律应用到“是”的不同类型时，应当做出一些改变。一方面，他说：“我们现在认为任何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又‘不是’，并且认为它是所有原则中最无可辩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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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第一个要求，即（a）“在同样的时间”得到强调。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说：


“是什么”有两层意义，在一种意义讲，一物可能从“不是”中生出“是”，而在另外的意义上说，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但并非在同一个方面——既“是”又“不是”。因为同一个事物在同一时刻能够潜在地含有对立的两端，但这在现实中则不行。（《形而上学》卷四章五1009a30—35）


在这里要求（b），即“在同样的方面”仍旧有效，但是要求（a）“在同样的时间”已经被放弃了。我认为对这里的不一致可以做如下解释：对于“依凭自身之是”，要求（a）和（b）都是必需的，但对“潜能/现实之是”要求（a）却并不适用。当亚里士多德宣称不矛盾律的反对者“取消了本是和恒是（本质）”（《形而上学》卷四章四1007a21），从而将支持不矛盾律的问题与本是问题联系起来时，他在研究“依凭自身之是”。对此原则的一个论据是：每一个名词都表示或表明是一个东西或不是一个东西。“表明本是就是指这事物的恒是不可能是其他。”（1007a27—28）对此观点的否认将导致理性讨论的不可能。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定义对象的“依凭自身之是”有其清晰的恒是（本质）。相应地，这类恒是的存在被不矛盾律所预先设定，并且对不矛盾律的否定会导致对“依凭自身之是”的否定。然而一个“依凭自身之是”不可能同时既是又不是的情况，就“潜能/现实之是”而言似乎有所不同。因为对于后者，一物既“是”又“不是”的情况是可能的。

第四，在《范畴篇》章五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本是不允许自身有程度上的不同。”（3b34）本是自身不允许有本是性程度的差别。然而，当说本是可以潜在地和现实地“是”时，就预设了本是含有不同程度的本是性。

以上这些启发性的不同之处，展现了“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造成这些不同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形而上学》卷九章三可以被引来解释“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在《形而上学》卷九章三中，亚里士多德批判麦加拉学派对潜能的实在性和潜能/现实间的区分的否认。麦加拉学派认为，当一个事物正在发挥作用时才能说它能发挥其用；而当它在现下没有发挥作用时，就不能说它能发挥其用（1046b29—30）。尽管这个论题可以有很多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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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理解而言，它是说潜能并不存在，任何行为只有在发挥其用的当下才能被称作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它意味着如果某人没有在造屋，那他就不能是一个建筑者。但是一个建筑者是一个能够造屋的人。如果一个掌握了造屋技术的人没有出于某种原因而忘记这项技术的话，那么当他停止建造行为时他怎么可能就失去了这项技术？而且，如果他真的失去了这项技术，他又如何再开始造屋呢？他在再次开始造屋时就立刻获得了这门技术吗？而这会使现实性的出现变得毫无来由（1046b34—1047a3）。同样，麦加拉学派的观点也意味着只有我们正在感觉时，我们能感觉；如果我们不在感觉着，那就没有感觉。由此，亚里士多德嘲弄麦加拉学派说，如果事实真正如此，那么人们在一天之中会瞎和聋很多次（1047a10）。

如果潜能被否认，那么现实就不能被理解为潜能的实现。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现实和潜能是相互关联的。潜能常常指向一个明确的现实。现实也不单是在那里的东西，而是相关的潜能的实现。在所有情况下，现实都是在与其所对应的潜能的对照下而获得理解的。

《形而上学》卷九章三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但讨论都是集中于麦加拉学派所持的真正观点为何以及亚里士多德是否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而我们当前的目的，是要考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其认为“潜能和现实之是”需要单独探究的文本当中要提出麦加拉学派的问题。在我看来，《形而上学》卷九章三是要说明为什么对潜能和现实的研究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中关键的和不可归属的独立的部分。正是出于此种原因，亚里士多德才在这一语境中同麦加拉学派进行论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麦加拉学派观点的后果就是对变化的否定，并因此回到了爱利亚学派的立场。因为如果没有发生着的事情不能够将要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说“它将会发生”。如果一个正在坐着的人，当他坐着的时候就没有站立起来的能力，那么他将不能站立。所以亚里士多德断言：“这些观点取消了运动和生成……这些观点使潜能和现实成为相同的，所以它们试图取消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差别。”（《形而上学》卷九章三1047a14—20）为什么他们否认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差别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章节中找到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认为所有事物都是静止的，并且无视感觉的报导为这一观点寻找理由，是理智贫乏的表现：它质疑的是整个体系，而不是个别细节；而且，它攻击的不仅是自然哲学家，而且几乎是对所有知识和观念的批判，因为这一切都与运动密切相关。”（《物理学》卷八章三253a32—b2）他将运动视为“事物不朽的和不灭的属性”，并且将其比作为“一切自然构成物的某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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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何麦加拉学派对潜能的实在性的否定会使他们跟随爱利亚学派从而否认变化的实在性呢？

我们需要通过亚里士多德对变化和潜能/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来回答这一问题。在《形而上学》卷九章一中，潜能（dunamis）的主要类型是“变化的起点，存在于他物中或作为自身中的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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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位医生治愈一个病人时，他就在另一物中引起了某种变化。然而当医生医治自己时，他在自身中引起变化，但不是作为医生而是作为病人。除去这一主要类型外，亚里士多德还对各种其他类型的潜能做了区分，这包括被动潜能，即一个事物可以被他物或者作为他物的自身所施动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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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类潜能指一种状况，它不因他物或者作为他物的自身中而变坏或者或被毁灭；还有的潜能是指能够良好地作用和良好地被作用的潜能（1046a13—18）。不过，所有的潜能“都因关联于主要类型的潜能”而被称作潜能（1046a10—11）。也就是说，所有潜能都与变化相关。尽管很多类型的dunamis（潜能）应该被更贴切地称为“能力”、“才能”、“力量”，但为了尽量减少混淆，我在此将其统称为“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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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现实［energeia］在严格意义上指活动”（1047a31—32）。按照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它的词源学解释，“energeia源于ergon，并且指向entelecheia”（1050a22—23）。ergon指作用、功用、功能，因此energeia一词含有强烈的“活动”、“功能”的意义。说某物是现实的，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它发挥了作用或者正在做某事。energeia也与另一个希腊词汇entelecheia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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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亚里士多德在1050a22—23的评论，entelecheia是指由energeia而引致的完成，因此可以被翻译为“现实化”、“完成”或者“实现”。不过，甚至在同一个文本中，亚里士多德也将这些词随意地交替往复使用，似乎在他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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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和现实并不仅仅是与变化和运动相关这么简单。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权威性解释是通过潜能和现实来完成的：“潜在者作为这样一种潜在者的实现［entelecheia］就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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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运动的这一概略性解释无疑指明了运动和潜能/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要理解运动，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潜能、现实和它们的关系。因为运动是潜能的现实化，所以对潜能的否认当然就是对运动的否认。

巴门尼德如此论证变化的不存在：“是”必然从“是”中，或者从“非是”中生成；但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它从“是”中生成，它就不会生成因为它已经是“是者”。如果它从“非是”中生成，这就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非是”中生出［“无中生有”的原则（the ex nihioprinciple）］。因此，无物生成，亦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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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人们首先就要面临这一挑战。更大的困难是解释“是”如何从“非是”（非存在）中生成。从本质上说，变化探讨的就是一物何以从“非是”变为“是”的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处于‘是’和‘非是’之间的是生成，所以生成往往是在‘是’和‘非是’之间的。”（《形而上学》卷二章二994a27—28）

正是由于潜能和现实的区分，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了形而上的工具，来消解巴门尼德对变化的否定性论证。亚里士多德承认，无物可以从绝对的“非是”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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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者”和“非是者”都能以两种方式，即潜能的和现实的方式被述说：


在一种意义上一物生成于单纯的“非是”；然而在另一意义上却总是生成于“是”。因为必定有某种潜能上“是”、但现实上“不是”的先在的东西，而它既可说是“是”，又可说是“非是”。（《论生灭》，卷一章三317b15—18；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四1009a30—35）


正是潜能与现实之间的区分使我们既可以说“是”从“是”中生成，亦可以说“是”从“非是”中生成。一物可以从（潜在的）S中生成，或者说从非现实的S中生成。一物不能是它所不是的东西，但它可以成为现在不是的那个东西。“非是”在某时可以现实地“是”（存在）。“在‘不是’的东西中，有一些潜在地‘是’；由于它们没有完全地‘是’，所以‘不是’。”（《形而上学》卷九章三1047b1—2）正是因为过去潜在的东西现在可以成为现实的，变化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前后一致地说，一个人可以从非人中生成，因为此非人可以是潜在的人；白色也可以生成于作为潜在的白的非白之中。

以对麦加拉学派的批判为基础，亚里士多德推断说，我们必须引入潜能和现实，并且将它们运用到每一个“依凭自身之是”或者范畴当中：“因此一物能够‘是’却可以‘不是’，能够‘不是’却可以‘是’，这对于其他谓项也是同样。”（《形而上学》卷九章三1047a21—23）也就是说，除了要为“依凭自身之是”或者说范畴（诸谓项的最终的种）分类之外，我们也必须论证说每一个“依凭自身之是”既可以潜在地，也可以现实地存在。不讨论潜能和现实的问题，就无法解释变化这种现象。

有人或许质疑为什么“依凭自身之是”和范畴理论本身不能解决变化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两个范畴是与运动相关的：活动（poiein，字面上讲，意为“正在做”）和受动（paschein，字面上讲，意为“正在被作用”）。在《范畴篇》章四中，亚里士多德以“砍伐”和“燃烧”为例来说明活动，而以“被砍伐”和“被燃烧”说明受动。不幸的是，他对这两个范畴述说甚少，因此我们难以知道当他将这两个范畴放置在“依凭自身之是”的列表当中时想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有相当的理由使我们相信潜能和现实不同于这两个范畴。首先，亚里士多德从未试图将潜能和现实放在“依凭自身之是”的列表或者范畴表当中。相反，正如上文所述，他煞费苦心地将“潜能/现实之是”和“依凭自身之是”区分开来。潜能和现实出现在一切范畴中。这意味着活动和受动（作为“依凭自身之是”）也必然可以潜在地和现实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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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活动和受动是本是的属性并且附属于本是，而本是的潜能和现实并不是一种属性，而是本是自身存在的不同方式和样式。

范畴理论的结构框架似乎是提供了一幅世界所由构成的画卷，而不是告诉我们它是如何运动的。的确，在《范畴篇》章五中，亚里士多德说本是的特征在于，它们在数量上保持同一性的同时，却能承受相反的性质（4a10—20）。这为说明变化，尤其是偶性变化的结构——这在《物理学》第一卷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铺设了道路。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对变化的结构的说明是与对个体结构的探讨相联系的，因而不同于借助潜能和现实来说明什么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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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本是可以涵盖相反性质这点，可以说明偶性的变化，却解释不了本是自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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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是自身的变化却是亚里士多德变化或运动理论的核心问题，因为他相信巴门尼德之后的自然哲学家只能解释偶性的变化。

一方面，“潜能/现实之是（存在）”被认为是依赖于“依凭自身之是”列表中的每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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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不是独立的物体，而是每一个“依凭自身之是”的潜能和现实。另一方面，“潜能/现实之是”就其本性而言不同于“依凭自身之是”，因而不能被作为“依凭自身之是”的部分而获得讨论。如果把以上的所有做一个综合，亚里士多德的真实想法似乎就可以总结如下。本是、数量、性质等皆为“是”，但它们既可以从“依凭自身之是”的角度去考量，也可以被视为“潜能/现实之是”。当把它们看作“依凭自身之是”时，我们是在探讨世界的基本构成或者最终要素，而这些构成要素是依照基本的主谓项关系来划分且定义的。不过，这种视野下的世界只是一个静态实在物，而没有关注其变化的层面。事实上，每一个本是、数量、性质等都有动态的一面，它们或者以潜在，或者以现实的方式存在。正是在研究本是的潜能和现实、数量的潜能和现实的过程中，我们探讨了世界的变化。作为“依凭自身之是”，其列表中的本是、数量、性质等每个成员都是世界基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有明确的本性或恒是（本质）。然而，作为“潜能/现实之是”，它是从运动的角度被考虑的。简言之，谈论“依凭自身之是”就是在描绘一个静态世界，而对潜能/现实的分析则提供了世界的动态图景。既然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潜能/现实之是（存在）并不是世界的独立构成部分，它总是关涉本是、数量等，那么当他将“潜能/现实之是”与“依凭自身之是”分开讨论时，他就在试图说明：如果离开潜能/现实谈论“依凭自身之是”，我们就在从静态角度，而不是从动态的、生成的和功能性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潜能/现实之是（存在）保证了一种独立的探究，因为如果我们将它们缩减为“依凭自身之是”，而不将它看作把握实在世界的重要概念的话，我们就会像麦加拉学派一般取消了变化。但是，“取消的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差别”（《形而上学》卷九章三1047a20）。




Ⅲ　“是”的中心结构的范围



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一的一开始，亚里士多德就宣称“有一门研究‘是’之为‘是’的科学”（1003a22）。这门科学的实质核心就是“是”的中心关联结构（focally connected structure of being）。“在许多意义上一物可以被称之为‘是’，但是它们都关联于一个中心点，一个特定的事物。”（1003a32—33）“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然而却都pros hen，即都“指向”或者“关联于”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本是（1003a33—34）。在下章我们将对此中心结构进行详细讨论，而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中心结构中包含有什么。

人们通常会认为，“是”的中心结构只包含“依凭自身之是”或者诸范畴，因为在许多场合当亚里士多德提到“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时，他所指的就是范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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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细读卷四章二中对该结构的阐明，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不同：


在许多意义上一物可以被称之为“是”，但是它们都关联于一个中心点，一个特定的事物。……一些事物被称为“是”是因为它是本是，另外的则因为它是本是的属性，或是朝向本是的过程，或是本是的灭坏、缺失、性质，或是本是的制造或生成，或是与本是相关联的事物，又或是对这些事物的否定，以及对本是自己的否定。（1003a32—b10）


除了范畴或“依凭自身之是”外，那些被述说为pros hen的东西还包括过程、生成、坏灭、缺失等未被包含在“依凭自身之是”的清单中的东西。因此，作为“是之为是”的科学的核心，“是”的中心结构并没有被限制在本是（本体）和其他“依凭自身之是”的关系之上。那么，这多出的又是什么呢？

多出的东西，例如过程、生成、坏灭等，都与运动或变化相关。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运动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而被描绘的，也就是“潜能/现实之是”。据此我认为，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二中，除去“依凭自身之是”外，“是”的中心结构中包含的其他条目其实就是“潜能/现实之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关于“是”的科学的核心主题同时涵盖了“潜能/现实之是”和“依凭自身之是”。弗雷德（M.Frede）在他颇具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本是范畴》一文的开始部分，宣称“亚里士多德的‘是论’（本体论）内容宽泛。它既包括如树木、狮子等这类物体，也包含质（如颜色）、量（如型号）以及其他的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区分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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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此时的思路正确的话，亚里士多德的“是论”就比弗雷德所说的更为宽泛。它不只涵盖了弗雷德提到的所有的范畴或者“依凭自身之是”，而且还包括“是”的另一个类型，即“潜能/现实之是”。

亚里士多德说他探求的这门科学研究是之为（hei，或者“qua”）是。hei已经得到了相当的讨论，而所谓“hei（之为）是（存在）”则是指这门科学探究“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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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建立并一直论证的“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相一致，就亚里士多德对关于“是”的科学的理解而言，我增加了以下的理解。关于“是”的科学的实质核心应当包含以下两个主要部分：（1）将本是、数量、性质等范畴作为（hei）“依凭自身之是”来研究，（2）将本是、数量等作为（hei）“潜能/现实之是”进行研究。对于第一种情况，关于“是”的科学探讨的是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问题；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关于“是”的科学则研究运动和变化着的世界。

这两部分展现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两个核心关注点：实在的基本要素问题和世界的运动问题。它们都发源于前人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基本要素，亚里士多德说：“探索存在数目的人也在做同样的探讨；因为他们要探知存在事物的最终构成部分是单一还是众多，如果是众多，那么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因此，他们是在探索本原和元素是一还是多的问题。”（《物理学》卷一章二184b23—26）亚里士多德将此探索看作是最基本的，而他对“是之为是”的研究则为这探索增添了重要的一笔：“总之，如果不区分‘是’的多种意义，就无法找到存在着的东西的构成要素。”（《形而上学》卷一章九992b18—19）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主谓项关系的结构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除了实在的构成要素是单一还是众多这个问题以外，另一个关注点就是运动或变化的问题。即使那些持要素是单一观点的人们，在要素是运动或静止的问题上也有明显的歧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必然有一个或多个本原。如果是一个，它或者如巴门尼德和麦里梭所说，是静止的；或者如自然哲学家所主张——其中有些认为气是本原，有些认为水是本原——是运动的。”（《物理学》卷一章二184b15—17）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都本源于一个物质，如水、气、火、土等，此物质通过聚合和稀疏构成万物。然而，巴门尼德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他的反驳对哲学家们提出了重大挑战，使后者必须为变化寻求根据。巴门尼德之后的自然哲学家们无法应对这一挑战。柏拉图的形式理论也没能给出合理的说明。
 

[46]



 由此，为变化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并且我认为，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之是”所要讨论的问题。






[1]

 Kath hautA de einaI legetaI hosaper sēmaineI tA schēmatA tēs kategorias。Sēmainei的主语（subject）在希腊语中是歧义的，因此这个句子也可以翻译为：“所有表示主谓项关系形式的东西自身便是‘依凭自身之是’。”［柯万（C.Kirwan），1993，40］Sēmainein（表示）同sēmeia（符号或象征）相关，尽管它是现代使用的“语义学（semantics）”一词的词源学根源。对亚里士多德而言，除名词之外，动词、短语和句子都是能指（signifier）（《诗学》，1456b38以下）。说它们表示某物意思是指，通过心灵的变状，它们成为某物的符号或者象征（参见《解释篇》章一16a3—8，14，24b1—2）。因为“依凭自身之是”是事物而非事物的符号，所以恐怕很难说它们“表示”某物。





[2]

 可能正是出于此种原因，爱尔文（T.H.Irwin）和范恩（G.Fine）直接将依凭自身之是（存在）译作“述谓之是（存在）（predicative beings）”。（1995，p.270）





[3]

 例如阿克利尔（J.Ackrill）就如此评论亚里士多德：“说本是（而不是本是的名称）在表示某物，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大意之处。”（1963，p.88）同样的困惑也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存在以许多方式被述说”当中。正如波斯托克（D.Bostock）指出的，当亚里士多德说出此言时，“他完全没在意以通常的方式使用一个语词，即用它来述说语词代表的任意一个东西，和提及一个语词本身间的区分”（1994，p.45）。




亚里士多德对非语言的对象和语言表达式间区分的模糊性导致人们在理解其范畴概念时出现了一些矛盾。范畴应当被理解为语言项，还是超逻辑的实在物，还是意谓的事物（things meant），抑或是最终的谓项？对亚里士多德范畴本性的争论，爱尔文（T.H.Irwin）曾进行过历史性考察，具体可参见T.H.Irwin，1988，pp.498—499。关于形而上学中范畴本性的一般性讨论，具体可参见J.J.E.Gracia，1999，其中第六章尤为重要。在此我想指出，潜能和现实没有出现在“凭自身之是”的观点或者范畴列表之中这一事实，驳斥了那种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范畴就是概念的观点。





[4]

 弗雷德（M.Frede）评论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要使文本配合某些先在之见的话，亚里士多德的katēgoria是基本不可能被翻译为‘predicate’（谓项）的，至少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predicate’（谓项）。无论如何，以下提到的这些部分在我看来是坚定地支持‘主谓项关系’的译法的。除在本章提到的［即《论题篇》卷一章九］之外，在《论题篇》中，katēgoria一词被使用了至少六次（107a3；109b5；141a4；152a38；178a5；181b27）。在所有情况下，它都可以被理解为‘主谓项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情况让我们必须把它理解成‘谓项’。可是，至少在三处地方，它是绝对要被理解成‘主谓项关系’的（109b5；141a4；181b27）。”（M.Frede，1981/1987，p.33）





[5]

 在其他地方，数量通常会少些，或者以“等等”、“其余”等词表示省略。参见《形而上学》卷五章七1017a24—27，卷七章一1028a11—13，等等。





[6]

 在下章中，我将讨论《论题篇》卷一章九和《范畴篇》章四的关系。





[7]

 ROT译本分别在b36和b38行添加了“谓项的类别（kinds of predicate）”的说法，但是在希腊文本中，这两处没有katēgoria或者与其同义的词出现。





[8]

 T.H.Irwin，G.Fine，1995，p.75.





[9]

 “不幸的是，在我们所谈的章节中‘katēgoria’有另外一种用法，我们可以在103b29中找到。”（M.Frede，1981/1987，p.35。）





[10]

 但范畴的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通过以下段落就可以看得清楚：“被述谓的事物要么是指性质、要么指数量、或者是其他的范畴，要么是本是的要素；但是它们是有限的，并且主谓项关系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它们或是性质、或是关系、或活动、或受动、或处所、或时间。”（《后分析篇》卷一章二十二83b13—17）





[11]

 认为亚里士多德从语言结构中获取世界结构的观点，也可以参见W.Wieland，1975；J.Ackrill，1981，p.25；D.Graham，1987，p.40以下。





[12]

 针对《形而上学》卷五章七对“偶性之是（存在）”含混不清的论述，波斯托克（D.Bostock）提出了有益的解释，参见D.Bostock，1994，p.48以下。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二至章三中，“偶性之是”被认作是偶然而非总是发生的。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偶性之是”被排除出知识对象的范围，不应予以研究。





[13]

 我将在下章回到这一文本。





[14]

 参见《形而上学》卷五章十八1022a27—28。





[15]

 《后分析篇》卷二章三90b3—4；也可参见卷二章三90b30—31，91a1，卷二章十93b29，94a11；《论题篇》卷一章五101b38。





[16]

 《论题篇》卷六章二139b22—140a2，卷六章三141a31以下，卷六章四141b22—142a2。





[17]

 《形而上学》卷三章三998b22—27，卷八章六1045b5—7；《后分析篇》卷二章七92b14；《辩谬篇》172a14—15；《欧德谟伦理学》卷一章八1217b35—36；《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六1096a23—27。在《形而上学》卷十一（K）1059b31中也曾提到这个观点。不过鉴于《形而上学》卷十一的真实性尚存争议，所以我的任何论证都不会以它为基础。





[18]

 G.E.L.Owen，1986，p.165.





[19]

 《形而上学》卷四章二，卷七章一；《物理学》卷一章二185a21；《论灵魂》卷一章五410a13；《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六1096a24。





[20]

 例如，波斯托克（D.Bostock）说：“卷八章二强调的不是定义中给出的种而是属差。只有人们想论证‘是’的类别和范畴同样多时，种才需要被强调。”（1994，p.52）巴恩斯（J.Barnes）在评论此段时指出：“非常奇怪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对‘是’的中心含义（focal meaning）所做的最为广泛的描述中，并没有提到过范畴。”（1995，p.80）





[21]

 G.B.Matthews，1972.





[22]

 对于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signification概念，也一直存在着争执。欧文（G.E.L.Owen）似乎认为亚里士多德的signification（动词：semainein，tosignify）可被理解为意义（sense）或含义（meaning）（1965，p.73；1966，p.145）。巴恩斯（J. Barnes）也同意这一观点（1975，p.205）。弗里基（M.Ferejohn）认为“tosignify”即“指示”（todenote），因而该词是相关于现实的（1980，p.118）。柯万（C.Kirwan）则提出，根据文本“tosignify”或可理解为“意谓”（tomean），或可理解成“指示”（todenote）（1993，p.94）。哈姆林（D.Hamlyn）认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分意义和指称（1977—1978，p.12）。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T.H.Irwin（1982），以及C. Shields（1999）。我认为爱尔文的总结是正确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对这几个词汇的使用并不是非常系统的。通过我们对“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这句话的不同应用的讨论，可以看出一个表示性的语词（signifying word）是否具有唯一的意义并非简单地被它所表示的东西所决定，而是依赖于它所表示的事物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种类上的规定性。





[23]

 所谓“别处”，是指《物理学》卷三章一至章三，《形而上学》卷五章十二，以及《形而上学》卷八至卷九。在这些部分中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





[24]

 《物理学》卷三章一200b26—28，201a8—10。





[25]

 罗斯（W.D.Ross）对1017a36—b9（即本节分开头引用的部分）的评论如下：“亚里士多德对‘是’的意义的区分存在困难。前三类意义是对三种类型的判断的回答，1.A（偶然地）是B；2.A（本质地）是B；3、A是B（=A是B是真的）；第四类与以上三类不相同，它不是对论述类型的回答，而是指上面的三类是（存在）都能够拥有的两种意义。”（Ross，1924，i.309）在马森（M.Matthen）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介绍意味着他对早期主谓句的语义学分析的标准结构的修改（Matthen，1984）。





[26]

 《形而上学》卷九章六1048a36。





[27]

 《形而上学》卷四章三1005b11，17，23。





[28]

 《形而上学》卷四章四1006a4—5。





[29]

 《〈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列出了六种可能的解释（M.F.Burnyeat等编，1984，pp.61—62）。





[30]

 《物理学》卷八章一250b14。





[31]

 1046a10—11。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五章十二，1019a15—16。《形而上学》卷五章十二是亚里士多德针对“潜能”一词所作的哲学释义集汇。对《形而上学》卷五章十二和卷九章一的对比性讨论，可参见G.E.L.Owen在《〈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M.F.Burnyeat等编，1984，pp.46—48）一书中的注解。





[32]

 卷九章一1046a11—13，卷五章十二1019a19—20。例如，一个病人拥有被医生治愈的潜能。如果这个病人自己也是医生，他就被自己——就他自己作为一个医生（而非病人）而言——治愈。医生自身有变得健康的潜能。





[33]

 亚里士多德也使用dunaton（潜在的）和dunamei（潜在地）。依据《〈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M.F.Burnyeat等编，1984，p.49）所说，在《形而上学》卷九的前面几章，dumamis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并不做排他的使用；而在章六、章七中，dunamei占主导位置；dunaton贯穿于全文之中，分别与dumamis和dunamei相关联；在卷九章八中，dunamis作为一般性概念被使用。





[34]

 也可参见1047a30—31。





[35]

 参见《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0以下，201b9以下，201b31—202a1。对于energeia和entelecheia不能够互换使用的观点，已经在评论家中间达致了普遍共识。对此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布莱尔（G.Blair）的观点，他说为一致起见，energeia应当被翻译为“内在的活动”，而entelecheia应被译为“自身中隐含着目的”（Blair，1992）。





[36]

 《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1—12。也可参见《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29，201b5，202a7，卷八章一251a9。





[37]

 《物理学》卷一章七191a27—31。





[38]

 《物理学》卷一章八191b13—14。





[39]

 此问题也为波兰斯基（R.Polansky）所关注。他认为：“如果我们恰当看待现实与潜能，并且将它们应用于存在的每个范畴，那么运动及其潜能就可以被视作是活动和受动范畴各自所有的现实和潜能。”（1983，p.162）这一点不易明白。不过他后面的观点与我们目前的观点相近：“既然从运动意义上谈论的energeia不过是energeia的一个个例，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还要将其分开讨论。答案很显然：因为运动，或者说生成，同其他的是（存在）相比有着不同的特征。”（同上书，p.163）





[40]

 见第三章第一节。在没有探讨亚里士多德如何将本是从形式和质料角度进行分析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很难得到全面的讨论。





[41]

 关于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没有真正地对变化进行讨论这一点，可以参见D. Graham，1987，pp.120—123。





[42]

 这个观点在下面的段落中会有进一步表述，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潜能/现实之是”与运动的关系的话：“在事物之外，没有任何运动存在。因为变化东西之变化总是在本是方面、数量的方面或者性质的方面，抑或是处所方面。如果不从本是、数量、性质或者其他这类谓项着眼，要想找到这些范畴的共同之处，如我们所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上述方面之外，没有任何运动和变化；因为在那些方面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了。”（《物理学》卷三章一200b32—201a3）如这段话所说，似乎范畴表或者说“依凭自身之是”的列表中的各项已经穷尽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运动或变化并不是“依凭自身之是”之外的高于它的东西。





[43]

 参见第21页注2。





[44]

 M.Frede，1985/1987，p.72.





[45]

 参见C.Kirwan，1993，p.77。





[46]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形相（理念）论的最经常的指责就在于这一理论无法解释运动或变化的问题：“《斐多篇》里这样说，形式是存在和生成的原因。可是即使形式存在，除了有什么东西去推动它们，事物就不会生成；并且有许多其他的事物（如房屋和指环），虽然没有形式却也生成了。因此，明显地，那些被述说为有形相的东西，可以通过刚才提到的原因存在和生成，但不是通过形式。”（《形而上学》卷十三章五1080a2—8）





第二章　从“是”到“本是”



《形而上学》卷九章二宣称“是”（存在）以许多方式被述说，但都pros hen（指向），或者“中心关联于”一个中心点（1003a33—34）。这个中心点就是本是（本体），后者由此成为首要之“是”（1003b17—18）。于是，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关于“是”的科学应当关注对本是的研究：“哲学家应当做的就是把握本是的原则和原因。”（1003b18）

或许出于对亚里士多德做出的“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的普遍淡漠态度，对“是”或存在的中心结构的学术探讨一直局限在本是和其他“依凭自身之是”的关系的范围之内，“潜能/现实之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鲜有提及。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中心地关联于本是的既有“依凭自身之是”，又包括“潜能/现实之是”。因此当认为所有其他“是”都与本是中心关联时，作为中心点的本是就可以同时既指拥有某种属性的事物，又指既可以潜在也能够现实地存在的事物。如果考虑到这点，当亚里士多德将对“是”的研究还原为对本是的研究时，便暗含着两种对本是的研究视角：其一将本是视为“依凭自身之是”，其二将本是看作“潜能/现实之是”。换句话说，一个研究本是自身，另一个探讨本是的潜能和现实。事实上，在《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中，亚里士多德对“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是及本是的潜能和现实问题上，而甚少关注其他“依凭自身之是”。

本章旨在探究“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如何与本是中心关联。我试图解释，亚里士多德为何将对“依凭自身之是”和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分别归结为对本是以及对本是的潜能和现实的研究。另外，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还将讨论“是”的主要结构与关于“是”的科学的本性之间的关系。




Ⅰ　“依凭自身之是”的中心联系



我首先讨论其他“依凭自身之是”如何与本是（本体）中心关联。事实上，欧文（G.E.L.Owen）在其经典论文“亚里士多德早期文献中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中，已经以“中心含义（focal meaning）”理论来解释这种关联，并且这种解释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中心含义”是对希腊词汇pros hen的翻译。不过，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中心含义”一词被广泛使用就说明它对pros hen的翻译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中心含义”译法会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即以为亚里士多德是在讨论含义或者意义问题。而事实上，他更加关注非语言的“是”之间的“是论”（本体论）关联。因此，我将尽量避免使用此词，除非是为了阐明欧文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对该词应当有更加字面化和中立化的翻译，如“中心联系”或“中心关联”。不过，为避免混乱起见，我将经常保留原词pros hen不做翻译。

从字面上讲，pros hen意为“指向一个”或“相关于一个”，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在欧文看来，“是”的pros hen指“（‘是’的）所有意义都有一个中心，一个共同要素”，或者“一个核心意义”，因此“是的所有意义都通过本是以及与本是相恰合的‘是’的意义获得解释”。据此，欧文认为，pros hen，亦即是（存在）的“中心含义”在《形而上学》卷四中的出现是崭新的和变革性的，因为它展示了“对toon及其同源表达式的新理解”
 

[1]



 。欧文认为，我们可以以如下方式看待这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欧德谟伦理学》等著述中指出，“是（存在）”是一个同名异义词，具有各种明确但毫无关联的意义。相比于这些早期观点，“中心含义”的理解方式说明“是”有一个“核心意义”，即作为本是之是（存在），而其他的是（存在）则没有自身的本性，必须通过这个核心意义获得解释。欧文的观点非常断然：


说“是”有一个中心含义乃是指，对非本是之是的陈述可以还原为——或者说翻译为——对本是的陈述；与这一论点相伴随的是，非本是没有自身的质料或形式，因为它们只是本是的逻辑阴影而已。
 

[2]






在欧文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是”的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形而上学》卷四对“是”做出的“中心含义”论说（pros hen account）与亚里士多德在其早期著作（如《工具论》、《欧德谟伦理学》等）中提出的“是”的“多义论述”（multiplicity account）相互矛盾，或者说“中心含义说”取代了“多义论述”。根据“多义说”，各种“是”在不同范畴中各个不同，“是”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
 

[3]





欧文提出的上述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亚里士多德学术界影响甚为深远。期间虽然有不少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审视，但它依然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是”的理论的占主导地位的框架。
 

[4]





在本节中，我试图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以此来取代人们宣称的亚里士多德“多义说”和“中心含义说”间的张力理论。鉴于欧文“中心含义”解释的主导地位，我希望通过与此相对比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关于“是”（存在）的上述两种理论之间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发展。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其指向各不相同。“是”的“多元说”是指，有多少类范畴，“是”就可以通过多少种不同的方式被述说；而每一种述说方式都是独立的。因为任何一个范畴中的成员都可以通过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确立自身，而不需援引本是。与此不同，“中心含义说”则是一个“是论”（本体论）论述，也就是说，“本是”（本体）是其他“是”的主体。而这一论点在被欧文视作是亚里士多德早期文献的《范畴篇》中已经有所述及。

我将首先简要总结欧文对其命题——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中心含义论述取代了“是”的多义论述——的主要论证，这对我们的探究或许是有帮助的。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形而上学》卷四章二提出了“是”的pros hen关联问题，但是该文本并没有明确阐释“是”的多重意义为什么以及如何与本是相关。
 

[5]



 欧文的着眼点是将pros hen（“中心含义”）从同名异义和同名同义的情况中区分出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当事物只有一个共同名称，而与名称相应的是的定义有所不同时”（《范畴篇》章一1a1—2）
 

[6]



 ，事物便是同名异义的。初看起来，“是”在不同应用中展示出不同定义，所以它展现的似乎是同名异义的情况。不过，在他认为所有“是”都是指向同一中心时，亚里士多德立刻补充说这并非同名异义（《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3a34）。于是欧文便得出结论说，同名异义与中心含义是截然相对的。事实上，正是以此论断为基础，他才断定有这样一个早期阶段，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具有同名异义的特征。欧文指出，在《辩谬篇》182b13—27中，亚里士多德直接以“是”作为同名异义的一例，而在《论题篇》里，如果一个语词被认作有许多意义，这就是同名异义。
 

[7]



 正是由此，《形而上学》卷四被视为一个崭新讨论的开始。

但是，没有充足理由让我们相信指向中心含义与同名异义之间的对立像欧文所以为的那般尖锐。并不能确定“多义”等同于同名异义。
 

[8]



 更重要的是，有文本证实，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有不同类型的同名异义。他将非完全（non—complete）的同名异义，即一个语词有许多相关含义的情况，与完全的同名异义，即一词有许多毫不相干的意义的情况区分开来。
 

[9]



 前面的这类同名异义与“指向中心含义”并非毫不相容。当然，欧文也完全意识到同名异义的各类用法，但他仅用一句话就打发了其他的使用方式：“他［亚里士多德］常常没有在意同名异义的这类变体。就单一表述而言，他把同名异义看作是‘同名同义’的唯一对称者。”
 

[10]





“同名同义”是“同名异义”的对立面。如果事物“不仅具有一个共同名称，而且与名称相应的定义也是同一的”（《范畴篇》章一1a6—7），那么这些事物就是同名同义的。“是”不是种，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因此“是”拥有“指向中心点（pros hen）结构”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同名同义的。
 

[11]



 虽然欧文在某一场合亦认为在《形而上学》卷四及卷六中，亚里士多德“渴望尽量减小同名同义与中心含义间的差别”
 

[12]



 ，但是他还是小心避免将“中心含义”与同名同义相混同。相反，欧文认为“‘多义或单义’、‘同名同义或同名异义’间的简单二分不足以解释‘中心含义’”，而后者事实上是“the tertium quid（第三者）”
 

[13]



 。尽管做了如是判断，欧文并没有确切地解释“中心含义”与同名同义的区别。可是由于他说中心含义取消了其他“是”的独特意义，我们渴望甚至要求听到一个解释。

如果不能划清“中心含义”与“同名异义”及“同名同义”的界限，“中心含义”的准确外延就无法确定。欧文也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充分说明此概念的含义，但是他将责任推卸到了亚里士多德身上，认为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表述就是含混的：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予“中心含义”一个完整和确切的定义，从而使此概念拥有他所说的那种哲学力量：他仅仅给出了“中心含义”使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此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总的答案。亚里士多德之所以逃避此问题，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对于他不断变换的目的而言，任何回答都会是随意的，会确立一个永远都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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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尽管欧文坚持认为“指向中心点”结构给出了“一个中心，一个共同要素”，并且导致其他的“是”失去了自身的“质料与形式”、被归结为本是的“逻辑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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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为此观点提出的论证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清晰。

为了澄清欧文的立场，学者们发展了一种很盛行的解释立场。这种解释试图通过逻辑在先性观念，或者说是定义与公式（logos）的在先性来解释“指向中心点”的意义。“公式1是首要的和核心的，因为其他公式都将公式1的定义包含于它们自身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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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本是的公式（formula）被说成是内在于其他范畴的公式之中（1028a34—36）。而这似乎意味着本是（本体）是所有公式的共同要素。

毫无疑问，“指向中心点”（pros hen）与逻辑在先性观念是相关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一定相同。首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在先性以证实本是的首要地位，而公式的在先性也确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指“是”上的和知识上的在先性）。但如果公式上的在先性就是“是”的pros hen的含义的话，那么另外两个在先性的作用为何？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公式上的在先性”这一观念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般清晰。在何种意义上本是的定义内在于其他范畴的定义之中？定义用于揭示事物的恒是（本质），而其标准形式是种加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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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本是在逻辑上的在先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其他“是”的属或者种。例如，当我们定义白色时，我们会说“白色是如此的一种颜色”。这样看来，“逻辑在先性”似乎需要另外的解释。

目前，我们应当满足于指出这样一点，即无论其意义为何，“逻辑在先性”的观念并不会使不同范畴中的不同的“是”失去它们自身的种加属差定义。正如《论题篇》卷一章九所说，不同范畴中的成员各自有其定义，这些定义通过种加属差的方式揭示它们的恒是。一个范畴的明确意义来自种加属差定义。“白的”不同于“苏格拉底”，因为它们有其各自的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作为最终的种，某个范畴赋予其下层成员以某种意义，而这些意义是其他范畴成员无法分享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范畴如何划分事物，以及“是”以何种方式各不相同。就每一个“依凭自身之是”都有揭示其恒是的定义而言，它们各自保持着特定的意义。

为了发展一种不同的关于“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的理论，我将首先考察《范畴篇》章四与《论题篇》卷一章九的关系。因为在且只在这两章中，亚里士多德列出了范畴的所有十个成员。在前面章节中，我只讨论了《论题篇》卷一章九而没有涉及《范畴篇》章四，因为当时我的目标仅限于解释《形而上学》卷五章七中“依凭自身之是段落”。然而，《论题篇》卷一章九与《范畴篇》章四的关系，则涉及“是”的指向中心点论述是否取代了“是”的多义论述的问题。

一般认为，这两个文本提供了达到同一范畴表的两种不同进路。在这两处地方，范畴产生于对“这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人们通常认为，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范畴篇》章四仅对一个主体发问。当我们问“这是什么”时，我们最终得到本是范畴，而当我们问：“它何以是此”时，我们获得了质的范畴；如此等等。事实上，所有问题都与本是相关。而在《论题篇》卷一章九中，“这是什么”是针对不同事物或主体而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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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此问题我们有另外的解释。不可否认，如我在前面章节所说，《论题篇》卷一章九的问题——“这是什么”——针对的是不同对象，而各个范畴也是通过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得出的。我在那里强调的是每个范畴都源于一个本质主谓项关系的层级结构。所谓本质主谓项关系是指，其中的主项和谓项都属于同一个种，也就是同一个范畴。为方便起见，我们称这类本质主谓项关系为“同范畴主谓项关系（same-category predication）”。

然而，认为《范畴篇》章四通过以下单一步骤——针对同一对象询问诸多问题——而获得范畴表的观点却不可能是对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每个非复合的用语，或者指谓本是，或者指谓质、量、关系、处所、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受动。让我大致解释一下：指本是的如“人”和“马”；指量的如“两肘长”和“三肘长”；指质的如“白的”和“有教养的”；“两倍”、“一半”、“较大”属于关系范畴；“在吕克昂”和“在市场上”则属于处所范畴；“昨天”、“去年”表时间；“躺着”、“坐着”表姿态；指状况的如“穿鞋的”、“武装的”，指活动的如“切割”、“燃烧”，指受动的如“被切割”和“被燃烧”。（1b25—2a4）


在这段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范畴表如何确立，以及是什么造成了范畴的区分的说明。该文本在一开始列出范畴表，而后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释”，即为每个范畴举了几个例子。它根本没有提到这些范畴如何构成范畴表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记起《论题篇》卷一章九的发问方式，并且将《范畴篇》章四中的范例做出引申时，才会发现只有人，或者如人这般的实体，才能够同时拥有这些属性，如“有教养的”、“在吕克昂”、“坐着”，并且因此得出结论说亚里士多德在此是针对同一个对象询问诸多问题，而此对象一定属于本是范畴。如果以主谓项关系的标准形式，即“S是P”来表述《范畴篇》章四的观点，那么“S”一定属于本是范畴，而“P”可以属于任何范畴。既然我们将《论题篇》卷一章九展示的“本质主谓项关系”称为“同范畴主谓项关系”，那么在《范畴篇》章四里所讲的这类主谓项关系，我想称为“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substance—subject predication）”。

“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明显不同于《论题篇》卷一章九表现的“同范畴主谓项关系”，因为在后者中，S并不被限制在本是范畴之内，它可以属于任何范畴，而P则必须是S的种或者属，它们存在于同一个范畴中。更为重要的是，就范畴的生成而言，这两类主谓项关系表达的重点并不相同。同范畴主谓项关系使我们理解了范畴为何各不相同，而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则表明所有谓项都与一个主项相关，但是没有解释这些谓项作为范畴如何以及为什么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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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显然并没有通过《范畴篇》章四来解释范畴的区别问题。他仅仅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释”，即，为每个范畴举出些例子，而不是要解释它们各自是什么。这些例子表明其他范畴都与本是相关，但没有说明范畴何以成为范畴。《范畴篇》章五详细讨论了不同范畴如何与首要的本是相关联，但也没有论述范畴的本性。我的理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在《论题篇》卷一章九中为范畴表奠定基础，而后在《范畴篇》章四与章五中指出这些范畴都是对本是的述谓。详细说明范畴的区别是《论题篇》卷一章九的任务，而非《范畴篇》章四的职责。这一任务最终通过展示以下这点——范畴的区别建立在不同的主谓项关系的模式的基础上——而得以完成。

如此看来，《论题篇》卷一章九与《范畴篇》章四的功能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矛盾的。事实上，当我们说《范畴篇》章四必然要以《论题篇》卷一章九确立的范畴的区分为前提时，《论题篇》卷一章九也定然蕴含了《范畴篇》章四提出的观点。首先，在《论题篇》卷一章九中，亚里士多德说确定范畴的第一步是将不同的东西，如颜色、关系等放在某人面前并且让他回答“这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颜色是无法离开它所依附的本是而单独显示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当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卷一章九中举出这一事例时，他不可能没有留意到非本是的范畴与本是范畴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他在那里的任务是以抽象分析方式独立地说明各个范畴是什么，因此把这些范畴同本是如何关联的解释工作留给了《范畴篇》。

其次，在《论题篇》卷一章九里，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宣称每一个范畴都指谓着一个“是什么”（tI esti，103b27—29），另一方面又将范畴表中的第一个范畴，即本是（本体），称为“是什么”（103b23，b27）。因此，“是什么”就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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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是什么”适用于每个范畴，而狭义的则仅适用于本是并且成为后者的标志。这当然就意味着本是在所有“是”中的优先地位。大家都知道，“本是”的希腊语是ousia，后者与“是”（on）分享着同样的词源学意义。而且，以这种方式来命名第一个范畴也意味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区分不同“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打算赋予本是以特殊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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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与本节的核心问题的关系是这样的。依据我的理解，《论题篇》卷一章九在解释了范畴何以各自不同之后，便因之提出了“是”的多义论述。而《范畴篇》章四的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则说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与本是相关。既然《论题篇》卷一章九与《范畴篇》章四之间并无冲突，我们就可以认为欧文的观点——“是”的“指向中心含义”（pros hen）论述代替了多义论述，成为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崭新论述——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不难看出，《范畴篇》章四中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所表现的其实就是“指向中心点”（pros hen）结构［这被欧文称为“中心含义”（focal meaning）］，因为它说“本是”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共同主体，而其他事物则是本是的属性。《形而上学》卷五章二在阐明指向中心点（pros hen）公式时就提到了这点：“事物被称之为‘是’，有些因为是本是，有些因为是本是的属性……”（1003b6—10）由于其他所有事物都pros hen本是，本是便成为所有“是”的首要意义（1003b17—18）。既然上述两类关系——即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和指向中心点（pros hen）结构展示的其他“是”与“本是”的关系——具有相似性，那么可以说在《范畴篇》中就已经蕴含了“是”的pros hen论述。所以，《形而上学》卷四章二探讨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论述根本不是全新的。《范畴篇》是《形而上学》卷四和卷七观点的来源。于是，认为关于“是”的这两个论述具有一种发展性关系这点就失去了根基；再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有这样一个早期阶段，在其中他坚持“是”的各种意义是不相关联的这个理论也随之变得可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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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既然《论题篇》卷一章九与《范畴篇》章四是互补而非矛盾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论述与多义论述间是否真的有张力或矛盾存在。如果我们的理解正确的话，《形而上学》卷四章二对pros hen的引入就不像欧文所说的那样具有革命性。

前文曾经提到，“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论述是作为关于“是”的科学的实质核心被引入《形而上学》卷四章二的，但是在那里却没有对此论述做全面讨论。这似乎预示了讨论要在别处展开。既然这个论述指出所有其他事物都与本是相关联，那么我们就应当通过对相关文本——在其中其他范畴与本是的关系被指明——的探讨获得对“指向中心点”（pros hen）的全面理解。循此思路，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范畴篇》章五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尽管pros hen的表达没有直接出现在这两个文本中，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本是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的理论却在这里被提出。事实上，一直以来，这两个文本都是人们研究的焦点。我的探讨会集中在以下这点上，即关于“是”的两种论述的关系，我们能从文本中获得些什么。

《范畴篇》章五将本是（本体）范畴区分为本是性特殊（substantial particular）及本是性属或种（substantial species or genus）。由于本是性属或种述说本是性特殊（如“苏格拉底”、“这棵树”等等），所以亚里士多德将前者称为“第二本是（secondary substance）”。与此不同，本是性特殊则被称作“第一本是（primary substance）”，因为它不再述谓任何其他的东西，是最终的主项。与此相应，对非本是的范畴，亚里士多德也作了非本是性普遍（nonsubstantial universals）和非本是性特殊（non-substantial particulars）的区分。其中非本是性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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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例子有：存在于心灵里面的“一点语法知识”和存在于物体里面的“一种白色”（1a27—28）。

于是，实在就具有以下结构：“其他一切东西或者用来述说第一本是，或者存在于它们里面”（2b14—15），而第一本是自身则“既不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在一个主体里面”（2a13—14）。这个结构说明“如果第一本是不存在，那么其他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2b5—6；也可参见2b15—17，2b37—38）。同样，对于本是范畴来讲，如果本是性特殊不存在，那么本是性普遍（substantial universals）也不可能存在。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范畴：如果第一本是不存在，那么其他的是（存在）也无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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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至少从一个方面知道了其他范畴是如何指向中心点（pros hen）于本是的：“本是”是其他“是”的主体，并且带有如下的“是论”（本体论）意味，即如果没有本是，其他一切事物都无法存在。与“是”分享同样的词源学意义的ousia一词，之所以在传统上被翻译为“本是”，就是因为在《范畴篇》中，首要的ousia就是第一本是，或者说是“基质”（hupokeimenon）。

本是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有进一步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但“‘是什么’是首要的，它表现本是”（1028a14—15）。《形而上学》卷四章二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对诸“是”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说，尽管“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但是它们都pros hen本是，而本是在所有“是”中是首要的。不过，《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又转而开始解释本是为什么是首要之“是”。根据卷七章一所说，其他范畴（或者“依凭自身之是”）不能够离开本是单独存在，因为本是（本体）是它们的基质（“underlies”them）（1028a13—20）。对非本是的范畴的表达往往都要涉及本是（这也就是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所讲的）。说某物是质意味着它是某个本是的质，然而当谈论什么是本是时，却不用涉及其他的任何范畴。这是因为，“一切其他都由于本是而存在。所以首要的、单纯的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是必定是本是”（1028a30—31）。

如前所示，本是从“是论”（本体论）角度而言的独立性，也是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章五中论证本是高于其他范畴的主要原因。与《范畴篇》相比，《形而上学》卷七章一没再提及“第一本是”与“第二本是”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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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同样主张本是的首要性依赖于它在“是论”上的独立性。不过，《形而上学》卷七章一更进一步，认为这种首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被理解。第一种是“除了本是以外，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存在”（1028a34—35）。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称这种首要性为“时间上”的在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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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通常情况下本是能够单独存在这点是指本质上或者“是”上的在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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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公式上的在先性（即通常所说的逻辑上的在先性），意指本是寓于其他范畴的公式中（1028a34—36）。第三种在先性是知识上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了‘是什么’后，才能够充分认识每一事物，如知道‘人是什么’、‘火是什么’比知道它的质、量、处所更能认识某个东西”（1028b1—3）。

这三种在先性里，人们通常认为定义上或者公式上的在先性抹杀了每个范畴的明确意义，并且也因此“指向中心含义”（pros hen）赋予所有“是”以共同的意义（此共同意义寓于本是之中）。我在前文提到，这种理解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范畴的明确含义都来自于它们各自的种加属差定义，而本是显然不会作为属或者种出现在其他“是”的定义中。在我看来，当亚里士多德说本是在定义上在先时，这里的“公式”（logos）并不指揭示事物恒是的定义，也没有采取种加属差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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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指对事物的完整描述而已。由于本是是所有其他范畴述谓的主体，而成为属性就意味着它要述谓作为主体的本是，那么当我们描述其他“依凭自身之是”，如质、量等时，就要考虑说它们是某个本是的质或量。与此相反，当描述本是时，我们就不需要提起其他“依凭自身之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本是在logos上在先。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公式上的在先性便是建立在“是”的在先性之上。但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指向中心点”（pros hen）是不够的。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逻辑上的在先性可以脱离其他两类单独存在。卷七章一的结构表明，只有三类在先性一起才能够阐明本是相对于其他范畴的首要性。因此，通过所有三个在先性来理解“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似乎更为合理。而就这些在先性而言，自然的在先性（即如果本是不存在，其他也不能存在）最为根本。或许回忆起以下这点对我们的研究更有帮助，那就是，“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相关不仅是语言项上的关系，而且也是超越语言的事物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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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范畴篇》章五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也都有直接的文本证据表明，“是”的指向中心点论述并没有取消其他每个范畴的明确意义。在《范畴篇》章五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本质谓项和偶然谓项。其他范畴只能是对本是的偶然述谓，因为只有它们的名称（更确切地说，它们的形容词形式）才能述谓本是，定义则不行。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白的”，却不能说“苏格拉底是一种颜色”。以上这个区分说明，一个非本是范畴可以有其自身的定义，但是此定义完全不同于本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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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或许他对本是的首要性的强有力的论证会导致人们质疑其他是（存在）的明确意义：“所以，有人会提出疑问，‘走着’、‘健康的’和‘坐着’中的每一个是否都指谓所是的东西，而其他诸如此类的词也是同样。”（1028a20—22）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这段之后他立即声明：“只有我们在知道量是什么或者质是什么之后，才能知道这些谓项。”（1028b1—2）这里，每一个非本是范畴仍有各自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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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的以下观点——即“是”的多义论述与“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论述间并没有张力存在——获得认可之前，还需要克服一个极大的障碍。《形而上学》卷五章七1017a23将所有“是”的范畴都称为“依凭自身之是”（kath hauto）。然而它又说其他的“是”都从属于本是，是后者的属性。假使如此，那么一个非本是的“是”怎么仍能够同时是“依凭自身之是”？非本是的是（存在）如何能够同时既是“依凭自身之是”又是某些主体的属性？的确，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当亚里士多德提出那个假设性问题，即一个非本是之“是”（如“坐着”）是否指谓所是的东西时，他询问的理由就是“它们既不是‘依凭自身之是’（kath hauto），又不能够与本是相分离而存在”（1028a27）。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在什么意义上一个“是”可以被称为“依凭自身”（per se）。在《后分析篇》卷一章四中，亚里士多德列出了一物可以被称为“依凭自身”（per se）的四种意义。
 

[32]



 在这四种意义中，第二种是关于特质（idion properties）（73a38—b4）的，而第四种则相关于一物的自然结果（natural result）（73b10—73b16）。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一和第三种意义。

第一层意义是说，“如果一个事物是另外事物的本质因素——例如，一条线属于三角形或者点属于线（因为其本是是由它们构成的，并且它们是描述其本质的一个因素）”（73a35—38），那么该物就依凭自身而属于他物（belongs toanother per se）。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讨论过，正是在此意义上“是”的所有范畴都被称作“依凭自身之是”。因为“依凭自身”（per se）的这种意义明显地相关于《论题篇》卷一章九的讨论，而该讨论指出每个同范畴主谓项关系都是一个定义式的陈述（definitional statement），它详细阐释了“是”是什么。范畴作为最终的种隐含于它每一个下级成员的定义中，而且对所有成员必然适用。它因此是依凭自身之是（存在）。

“依凭自身”（per se）的第三种含义：“我将不述说某个主体的东西称之为依凭自身（per se），而述说主体的东西则是偶性的。”（73b4—10）如果X不述说其他主体，那么它是per se。由此，本是就是唯一的per se，所有非本是的存在都是偶性，因为本是不再述谓任何事物，而“那些不意指某本是的东西一定述谓某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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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以上对“依凭自身”（per se）意义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亚里士多德说有多少“依凭自身之是”就有多少范畴、不同的主谓项关系意谓不同的“依凭自身之是”时，他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per se。per se的这种含义同是（存在）的多义论述相一致。与此不同，“依凭自身”（per se）的第三种含义——即本是是唯一的“依凭自身之是”，而其他范畴都是偶性之是（存在）——与《范畴篇》章四至章五谈论的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形式相关联。每一个非本质的范畴都述谓本是，而本是不述谓任何其他东西。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是和非本是范畴的对立就成了“依凭自身之是”与“偶性之是”（per accidens being）的对立，或者说是一般的“是”（haplōs）与某种特定之“是”（ti）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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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凭自身”（per se）的这种含义与“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论述是相一致的。

如果将《论题篇》卷一章九与《范畴篇》章四放在一起，并且将“依凭自身”（per se）的第一和第三种意义结合在一起，那么结果是“本是（本体）”一直都是“依凭自身之是”，而其他的范畴既是“依凭自身之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又是“偶性（per accidens）之是”（在第三种意义上）。非本是的是（存在）的两种意义并非相互冲突，而是与per se的不同含义相关联。因此，“是”的多义论述与“是”的pros hen论述并不矛盾，它们不过反映了“是”的不同特征。这两种论述表明，非本是的“是”担当着两种不同角色，而且在所有“依凭自身之是”中本是始终是首要的。正是两个论述的结合让我们理解pros hen关联为何既不是“同名异义”也不是“同名同义”。由于每一个“是”都有各自的种加属差定义，所以“是”不是同名同义；而“是”之所以不是同名异义，则是因为本是相对于其他范畴而言具有三种在先性。




Ⅱ　潜能/现实之是（存在）与本是



从其他“依凭自身之是”对本是（本体）的“是论”（本体论）上的依赖性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其他的“潜能/现实之是”中心地指向本是。正如上章所说，“潜能之是”和“现实之是”并不是“依凭自身之是”（也即实在的最终构成部分）之外的独立实在物。变化的事物之变化总是或在本是方面，或在数量方面，或在性质方面（《物理学》卷三章一200b33）。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没有“依凭自身之是”，“潜能/现实之是”便失去了根基。既然“依凭自身之是”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是指本是是其他范畴的基质；是指没有本是，就没有其他的“依凭自身之是”可以存在，那么，将此理论做进一步延伸，就可以得到以下观点，即没有本是，就没有其他范畴的潜能与现实，也没有本是自身的潜能与现实。在《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五1071a1—3中，亚里士多德说：“所有事物都有相同的原因，因为没有本是就没有受动（affection）和运动的存在。”这句话说明，运动、生成等与其他非本是范畴一样，都从属于本是并且与之有“是论”上的依赖性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其他“依凭自身之是”都依赖于本是这点直接导出下面的观点，即在所有“依凭自身之是”中，本是是研究的首要对象。正是基于本是的三类在先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宣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始终困惑于‘是’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事实上也就是‘本是是什么’的问题”（1028b3—5）；“我们首要的和唯一的问题，就是考察这种意义上的‘是什么’”（1028b7—8）。

正如《形而上学》卷七章一说本是是所有“依凭自身之是”中首要的探究对象一样，本是的“潜能/现实之是”，或者说从潜能/现实角度理解的本是是《形而上学》卷九的研究核心。不过，尽管潜能和现实也依附于本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以同样的方法（即从“是论”上的依赖性角度出发）来证明对本是的“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是首要和核心问题。这一区别非常重要，它使我们看到，对潜能/现实的研究不能够还原为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虽然从最开始，潜能和现实就不是高于“依凭自身之是”的东西，但亚里士多德仍将它们视为“是”的一个独特类型。尽管潜能与现实对本是也有“是论”（本体论）上的依赖性关系，但并不是从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才开始关注作为“潜能/现实之是”的本是。

我们已经论证，潜能和现实与运动和变化相关。据此，对本是的潜能和现实的重点研究也应当以变化理论为基础。相比于其他“依凭自身之是”的变化而言，本是的变化尤其重要。

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九中说本是（本体）的潜能和现实是他研究的侧重点时，他是通过区分以下两种意义的潜能和现实来确定这一立场的。这两种意义分别指（1）用于分析运动的原初意义上的潜能和现实；（2）用于探究本是问题的潜能与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后一种意义是真正重要，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但是，这两种意义的区别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来描绘这一区别。关于潜能（dunamis），亚里士多德说：“让我们首先解释严格意义上的潜能，但它对我们目前的研究不是最有用的。”（《形而上学》卷九章一1045b35—36）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潜能是指“变化的起点，在他物之中或在作为他物的自身中”（1046a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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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此种意义上的潜能对亚里士多德目前的研究不是最重要的。他感兴趣的是潜能的专门意义（technical sense），这种意义早已不仅仅限于运动。在1048a29，亚里士多德说，《形而上学》卷九之所以对潜能（dunamis）的其他意义进行探讨，其最终目的还是阐明潜能的这种重要含义：“在我们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愈加清晰地看到，我们所说的潜能，不仅指那些其本性就可以运动他物的东西（无论这种运动是无条件的还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的），它还有另外的意义。为了探究这另外的意义，我们首先要讨论上述各类含义。”（1048a26—30）

关于现实（energeia），亚里士多德说：“与‘实现’（entelecheia）相关联的‘现实’（energeia）一词，主要源于运动，后又延伸至他物；因为现实在严格意义上是与运动相等同的。”（卷九章三1047a30—32）尽管“现实”在严格意义上与运动相连，但是目前对本是的讨论所关注的是那超越运动的意义。

既然潜能与现实是相关联语词，那么就两者的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从运动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而是从运动以外的其他视角展开研究。“因为潜能与现实延伸的范围远超过运动。”（卷九章一1045b36）在《形而上学》卷三章一996a10以下，这样的疑惑曾经被提出，即潜能与现实的区分除了诉诸运动之外，是否还可以诉诸其他的东西。显然，《形而上学》卷九针对此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潜能和现实的最具效用和最专门的意义——该意义超越于运动之外——到底是什么？这种意义同普通的与运动相关的意义如何联系在一起？针对此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罗斯（W.D.Ross）认为与运动相关联的dunamis应该被翻译为“力量”，而dunamis的专门意义是“潜能”，但是他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力量和潜能的区分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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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斯曼（L.A.Kosman）则提出，这两种意义并不相关，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在考斯曼看来，“认为潜能、现实这两个概念必然与变化或运动相关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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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不同，弗雷德（M.Frede）主张潜能的不同使用构成了一个意义家族，它的专业意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而已，而在这些不同意义中，与运动相关联的那个最为严格：“因此，与其说除了基本意义上的dunamis之外，还有另外一种dunamis，即潜能；不若说‘潜能’意义上的dunamis涵盖了其基本意义，并且延伸至其他各类dunamis……认为潜能是另外一种dunamis的理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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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理就存于考斯曼和弗雷德的理论的中间地带。一方面，既然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不论是潜能还是现实，都有普通意义与专门意义之分，那么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显著的差别。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潜能与现实这两个概念又都用于解释运动。说它们的专门意义超出了基本的与运动相关的意义，并不意味着这种专门意义与运动毫不相干。

普通意义与专门意义的区分应当通过潜能/现实间的两种不同关系的区分——这种区分出现在《形而上学》卷九的同一文本中——得到理解。当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通过类比而非定义来理解潜能与现实时（1048a35—36），他认为潜能与现实的相互关联应当通过以下事例而得到归纳性的把握：


这就类似于正在建筑和能建筑，醒着与睡着，正在看与有视力却闭着眼睛，由质料雕刻成形的与仅仅是质料，制成品与未制物。在这些配对中，一方解释现实，另一方解释潜能。不过，所有事物的现实存在的意义并不一样，这只能是一种类比——就像A在B中或属于B，C以同样的方式在D中或属于D；在这些类比中，有些如同运动之于潜能，有些如同本是之于某种质料。（1048b1—8）


该段的最后总结——“有些如同运动之于潜能，有些如同本是之于某种质料”——非常关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潜能和现实之间一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关系：

（a）有一种潜能，它的现实就是运动；

（b）另一种潜能与质料相结合，其现实就是本是。

既然亚里士多德说他感兴趣的是超越了运动的那种潜能和现实的意义，那么很明显，他关注的是关系（b）而非（a）。可是，这个区分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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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048a36—b6的详细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上文提到的诸如“能建筑”、“视力”、“睡着”等潜能指的都是某种能力或才能；而其现实——“建筑”、“正在看”、“醒着”——则是指这些能力或才能的运用或展示。很明显，这里现实与潜能的关系就类似于“运动之于潜能”。不过在此处，无论是才能还是它们的运用，都从属于本是，正是作为主体的本是拥有这些才能并且运用之。因此，这不是本是自身的变化。

与此不同，“质料雕刻成形的与仅仅是质料”、“制成品与未制物”描绘的是本是自身的生成过程。很明显，这两个例子就是引文中“本是之于某种质料”的这种潜能/现实关系的展示。这里的潜能与现实不再是本是所有的属性或者才能，而是本是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当亚里士多德说与运动相关的潜能和现实“不重要”时，他是就本是拥有的才能和它的运用而讲的；与之相反，对亚里士多德而言，重要的是探讨本是自身的潜能和现实状态。因此，潜能/现实的两种不同关系对应于其他范畴的运动和本是自身的运动。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每一个范畴或“依凭自身之是”都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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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其他范畴都从属于本是，并且是本是的属性，所以所有变化都可以归为两种：偶性的变化（accidental change）与本是性变化（substantial change）。

有不同方式述说事物的生成。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不说“生成”（gignesthai）而说“变成如此”（tode tI gignesthai）。只有本是才能无条件地生成（haplōs gignesthai）（《物理学》卷一章七190a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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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描绘非本是范畴的变化时，会说“苏格拉底变得如此”。而对于本是性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说“苏格拉底生成了”。在《论生灭》中，亚里士多德将非本是性的变化称为“变异（alteration）”（alloiōs），而将本是性变化称为“生成”（genesis）。

潜能/现实的关系用于描绘运动，而这既适用于非本是性（偶性）变化，也适用于本是性变化。亚里士多德将运动定义为“潜在者作为这种潜在者的实现”（《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1）。他如此解释这一定义：“例如，能够变异的东西作为能够变异者的实现就是变异；能够增加的东西和它的对立面，即能够减少的东西（两者没有共同的名称）的实现就是增加和减少；能生成的和能灭亡的东西的实现就是生成和灭亡；能被移动的东西的实现就是移动。”（《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1—14）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运动的描述既可以应用于非本是性的改变（变异，增加和减少、位移），也能够应用于本是性变化（生成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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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详细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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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把运动应用于非本是性变化时，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就是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六中总结出的第一种关系，即“运动之于潜能”的关系。而与此相关的各个例证，就潜能而言如“能够变异的东西”、“能增加的东西”、“能减少的东西”，都是指主体的属性与改变，而潜能的实现则意味着它的运用或者展示。依据《形而上学》卷九章六所说，这种潜能与现实的关系不是亚里士多德感兴趣的焦点。

潜能与现实的普通意义与专门意义的区分最终产生了两类不同的潜能和现实：第一类潜能与现实存于非本是性的变化中，而第二类则存于本是性变化里。因此，说潜能与现实的专门或者重要意义超出了运动，并不意味着此种意义上的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与运动毫不相干。毋宁说，这种关系关涉一种特殊的运动，即本是性的运动。

由此我们留意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非本是性变化中的潜能与现实“不重要”而本是性的潜能和现实却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在上章我们曾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变化理论要回应巴门尼德的挑战。后者认为，“是”者既不能从“是”也不能从“非是”中生成。这一挑战中比较困难的问题是：“是”怎样从“不是”（非存在）中生成。既然变化被分为偶性的变化和本是性的变化，那我们需要看这两类变化分别如何应对巴门尼德的挑战。

就偶性的变化而言，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我们同意无物可以绝对地从‘非是’中生成这一观点，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例如偶性意义上，一物是可以从‘非是’中生成的。”（《物理学》卷一章八191b3—5）而且，“以同样的方式，没有什么从‘是’中生成，也没有什么‘是’能够生成，除了由于偶性”（191b17—18）。主体自身不会变化，变的只能是属性。本是可以从没有一种属性变成有此种属性，从有此种属性变为有另外一种属性。

这一回答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变成某一物”，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变成“某种意义上的‘非是’（存在）”；但是，它还不能说明“无条件的生成”或者“无条件的‘非是’”。因此，这个回答还不足以回应巴门尼德的挑战，并且，它也没有对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论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从潜能与现实的角度来讨论本是。

这个问题被亚里士多德自己提出：


我们已经确定，我们首先必须探索是否有物可以在无条件的意义上生成或者毁灭；或者是否在严格意义上没有东西可以生成，而只是变成某物或者从某物中生成。我的意思是，从生病变得健康，从健康变得生病，小的出于大的，大的出于小的，其他一切情形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因为如果有无条件地生成，某物就会从“非是”中无条件地生成，这样，就可以说“非是”（非存在）是某物的属性。因为某种意义上的生成出于某种意义的“非是”（如出于非白或非美），但是无条件地生成就是出于无条件地“非是”。（《论生灭》卷一章三317a33—b6）


无疑，关于“无条件的灭亡或者生成”（《论生灭》卷一章三318a12—13）的困惑也从潜能和现实的角度来探讨：“在一种意义上，事物生成于无条件的‘非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总是生成于‘是’。因为一定有在潜能上是、在现实中又不是的某种先在的东西；该物可以在‘是’和‘非是’两个意义上被述说。”（《论生灭》卷一章三317b15—17）本是的这种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就对应于《形而上学》卷九章六中概括出的“本是之于质料”的关系。正是这种联系展示了本是从其源初的潜在状态到其最终实现的发展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何宣称本是性变化中的潜能和现实是其研究重点，为何宣称对“潜能/现实之是”也需要做专门研究。探讨“潜能/现实之是”是为了解决变化的问题。事实证明，只有理解了本是性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何谓“非是”，从而完满地回应巴门尼德的挑战。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必须关注本是自身的潜能与现实，并且将之作为独立于“依凭自身之是”的部分进行研究。




Ⅲ　关于“是”（存在）的科学



《形而上学》卷四章一说有一门科学研究“是之为是”，而该书的卷四章二则指出这门科学以对“是”的核心结构的研究为中心主题。由于所有“是”都指向一个中心点，“所以对‘是之为是’的思考显然也属于同一门学科”（1003b15—16）。

毋庸置疑，“是”的指向中心结构使关于“是”的科学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即便我们已经指出“是”的指向中心结构应当从两个方面，即“潜能/现实之是”和“范畴之是”来进行研究。不过，对此我们仍需讨论：亚里士多德将对“是”的研究称为一门“科学”（epistēmē）的原因就在于“是”的指向中心结构么？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就关于“是”的科学而言，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提供了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两种观点。在《欧德谟伦理学》1217b25—36中，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是（存在）”一词，正如在其他著作中已经区分过的，可以指谓现在的“是什么”、性质、数量、时间，另外，它还存在于被运动物和运动者之中……正如“是”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含义上的某一种单一的含义一样，“善”也不是；也没有单独一门关于“是”或者“善”的科学。（斜体为作者所加）


可见，该段落与《形而上学》卷四章一中的那个宣称——“存在着一门考察‘是之为是’，以及就其自身而言属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1003a23—24）——形成了强烈对照。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两种不同观点呢？它们是可调和的，还是相冲突的呢？这个问题引发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探讨，其中欧文认为，两个观点是矛盾的。顺承他对“中心含义”的解释（即“是”的“中心含义”与亚里士多德早期在《工具论》、《欧德谟伦理学》等著作中坚持的各个是就范畴而言各不相同的观点相矛盾并取代了后者），欧文进一步认为，由于《形而上学》卷四章二引入了对“是”的“中心含义”的讨论，使得亚里士多德能够修改其早期认为一门统一的关于“是”的科学不可能的观点。欧文解释说，作为一名反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关于“是”的科学持消极态度；而在后期亚里士多德转而对此科学持肯定态度，此时他“似乎认可了柏拉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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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文认为，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其早期著作中将“是”（存在）看作一种（完全地）同名异义的情况，各种不同意义之间没有系统式的关联；而到了后期，由于《形而上学》卷四章一至章二提出了“中心含义”理论，使得各类含义可以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的主题，由此一门普遍的科学也就变得可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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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已经证明了，根本没有一个早期阶段，其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完全是同名异义的；指向中心结构的理论也不具有什么革命性，因为此理论在被欧文认作是亚里士多德早期著作的《工具论》等作品中已经获得讨论。“是”的多义论述和“指向中心”（pros hen）论述之间根本没有张力存在。因此，事实并不像欧文所说的那样，由于“是”（存在）的指向中心论述才有了亚里士多德对关于“是”的科学的态度转变。

作为对欧文观点的替代，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关于“是”的科学的不同态度源于他对“科学”（epistēmē）的不同理解。而这种理解上的变化，是对其早期思想的一个延伸，而非替代。

在《工具论》、《欧德谟伦理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宣称“一门科学涉及一个种或一类对象”（《后分析篇》卷一章二十八87a38；参见卷一章九76a11—12）。以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为模型，他认为一门科学应当开始于一系列具有公理性质的自明的第一原则（例如《论题篇》卷一章一100a30—b21；《后分析篇》卷一章十76b23—24），这些原则被奴斯（nous）把握（《后分析篇》卷二章十九100b5—17；《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章六1140b31—1141a8，卷六章十一1143a35—b3）。通过对这些第一原则的演绎，该科学就可以拥有一系列更多的命题。

让我们将这种科学概念称作科学的“单一种概念（single-genus notion）”。这一概念认为，一门学科要想被称为“科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a）只关注于一个种或一类对象；

（b）是证明性的。

这两个条件是相关联的。因为证明只能在一个种内发生，而不能从一个种跨至另一个种。“一门科学的命题不能由另一门科学来证明，除非一门科学的命题从属于另一门科学。”（《后分析篇》卷一章七75b8—16；亦可参见卷一章九76a22；《辩谬篇》172a36—38）

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二中，对“是”的研究也被称作“科学”，尽管是（存在）不是一个种，它有的只是一个指向中心结构。这就违背了一门科学的主题只能是一个种或一类对象这个条件，也明显地背离了科学的“单一种概念”的第一个条件。亚里士多德如此证成其立场：“不仅（ou gar monon）对那些有共同观念的事物的研究可以属于一门科学，而且（allA kai）对那些与一个本性相关（pros mian…phusin）的东西的研究也可以放在一门科学之内。” （卷四章二1003b12—14）这个句子中的“不仅……而且”结构说明一门科学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可能成立。前半句涉及的是《后分析篇》中提到的科学的“单一种概念”。如果所有事物都在一个种之内，那么运用于它们的那个共同名称一定是同名同义的。但是现在亚里士多德说“科学”这个名称“不仅”适用于对单一种的研究，“而且”还适用于对主题——该主题被一个中心含义结构统一起来——的研究。这一段话更像是要证明对“是”的研究也可以是一门“科学”。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此扩展了科学概念的外延，我想把这扩展出的部分称为科学的“指向中心点概念（pros hen notion）”。

当亚里士多德宣布要建立一门关于“是”的科学时，他立刻补充说：“它不同于其他任何特殊科学；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普遍地研究是之为是。它们只是切取是（存在）的一个部分，研究其属性。”（《形而上学》卷四章一1003a23—25）对这段话的标准理解是：亚里士多德在普遍的形而上学和特殊（自然）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与这一理解不同，我认为这段话将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进行了对照。对于科学的“单一种概念”而言，所有的科学都是特殊的和分离的，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只关注于一个种（但是每门科学的第一原则在它的种之内是普遍的）。因此，这类科学从不会普遍地研究“是”。《形而上学》卷四建立的关于“是”的科学并没有改变这类“单一种”科学的地位。通过将关于“是”的科学与其他科学展开对比，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要强调，尽管其他所有科学都关注某个个别的种，关于“是”的科学则不然。他提醒人们，一门科学必须针对单一的种展开研究这一条件已经不再必要。在稍后的1003b12—14处提出的两个观点，回应并且解释了这一对比。事实上，在《形而上学》卷三章一，亚里士多德将他正在探索的科学称为“我们正在追寻的科学”（995a24）。而关于此科学的各种疑惑，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它的范围和主题上。

当亚里士多德依据“指向中心点概念”宣称对“是”的研究也可以被称为一门科学时，他不再固守一门科学必须限制在一个种之内的要求，而且对上文的第二个条件，即一门科学必须是证明性的这点，亚里士多德也不再坚持。对是（存在）的研究可以被称为一门科学，但不是证明科学，因为“对本是和恒是而言没有什么证明，我们只能用其他方式来揭示它”（卷六章一1025b14—15，也可参见卷三章二997a26—32，卷四章四1006a5—11）。证明只出现在一个种内的各成员之间。既然是（存在）不在一个种之内，对它们的研究就不能是证明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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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卷四将对“是”的研究称为“科学”，并非因为它满足了科学的“单一种概念”的两个条件。于是，我倾向于以如下的方式解释亚里士多德关于是（存在）的科学的可能性问题的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在《工具论》、《欧德谟伦理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否认关于“是”的科学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他坚持《后分析篇》提出的科学的“单一种概念”（该观念认为一门科学只能关联于一个种，并且必须是证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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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形而上学》卷四中，对“是”的研究之所以被称作“科学”，并非因为它满足了“单一种概念”，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放弃了这一观念。在《形而上学》里，一种研究不必因为想被称为“科学”而只探究单个的种并且做出一系列证明。就亚里士多德对待关于“是”的科学的两种相互冲突的态度而言，冲突的焦点不在于关于“是”科学的主题而在于科学的概念。

在对《论题篇》卷一章九和《范畴篇》章四之关联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存在）的指向中心点结构在《工具论》里已经获得了实质性的展现。循着这思路，我们可以推断关于“是”的科学的主题在那里应当也得到了表现，尽管由于“是”的“单一种概念”，此研究还不能被称为一门“科学”。

当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持守“单一种概念”时，他并不否认有一种研究或学科可以涵盖不止一个种或者可以处理各范畴之间的问题。他只是认为这种研究不能被称为“科学”，而只能是“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辩证法不必局限于一个种，也无须是证明式的。它面对的是所有不同科学以及所有不同的讨论领域所共有的，或者相互关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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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关注的并不是特定的一类事物，也不关注任何一个种”（《后分析篇》卷一章十二77a32—33）。

对辩证法的这种描绘与《形而上学》卷四章二中对关于是（存在）的科学的叙述看起来非常相似。实际上，《形而上学》卷四章二明确说，辩证家同哲学家探讨的都是所有事物的那些共同的东西（1004b19—20），他们都可以被归为哲学家这一类（1004b22）。如果《工具论》中那些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种的探讨可以被称为辩证的，那么辩证法和关于“是”的科学的关注范围则完全重合。《形而上学》中关于“是”的科学考察“是”的问题，这种“是”虽然拥有许多意义但都相关于一个本是。《论题篇》和《范畴篇》对“是”的这一结构也早作了探讨，虽然这种探讨不像《形而上学》作得那样精细。而且，正如关于“是”的科学研究演绎的第一原则（1005b7），辩证法关注的也是“反驳以及演绎的共同原则”（《辩谬篇》170a35；《修辞学》卷一章二1358a2—32）。更进一步说，正像关于“是”的科学探讨相反的词项（如相同和不同、相似与不相似、在先和在后等）一样（《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4b30—34和1005a15—16），辩证法也以此为主题（卷三章一995b18—25）。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4a31—b4中，亚里士多德甚至问道，如果对这所有东西的探讨不是哲学家的任务的话，那还能够是谁的任务。既然之前他已经说过这些问题属于辩证家的工作范围，那么我们便有充分理由相信，辩证法被哲学家所接管。“哲学”概念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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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卷四章二的确在辩证法和哲学之间做出了区分，但这区分是就各自的目标而非主题而言的。“哲学力图求知，而辩证法，是批判。”（1004b25—26）不过，这一对比也只是有限的。在《工具论》中，辩证法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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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是批判的、检验的、测试的（《辩谬篇》170a20—b11，172a17—b4），甚至是“破坏性的”（《欧德谟伦理学》卷一章八1217b16），不过它也可以具有“探究精神”（《论题篇》卷八章五159a25—37），以发掘真理。“辩证法可以在批判中寻到通向一切探索方法的路径。”（卷一章二101b3—4）因此，在《形而上学》卷四中与关于“是”的科学形成对照的不过是辩证法的一种否定性功能而已。那么，《工具论》中的辩证法的肯定性或者说建设性的功能与《形而上学》里的关于“是”的科学有什么联系呢？对此亚里士多德没有论述，而辩证法的建设性功用最终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
 

[51]



 不过，鉴于辩证法和关于“是”（存在）的科学具有的相似主题，以及从《范畴篇》到《形而上学》中对“是”所做的连续性讨论，认为从《工具论》的肯定辩证法到《形而上学》的关于“是”的科学间有一定的连续性的观点应当不会太过离题。尽管关于是（存在）的科学在《形而上学》卷四才真正建立起来，而且也只是在《形而上学》里它的探究工作才真正地系统化和精细化，但是它的基本框架、大致内容和基本素材等都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早期著作。只不过，与《工具论》相比，《形而上学》通过对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的探讨发展出更丰富与深刻的关于“是”的理论。
 

[52]





最后，我希望对以下问题做一个简要说明，即是什么促使亚里士多德拓宽了其科学概念。我们曾经提过，《范畴篇》和《论题篇》中对是（存在）的研究应当属于这样一个研究领域（辩证法），它面对的是各门科学中共同的东西。在《工具论》中，此领域的认识论地位低于研究“单一种”的、证明性的科学。它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对范畴的探究尽管重要，却无关于证明性科学的基础问题。与此相反，《形而上学》卷四章一则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其他科学［特殊科学］普遍地研究“是之为是”。它们只是截取“是”的一个部分，研究其属性，例如数学。既然现在我们追求的是第一原则和最高原因，那么很明显它们必然就其自身而言为某种本性所有……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是之为是”的最初原因。（1003a23—31）


这里对“是”的探究从认识论角度讲高于各门证明科学。各门具体科学都是截取“是”的一个部分并研究其属性，而探讨“是之为是”，是为了理解那些被各证明科学假定却没有得到研究的东西。它可以由此揭示“第一原则和最高原因”。因此，对“是”的研究是最根本的。在《工具论》中证明科学被说成是自主的，但在《形而上学》里亚里士多德似乎承认证明科学有一个“是论”（本体论）根基问题需要得到澄清，而这恰恰是在研究“是”的问题时要做的工作。于是，就对“是”所做的研究而言，其认识论地位得到了改变，因为把一门研究科学基础的理论称为“科学”是合理的。早在《形而上学》卷一章一中，亚里士多德便已提道：“所有人都主张，研究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原则才可称为智慧（Sophia）”（981b29—30），而“智慧是关于某些原因和原则的科学（epistēmē）”（982a1）。的确，对“是”（存在）的研究既不是关于某个种，也不是证明性的，因此并不属于一阶证明科学。但是，对“是”的研究涉及证明科学的“是论”基础问题，所以属于二阶科学。






[1]

 G.E.L.Owen，1960，pp.168—169，189。这一观点在欧文（Owen）的“亚里士多德论是论的陷阱”（1965，pp.69—75）、“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1965，pp.125—150）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





[2]

 G.E.L.Owen，1960，p.180.





[3]

 欧文（G.E.L.Owen）同时还提出了如下相关的且颇具影响的观点。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早期所持的“是”各不相同并且含义各异的论点使他自己拒绝了可以有一门关于“是”的普遍科学的可能性，但是“中心含义”在《形而上学》卷四中的提出使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关于“是之为是”的普遍科学（G.E.L.Owen，1960，pp.168—169，189）。我将在本章的第三节探讨这一观点。





[4]

 例如，弗里基（M.Ferejohn）认为，欧文的观点“由于《形而上学》卷四章二的结构相对较为明晰，其真理性是不容认真质疑的”（1980，p.117）。波斯托克（D.Bostock）在他1994年的著作中重述了欧文的这一观点。他通过详细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动词“是（tobe）”的多重特征，指出“是”以许多方式被述说这一观点存有一种内在矛盾或张力。波斯托克将张力的双方称为“论述A”和“论述B”。根据论述A，虽然“是”适用于所有事物，但在首要的意义上只适用于本是（本体），在派生的意义上适用于其他。而根据论述B，“是”可以适用于所有事物并且因此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论述B解释了“是”的（最终）类别为何与范畴相等同，而论述A则确立了本是的在先性。既然如前文所述，pros hen结构使本是成为首要之“是”，那么波斯托克的“论述A”和“论述B”就分别对应于欧文区分的“是”的pros hen陈述和“是”的多义陈述。那么，这两种论述如何融于一体呢？波斯托克在此仍旧坚持欧文的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认为论述B属于早期阶段，因此“来自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在其定义上没有共同点，由之也就没有对事物之‘是’的统一研究。但是现在［在论述A中］，他［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定义都有一个共同要素，即本是，可见他明显转变了观点。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本是视为中心的或者首要的‘是’，而其它的‘是’则从其中派生而来”（D.Bostock，1994，p.67）。





[5]

 弗里基（M.Ferejohn）在此正确地指出，“《形而上学》卷四章二只是预示而没有展开”对是（存在）的中心含义的分析。（1980，p.117）





[6]

 对于当代哲学家而言，同名异义和同名同义都是语词而非事物的属性。不过，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将之看作是事物而非语词的属性。阿克利尔（J.Ackrill）的观点在此值得一提，他说：“一开始就意识到以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范畴篇》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名称，而是名称指谓的事物……尽管亚里士多德非常依赖语言事实和语言测试（linguistic facts and tests），但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非语词的存在的真理。”（1963，p.71；亦可参见Owen，1986，p.73）





[7]

 G.E.L.Owen，1960，p.167，注5。





[8]

 爱尔文（T.H.Irwin）也曾经谈论过此观点。（1981，pp.529—530）





[9]

 《欧德谟伦理学》卷七章二1236a18，b25—26。这种类型的同名异义可以以“bank”为例（它可以指谓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如“河堤”与“银行”）。





[10]

 G.E.L.Owen，1965，p.73，注5。对以下主张——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两类不同的同名异义情况——的全面辩护，和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对欧文观点的详尽反驳，可参见W.Leszl，1970，尤其是其中的第四、第五部分。爱尔文（T.H.Irwin）也认为，“中心含义”是具有关联性的同名异义情况的例证（1981，pp.523—544）。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质疑欧文的以下观点，即亚里士多德在其早期阶段认为各类是（存在）是不相关的。与爱尔文不同，希尔兹（C.Shields）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同名异义概念所作的最为详尽的研究中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任何关于‘是’的同名异义性的文本可以阐明或者证实这一点。”（1999，p.267）





[11]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确说过“指向中心点”（pros hen）就是“某种意义上”（tropon tina）的kath hen（“依据一物”）（《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3b14—15）。这一观点有些异乎寻常，因为一般说来，pros hen与kath hen之间界限分明，而且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四中，亚里士多德将两者做了鲜明的对照（1030b1—4）。如果所有事物都依据一物，那么它们便有同样的种。由此kath hen似乎是那些有共同种的事物间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就pros hen而言，它是不同的“依凭自身之是”——这些“依凭自身之是”分享不同的种——间的联系。这样看来，当亚里士多德说pros hen“在某种意义上”也是kath hen时，这必定是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的，他只是借此来说明有着不同定义的事物也能够相互关联。





[12]

 G.E.L.Owen，1960，p.185。





[13]

 G.E.L.Owen，1960，p.179；1986，p.146。





[14]

 G.E.L.Owen，1960，p.189。





[15]

 G.E.L.Owen，1960，p.180。





[16]

 T.H.Irwin，1981，p.531，注12；也可参见M.Ferejohn，1980，注4；D.Bostock，1994，pp.67—68。欧文自己也承认中心含义观念与逻辑在先性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宣称对本是的逻辑在先性的分析“直接依赖于对‘是’的中心含义的承认”（1960，p.171）。





[17]

 《论题篇》卷一章八。见本书第一章第20页注1。





[18]

 J.Ackrill，1963，pp.79—80。





[19]

 在《前分析篇》卷一章三十七49a6—8中，亚里士多德说“有多少个范畴，‘x属于y’这个表述就有多少种理解”。许多评论家也指出，既然不同的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如“苏格拉底是白的”和“苏格拉底有五肘高”——都可以被解释为“X属于某个本是”，那么我们就会认定它们所表现的是不同的范畴关系，而且不同范畴的词项与它们所属的那个本是的关系也定是不同的（参见G.E.L.Owen，1965，p.82，注14；C.Kirwan，1993，p.142）。对以上观点的反驳，可参见D.Bostock，1994，pp.46—47。我同意波斯托克的观点，因为说有多少范畴就有多少“属于”关系，并不意味着“属于”关系造成了范畴的区分。事实正相反，我们应当首先理解范畴如何不同，而后才能明白在这些主谓项关系中“属于”为何有不同的意义。





[20]

 M.Frede，1981/1987，p.36以下。认为，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稍后阶段，ti esti（是什么）成为本是的标志，但在《论题篇》卷一章九中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觉得如果以另外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或许会更加自然些，因为仅仅在几行之后的103b27处，本是就被置于范畴表的第一位上。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四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由于‘是’能够应用于所有事物，而只是意义不同（或者是在首要的意义上，或者是在附带的意义上），所以‘是什么’在单纯的意义上适用于本是，而在有限的意义上适用于其它。”（1030a20—24，也可参见a29—31）





[21]

 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与同范畴主谓项关系的相容性在《形而上学》卷五章七中也有所表现。当亚里士多德说明以下两点——每一个主谓项关系形式都指谓一个自在（或者per se）之是（存在），并且有多少种是（存在）就有多少范畴（这也正是同范畴主谓项关系所要表明的）——之后，立刻指出：“正在恢复健康的人与人恢复健康之间并无区别，同样，人正在走路、人正在切和人走路、人切之间也无区别。这也适用于其他的是（存在）。”（1017a28—30）这些例子都属于以本是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因此，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认为这两类主谓项关系之间有任何张力。





[22]

 当欧文宣称《形而上学》卷四章一和章二中出现的“指向中心点”（pros hen）代表着一种新的探究方法时，他意识到自己会遭遇很多以亚里士多德的各个文本为依据的反对意见。所以他承认，《欧德谟伦理学》和《论题篇》（在欧文看来，这两个文本都属于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已展示或者暗示了pros hen的存在。不过，欧文认为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对出现在《论题篇》中的pros hen予以任何重视。（G.E.L.Owen，1960，p.174）至于该词在《欧德谟伦理学》中的现身，欧文说它仅被应用于“友情”，而“在关于‘是’或‘善’的普遍论述中却根本没有出现或者得到应用”（G.E.L.Owen，1960，p.169）。欧文的这些辩护无法令人信服。在《范畴篇》里，尽管pros hen没有直接应用于“是（存在）”，但它已被应用于其他一些范畴，如在5a38—b10处的“质”当中。面对这样的反驳，欧文坚持说“中心含义”并不在不同范畴以及“是”的不同意义的逻辑顺序之中；而这种顺序乃是《形而上学》卷四中的论证的根基。（G.E.L.Owen，1960，p.175）但是《范畴篇》章五恰恰是要论证本是就其他范畴而言的在先性。欧文最后说：“这种在先性只是古老学园的产物，其中根本没有涉及中心含义问题。”（G.E.L.Owen，1960，p.178）但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说服力。不久我们将会看到，就这种在先性得以建立的基础而言，《范畴篇》章五与《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和卷四章二是一脉相承的。





[23]

 由于《范畴篇》章五的主题是谈论第一本是和第二本是、本是和其他范畴间的关系，所以对非本是范畴中的普遍与特殊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没有做太多讨论。他对非本是的特殊的提及更是俭省。我认为，既然非本是的特殊被设定为第一本是的对应物，那么依照必要的对称性原则，它可以被视作偶性的特殊事例。这一观点得到了阿克利尔（J.Ackrill）的支持。（1963，p.74以下）然而，此问题仍旧颇具争议。欧文（G.E.L.Owen）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1965，p.269，注15）他认为，非本是的特殊不是在普遍之下的特殊事例，而是完全被确定的普遍。





[24]

 将此理论做一延伸，那么它也适用于第二本是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任何存在于第一本是中的非本是范畴也都存在于第二本是中。第二本是也是主体，尽管不是最终主体。而且，属比种更真正地是本是，因为它更贴近于第一本是，并且“种被用来述说属，反之属却不能用来述说种”（《范畴篇》2b20）。这就意味着，一个事物越是主体，它就越是本是。





[25]

 事实上，“存在于”这层联系也消失了。在《形而上学》卷七中，由于本是的标准定义变成“不述谓主体，其他东西却述谓它”（例如，《形而上学》卷七章三1029a8—9），所以“述说”——它在《范畴篇》章五中用于联系第一本是和第二本是——就成为其他范畴与本是的连接语。在《物理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话：“除本是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单独存在；它们都用于述说作为基质的本是。”（卷一章二185a31—32）





[26]

 之所以奇怪，是因为通常来说，“时间上的在先性”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在先性，也就是说，一物距现在较为久远或者一物比其他更为古老（《范畴篇》章十二14a28—29；《形而上学》卷五章十一1018b14—15，卷九章八1049b11—12）。然而，我们却不能说本是先于其属性而存在。它的在先性不能是日常所说的在先性。





[27]

 参见《范畴篇》14a26—35，b13；《物理学》卷八章七260b13—19；《前分析篇》卷二章一646a26；《形而上学》卷一章八989a15—16，卷五章十一1018b15，1019a2—5，卷七章十五1039b22—25，卷十三章二1077a19。





[28]

 亚里士多德用“horismos”或“horos”来指那些种加属差定义（例如，《论题篇》卷一章八，103b15）。不过，要在logos和horismos间做出明确划分也很困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两个词中的每一个都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即便是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四中，当亚里士多德区分本质的logos和偶性复合体（accidental composite）的logos时，也出现了模棱两可的情况。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说本质的logos是horismos（1030a6），一方面又说horismos以许多方式被述说（1030a18），所以“即便白人可以有一个公式（logos）或者定义（horismos），它的含义与‘白的’定义或‘本是’的定义也都各不相同”（1030b12—13）。





[29]

 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3b1—4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将是（存在）的pros hen（pros hen of being）与其他的pros hen词项（other pers hen terms）（如“健康”和“医学”）类比来阐释前者。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其他“是”与它们的中心点即本是的关联是本是性（本体性）的，即没有本是就没有其他“是”。而对于其他词项来说，它与其中心点之间没有本是性关联。所有医学的东西都关联于“医学”，这仅仅意味着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即都是“医学的”。一个集中关联的词项，如一个医者，从是论角度讲并不是源于医学，或者可以还原为医学。是医学的这点并不能解释作为人的那个医者何以是人。依《形而上学》卷七章四所说，一个医者只是个偶性复合体（由人和医学两者结合而成），而他的恒是（本质）却是“人”。一个偶性复合体可以有定义，但只是在派生的意义上。





[30]

 在《物理学》卷一章三186a24—32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巴门尼德］认为‘是’只有一种使用方法的设想是错误的，因为它可以以许多方式被应用……白与它所依附的东西在定义上虽有不同，但不是说它们可以彼此分离。然而巴门尼德还没有发现这个区别。”（斜体为作者加）这里的定义肯定是种加属差定义。由此，亚里士多德便说明了，其他范畴在是论上对本是的依赖性并不使其自身失去明确的意义。





[31]

 事实上，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仍然坚持着《论题篇》卷一章九的观点，如有多少范畴就有多少“依凭自身之是”（卷五章七1017a23—25），“是”不是种（卷三章三998b22—27；卷十章二1053b22—23），以及范畴之间没有共同要素（卷十二章三1070a1—3）。





[32]

 《形而上学》卷五章十八中也将它们悉数列出，该章可以看作是了解per se一词的一个入口。





[33]

 《后分析篇》卷一章二十二83a32；也可参见83b25以下。





[34]

 《后分析篇》卷一章二十二83b18—25，90a10以下；《辩谬篇》167a1以下；《形而上学》卷七章一1028a29—31。





[35]

 主动潜能（active potentiality）的直接对立面就是被动潜能，后者指“是”的本原（originative source）被他物或作为他物的自身消极地作用或改变，如，一个病人有被医生治愈的潜能。如果这个病人自己也是医生，他就被自己——就他自己作为一个医生（而非病人）而言——治愈。除了被动潜能之外，其他的与此严格意义上的潜能相关的潜能类型还包括：能够良好地作用的潜能；能够良好地被作用的潜能；作为一种状况的潜能，它不因他物或者作为他物的自身而变坏或者或被毁灭（1046a13—18）。欧文（G.E.L.Owen）对dunamis的所有派生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参见M.F.Burnyeat等编，1984，pp.46—48）。





[36]

 W.D.Ross，1924，ii，241。





[37]

 L.A.Kosman，1984，p.129。





[38]

 M.Frede，1994，p.184。





[39]

 对此区分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参见L.A.Kosman，1984；D.Graham，1987，第7章；M.Furth，1988，p.265以下；M.L.Gill，1989，第6—7章。





[40]

 《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8—9：“有多少种‘是’，就有多少种运动或变化。”不过，通常他只在四个范畴中讨论变化。





[41]

 也可参见《论生灭》卷一章三319a11—13：“这里的区分是出于范畴的不同。因为有些指谓一个诸如此类的这个，有些指谓这一类，有些则指谓如此数量。所以，不指谓本是的那些东西，就不能说是无条件的生成（haplōs），而只是变成如此（tI gignesthai）。”我们可以将其与《形而上学》卷七章一1028b31作比较，在后者当中，本是被称作“无条件的”（haplōs）（依凭自身的）是（存在）。





[42]

 尽管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范畴都能变化，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只区分了四类运动，即本是的、质的、量的和处所的运动。见《物理学》卷五章一224b35—226a26；《论生灭》卷一章四319b32—320a2；《形而上学》卷七章七1032a12—14，卷八章一1042a32—b8。





[43]

 这类论述还包括：“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中清晰地看到何谓运动：那些可建筑的东西的实现，就是在被建筑的过程中，而此运动就是建筑。学习、医治、滚转、跳跃、成长、衰老都是如此。”（《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5—18）





[44]

 G.E.L.Owen，1960，p.164。





[45]

 G.E.L.Owen，1960，p.178。





[46]

 爱尔文（T.H.Irwin）指出了关于是（存在）的科学为何不能是证明式的另外一个原因：“因此，关于‘是’的科学必须论证公理是真的（1005a29—b2），而不能仅仅理所当然地这样以为；而既然这些公理是第一原则，就不能证明它们。于是，如果第一哲学要完成这一任务，它就必然不能以证明的方式完成。”（1988，p.173）





[47]

 同样，由于“善”也不是一个种，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也没有一门善的科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六1096a19以下；《欧德谟伦理学》卷一章八1217b25以下）。





[48]

 《后分析篇》卷一章十一77a26—31；《辩谬篇》172a11—15；《论题篇》卷一章二101a36—b4；也可参见《修辞学》卷一章一1355b8。





[49]

 参见爱尔文（T.H.Irwin）：“在《工具论》中他［亚里士多德］通常将哲学和哲学家的名号应用于证明科学的科学家们，而非辩证法家。”（1988，p.154）





[50]

 参见C.Kirwan，1993，pp.84—85。





[51]

 关于亚里士多德为何在其早期论著否认有一门普遍科学的可能性之后，又在《形而上学》中建立起这门科学这一问题，爱尔文（T.H.Irwin）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改变了“辩证法”的概念，即从一种“纯粹的辩证法”（它从一些不加区分的共同信念开始谈起）到“强辩证法”（该辩证法从“一系列被选出的恰当的共同信念”出发，并且因此能够获得关于第一原则的真知识）（1988，第一章第六节和第八章）。爱尔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非矛盾律的辩护，在其第一哲学当中，可以被视作强辩证法的一个范例，并且成为论证的模本。这个辩护说明，尽管积极论证是不可能的，但非矛盾律的真理性仍然可以得到展示，因为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拒绝它。不过，我并不认为为非矛盾律所做的辩护可以成为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的一个具体事例。因为《形而上学》中的大多数讨论似乎都没有显示出这种特质。而且，波顿（R.Bolton）也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证，认为即便有非矛盾律作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正如《辩谬篇》描述的那样——仍旧带有检验论证（peirastic elenchus）的特征。（R.Bolton，1994，pp.321—354）





[52]

 注意到欧文（G.E.L.Owen）在这点上的微妙变化很有意思。欧文在他60年代的论文中，坚决否认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作品同他后来的关于是（存在）的科学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形而上学》卷四描述的那种探究工作在《工具论》中根本没有提到过，也根本没有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秘而不宣的计划当中。”（G.E.L.Owen，1960，p.178）而在1965年的论文里，欧文修改了他的立场：“这门新科学并不是一个公理系统；为了避免它被看作那种不分部类的整体性研究（这类研究在之前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辩证的’或‘逻辑的’并冠之以非科学的名号），辩证法默默地缩减了自己的领地，以便为这门新兴的重要学科留足空间（参见1004b17—26和《辩谬篇》169b25等）。”（G.E.L.Owen，1965，p.146）





第三章　形质论（hylomorphism）和它的两种进路



亚里士多德已经确定，应当通过本是（本体）对“是”（这既包括“依凭自身之是”也包括“潜能/现实之是”）进行研究。而《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即卷七、卷八和卷九都在探讨本是问题。但是，这些核心卷次预设了一种立场，即本是自身在形而上学上不再是单一的，而成为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复合体。这样一来，对本是的研究也就转而表现在对形式、质料和复合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这里我们碰到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是如何发生的？转折的动力何在？即便《形而上学》本身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我们需要转向《物理学》卷一中对变化要素的分析，希望在那里能得到一些启发。由此，本章将从一个引导性讨论开始，此讨论将会说明，正是对变化中所涉及的要素的分析促使亚里士多德得出以下结论，即可感本是是一个复合体。

不过，呈现在《形而上学》卷七、卷八和卷九中的质料与形式理论极其复杂。无论是质料和形式这两个概念本身，还是它们间的关系，都是如此多变甚至矛盾重重，以至于注释家们至今还困惑于这两个概念的明确意义与相互关系。吉奇（P.Geace）就如此评论过“形式”概念：“在《形而上学》中，没有一个关于形式的论述不与其他这类论述（至少在字面上）相冲突。”
 

[1]



 而维兰德（W.Wieland）则宣称，获知一个清晰的质料概念是“无望的”。
 

[2]



 肖费尔德（M. Schofield）在罗列出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料的种种评论后，自己也评论说：“如何确切理解亚里士多德就质料概念得出的这些相互关联的论题，仍旧值得争论。”
 

[3]



 至于形式/质料的关系，阿克利尔（J.Ackrill）说：“凡是论及事物或者物质产生的地方（无论它们是自然产生，还是由技术生成，抑或是化学反应的结果），质料—形式关系总会遇到困难。”
 

[4]



 对刘易斯（F.Lewis）而言，尽管亚里士多德总是认为形式和质料组成了个别本是，但是它们到底怎样结合“仍旧是个谜团”
 

[5]



 ，而格雷厄姆（D.Graham）则说，“无论如何，形式—质料的自身结构总是含混不清的”
 

[6]



 。

尽管在内容上，《形而上学》卷七、卷八和卷九探讨的是形式和质料的关系问题，但是正如卷九章一的开篇所说，亚里士多德仍旧认为在这些核心卷次中他研究的是“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将这两类“是”的区分转换至对形式/质料关系的探讨上。换句话说，在对形式/质料的探讨中，一定有某种区分可以反映出两种不同“是”的区分。因此，本章主要在于说明，“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是如何延续到对形式和质料关系的讨论之中的。我认为，在《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中，通过对质料/形式关系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关键在于质料/形式与潜能/现实是否相关联——两种不同的进路被展示出来：其中一种进路归属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另一种则相关于“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在我看来，许多关于形式、质料以及形式/质料关系的讨论之所以争议不断，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是”的区分。

我还会进一步证明，质料/形式关系的两种不同进路的分界点是《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十七的一开始就已经宣称，他要从一个“新起点”来探讨本是问题。但是，他的这一论调却仅被当成说话方式问题被消解，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7]



 与将此章看作一个新起点不同，许多解释者将卷七章十七的观点——形式是形式因——作为解释整个卷七的立足点，尽管由此而来的解释各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
 

[8]



 相比之下，我认为卷七章十七对新起点的宣称是严肃的并且是实质性的。
 

[9]



 它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形成对照，并且为探讨“潜能/现实之是”的问题提供了导引。

最后，以对《形而上学》卷七卷八和卷九中关于本是和形式的两种进路的讨论为基础，我建议将这三个核心卷次分做两部分：卷七章三至章十六，它将形式和质料作为“依凭自身之是”（存在）来探讨，
 

[10]



 而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则将形式与质料作为“潜能/现实之是”（存在）进行研究。




Ⅰ　本是（本体）的构成



让我开始阐述亚里士多德如何引入质料/形式关系。为什么可感本是要被分作形式和质料？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崭新立场来自于他在《物理学》卷一中对生成变化的原则与要素，尤其是对本是（本体）生成的原则或者要素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在辩证分析了前人用于解释变化的原则后，在《物理学》卷七章一开始，就承诺要提出自己关于变化或生成的观点。他首先考虑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如何说某物从另外的不同事物那里生成。例如，当我们说一个人从未受教育的成为受过教育的时，有三种描述方式：（1）“这个人成为受过教育的”；（2）“未受教育的成为受过教育的”；（3）“未受教育的人成为受过教育的”（189b35—190a2）。这些表达中既有简单项，也有复合项。简单项有“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后两者是一对相反物）；复合项则包含“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在这个变化涉及的简单项里，人贯穿始终，因为一个人从未受教育的成为受过教育的过程中，人始终持存于那里，但相反物中的其中一个，即“未受教育的”却没有存留下来。

此外，变化并不是能产生任何一种属性，而只能从相反物尤其是恰当的相反物中产生。白色只能从非白，而不能从未受教育的当中生成，“并且它也不能从任何非白，而只能从黑、或者黑白之间的颜色里生成。同样，虽然受过教育的生成于未受教育的，但是也不能从受过教育的之外的任何东西生成，而只能从未受教育的或者是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中间状态中生成”（《物理学》卷一章五188b1—3）。

亚里士多德接着总结（卷一章七190a13以下）说，所有的变化过程都包括三个要素：一对相反物和一个主体（hupokeimenon，字面意义为“躺在底下”），该主体在相反物中的一者取代另一者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主体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物，在《范畴篇》中，特殊本是可以指这匹马或这个人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相反物则是一对属性。主体在变化过程中是持存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它的特征。例如，同样的一个身体会持续存在，但有时患病有时健康。在这类变化中，主体自身不变，变化的只是它的性质。此时产生出的是本是与偶性结合成的新的复合体，或者说，是本是与新的偶性结合而来的复合体。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的只是偶性的变化。持存的主体（在这个例子中是“人”）是本是，一对相反物（“未受教育的”和“受过教育的”）是性质。那么，本是（本体）自身的变化又是怎样的？

如果以此类推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既然非本是性变化包含有一个主体和一对相反物，那么在本是的变化中也应当能找到一个主体和一对相反物。但是，这种类推方式与本是的两种标准学说相违，因此存在着困难：首先，“本是”之所以是首要之“是”，就是因为它是其他范畴的主体，那么本是自身又怎么能有一个主体呢？其次，本是曾被说成是没有相反者的（《范畴篇》章五3b24—32）。

不过，亚里士多德似乎决定通过消除这两个困难从而坚持以上的类推形式。正如在偶性的变化中一定有某个基质一样，亚里士多德说本是也“从某个基质中生成”（《物理学》卷一章七190b1—2）。他接着列出了各种本是性变化，以此来说明它们当中都包含有某种基质（190b5—8）：雕像从形状的变化中得来；事物通过增加而获得生长；赫尔墨斯通过对石头的削减而生成；房子通过组合而出现；事物通过质变——影响质料特性的变更——而得以生成。这些例子中既包含自然物也包含手工产品。亚里士多德用了一个专门术语“质料”（hulē，在希腊语中，它的字面含义为“木头”）来指主体或作为基质的自然。他在这里明显地借用了在制作手工产品（如木窗或木桌等）时使用的术语。“因为就像青铜对铜像、木材对木床、质料和在取得形式之前不具有形式的东西对具有形式的任何东西一样，作为基质的自然对本是，即‘这个’或‘存在物’的关系也是同样。”（《物理学》卷一章八191a9—12）有时亚里士多德也将“质料”作广义的使用，即用它去指那些持存的东西。不过，从专门意义上讲，“质料”就是指在本是性变化中作为基质的那些材料或物质。亚里士多德的区分非常清楚：“质料的最确切的含义，就是指承受生成或者消失的那种基质。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变化的其余种类的基质也是质料，因为所有基质都能承担某种相反面。”（《论生灭》卷一章四320a2—4）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如非本是性变化中有一对相反物一样，本是的变化里也有一组相反者，即“形式的缺乏”和形式。亚里士多德常将eidos（形式）和morphē（形状）交替使用。“形式的缺乏”的专门称谓是“缺失”（sterēsis，《物理学》卷一章七190b27，191a14）。形式和缺失较上述一对相反物而言是更为普遍的概念。由此，非本是性变化处在两个相反物之间，而本是性的变化则是指质料接受特定形式（该形式是质料当有而未有的东西）的结果。在本是性变化中，质料和形式的崭新的复合体生成。主体没有持存下来，而是被取代：“然而，当事物发生整体性变化时，就没有什么可感的东西作为同一的基质保持不变了。” （《论生灭》卷一章四319b15—16）改变的不是持存物的特征，而是整个物自身。

亚里士多德通过主谓项关系刻画本是性变化和非本是性变化。在非本是性变化中，“只有本是才不述说主体，其他一切都述说本是”（《物理学》卷一章七190a36—37）。第二性范畴（secondary categories）述说本是因为本是是它们的主体，但它们却不能是本是的主体。同样，在本是性变化中，质料是形式的主体，形式述说质料。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描述质料/形式关系的：“在本是中述说质料的就是现实自身”（《形而上学》卷八章二1043a6—7）。在《形而上学》卷三章一995b35处，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复合体，我指的是质料和另一述说它的某物。”因此，在本是/偶然主谓项关系（substance/accident predication）中，主体是本是，而在质料/形式主谓项关系（matter/forMpredication）里，主体是质料。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论述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主体或基质由于是不是某一这个而有所区别；例如，这变化是关于受过教育的或白的……凡是在这种地方，最终主体是本是；凡不属于这类情况，而表示的是一个形式或者某一这个，那么终极的本是就是质料或质料的本是。”（《形而上学》卷九章七1049a26—36）

通过对变化原则的探究，亚里士多德得出了如下结论：


所有生成的事物都是复合而成的，不论是生成的此物还是变成某物的此物。这某物又有两层意义，它或者是主体［hupokeimenon］或者是相反物［antikeimenon］。我所谓的相反物是指未受教育的，主体则是人。同样，我将形状或者形式或者秩序的缺乏称为相反物，青铜、石头、黄金则为主体。（《物理学》卷一章七190b12—16）


以上的整段都是为了说明第一句话，即“所有生成的事物都是复合的”。这里的事物既包含偶性的复合体（本是加属性），也包括本是自身，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本是是复合体这个结论。这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是一个重要转折。我们知道，《范畴篇》曾做出了本是性特殊（具体事物）和本是性普遍（属和种）的区分。其中，作为第一本是的本是性特殊是最终主体，无须进一步分析。然而，在《物理学》卷一中，作为一个生成物的本是性特殊被拆解为部分，并且成为作为基质的主体和形式的复合体。于是我们不仅有偶性的复合体，还有本是的复合体。

于是，从现在起，本是（本体）范畴便不再具有内在的单一性，它可以被分作三个部分：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其中，形式和质料也都是本是，因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本是怎能从非本是中生出？或者说，非本是怎能先于本是？”（《物理学》卷一章五189a33—34）如果本是是复合物，那么它的组成部分也一定是本是。

关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卷一中对变化原则的探讨，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它们都与我们的研究切实相关。首先，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开始时宣称他要分析变化原则，但是最后本是变化的两个原则——形式和质料——却又成了本是的组成要素。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对变化原则的分析最后成了对本是的构成要素的分析。这看似是出现了某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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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会出现此种状况？

其次，在前面两章我们一直证明对“潜能和现实之是”的单独分析是必要的，因为亚里士多德需要探讨变化的问题。然而，《物理学》卷一在讨论变化的原则问题时却根本没有提及潜能和现实。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宣称他对变化原则的分析依旧会遭遇巴门尼德的挑战。后者论证的关键就在于无物可以从非是中产生。亚里士多德利用缺失、形式和质料三原则做出解释，认为尽管“是”不能无条件地产生于“非是”，但是它可以从缺失中产生，而缺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非是”：“因为某物从缺失中产生——而缺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非是’——它在结果中不再继续存留。”（《物理学》卷一章八191b15—16）以此为基础，他宣称：


这是解决困难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在于指出：同一事物既可以从潜在的也可以从现实的方面去述说。不过这一点在其他地方已经做过更为精确的分析。（191b28—29）


这个论断有些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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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看起来，它好像是说亚里士多德有两类关于运动的描述：一类以他对三原则（缺失、形式和质料）的划分为基础，另一类则依赖于潜能/现实的关系。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和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的区分似乎就不是穷尽的。因为关于三原则的论述探讨了本是性的变化并且由此超出了范畴理论的框架，同时它也不同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而且，这个论述还使得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失去了独特性，并且因此，它无法与亚里士多德对麦加拉学派的批判——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麦加拉学派不承认潜能的实在性，所以他们取消了变化——保持一致。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紧密相关的。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物理学》卷一对待变化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亚里士多德是根据解释变化所需要的原则或要素的数量来研究变化这一问题的。他的目的便是要揭示这些原则或要素。这是对变化的静态的、结构性的讨论，而不是解释变化或者运动如何发生的问题。从这类结构性分析（它侧重于探讨在本是的生成过程中有多少要素被卷入其中）很容易转向对本是的构成要素的讨论。因为本是的生成恰恰就是三要素或三原则中的两者相结合的结果。

不过，这里的静态分析还不是变化理论的全部，而且也的确无法应对巴门尼德的挑战。利尔（J.Lear）的观点非常具有洞察力：“这个分析似乎很难解决问题。虽然一个人存在着，但如果他是未受教育的，那么从变得受过教育的角度看，他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另外一种‘非是’。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是’（受过教育的）如何从‘非是’（未受教育的，以一个人为例）中产生？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这点，并且通过潜能和现实理论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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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描述无法解释一个事物为什么以及如何从缺失这类消极状态走向积极状态。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恰恰是主体的潜能才能够揭示变化何以采取这种形式、为何朝向某个特定的方向。主体之所以能够在其属性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下保持不变，就是因为它有可变化、可增加或者可减少的潜能。而且，潜能和现实理论还能够揭示一个潜在的形式如何完成或者实现自身。

注意到《物理学》卷一和卷三间的对比是非常有用的。尽管在《物理学》卷一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变化的要素，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回答了什么是运动或变化的问题。这也恰好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为何在《物理学》卷三章一的开始处做出如下宣称：“既然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而我们进行的又是关于自然的研究，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运动是什么。如果不了解运动，也就无法认识自然。”（200b12—14）这段话似乎是说运动还没有得到讨论。在同一章的稍后部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关于运动的标准论述：“潜在者作为这种潜在者的实现就是运动。”（201a11）《物理学》卷一的静态分析介绍了质料/形式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将其与潜能/现实关系联系起来。而要实现对本是性变化的完整论述，静态分析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所以，潜能和现实理论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最主要的描述。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形式和质料的引入就为“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和“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寻到了新的维度。既然本是（本体）既可以被看作“依凭自身之是”，也能够被视为“潜能/现实之是”，那么，作为本是的组成部分的形式和质料也同样可以从这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虽然形式和质料超出了范畴理论的界限，但是对本是的组成部分的静态分析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在其范畴理论中使用的方法，即对实在要素进行区分：在范畴理论中，亚里士多德竭力证明本是是首要之是；依照同样的方法，在对本是的要素进行讨论时，他开始探究哪一个要素是第一本是。以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又更进一步。另一方面，他又被期待着能够将潜能/现实的关系同形式/质料的关系关联起来，以确定本是的潜能和现实。我们发现，《形而上学》卷七、卷八和卷九正是从上述两个角度探讨质料/形式的关系问题。




Ⅱ　形质论的两种进路



《形而上学》的所有核心卷次都预设了这样的立场：可感本是是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的开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在一种意义上质料是基质，在另一意义上形状是基质，而在第三种意义上基质则是前两者组成的复合物。”（1029a1—3）在《形而上学》卷八章一的开始部分，我们也可以读到：“基质就是本是。它一方面是质料（所谓质料指不是现实地而是潜在地是这个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公式或形式……第三种是质料和形式的复合物。”（1042a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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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在卷七章三的这段里潜能/现实关系没有被提及，而卷八章一的这个段落中却谈到了这种关系。这种区别决不是次要的或偶然的。

尽管形式和质料向来都被认作是与潜能和现实相关联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这种关联的确出现在卷八和卷九中，却没出现在卷七的大部分章节里。当我们通过询问质料/形式关系是否与潜能/现实关系相关联这一点来对前者进行分析时，关于质料/形式关系的两种进路便展现在这些核心卷次中。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希望通过简要分析形式、质料和它们的复合体的关系的几个主要方面，来确立上述两种进路（每种进路在后面的章节中都会得到进一步探讨）。既然形式（morphē）和质料（hulē）构成的是一个“形质”复合体，那么我把这两种进路称为“形质论的两个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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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成过程中的形式与质料

特殊物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然而，关于特殊物的复合方式，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不同范例。在卷七的大部分章节里，当对质料/形式的分析还没同潜能/现实关联起来时，我们被给予一种“复合物的嵌入模式（embedding model of composition）”。在卷七章七至章八中，形式和质料被看作是先在于生成过程的两个要素。因为如果形式是被生成的，那么根据每个被生成的东西都由形式和质料构成这点，形式也就有其自身的形式和质料；但这是荒谬的（1033b3—8，b11—17）。事实上，当一个事物被消解时，它也是被消解为这两部分（1033b12—13；也可参见1033b20）。形式和质料在生成过程的前后都保持各自的独立存在。一物的生成是形式和质料外在结合的结果。质料不是潜能的载体；形式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内嵌于质料之中的，它是被引入质料从而生成某物。在手工制品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将形式放入这个质料里，铜球就出现了”（1033b11—12）。同样，就自然生成而言，“当这样一类形式，在这样的肌肉和骨骼之中组成一个整体，就是卡利亚和苏格拉底”（1034a6—7）。

与此相对照，在卷八和卷九中，当质料/形式和潜能/现实被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有了“复合物的发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l of composition）”。因为一旦潜能和现实被引入，一个事物的生成就可以被描述为从潜能到现实的内在发展过程。此时，形式指引着适当质料（即潜能的载体）朝目的进发，而这一过程也就是形式的自我展现过程。一棵长成的树开始于种子中包含的潜能。人的生成也就不再是形式和肌肉骨骼结合的结果，而是：


当一个人探索什么是原因时，由于原因有许多意义，他就应当穷尽一切可能的原因。例如，人的质料原因是什么？是月经。他的运动原因是什么？是精液。他的形式因是什么？是他的恒是（本质）。目的因是什么？是目的。但是或许后两者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说出最近的原因。质料因是什么？不是火或者土，而是一物独有的材料。（卷八章四1044a33—b3）


这个段落说明，一个特殊本是（如人）的生成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两种先在要素一时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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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和嵌入模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嵌入模式的分析似乎与手工制品的产生相类似，它对应于《物理学》卷一中对变化要素的静态分析。正如铜球通过将球形引入一块青铜而产生，人的生成也是将形式植入肌肉和骨骼的结果。这的确更像是对生成物的结构分析，而不是对它的生成过程的探讨。发展模式则与此不同。它关注事物从自身潜能中的不断发展，因而是对变化过程的分析。它对应的是变化的潜能/现实论述。

我们习惯于说一个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sunolon）。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形式和质料是两个“组成部分”、“成分”或者“部分”。不过，阿克利尔（J.Ackrill）反对说：“显然，‘组成部分’不是一个合意的词汇：因为在一般意义上讲，如果形式和质料是两种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关于它们怎样合为一体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所以，我们似乎更应当说质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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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嵌入模式的说法，形式和质料更像两种不同的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也明确地说：“生成的东西往往是可分解的（diaireton），它有着这个部分和那个部分（tomen tode tode tode），我是说，质料和形式。”（卷七章八1033b12—13）与此不同，由于发展模式引入了潜能/现实关系，所以很难说形式和质料是不同的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形式和质料构成复合体似乎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2）定义中的形式和质料

形式在定义上与质料是否可分？卷七章四说，只有在某个事物不述说他物，即它是一个简单实在物的情况下，它才能够是定义的对象。恒是（本质）满足了这一条件，偶性的复合体则不然。同样，质料只存在于复合体的定义中，因为它是复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卷七章八1033b13，卷七章十一1037a28—29，b5）。既然形式不是生成的也没有包含质料于其中，所以在形式的定义中没有必要提及质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与质料在定义上是分离的。

不过，一旦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联系在一起，出现的就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知道，潜能和现实是不能被定义的，我们只能通过类比方式掌握它们（卷九章六1048a36）。现实就是不再是潜在的东西，反之亦然。在卷八章六中，现实的形式和潜能的质料也被认作是无法区分的：“最近的质料和形式是合一的，只不过其一是潜在，另一是现实而已。”（1045b18—19）据此，我们有了关于灵魂的那个著名的定义，它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第一现实性”（《论灵魂》卷二章一412b27）。与之相应的是这样的说法：“心灵和身体不可分离。”（《论灵魂》卷二章一413a4—5）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说形式和质料在定义上相分离这点就没有意义了。

关于形式与质料在定义上是否分离这点，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些人认为不援引质料，形式就无法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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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人论证说形式是非物质的，它的定义中不包括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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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文本支持，但又都无法说服对方。我的观点是，形质论共有两种进路，而以上的每种立场只是分别把握住了其中一种。

（3）形式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形式与质料的区分到底具有怎样的清晰性？在卷七的大部分文本中，这种区分是相当鲜明与确定的。形式是首要的，它与恒是（本质）相同，而质料则不然（卷七章十一1037a34—b7）。形式是定义的适合对象，质料却不是（卷七章十一1036a28，1036a2—9，1037a27—30；卷七章十五1039b20—31）。形式先于质料（卷七章十1035b12—22）。虽然形式和质料构成一个复合物，但是形式自身并不包含任何质料（卷七章十1035a26—32）。此时，质料和形式之间界限分明，因而它们的结合不过是个偶然情况。这在嵌入模式中相当明显。同一形式可能被植入不同质料中，同样，同一质料也可能失去这一形式而拥有另一形式。

与此不同，在卷八章六中，亚里士多德说形式和最近的质料是同一的。灵魂的定义也说明身体（质料）和灵魂（形式）的确不可分：因为此时身体是具有生命力的，并且也因此是被赋予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质料想要以在逻辑上独立于形式的方式得到确立非常困难；反之亦然。许多评论家也因此认为形式自身并不是非物质的。威金斯（D.Wiggins）宣称说，形式是“质料构成的，或者说形式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被某些质料构成或与某些质料相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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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哈姆林（D.Hamlyn）来说，“什么是形式？它并不像一个事物那样简单地由特征和一些区分构成。如果我们可以说质料是潜在的形式或者包含着形式的潜在的混合物的话，那么与之相似，形式就是质料的实现，而且它也必须在质料的背景下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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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质料/形式关系与认为形式质料存在清晰区分的观点之间出现了冲突，并且前者与卷七章三的整个策略相抵触：该章的目的是要确定形式、质料还是它们的复合体是第一本是。

阿克利尔（J.Ackrill）注意到了这两种形式/质料关系之间的张力。一般来讲，形式/质料区分说认为这两个组成部分是清晰可分的。质料部分可以被挑出并且进行再确立，它没有必要一定被如此赋予形式。可这与关于灵魂的论述相冲突。该论述认为，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身体的现实，而这身体作为质料方面是具有生命力的并且已被赋予形式。在这里，质料部分不能够被单独挑出，而且它也不能离开形式独立存在。因此，在阿克利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制造了一对矛盾，即“同一个质料既有也或许不曾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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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阿克利尔看来，我们不得不区分出两种质料。“非同名异义质料”（non-homonymous matter）（也被称作“非同素部分”）指器官或者功能性部分，如脸、手、足等等。这类质料离开身体后就不能再起作用，也不能算作是存在物。这就与“同名异义质料”（又被称为“同素的部分”）形成了对比。后者指那样一些组成部分，它们在生物灭亡后还可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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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只手无法发挥其功用，它就不再具有手的恒是（本质），而只是在名称上被如此称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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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正是在非同名异义质料所包含的质料/形式关系那里，质料/形式与潜能/现实联系在一起。当形式/质料没有与潜能/现实关联在一起时，形式和质料就是偶然相关的。反之，如果上述两组观念被联系在一起，那么形式和质料之间的关联就具有必然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卷八章六中所说：“最近的质料和形式是合一的，只不过其一是潜在，另一是现实而已。”（1045b18—19）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形质论包含两种进路，那么很多争论都可以避免。否则，一旦将形式自身是物质的这种观点带入卷七的大部分章节里（其中质料/形式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困惑将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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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式与复合物

在卷七的大部分章节中，可感本是是形式与质料相结合的结果，并且质料和形式是两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不过，除了质料和形式这组区分外，形式与复合物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显著。首先，对复合物的定义就像对塌鼻的定义一样，由质料和形式两部分组成，但形式的定义则仅关涉形式本身。其次，复合物不是一物的恒是（本质）（卷七章六，也可参见卷七章十一1037b5），而形式却是。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区分使复合物仅仅成为一个派生的本是（本体）。

然而，在潜能/现实关系被加入到形式/质料关系的情况下，要从复合物中区分出现实的形式就几乎不太可能了。事实上，现实到底是指复合物还是形式都变得模糊不清。在卷九章六中，当现实之于潜能的本是性关系被描画为“本是之于某种质料”的关系时，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是：“由质料雕刻成形的与仅仅是质料，制成品与未制物。”（1048b2—4）于是这里的现实便是指被生成的东西。然而，在卷九章八1050b2处，亚里士多德又明确宣称：“本是或者说形式是现实。”这种混淆不清的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我们将潜能/现实考虑其中时，的确会出现难以区分形式与复合体的实际困难。一个崭新本是的生成同时也意味着形式的完全实现。现实性和产品都可以在生成的最后阶段被寻到。

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意识到，就形式与复合体的关系而言，他引入了不同的立场。这正如他在卷八章三所说：


以下这点一定不能忽略，即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能清楚地知道一个名称指的是复合本是、现实还是形式。例如，“房屋”表示的是一个复合物（即“由砖石以如此方式构造而成的容身之所”），还是现实或形式（即“一个容身之所”）；线是二的长度，还是只是二；动物是指一个灵魂附在身体之上，还是仅仅是一个灵魂（因为灵魂是某个身体的本是或现实）。动物这个词在两种情况下都适用，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们都为一个公式所规定，而是在于它们与同一事物相关。这个问题对其他目的而言极其重要，但是对可感实在物的研究来说却无关紧要。（1043a29—38，斜体为作者所加）


阿克利尔（J.Ackrill）被这段文字所困惑，并且因而评论说：“亚里士多德在此处及其他一两个地方都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这个名称有时候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样指质料和形式的复合体，而是单指形式，也即psuchē（灵魂）。他的这种想法令人难以捉摸。不过，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知道的是，这类富有争议的段落非常少。在通常情况下，亚里士多德都是非常系统地将作为复合体的人和作为形式的psuchē（灵魂）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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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托克（D.Bostock）也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在卷七章四中被引入、并且从章四到章十都一直明确坚持的定义与恒是（本质）之间的等式在这里明显地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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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看来，上面段落中提到的“其他目的”其实是就卷七而言的。因为卷七要将形式而非复合体（也非质料）确立为第一本是（这点在以后将会看到），所以复合体与形式之间的区分就卷七的目的而言非常必要。于是，在那个进路中，当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这个名称既可以指灵魂也可以指灵魂与身体的复合物时，他认为恰当的区分很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作为灵魂”是第一本是，而“苏格拉底作为复合体”则不是（卷七章十一1037a5—9）。不过，在现在的卷八章三中，这种区分就不再重要。以上这段引自卷八章三的引文能够很好地说明，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卷七的大部分探讨与卷八是不同的。

（5）本是（本体）的统一

许多评论者认为，统一的问题，即对复合体中形式和质料何以为统一体的说明，是卷七、卷八和卷九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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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对卷八卷九而言是正确的，但于卷七来说则不然。在卷七的大部分文本中，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并不是本是的合一问题，而是如何区分形式、质料和复合体的问题。

由于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六都集中于对统一性的探讨，所以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认为卷七、卷八和卷九在对待统一性的问题上具有某种连续性。然而，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六对一的讨论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些评论者理所应当地把它们认作是相互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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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一些人则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对这一假定提出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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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说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六是内在一致的观点是错误的。具体原因如下。尽管卷七章十二的主题是“统一性”，但是它涉及的仅仅是本是在定义上的统一性，而本是自身的统一问题此时只是一种设想：“本是意指这个或某一个。”（1037b27）这点与卷七章七和章八一脉相承，因为这两章认为形式不是生成的，也并非由自身的质料和形式两部分构成。事实上，正是以这两章为基础，卷七章十二才会要求本是的定义必须是统一的：“属性在定义中一定为一；由于定义是一个单一公式，它是关于本是的，所以它必须是某一事物的公式。”（1037b24—26）另一方面，虽然卷八章六也探讨定义之统一，但它真正的重点还是本是的统一的问题：“因此询问它们合一的原因，与询问一般事物何以合一的问题具有相似性。”（1045b19—20）因此，在卷七章十二中，获得讨论的本是（本体）是形式或恒是（本质），所谓定义也便是形式的定义；而在卷八章六里，要被合一的则是可感本是以及它的公式。

尽管卷八章六也承认，“凡不具有质料的东西，单纯地是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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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同时宣称，就它的研究对象来说，“一个公式中通常既有质料也有现实”（1045a35）。因此，尽管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六都对质料/形式进行分析，可它们的所指各有不同。在卷七章十二里，质料被指为定义中的种，并且以类比的方式得到运用。而且，这里的形式/质料也没有与潜能/现实关联在一起。与此相反，卷八章六将形式/质料和潜能/现实结合在一起，并且将质料看作是物质性要素。甚至，卷八章六还利用潜能/现实结构解决一的问题：“但是如果依我们所说，一方面是潜在的质料，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形式，那么困难似乎就不复存在了。”（1045a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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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出现在质料、形式和它们的复合物中的种种对照，最终提示我们，卷七、卷八和卷九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质料/形式与潜能/现实是否关联这点，直接造成了这种对照状况的产生。当上面的两对观念没有联系在一起时，事物的产生就是形式和质料外在结合的结果，没有任何过程夹在其中。此时，形式无论在定义上还是在存在上都必须独立于质料。而且，形式是复合物的第一本是，它与复合物间的明确区分是必然的。因此，这种观点并没有真正回答形式和质料如何合一的问题。与此相反，当质料/形式与潜能/现实相结合后，事物的生成就有了从潜在的质料到现实的形式的发展过程。并且，形式和质料的合一在此成为关注的核心。另外，形式被实现的过程就是复合体被生成的过程；因此，这里形式和复合体之间的区分就变得模糊和不重要。




Ⅲ　《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一个新起点



形质说的两种不同进路的分界线就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中。该章的第一句便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起点出发探讨什么或者哪种东西是本是。”（1041a7—8）不过，注解者通常认为这个关于新起点的宣称只是一种措辞问题。因此，尽管有此宣称，卷七章十七仍被当作卷七的整体规划中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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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同于这类传统观点，我试图在此说明，卷七章十七为形质说的两种不同探索的转换提供了一种解释。

亚里士多德在提出上面这一新起点后，接着说：“既然本是是一个原则、一种原因，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论它。”（1041a10）因而，这种新的进路就是把形式（或者恒是）看作形式因。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引出了动力因和目的因（1041a29—30），并且最终说明它们是同一形式因的不同方面。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原因”（aitia）概念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原因。现代“原因”一词（源于英国经验主义）是指那些能够引发某种结果的先在事件，而aitia则与动词“负责”，或者“让……负责”相关。不论一物以何种方式为他物负责，该物都可以被称作后者的aitia。因此，亚里士多德讨论的aitia问题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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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aitia一共有四种：质料的（“由之生成”，也就是我们解释一物由何制造时所说的那种东西）、形式的、动力的和目的的（或者说是“所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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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是一样的：“我们寻求的是原因。抽象地说，它是恒是（本质）；这在某些情况下，是指所为之物，例如对房屋和床来说就是如此；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则是最初的动者；因为这也是原因。只不过，当涉及生成和坏灭问题时，追求的是动力因，而涉及到是的问题时，所求的也是目的因。”（1041a28—32）在许多情况下，这三种原因是一致的，因为形式因既可以是变化的源泉，也能够是目的。而当我们说形式和质料是实在的构成要素时，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就成为形式的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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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对原因的探讨亦是对形式和质料的探讨。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一个原因就是一种解释，因而也便是对“为什么”（diA ti）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问题“为什么”的形式结构是原因解释的基础。在通常的语言中，我们通过“因为”的句型、通过解释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此，四种原因实际上就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因为”。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和原因之间的内在关联，亚里士多德已经阐释得很清楚：“显然，原因存在着……这些原因的数目就等于在询问‘为什么’这一问题时获得理解的事物的数目。”（《物理学》卷二章七198a14—16）亚里士多德相信，只有当我们明白了一物何以如此，我们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事物，并且也正是这些原因让我们获得了“为什么”的问题（《物理学》卷二章三194b17—20）。

正是以原因和问题“为什么”的内在关联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十七中说，所有的有意义的问题都明确地包含着这样两个部分：主项和谓项。“‘为什么’这类问题通常采取这种询问方式——‘为什么这个事物属于那个事物？’”（卷七章十七1041a10—11）在一个真正的“为什么”问题中，“寻求的是一物为何述谓他物”（1041a25—26）。它的结构便是“为什么质料是某物”（1041b5—6）；例如，为什么这些砖石成为房屋？这类问题的基本形式为：



Q1：为什么（diA ti）S是P？



这里的主项S代表了不同质料，而谓项P指的是复合体。Q1的目的是要寻求质料成为某物的原因，该原因就是“一物的本是”（1041b9）。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这样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就是“一个新起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与这种“为什么”问题形成对比的是什么。

卷七章十七为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询问“为什么”的方式。第一种是“为什么一物是其自身”。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类问题是没意义的，对它的回答也不过是种同语反复而已。当我们寻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为何是受过教育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追溯：其一是问为什么一个人是受过教育的，其二是问为什么一个人是一个人。就前一种追问而言，它涉及复合词，即一物述谓他物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就类似于“为什么人是具有如此本性的动物”，它可以被看作一个真问题。与此相反，在问一个人为何是一个人时，这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寻求之前，一物的事实和存在已经非常清楚了”（1041a15，1041a23—24，1041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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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进路与Q1形成了真正的对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当一个词项没有被其他词项述谓时，寻求的对象往往就被忽略了（例如，我们问“人是什么”（anthrōpos tI e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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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只是个单纯地说法（haplōs），而没有确定地说“为什么这个部分来自这个整体”。（1041a33—b2）


这类问题的基本形式是：



Q2.什么是（tI estin）A？



这类“什么”问题是针对一个简单实在物进行的探究，其中一个词项并不述谓另一个词项。因而这个简单本是也不能够被区分为主项和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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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个段落将“什么是A？”的问题等同于那个无意义的“为什么一物是其本身？”的问题。由此，人们便以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将“什么”问题还原或者转换为“为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是人？”应当被理解为“为什么此质料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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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解释思路似乎有待商榷。因为无论如何，“什么是A？”这一问题都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本是（本体）的标准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什么是是（存在）？”是个古老而恒久的问题，而他通过问“什么是本是？”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卷七章一的结尾部分，亚里士多德留给自己这样的任务，即去探究“什么是‘是’（tI estin）这样一个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卷七章一1028b6—7；也可参见卷七章二1028b32）。TI estin（是什么）是关于本是的首要问题，甚至对恒是（本质）（totiēn einai）的表述都是“它（过去）是什么”。现在，如果按照上述思路，即“什么”问题必须被转换成“为什么”问题，以便使前者变成一个好问题的话，那么卷七章十七就不仅像我说的那样引入了一种新的进路，它甚至可以说是放弃了亚里士多德是论的基本特征。不过，这样一种变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并没有出现。

事实是，在卷七章十七中，亚里士多德在“什么”问题和“为什么”问题之间作了一种对比。其中，Q1即“为什么”问题，探讨的是本是的功能，即它如何使质料成为复合物；而Q2即“什么”问题，关注的是简单实在物自身的本性。Q2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或者恒是（本质）的，而非原因性的解释，我们应当通过种加属差定义对此问题进行回答。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什么”这类问题的缺点在于其中“寻求的对象被忽略了”（1041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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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被忽略”到底是什么意思？当被我批判的那种理解提出“什么是人”应当被翻译为“为什么这个质料成为人”时，似乎意味着“人”不能是一个简单词项，它指涉的必须是一个复合物。然而，“人”一词既可以指复合词项也可以指简单词项。在卷七章十七的“什么是人”这句话里，亚里士多德就是把人当作简单词项，“我们并没有对其做出区分，也没有确切地说‘为什么这些部分形成这样一个整体？’”（1041b1—2）在卷七章十七之前的一些章节中，当亚里士多德试图将简单词项从偶性的和质料/形式的复合物中区分出来时，“什么是人”这句话本身就有着完满的意义。亚里士多德通过种加属差的方式来定义人。他坚持认为偶性或者质料都无法成为关于形式或者恒是（本质）的定义的一部分。在卷七章十一中，亚里士多德说同样的“苏格拉底”既可以指灵魂也可以指灵魂和身体的复合物，而前者是没有与质料混合的第一本是（1037a7—8，a36）。现在，如果我们把“人”看作一个质料和形式的复合体而不是一个简单词项，并且放弃种加属差定义不求，转而询问把骨骼和肌肉组合成人的那种形式因，那么“什么是人”这个问题的确不适用于此，而且我们也应当把它重新翻译成“为什么如此的质料成为一个人”。不过，这并没有否认“什么”问题有其自身的意义。只是，这类问题不再适用于我们对形式因的探讨而已。

因此，在1041a33—b2，亚里士多德没有说为了使问题“什么是人”变得有意义，我们必须将它转换为“为什么如此的质料成为一个人”。他也并没有说，任何关于简单实在物的“什么”问题，要获得意义就必须被转译为关于复合实在物的“为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只是认为，问题“什么是A”以另外的方式来探讨本是，这种方式不同于问题“为什么”所采取的进路；并且，当我们问其中一个问题时，就不会同时问另一个，甚至我们还会忽略通过另一个问题获得的那些成果。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既然“什么”这类问题是关于本是的标准问题，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还会说“寻求的对象最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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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段落，简单实在物的“什么”问题和复合实在物的“为什么”问题之间的对比关系就显得更为明确：


很显然，对那些简单实在物（tōn haplōn），既不能［通过上文我所讲的询问“为什么”的方式］寻求，也不能［以此种方式］传授；我们只能用其他办法来寻求。（heteros tropos tēs zētēsōs，1041b10—11）


在1041a33—b2部分，亚里士多德说“什么”问题关注的是简单实在物，即那些不能被分作两个有述谓关系的词项的东西。而在几行之后的1041b10—11处，他认为我们必须以“其他办法”来探寻这些简单实在物；罗斯（W.D.Ross）对这种“其他办法”做出了正确的理解，即“不同于上文描述的另外一种寻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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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将以上两段放在一起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问题和“什么”问题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进路。

在我看来非常关键的1041b10—11部分，却被很多评论者严重低估。虽然关于什么是“简单实在物”有很多解释，但关于这“另外的寻求方法”却几乎只有一种理解，即“直观”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将《形而上学》卷九章十、《论灵魂》卷三章六的观点带入《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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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实在物”同“非复合体”（asuntheton）、“不可分割物”（adiaireton）是同义词，但与“复合体”的意义相反。该词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虽然经常出现，但是由于不同文本有不同所指，所以对它的描述也是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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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就卷七章十七的简单实在物而言，人们就有不同的理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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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和/或恒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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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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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形式（与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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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将卷七章十七中的简单实在物看作神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在该章宣称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说：“或许由此我们还可以对离开可感本是而存在的本是有一个清晰的看法。”（1041a8—9）这也就是说，这种新进路可以引导我们去理解分离的本是，或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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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对分离本是的研究与卷七章十七具有一致性，那么这并不属于对简单实在物的“另外的寻求方法”。如果简单实在物不是神，那么说它是神和/或恒是（本质）也就是错误的。就范畴而言，虽然它们自身的确是简单实在物，但卷七章十七中的“简单实在物”除了谈到本是外根本没有涉及其他范畴。而且，第二性范畴有时被说成是简单的，但有时又不是，因为最终它们的“是”还要依赖本是之“是”。由此看来，似乎与质料和复合物相对立的形式（或恒是）才最有可能被称作简单实在物，而我认为，这点是有据可循的。

到目前为止，以卷七章十七为依据，我们已经说明在Q1（即“为什么”问题）和Q2（即“什么”问题）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如果将该章和卷七章四至章六，以及卷七章十七之前的所有章节进行比较，那么以上的这种对照和它的哲学意义就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会发现，卷七章十七描述的“简单实在物”就是在这章之前还被称作第一本是的恒是（本质）或形式。而所谓的“另外的方法”也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神秘的和备受争议的直观方法（事实上，在直观中既没有问题“为什么”也没有问题“什么”），而是在卷七章十七之前所采用的那种寻求方式。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就Q1和Q2而言，卷七章十七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进路，它们分别对应于简单词项和复杂词项，并且是对待本是或恒是（本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首先比较卷七章十七和卷七章四。卷七章四在复合实在物和简单实在物之间做出了区分，虽然这里的复合实在物指的是一种偶性复合物（本是加其他范畴）。该章针对的问题是：恒是（本质）属于偶性复合物还是本是（本体）？一般来说，偶性复合物是没有恒是（本质）的，至少在首要意义上是如此。所谓恒是是那被视作per se（就其自身）的东西，而偶性复合物的定义则不是per se（就其自身）表达式，因为后者的定义中必然包含一物述谓他物的形式。“恒是就是〈tode〉ti（〈这是〉个体），但当一物述谓他物时（hotan d’allokat’allou legētai），偶性复合体就不再严格地是‘这一个’（tode ti）。例如，白人就不能确切地作为‘这一个’（tode ti）。”（1030a2—5）另一方面，恒是（本质）“在首要的和单纯的（haplōs）的意义上属于本是”（1030a30，1030b5），对它的定义是“一个简单公式”（logou haplou，1030a1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那些其公式便是定义的东西，或者说那些首要的东西才能拥有恒是（本质）；“而在首要的东西那里，是不能用一物来述说另一物的”（mētōallokat’allou legesthai，1030a6—11）。由此，《形而上学》卷七章四将首要的东西等同为不用一物来述说另一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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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卷七章四和卷七章十七都在“被他物述谓的某物”和“不被他物述谓的某物”之间做出了区分。不过，这两章就这同一区分所持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卷七章十七里，亚里士多德的新进路依赖的Q1询问为什么谓项属于主项。它探讨一物述谓他物的问题（allo allōtinI huparchei，1041a12）。在卷七章四里，同样的问题就偶性复合体而被提出。关于卷七章十七中的Q2所持的进路，亚里士多德说：“当一个词项没有被其他词项述谓时，寻求的对象往往就被忽略了。”（mēkat’allēlōn legomenos，1041a33—b1）卷七章十七里简单实在物的这一特征与卷七章四提到的恒是（本质）的特征是一样的。然而，这两章之间有一个显著不同：卷七章四将简单实在物作为研究对象，但避而不谈复合体（偶性复合体），因为后者没有恒是（本质）；而在卷七章十七里，复合体（质料复合体）成为研究对象，但简单实在物被放在一边，因为它属于“另外的寻求方式”！

出现在卷七章十七和卷七章四之间的对比可以扩展至卷七章十七和该章之前的所有文本中。卷七章十七的新方法寻求形式因。作为原因的本是是统一的原则，它使得整体统合为一而不仅只是将其构成部分集合在一起。这些构成部分就是质料要素（stoicheia，1041b33），当事物的整体解体时，也将最终归于这些要素。造成要素合一的原因既不是某一要素也不是诸多要素。如果原因在于某种要素，那么将会导致无穷倒退。这是因为，那个能够将所有其他要素结合为一的要素一定不同于其他要素，而我们也由此需要一个另外的要素将这两种要素结合在一起。而如果原因在于诸多要素，那么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因为我们同样需要其他东西将这些要素合一。

卷七章十七描绘的这种形质论图景与该章之前的进路的确不同。第一，在卷七章七至章八中，形式和质料是两种构成要素（1033b12—13；1033b20），而卷七章十七则竭力证实质料不是能与形式相提并论的要素（1041b25）。第二，在卷七章四至章十六中，复合物就是形式+质料的结果，至于两者如何统一根本不是问题；然而，章十七却问“为什么这些质料要素能够合一？”此时，复合物的“统一”的问题就成了焦点论题。形式不再是与质料相同的要素，而是将这些质料要素合一的原则。正是在卷七章十七中，本是性的形式被用来说明本是的质料要素何以被统合为“统一”的问题。形式成为将可感本是的诸要素合一的黏合剂。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卷七章十七声称真正需要探询的是“关于一物述说他物”的问题（1041a25），此时离开质料单独谈论形式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点与卷七章十一的观点则完全不同，后者认为：“所谓第一本是，我是指那个不在他物之中，即不在作为质料的基质之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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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以这种方式，形式的定义并不包含一物述谓他物的形式。事实上，卷七章十一的这一立场与卷七章四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如果我在卷七章十七和它之前的文本间进行的对照正确的话，那么卷七章十七的确打开了探讨本是（本体）问题的新进路。卷七章四至章十六的论证强调恒是（本质）的定义一定不可以是“这个在这个中”的形式，但卷七章十七的新进路则坚持一物述谓他物的方式。

虽然我们已经将卷七章十七和它之前的章节进行了对照，但仍旧不清楚这样的一种新进路到底指向何方。在卷八章一对卷七的总结中，卷七章十七根本没有被提到。不过，即使没有直接的文本关联，卷七章十七和卷八（这是就卷八的主线来说的，因为该卷本身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整体）探讨的问题及其方法都是惊人的相似。首先，像卷七章十七一样，卷八也将自己的关注点与对简单实在物本性的探询做了比照，并且断言只有形式与质料结合而来的复合体才能够被定义：


因此有一种本是可以被定义和用公式表达，这就是复合体，无论它是可感的还是可思想的；但是构成它的最初的东西，却是不能被定义的，因为作为定义的公式用某物来述谓某物（tI kata tinos），所以只能一方面作为质料，另一方面作为形式。（1043b29—33）


同时，卷八也采取了与卷七章十七相同的思路：


（1）人不是动物和两足，（2）在这两者之外一定有某种东西存在，如果它们是质料的话。（3）不过这既不是元素，也不是由元素产生的东西，而是本是；（4）但人们常常遗漏它们，而只说质料。（5）如果这东西是是（存在）之原因，且这东西就是本是，那么人们就没能把这一本是说明。（1043b10—14，数字乃作者所加）


上面这段的句（1）说明“动物”加“两足”并不是“人”的定义。原因在句（4）中被提出，它告诉我们这些要素都是质料。由于它们是质料，句（2）便保证说一定有某种另外的东西将这个定义统合起来。而这东西如句（3）所说，既不是上面提到的任一要素，也不是由这些要素产生的东西。句（5）说这是形式和本是。将这段话与卷七章十七1041b11以下的部分比较，就会毫无疑问地看到，卷八章三和卷七章十七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说卷七章十七为卷八章三的进路提供了基础。虽然卷八自身很难说是一个整体，但是它的思维主线还是依照卷七章十七的进路展开的。而潜能和现实的学说则是对亚里士多德卷七章十七所提问题——如此质料如何成为某物——的成熟解答。

至此，卷七章十七和卷八的密切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考察。不过，由于卷七章十七在之前通常都被看作是卷七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上述关系成了卷七、卷八相统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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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在，与此相反的观点似乎才是真正正确的。一旦卷七章十七对新起点的宣称被严肃看待，那么卷八与卷七章十七的连贯性则为人们宣称的卷七、卷八的统一性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反证。这一新起点被卷八所追随，却与卷七的大部分章节所坚持的主要进路形成对照。事实上，卷七章十七是一个分水岭，它将卷七、卷八和卷九分作两个部分。在卷七章十七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卷八所做的探讨的初步介绍，而这探讨事实上便是关于潜能和现实的。因此，卷七章十七就是形质论的两种思路的分界线。




Ⅳ　核心卷次的重组



依据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将《形而上学》卷七、卷八和卷九分作两个部分：其一是卷七章三至章十六；另一部分则包括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我们已经证明，尽管这两部分都通过对质料/形式关系的分析来探讨本是（本体），但是每部分都有其独特进路。卷八、卷九根本不像前文所说，是卷七的主要论题的补充。它们有着各自的进程和问题。

由于能够认真对待“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并且认同卷七章十七作为新起点的说法，所以我们为消解卷七、卷八和卷九一体化的假想寻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不过，为了进一步巩固现有立场，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些被广泛引用的理由，它们被许多评论者当作文本证据，以此来证实这些核心卷次的一体性，尤其是卷七和卷八是不可分割的这样一些设想。这些理由包括：《形而上学》卷十章二1053b17—18的评述；卷九章八1049b27的评述；在卷八章一开头对卷七的总结（1042a3—23）；而最重要的，则是卷九章一1045b28—32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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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经过检验，所有的理由都不足以支持这些核心卷次组成一体的设想。

卷十章二1053b17—18评论说：“正如在讨论本是和是时论述的那样，没有一种普遍能够是实在物。”既然这句话认为卷七、卷八和卷九都是关于“本是和是的论述”，那么人们便认为这些核心卷次一定是一体的。然而，这种理解非常肤浅。我们根本没有否认所有的核心卷次探讨的都是本是和是的问题，但这并不排除说这种探讨可以包含不同进路，也不能因此说这些卷次就是同一的，并且可以相互阐释。

在卷九章八1049b27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在对本是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说过，一切生成的东西都是从某物和被某物生成的。”由于这句话出现在卷九，人们便认为“对本是的论述”指的就是卷七和卷八的内容，并且也因此肯定说卷七和卷八是一体的。但是，这里实际指涉的只是卷七章七至章九，而且卷八也以相似的口吻谈到它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形式不是任何人制造和生成的。”（1043b17—18）这里的“其他地方”明显地就是卷七章八，并且它也因此展示了卷八和卷七间的相互独立。

卷八的开篇部分对卷七的所谓总结是这样的：


［1］我们必须从以上论述中得出结论，通过总结来完成我们的研究。［2］我们曾说，本是的原因、原则、要素是探索的对象。［3］其中有些本是是被所有人公认的，而另外的一些则只被某些学派承认。那些被公认的包括自然本是，如火、土、水、气等单纯物体；其次是植物和它们的各个部分，动物和它们的各个部分；最后则是天及天的各个部分。至于某些学派则说形式和数学对象是本是。［4］在我们的论证中另有其他的本是被提出，即恒是（本质）和基质。此外，可以说种比属更是本是，普遍比特殊更是本是。由于普遍和种与形相（理念）是相关的，基于同样的理论，它们也被认作是本是。［5］既然恒是（本质）是本是，而定义是恒是（本质）的公式，所以我们探讨了定义和恒是（本质）主谓项关系。［6］既然定义是公式，而公式是有其部分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部分的问题，什么是本是的部分，什么不是，本是的部分是否也是定义的部分。［7］另外，我们也曾说普遍和种都不是本是。［8］我们以后必须研究形相（理念）和数学对象；因为有人说这些东西存在于可感本是之外。（1041a1—23，数字乃作者所加）


在这段话中，句［1］更像是要与以前的探究说再见，并且开始一种新的研究。它暗示了卷七和卷八是相对独立的部分。句［2］则让人迷惑。人们猜测说这是对卷七的回顾，但亚里士多德在卷七中从未说过他探究的对象是本是的原因、原则和要素。句［3］似乎又回到了卷七章二。不过，尽管卷七章二罗列了以上所有观点，并且声称要对它们的对错进行分析，可整个卷七根本没有对其进行过具体细致的谈论。而且，这段只是简单重提了这些观点，却没有做出任何批判性评论。此外，在这所谓的总结之后，卷八章一立刻声明：“但是现在，让我们着手讨论那些众所公认的本是。它们是可感本是。”（1042a24—25）这样看来，句［3］罗列的观点还没有得到讨论。句［4］虽然回到了卷七章三的开头，却没有以任何方式论及该章的结论，即质料不是（首要的）本是。句［5］与卷七章四和章五相呼应，但与章六无关。句［6］回顾了卷七章十和章十一。句［7］是对卷七章十三的重提，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卷七中从来没有讨论种的问题。尽管句［8］与句［4］的后半部分做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即将卷七讨论的普遍和柏拉图的形相（理念）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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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并不是对卷七的如实反映，因为卷七章十四、卷七章十五至章十六的部分内容已经对柏拉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最后，我们注意到卷七章一、卷七章三的解析过程，卷七章七至九，以及卷七章十七根本没有出现在总结中。

显然，卷八的这段话不过是对卷七的某些论题的简单、粗略的总结，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对此总结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它或者是编辑者为连贯起见加入的连接段，或者这段根本不是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卷七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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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上述哪种解释是正确的，我们都可以肯定，这个总结不能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证实卷七和卷八是一个整体。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卷八的论证是追随卷七章十七的新起点而来的，因此并不是卷七的主要论点的继续。在内容上，它与《物理学》更加连贯。《形而上学》卷八章一在做出上述那个成问题的总结后，开始讨论变化的三个要素，而这明显是以《物理学》卷一为基础的。在后面的卷八章二处，我们可以看到：


无条件的生成和有限意义上的生成的区分在《物理学》中已经有过论述。既然作为基质和质料的本是是被普遍承认的，而这本是作为潜能而存在，那么剩下来就是要探讨那可感事物的现实的本是是什么。（1042b8—11）


这段话说明，卷八是对作为潜在的本是的基质的继续探讨。如果说卷八追随卷七而来，那么上面这段话也应当涉及卷七的内容；但是很明显，卷七与这一描述并不吻合，因为它根本不关心质料是不是潜在本是的问题。事实上，倒是《物理学》一书的内容符合了以上描述，而且，在上文中，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提及也清晰地表明了这点。因此，以上文本证据说明，《形而上学》卷八与《物理学》而非《形而上学》卷七一脉相承。《形而上学》卷十三中的一句话也证实了这点：“在有关物理学的论著中论及质料问题时，我们谈论了可感事物的本是，而后又探讨了现实存在的本是。”（1076a8—10）

接下来是卷九章一1045b28—32这部分：

我们已经讨论了首要之是，所有其他“是”的范畴都依凭于它，这就是本是。由于本是的公式，其他东西如质和量等才“是”；因为正如我们开始所说的那样，一切都被发现是包含在本是（本体）的公式之内的。既然“是”在一种意义上被分作“是什么”、质、量，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有潜能、现实和功能的区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潜能和现实。

引用上述这段话的意图在于说明：既然此文本认为我们已经探讨了“是”的范畴（即“依凭自身之是”），而现在要探讨潜能和现实，那么这就暗示着“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是不同的。这段话也证实了，尽管卷七、卷八和卷九都探讨质料/形式的关系问题，但事实上上述两种“是”才是它们的主题。不过，许多评论者还利用这段话来说明卷七和卷八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依凭自身之是”的，而只是卷九才谈到潜能/现实的问题。这一观点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它认为，当说“我们已经讨论了首要之是，所有其他范畴都依凭于它”时，这指的就是卷七和卷八。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卷次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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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观点有一个致命问题，它不能够解释这样的现实，即将卷七和卷八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在于卷八关注潜能和现实，而卷七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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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依凭自身之是（存在）和潜能/现实之是（存在）的区分被认真对待，卷七和卷八的所谓统一就成了问题。

根据卷八的内容看来，只有当《形而上学》卷九章一的宣称——开始对潜能和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仅针对卷七，而卷八并没有涉猎其中的情况下，这一宣称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何亚里士多德在卷八中大量地谈论了潜能和现实问题之后，又在卷九中这样说。

那么，卷八和卷九的关系为何呢？亚里士多德似乎并没注意到在卷九之前还有另外的一个文本也探讨了潜能和现实的问题，因此，这两卷的关系的确令人困惑。我们根本无法找到这两个文本之间有任何相互参照之处。尽管它们都关注潜能和现实，但这两卷似乎是相互平行、各自独立的。《形而上学》卷九章六1048a25—27处宣称要开始对现实的探讨，而同样的话在卷八章二1042b9—11处也可以看到。而且，卷九章七和卷八章四都着力于将最终的质料和最近的（潜在的）质料区分开来。卷八回到了《物理学》的论题上，并且清晰地指明了它与《物理学》在分析现实本是问题上的关系。尽管如此，卷九章八在讨论现实对潜能的优先性时，将作为运动的内在源泉的“自然”看作是一种潜能（1049b10—11），而这里的“自然”概念则是《物理学》卷二的论题。

总之，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文本在著述顺序上的独特性质，对它们进行的任何年代排序都可能会出现争议。既然没有任何可信的途径能够确定《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的著述顺序，那么我便不能够肯定地说由于《形而上学》卷九的写作时间较早，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宣称要对潜能和现实进行探讨时，会忽略了《形而上学》卷八的存在。不过，无论这两个文本的著述顺序怎样，它们在内容上的不相连贯是很清楚的。《形而上学》卷九区分了两种潜能和现实：其一是潜能之于运动，其二是质料之于本是。卷九的首要探究对象是与本是相关的潜能和现实。同样，卷八也分析了两种不同的潜能和现实，从而进一步阐释了本是的潜能和现实。可以说，这两卷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共同（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将要说的那样）回答了卷七章十七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个和那个质料构成为一。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将卷七章三至章十六看作是一个方面，而把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归于另一方面，因为前者探讨的是“依凭自身之是”，而后者则关注“潜能/现实之是”。卷七章十七、卷八以及卷九是对《物理学》而非卷七章三至章十六的继续。

然而，在这里我还需要指出，尽管“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理论区分可以让我们大体上将这些核心卷次一分为二，但这并不是说，卷七章三至章十六中没有任何段落、评论或者局部的探讨可以归属到对潜能和现实的分析中。同样，在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中，也有一些线索和偶尔的评论是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分析相连的。鉴于亚里士多德文本著述的特性，想要将他的这些卷次完全区分开来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任务。

在《形而上学》的所有不合常规的情况中，卷七章十至章十一是其中比较棘手的一例，我想在此加以解释。之前我们曾说，由于形质论的两条进路，对定义中形式与质料是否分离的问题就有了两种相反的态度。事实上，这两种立场一起出现在了卷七章十至章十一中。于是，这两章一直无法被完全理解，同时也成了混乱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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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海纳曼（R.Heinaman）强调卷七章十至章十一中的形式定义无须借助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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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反，罗蒂（R.Rorty）则认为，当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形式的部分才是公式的部分”时，他已经放弃了对柏拉图观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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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章十至章十一的问题是，部分的定义是否包含在关于全体的公式中（参见卷七章十1034b23—24）。回答为，在一些情况下是这样，在另外的情况中则不然。这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部分存在：一是质料，一是形式。质料是复合体的一部分，而形式部分仅与形式自身相关。因此，当定义是关于本是形式时，它就仅包含形式部分，与质料无关。与此不同，虽然质料不是形式的部分，它却是复合体的部分：“肌肉不是扁平的部分，因为它只是扁平产生于其中的质料；但是，扁平却是扁平鼻的部分。”（1035a3—6，1035a29—31）如果定义是关于一个具体事物的，那么它必然会提到质料。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定义中包含质料要素，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关于复合体，而不是形式的。在卷七章十一的开头，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必须区分出属于形式的部分和不属于形式，但属于具体事物的部分；否则，“我们就无法定义任何东西”（1036a28）。在1037a24—25中，他说：“我们已经说过，质料部分不包含在本是的公式中。”形式是第一本是，并且在1037b2—4中，亚里士多德也说：“所谓第一本是，我是指那个不在他物之中，即不在作为质料的基质之中的东西。”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清楚，质料存在于复合体的定义里，却不在本是（本体）形式的定义中。形式的定义必然排除质料的存在。从定义上将这两个部分区分开来是非常关键的。形式上的圆形可以被引入到各种不同的质料，如青铜、石头、木材当中。“很明显，青铜或石头并不是圆形的恒是（本质）部分，因为圆形和它们是分离的。”（1036a32—34）质料不是圆形的公式的部分；圆形是纯形式。即便我们看到的所有球体都是青铜的，而没有石头和木质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那些看起来不能分离的东西，也难免有类似的情况；倘若我们看到的所有圆形都是青铜的，青铜也不会是形式的部分，只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它们的分离就是了。”（1036b1—3）这样的一种观点同“依凭自身之是”的进路是非常一致的。

然而，就在同一章中，亚里士多德又说：“想要将一切事务简化为形式而消除掉质料的做法是毫无裨益的；因为某些事物的确是在特殊质料中的特殊形式，或特殊状态中的特殊事物……定义它［动物］却不涉及运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作定义时也必然要联系到它的各个部分和某种存在状态。”（1036b22—29）与此相应，动物的定义中也一定包括了它的各个部分的能力，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形式和质料是很难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做出同素部分和非同素部分的区分，是要指明作为器官的指与死指是不同的。“指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动物的部分；死指不过在名称上是指而已。”（1035b23—25）而且，“手并不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的部分，而只有那些活着的能工作的手才是人的部分；如果它没有生命，就不再是部分”（1036b30—32）。手和指都不能失去其功能，否则它就不再是人的部分，而只是名义上的手和指而已；而如果手和指有其功用，它们便是活生生的。由此可知，动物和手是相互指示的。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和质料在定义上便不可分离。于是，对《论灵魂》和《形而上学》卷八章六来说如此关键的理论，即同素部分和非同素部分的区分，也出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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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观点似乎与卷八章六中的同一性论题相一致，它们说明，质料一定要出现在定义中。

由此可见，卷十二章十至章十一的论证主线与卷七相一致，但有些段落又与卷八章六的主题相呼应。可以说，卷十二章十与章十一将我在本章中力图区分的两种进路又并置在一起。人们之所以一直困惑于这两章，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事实如此的情况下，将这两种进路纠结在一起。如此看来，这两章不仅没有对我提出的对核心卷次的重组形成威胁，相反，正是由于“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我们才找到了针对它们的混乱状态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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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范畴篇》相似，《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仅讨论了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而没有涉及质料/形式的关系问题。卷七章二则回顾了以往哲学家对本是的观点。因此质料/形式分析并没有出现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至章二中，我认为卷七的真正工作是从卷七章三开始的。





[11]

 波斯托克（D.Bostock）发现了这一问题（1982）。他说，在《物理学》卷一的前面几章中，亚里士多德谈论了早期自然哲学家提出的诸要素，如水、火等等。由此亚里士多德似乎“准备讨论世界的最终构成要素，并且打算解释世界是怎样从这些要素中生成的”（同上，p.179）。但是从第四章开始论题就变成了变化或者生成的原则问题。对波斯托克而言，这意味着“他［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变化的‘原则’的同时也试图揭示承受变化的事物的‘原则’，尤其是在事物的构成要素的意义上去揭示”（同上，p.180）。在说明《物理学》卷一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论证时，波斯托克认为是由于亚里士多德不能够将他自己的探究同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的探究分离开来。对此，我将会有不同的解释。





[12]

 格雷厄姆（D.Graham）（1987，p.204，注46）认为这个评论“读起来像后来插入的”。





[13]

 J.Lear，1988，p.59。





[14]

 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八章二1043a25—28。





[15]

 “形质论”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作为形式）和身体（作为质料）的关系理论，不过心灵/身体的关系只不过是更具普遍性的质料/形式分析的一种运用而已。格雷厄姆（D.Graham）将对形式和质料的引入称为“形质论转向”（1987，第5章）。





[16]

 我将在第六章中讨论潜能现实理论和四因说之间的内在关联。





[17]

 J.Ackrill，1972—1973，pp.124—125。





[18]

 参见W.Charlton，1970，pp.71—73；R.Rorty，1973，p.405；E.Hartman，1976，pp.553，559；T.H.Irwin，1988，p.243以下。





[19]

 参见R.Heinaman，1979，p.257。





[20]

 D.Wiggins，1967，48；J.Whiting，1986，p.372。





[21]

 D.W.Hamlyn，1985，p.65。





[22]

 J.Ackrill，1972—1973，p.127。





[23]

 J.Ackrill，1972—1973，pp.125—126。对同名异义质料和非同名异义质料的区分，也可参见《论灵魂》卷二章一412b18—22；《天象学》卷四章十二389b31—390b2，390a14—15；《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一640b18—21，640b34—641a5；《论动物生成》卷一章一715a9—11，卷一章十九726b22—24，卷二章一734b24—31，735a7；《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一1035b23—25，1036b28—32，卷七章十六1040b5—16；《政治学》卷一章二1253a19—25。





[24]

 关于形式是否是物质的不同争论，也引致了对亚里士多德心灵哲学的不同理解。那些认为形式和质料是偶然相关的人，把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就是说，心灵或者灵魂是动物身体的一套机能（functional capacities），但是心灵状态（mental states）不能被化约为物理状态（physical states），因为心灵状态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物理状态或物理过程来实现。然而，如果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质料总有形式相伴，那么就很难说他是一位功能主义者了。在伯耶特（M.F.Burnyeat）看来，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生命的出现作为一个神秘的需要解释的事情，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就应当与我们所持的后笛卡尔哲学中的质料概念有所不同（1992，pp.25—26）。伯耶特甚至因此总结说，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不再可靠，应当被废弃。针对这一矛盾立场，惠廷（J.Whiting）（1992）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料有两种论述：功能性的和组合性的。





[25]

 爱尔文（T.H.Irwin）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质料—形式混合物，即形式与最近的质料的混合物（形式混合物），和形式与最远的质料的混合物（质料混合物）。由此，“当且仅当某些观点涉及的是形式混合物时，它们才有可能是合理的”。爱尔文说，对于质料混合物而言，质料和形式互不相同；而在形式混合物中，“……形式与最近的质料相同一”。（1988，p.243）一个动物的最近的质料必然是指具有生命力的质料，也就是动物的非同素部分。可以说，爱尔文在这里的区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将此观点——形式和最近的质料是同一的——运用到对整个卷七的解释时，他似乎又走得太远了。爱尔文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特殊的。他通过把潜能和现实引入卷七，进而说这个特殊的形式是一个质料化的形式，它包含“一些最近的质料”。这个解释有些让人迷惑。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八中说，对苏格拉底和卡利亚而言，形式是相同的，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质料（1034a5—8）。但是如果依照爱尔文的解释，“他们的不同质料造成的区别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殊形式也一定不同”（同上，p.252）。





[26]

 J.Ackrill，1972—1973，pp.123—124。





[27]

 D.Bostock，1994，p.262。





[28]

 考斯曼（L.A.Kosman）认为，“一”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出现在卷七章一中，并且贯穿于《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在卷七的末尾部分，论证陷入了一个僵局；亚里士多德无法化解出现在对ousia的分析当中的相互冲突的论述（这些相冲突的论述慢慢地展现在形式和质料之间），由此也无法说明质料和形式的合一问题，或者说个体和它的是（存在）的合一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对ousia的分析中应当得到解决，但最终亚里士多德还是无功而返。然而，在卷八的末尾，依凭于ousia中质料与潜能、形式与现实间明显的同一性关系，亚里士多德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1984，p.122）





[29]

 W.D.Ross，1924，i.cxi；J.Owens，1963，p.362；G.Reale，1968，ii.35；R. Rorty，1973。罗蒂（R.Rorty）认为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六的联系非常紧密，他甚而由此说：“如果卷七以章十二作为最后一章，并且紧接着展开卷八的讨论，那么就我的目的而言，事情会变得更为美妙。因为依照我的解释，卷七的剩余部分（卷十三至卷十七）是对各类论题的不同反思成果的集合。我根本无法从这些章节中找出任何部分，使它们能够有助于这不断扩展的主题——在我看来，该主题将卷七章十二和卷八联系在一起。”（1973，p.408）





[30]

 E.Halper，1985，pp.146—159；M.L.Gill，1989；M.Loux，1991；D.Bostock，1994，p.283。





[31]

 《形而上学》卷九章六1045b23—24；也可参见1045a36—1045b1。





[32]

 亚里士多德在卷八章六的一开始便问道：“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难题，即关于定义和数目各自为一，其原因是什么？”（1045a7—9）许多解释者认为上面这句中的“我们前面所说”，指的就是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三的内容，而这也成了他们用卷七章十二解释卷八章六的理由。然而，卷七章十二从未提到数目为一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卷七章十二和卷八章三是针锋相对的。我宁愿相信卷八章六仅是随卷八章三而来，与卷七章十二无关。认为卷八章六的这句话将卷七章十二涵盖其中是不合适的。





[33]

 见第74页注1和注2。





[34]

 人们通常认为，动力因与后休谟的（post-Humean）原因概念相似。然而，弗雷德（M.Frede）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更多的理论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说作为动力因的并不是作用于塑像的雕刻家，而是雕刻这一行为。”（1987，p.126）利尔（J. Lear）也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就现代的后休谟概念而言，所谓动力因是指那种其后果通常随之而来的事件；而亚里士多德则常常把一些事物，如父亲、建筑者、医生等，看作是第一原则的范例。”（1988，p.30）





[35]

 参见《物理学》卷二章三，《形而上学》卷一章三。





[36]

 利尔（J.Lear）对此问题的表述非常合宜：“所以，尽管亚里士多德可以谈论这三类相一致的原因，他也能够谈论第一因。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随之赋予四种原因之一（即形式）以某种特殊的荣誉，而只是将既可以作为形式自身、又能够是动力因和目的因的形式举出进行探讨而已。”（1988，p.27）





[37]

 这让我们想起在《后分析篇》卷二章一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类问题：（a）关于事实（tohoti）：一个属性是否述说主项；对此问题的肯定回答将会导致问题（b）关于原因（todioti）：为什么属性述说主项？（c）关于存在（eI estin）：一物是否存在，对此问题的肯定回答又会导出问题（d）关于恒是（tI estin）。现在，当《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将“为什么”的问题当作真问题时，《后分析篇》中的问题（b）便得到了赞同。然而，当卷七章十七说在我们探索一物前，它的“事实（tohoti）和存在（toeinai）已经非常清楚”时，《后分析篇》中的问题（a）和（c）就被抛弃了。





[38]

 这是经过修正的翻译。ROT译本的原文是“为什么人是”。





[39]

 这个问题类似于问题（d），即《后分析篇》卷二章一中的“什么”问题。





[40]

 罗斯（W.D.Ross）（1924，ii.224）说：如果分析“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它的意思是‘以什么原因这个由骨骼和肌肉组成的复合体是人’（diA tI tade tode）。而回答便是：‘因为人的形式，即人的灵魂被嵌入其中’。除非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分析，否则这个问题是否是个真问题都值得商榷”。最近，这一解释思路被波斯托克（D. Bostock）以更加详细的方式展开，具体可参见D.Bostock，1994，p.242以下。





[41]

 在做出1041a33—b2的评论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说：“但是在寻求之前必须阐明我们的意图何在，否则这种寻求仅是在有此物和无此物的边境中探索而已。既然我们已经从某种已知的东西那里把握了事物的存在，那么很显然，问题就是为什么质料成为某物”（b2—5）。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就是依照上文而来，该观点认为，“什么”问题进行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探索。（W.D.Ross，1924，ii.224）然而，既然“什么”问题如上文所说，是亚里士多德是论（本体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似乎就不那么明智了。所以，与其说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涉及的是“什么”问题，不如说它是重述了“为什么一物是其自身”和真正的“为什么”问题之间的对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共有三种类型的问题：（1）“为什么一物是其自身？”（无意义的问题）；（2）为什么S是P？（新的询问）；（3）“什么是A？”（被新的询问所忽略的问题）。





[42]

 之所以忽视卷七章十七中问题“什么”和问题“为什么”之间的对比，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人们顺着《后分析篇》卷二章一和章二的方式——在这里问题“什么”和问题“为什么”之间的对比似乎得到了调和——来进行理解。在《后分析篇》卷二的开始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问题（a）（b）探讨的是偶性复合物，它们之中包含着主项和谓项的关系；问题（c）（d）则探讨本是自身，它是一个简单实在物，而非主项和属性的复合物。正因为如此，问题（b）和（d）有“不同的询问方式”是非常自然的事情（89b32）。然而，在《后分析篇》卷二的第二部分，亚里士多德将所有问题合为一体，因为他认为这些问题探讨的都是“中词”，并且“在所有例子中，‘什么’和‘是什么’相等同”（90a14—5）。




不过，将《后分析篇》的观点带入《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似乎就不那么合理了。波斯托克（D.Bostock）（1994，p.243）正确地评价说（尽管他自己也认为“什么”问题应当被还原为“为什么”的问题）：“《后分析篇》在这点上非常难以捉摸，因此把它带入去解释卷七章十七就显得太过鲁莽。”的确，对《后分析篇》的这种合并做法，人们有许多争议。其中一些评论者接受了它［例如，巴恩斯（J.Barnes），1975，pp.195—196］，另一些人则否认它的有效性。依照罗斯（W.D.Ross）（1949，p.612）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困惑，是因为在《后分析篇》章一中被用作分析本是的问题（c）和（d）在章二中转而开始关注属性问题，所以，这里发生了论题的转变。我认为罗斯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问题（c）和（d）［即“什么”问题］能够关注“中词”，因为亚里士多德承认主体是一个简单实在物，它不能被分做主项和属性，而“中词”恰恰是建立在至少两个不同的词项之上的。不可否认，我们在“为什么”这类问题中［问题（b）］探究的是复合体的原因。但是，问题“什么是S”询问的是某物的恒是（本质），该恒是是通过种加属差定义得到解释的，而这个定义并不是“中词”的定义。





[43]

 W.D.Ross，1924，ii.225。在罗斯（W.D.Ross）（1924）和波斯托克（D.Bostock）（1994）那里，heteros tropos tēs zētēsōs被翻译为“不同于寻求的另外一种方法”，这似乎意味着任何一种寻求方法都无法揭示简单实在物。不过，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波斯托克的想法也不是那么肯定。尽管“不同于寻求的另外一种方法”的翻译方式在字面上与整个原文的前半部分的意义非常一致，但就译文本身来讲则不那么自然。而且，原文的前半句事实上也不是说对简单实在物而言不可能有什么寻求方法，而是指用卷七章十七的这种方法进行寻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添加了一个中括号以使意义更加完整。这种观点不仅得到了罗斯的支持，而且在《〈形而上学〉卷七注解》一书中，伯耶特也认为，原文应当被译作：“……我们不能像前面一样通过问‘为什么如此’来了解它们。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对它们进行寻求。”（M.F.Burnyeat等编，1979，p.155）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弗雷德（M.Frede）和帕兹希（G.Patzig），1988，ii.318。





[44]

 W.D.Ross，1924，ii.225；M.Frede和G.Patzig，1988，ii.318；D.Bostock，1994，p.244。





[45]

 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列举的简单实在物包括：未分割的长度、在未分割的时间正发生的事情、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动的推动者、恒是以及“没有质料的事物”（卷三章六430b8—30）。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十，他又将非复合体（incomposites）和非复合本是（non-composite substances）进行了区分（1051b27）。在这两个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都是通过直观来认识简单实在物，这就像“触摸”和“看”一样，不会有错误出现。这些文本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尽管一些解释者以字面方式来理解直观，伯尔蒂（E.Berti，1978）则论证说，这些文本中的直观既非不含过程，也不是没有推理，而是经验与归纳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直观的无误性并不是真理的先天保证，而是探究的结果。





[46]

 J.Owens，1963，pp.413—414；G.Reale，1968，i.636。





[47]

 A.C.Lloyd，1981，p.11。





[48]

 当他们说简单实在物是“那些不再述说他物的抽象观念，所有的解释都将中止于它”时，这似乎就是《〈形而上学〉卷七注解》的主张。（M.F.Burnyeat等编，1979，p.155）





[49]

 W.D.Ross，1924，ii.225。





[50]

 我将在第七章解释此话的具体含义。





[51]

 初看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恒是（本质）的两种界说——其一是恒是是简单实在物，其二即只有种的属才有恒是（1030a13）——有张力存在。我们知道，属中包含着种和属差，而且它的定义，如“人”的定义，是由一物（“理性”）来述谓另一物（“动物”）的。那么，我们怎能说它是简单实在物呢？在此我同意罗斯（Ross）的解释，他认为在“理性动物”的表达里，“理性”并不是一种特性或伴生物，而是动物的恰当属差。与此不同，在“白人”中，“白”只是一种特性（Ross，1924，ii.170）。换句话说，当定义“白人”时，我们至少涉及两个范畴，即本是（“人”）和质（“白”）；此时，一物述谓另一物。而在对“人”的定义中，“理性的”和“人”都属于同一本是。因此，以种加属差的方式定义恒是并没有打破其简单性。具体也可参见D.Bostock，1994，p.91。





[52]

 这当然是卷七章十至章十一的大部分文本所持的观点，尽管这两章非常复杂，其中形质论的潜能/现实之是（存在）的进路也能够追溯至此。见本章第三节。





[53]

 参见M.Loux，1979，17；D.Graham，1987，p.258，等等。《〈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的作者在留意到卷八章三和卷七章十七的连续性后说：“我们对此没有做深入追究，也不去问这一连贯性是否会在卷七和卷八的关系方面带来麻烦。”（M.F.Burnyeat等编，1984，p.13）





[54]

 参见W.Jaeger，1948，p.201；M.Frede和G.Patzig，1988，ii.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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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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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Burnyeat等编，1984，p.2。《〈形而上学〉卷七注解》进一步评论说：“且不说卷八章一没有提到卷七章十七，单就卷八章一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开端、并且采纳了被卷七拒绝的观点来看，卷八章一和卷七是一个整体的观点也是成问题的。”（M.F.Burnyeat等编，1979，p.156）波斯托克（D.Bostock）（1994，pp.249—250）同样得出结论说，卷八章一的总结并不是针对目前的卷七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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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欧文斯（J.Owens）来说，“卷七和卷八应当被看作是相接续的。它们最初形成时似乎是一体的，只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中被一分为二”（1963，p.316）。莱兹尔（W.Leszl）认为，“《形而上学》卷八与卷七没有根本性差异，它可以被认作是卷七的一个补充”（1975，p.475，注23）。弗雷德（M.Frede）和帕兹希（G.Patzig）则指出，这两个文本是如此紧密的关联在一起，以至于如果没有卷七，卷八就不能成立（1988，i.21—22）。洛克斯（M.Loux）甚至说，“卷七和卷八构成了一个独立主题这点不应当受到普遍质疑”。（1991，p.1，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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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W.D.Ross，1924，i.cxxiv；M.F.Burnyeat等编，1984，p.3。尽管如此，罗斯也认为，卷七和卷八探讨依凭自身之是（存在）问题，而卷九则是关于潜能/现实之是（存在）的。（W.D.Ross，1924，i.358）显然，对罗斯说来，依凭自身之是（存在）和潜能/现实之是（存在）的区分没有太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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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特曼（E.Hartman）如此评论说：“但《形而上学》卷十二章十一毕竟是个试探性的和辩证化的章节，它充满了逆反、修辞问题，以及模糊的承诺，因此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对它的内容不做定论。”（1977，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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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einaman，1979，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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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orty，1973，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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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将质料与形式合一的做法也出现在卷七章十六1040b5—16处。该处指出，动物的部分是不能够分离的，否则，它们就仅作为质料而存在，也就是那双关的、连续的质料。事实上，此观点在整个章节中非常孤立，它应当归属为对潜能/现实存在的研究。盖尔（M.L.Gill）也注意到这点，并且认为这一观点放置在卷七中似乎有些武断，却与卷八章六的观点更为一致（1989，p.112）。





第四章　主体、形式和恒是



本章和下章将会就《形而上学》卷七章三至章十六对“依凭自身之是”的探讨展开论述。我的目的是找到这些章节的论证结构，从这些文本中明白其内在意义，而不是相反，借用根本没有出现在这些章节中的潜能/现实分析来解释它们的内涵。《形而上学》卷七一直被视作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最为成熟的作品，在这种情境下，如果该卷不能通过它自身，而必须要借助其他文本才能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卷七何以具备如此的重要性。

尽管卷七章三至十六存在着许多不一致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它们是被任意组合在一起的。根据我的理解，它们基本上都与两个问题相关。这两个问题不仅将卷七章三至十六联系为一个整体，而且也说明这些章节都属于“依凭自身之是”的进路。具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要确定，在本是（本体）是质料和形式构成的复合体的情况下，哪一个——形式、质料及复合体——是第一本是。第二个问题则是要确定第一本是是普遍还是特殊。显然，这两个问题与《范畴篇》对范畴的探讨相对应：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希望确定哪种“是”（存在）才是首要之是，并且致力于将范畴、尤其是本是范畴中的普遍和特殊区分开来。在本章中，我将集中探讨第一个问题，即谁是第一本是的问题。至于第一本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则留待下章讨论。

《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声称要对本是（本体）进行探讨，因为各类“是”（存在）中，本是是“主要的”（malista）和“首要的”（prōton）是（1028b6）。在卷七章三中，既然本是也“以许多方式被述说”——我们可以从形式、质料和它们的复合体的角度述说本是——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它们中的哪一个是“主要的”或“首要的”本是？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指明，形式应当比质料和复合体更是第一本是。“如果形式先于质料，并且是更真实的；根据同样理由，它也先于复合体。”（卷七章三1029a6—7）既然作为本是的形式必然是质料/形式复合体的“本是”，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形式就是“X的本是”。

于是，亚里士多德的任务就在于确定形式的首要性。不过，在提供正面论证建立这一命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问题在形式被认定为第一本是的过程中是一个主要障碍。我们知道，较其他的“依凭自身之是”而言，本是之所以能够成为首要之“是”，就在于它是其他“是”的最终主体。这样看来，对形式的首要性的证明，似乎也当循着同样的论证思路，即形式相对于质料和复合体的首要性也应当建立在最终的主体性之上。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中的思路却与此相反：他批判了本是（本体）即主体的观点。于是，人们就这一批判——对本是的主体标准的批判——的本质展开了不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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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本章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此批判提供一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主体标准之所以受到批判，并不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而是在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关注点的转变。主体标准的功能在于确立本是对其他范畴的首要性，不过，一旦涉及形式、质料和复合体何者是第一本是的问题，这一标准就不再适用。

形式作为第一本是与恒是相同。“所谓形式，我是指每个事物的恒是（本质）和它的第一本是”（卷七章七1032b1—2）；“所谓形式，即恒是”（卷七章十1035b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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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形式也便是在讨论恒是（本质）。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经常将“形式”与“恒是（本质）”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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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形式与恒是何以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从未对此作过明确论证。形式与质料相对，恒是则与偶性的复合体相反。我们根本无法从中清晰地直觉到两者的同一性。奇怪的是，形式和恒是间未加解释的同一性问题虽然关键，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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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在本章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为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性寻找理由。事实上，解释同一性问题和理解从卷七章三到卷七章四至六的转变是同一个问题。在卷七章四至章六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卷七章三里做出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分在这里忽然消失了，并且开始讨论什么是恒是（本质），以及恒是与偶性复合体的关系问题。

最后，我们发现，正是通过恒是和形式的同一性关系，亚里士多德才在形式和定义间建立起关联，并且也正是这一关联为形式的首要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正面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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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本是（本体）与主体



《形而上学》卷七章三首先回顾了主体问题。此时，主体（hupokeimenon，基质）被定义为“自身不述谓他物，却被他物述谓的东西”（1028b36—37）。这种意义上的主体包含以下三类：形式、质料和复合体。不过，仅仅在几行之后，亚里士多德又说：“现在我们已经大致的讲了本是（ousia）是什么，本是不述谓主体，其他东西却述谓它”（1029a7—8；斜体为作者加）显然，这个定义也是主体的定义。因此，“本是”和“主体”在这里被交换使用，而主体的三种类型也相应地成为本是的三种类型。

这样一种立场必须要以《范畴篇》为依据。在《范畴篇》中，作为主体是本是性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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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成为主体便是成为本是。一物越是主体，它就越是本是。一个特殊物，如一匹马或者一个人，由于它是最终主体，因此被视作第一本是。种和属之所以是第二本是，是因为它们在派生意义上是各个属性的主体（《范畴篇》章五3a2—3）。在第二本是中，属比种更是本是，因为前者更接近首要的主体（2b6），并且又可以是后者的主体（2b20）。本是的主体观念同样贯穿于《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其中最终主体赋予本是以三种相对于其他“是”的在先性，并且使其成为首要之“是”。

既然卷七章三说“如果形式先于质料，并且是更真实的；根据同样理由，它也先于复合体”（1029a6—7），那么我们便希望亚里士多德也能够借助本是的主体观念来确立形式对质料和复合体的在先性，就像他在确立本是对其他范畴的首要性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讲，本是是主体的观点显然已成为他要达到他的结论——形式是第一本是——的障碍。尽管他重新提及本是的主体观念，但目的并不是要利用它，而是批判它。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但这还不够（ou　hikanon）。这一论述自身是模糊（adēlon）的，并且，如若照此说法，质料会成为本是。”（1029a10—11）

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样一种批判如何能够运用到《范畴篇》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在这些文本里，“主体”概念已经“足够”证明本是对其他范畴的在先性，也没有什么“模糊”存在。而且，在《范畴篇》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对质料/形式的分析尚未出现。既然质料概念根本没有出现，那么说主体概念自身使得质料成为本是这点也就当然不可能了。

由此看来，卷七章三的批判对象并不是《范畴篇》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所展现的本是较其他范畴更是主体这一理论。事实上，即便是在卷七章三，亚里士多德也断言“除本是外的其他范畴都述谓本是”（1029a23）。在卷七章四里，亚里士多德又重复说：“每个范畴，例如性质、数量、时间、处所、运动等等都有其基质。”（1029b24）显然，《范畴篇》章五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的真理性早已被设定。

这样看来，在卷七章三中，并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改变了对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的看法，主体性标准才受到批判。毋宁说，这一批判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当前任务的转变：他不再关注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而是探讨形式、质料和它们的复合体这三者间的关联。正是由于探讨的层次不同，主体的观念才会出现问题。

一旦本是（本体）被设定为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上述对主体概念的质疑就容易理解得多。对主体的第一个质疑是它的“不充分性”（insufficient）。我们已经知道，主体概念“充分地”帮助本是确立它对其他范畴的首要性。不过在卷七章三中，既然本是作为其他范畴的主体，由三个部分组成，那么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就成了三种不同的主体。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概念变得“不充分”起来。至于对主体的第二个质疑，即它的“模糊性”（obscure），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亚里士多德对变化的三要素的分析中，每一类变化必然有一个主体。变化可以分作两种，主体也因此就有两类。在偶性的变化中，本是是主体，而在本是性变化中质料是主体。亚里士多德通过两种主谓项关系来述说这两类主体：或者是属性述谓特殊物，或者是形式述谓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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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主体”一词就变得模棱两可，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模糊”（adēlon）。此外，依照前面的主谓项关系公式，质料是形式的主体，也是最终主体。如果按主体标准——一个事物越是主体，它就越是本是——判断，质料自然比形式更是本是。事实上，第三个质疑便是由此而来。

不过，第三个质疑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如果按照主体观念，质料成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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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可以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质料应当是第一本是。但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满于这一结论，并且认为对主体概念而言这是一个问题呢？卷七章三的核心论证（1029a11—30）便是针对这一质疑——主体标准使质料成为第一本是——进行的解释。

当把其他东西都剥离以后，就只剩下质料了。因为其他的东西要么是物体的特性，要么是其产品，要么是其潜能，而长度、宽度和深度是量而不是本是。量并不是本是，只有这些属性首要从属的那个东西才是本是。当长度、宽度和深度被拿开后，我们就会看到什么也没有了，除了被这些东西规定了的是什么，无论它是什么。故此，对以这种方式考虑问题的人们来说，质料必然被看作是本是。所谓质料，我指的是那它自身既不是特殊物，也不是特定的量，或者任何其他规定“是”（存在）的范畴。因为每一个这样的范畴都述谓某一物，所以它的“是”和每个范畴都不同。其他范畴都述谓本是，而本是述谓质料，所以最终的基质自身既不是特殊物，也不是特定的量，也不是别的具有正面特征的东西；它甚至也没有否定的属性，因为否定的东西也只能是偶然地属于它。

于是，对于接受这一观点的人，就会认为质料是本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被认作是主要地属于本是的。因此，形式和由质料与形式构成的复合体被认为是本是（本体），而不是质料。（1029a11—30）

卷七章三的这段核心论证的结构如下：

（a）如果本是是主体，质料就会是（第一）本是（1029a10）（如果S，那么M）；

（b）“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被认作是主要地属于本是的”（1029a28）（非M）；

（c）本是不是主体（所以非S）。

这样看来，卷七章三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质料是第一本是这一观点。它批判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本是的主体观念。

如果让一位现代作者以上述结构为基础写作卷七章三，他很可能将着重点放在（b）上，也就是说，去证明为什么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主要地属于本是，以及这两个新标准如何使得质料成为（第一）本是这点变得不可能。但是，亚里士多德只是简单地设定了（b）而不做任何解释，似乎它是自明的。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并不是作为对主体标准的批判的逻辑结论而被引入。毋宁说，它们更像是之前就已经被建构起来的作为主体标准的替代品了。

与现代作者的重点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关注（a），即在主体标准下，“质料成为本是。因为如果它不是本是，其他又都无从谈起”（1029a9—11）。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就剥离过程作了一个思想实验。对一个物体来讲，我们可以首先剥离它的“特质、产品和潜能”，然后去掉它的三维，即长度、宽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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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剩下的作为最终主体的就只能是纯质料，它不在任何一个范畴之中。

众所周知，章三的核心论证充满困惑，并且引起了很多争论。对我们目前的研究目的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核心论证需要证明，依照主体标准，在亚里士多德的三个候选者中，质料而非形式和复合体是（第一）本是。然而，在1029a18—19和a26—27两处，亚里士多德却说“对于这样考虑问题的人们来说，那么质料就是本是”。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时，他是在考察别人的看法，还是在展示自己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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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这里事实上包含了两种质料概念：一种是具体的，或者说是多少被赋予了形式的质料［经院学者们称之为materiA secunda（第二质料）］，它与被称作第一本是的形式相对立；另一种则是纯质料［即materiA prima（原始质料）］，它是被剥离掉诸多属性之后的单纯的存在，并且列于范畴之外。然而，在核心论证中，就像1029a27—30所显示的那样，对纯质料的拒绝导致了对具体质料的拒绝。在卷七章三中一共有两个含蓄的转折。第一个出现在1029a8中，在这里，对形式、质料、复合体关系的讨论转向了对纯质料的讨论。第二个则出现在1029a29—30中，它在介绍了分离性和“这一个”之后，开始从对纯形式的讨论返回到对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关系的讨论。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暗中替换这两种质料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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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述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卷七章三的核心论证呈现给我们一幅奇怪的图景：刚开始，亚里士多德企图去证明，在他看来，主体标准导致（具体的）质料成为本是；然而，在上述论证中他真正说明的是，对“接受这一观点的人”，（纯粹的）质料是本是。

第三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核心论证本身是否必要。该论证意图说明质料是最终主体。不过，质料作为主体的观点可以很容易地从形式—主谓项关系（“形式述谓质料”）中得出。就卷七章三的核心论证的现有结论而言，亚里士多德似乎有更为直接的途径去达致。在1029a11的那段话——“质料成为本是。因为如果它不是本是，其他又都无从谈起”——之后，亚里士多德本可以插入对形式—主谓项关系的论证，而后立刻得出1029a29—30的评论，即“这是不可能的”等等。如果利用这种方式，那么整个谜一般的剥离过程就可以完全被避免。那么，到底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直接从形式—主谓项关系中得出结论说质料是最终的主体，而是代之以问题重重的剥离过程和神秘的纯质料概念呢？

事实上，双重主谓项关系模式是作为剥离过程的一个步骤而被提出的；只不过，提出方式有些怪异：“其他范畴都述谓本是，而本是则述谓质料”（tA men gar allA tēs ousias katēgoreitaI autēde tēs hulēs，1029a22—24，重点为作者加）。标准的双重主谓项关系模式应当是：属性述谓个别物，形式述谓质料。然而，在卷七章三中，不是形式，而是本是述谓质料。在众多研究文献中，从形式到本是的这种转换并没有被严肃对待。评论者们普遍认为，它与那些通常出现的正常的双层主体公式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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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这样的话，接下来就会有两个问题出现：（1）卷七章三的核心论证力图说明，只有质料能够满足主体标准，因而是第一本是；而现在的这句话，作为核心论证的一部分，却将“质料”和“本是”作对照，并且暗中否认了质料是本是的说法。（2）在卷七章三1029a7—8，本是被定义为“不述谓主体，其他东西却述谓它”的事物。但是现在，本是却述谓质料。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我认为，用“本是”一词替代常用的“形式”，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种策略，他想借此传达这样的信息，即本是和主体的观念不再是同一的。当本是不再具有形而上的简单性，而被分作质料、形式和复合体时，主体观念对第一本是来讲就不再充分了。质料是形式的主体，也的确是最终主体，不过它是本是的主体。当我们说本是述谓质料时，就已经预示了质料不是（第一）本是的观点。事实是，质料是最终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第一）本是，或者说质料比形式更是本是。（第一）本是观念已经与主体标准分离开来。形式述谓质料这点并不会破坏形式较质料而言的在先性。

一旦我们接受亚里士多德将本是（本体）和主体分离开来的观点，上述三个问题似乎就都可以得到解决。首先，当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以这种方式考虑问题的那些人”，以及“对于接受这一观点的人”时，正像《范畴篇》所说，他是指那些试图应用主体观念确立形式的首要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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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他的观点是，这种观念应当被限制在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范围内，而对于形式、质料和复合体的关系，它是无力解决的。第二，就质料的两个概念来说，尽管在卷七章三中与形式相对的是被赋予形式的质料，如青铜等，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是，如果作为最终主体的纯质料都不能是本是，那么很明显，作为主体的被赋予形式的质料更不能是本是，因为纯质料比具体的质料更是基本的主体。亚里士多德设计的剥离过程达致的最后一个观点是：“所以最终的基质自身既不是特殊物，也不是特定的量，也不是别的具有正面特征的东西；当然也不可能有否定性的特征。”（1029a23—26）这样的一个主体完全没有独立性和确定性。于是，我们立刻清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能是本是，因为作为首要之是的本是是那种为所有其他东西依存的东西。因此，作为最终主体的质料概念似乎最不可能成为第一本是。

事实上，正是为了得出上述结论，亚里士多德才设计了那个充满迷惑的剥离过程，而不是利用形式—主谓项关系获得相同的结论。这就为第三个问题提供了解答。我们知道，被形式述谓的质料是具体的质料。如果亚里士多德利用形式—主谓项关系，结果将是具体质料是（第一）本是。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反常之处。不过，如果最终任务是要将本是和主体分离开来的话，那么只有那引致完全不确定的质料的剥离过程才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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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对本节稍作总结。当《范畴篇》确立主体标准时，它的应用范围仅仅限于个体和它的属性的关系上。在质料/形式关系中，主体和本是是分离的。质料是形式的主体的观点并不会引致这样的结论，即质料是形式的本是。这并不是否认本是是主体，而只是表明主体概念主要是在本是和属性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不适用于探讨形式、质料和复合体。这样看来，将本是范畴划分为形式、质料和复合体，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第一本是概念的重大改变。《形而上学》卷七章三的主要任务，便是为第一本是与主体标准的分离提供合理解释，并且提出第一本是应当与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相关联。




Ⅱ　形式与主体



就卷七章三对主体标准的批判而言，尽管评论家对其性质有迥然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即这一批判的目的是要说明，主体标准需要通过分离性和这一个得到改善，从而使形式能够满足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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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我的理解中，就形式的首要性来说，主体性是它的一个障碍，并且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对主体性进行批判的原因。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在《形而上学》卷七对作为第一本是（本体）的形式的探讨中，主体不再起决定性作用。

作为对这一关于卷七章三的批判的性质的观点的补充，我将在本部分中进一步探讨形式和主体的关系，以此说明，形式要想在直接的意义上成为主体是很困难的。

我将通过反证法进行证明。如果在卷七章三的批判之后，形式比质料和复合体更有资格成为主体，那么这必定是因为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这两个新标准。但是，它们如何帮助形式成为比质料更好的主体呢？我们完全不清楚。许多解释者将这一问题归给亚里士多德本人，并且断言，当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的末尾宣称形式最难理解时，他实际是在说“形式如何成为本是是非常不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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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事实如此，卷七应当继续澄清这一观点。但与此相反，正像我们先前所考察的那样，主体标准几乎在卷七的视野中消失了。
 

[17]



 如果亚里士多德在他对本是的最具影响力的分析中，都不再打算让主体标准发挥作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主体观念，并且认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是在证实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一定是最终主体。

在两处地方，形式被看作是与质料和复合体一样的主体（hupo keimenon）（卷七章三1029a3—5；卷八章一1042a26—29）。不过，我们尚不清晰，形式能够是谁的主体。它一定不能是质料的主体；而且事实恰好与此相反。另外，说它是复合体的主体也没什么意义。在对主体的典型陈述中，亚里士多德将其分作两重：个体是偶性的主体，质料是形式的主体。这样看来，主体到底有两个还是三个都成问题。实际上，关于形式是否能像质料和复合体那样被称为主体，人们一直存在着争论。早些时候，包尼茨（H.Bonitz）和罗斯（W.D.Ross）曾针对此问题交换各自的意见。其中，包尼茨认为，由于质料、形式和复合体通常联系在一起，就说形式是主体的一员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罗斯则为亚里士多德的三个主体的观点进行辩护，他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而不是个别（特殊的）本是被看作是属性或偶性的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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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刘易斯（F.Lewis）和波斯托克（D.Bostock）再次就此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但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将形式看作主体是“令人迷惑的”、“神秘的”或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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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与其说形式、质料和复合体是主体的划分，不如说是本是的划分。正如前文所说，在卷七章三中，亚里士多德从“什么是主体”（1028b36—37）转换至“什么是本是”（1029a7—8）的问题。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在《范畴篇》中，特殊物既是第一本是也是首要的主体。主体的这三重区分就是对《范畴篇》中作为主体的第一本是的区分。

在卷七章三的开头，当主体被定义为被其他一切东西述谓，自身却不述谓他物的东西时，亚里士多德补充说：“因为首要的主体（to hupokeimenon prōton）看起来最有资格是本是。”（1029a1）他接着说，在第一种意义上质料是这种东西，在第二种的意义上形式是，而在第三种意义上复合体是。这似乎意味着质料、形式和复合体不单是不同的主体，还是不同的“首要的主体”。正是由此，形式不仅可以从主体的意义上获得理解，而且还可以是首要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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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关于为什么形式是主体之一的解释同时可以说明形式在这里是怎样被列为首要主体之一的。三种“首要的主体”之所以被提及，只是因为它们是个别本是——在《范畴篇》中它是首要的主体——的划分。作为首要的主体的本是有三个划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三者中谁是第一本是。

认为形式自身可以是“首要的主体”的观点会遭遇文本上的困境。首先，亚里士多德在提出上述区分之后，接着说，依照主体标准，质料必然是（第一）本是：“因为如果它不是本是，其他又都无从谈起。”（1029a10）此话只有在以下情境下才可以被理解，也就是在质料已经被预设为比形式和复合体更是主体的情况下。其次，如果形式可以是首要的主体，那么卷七章三对主体标准的批判就变得没有意义。质料之所以被批判，就是因为它是最终主体，并且如果依照主体标准，它最有资格是第一本是。换句话说，如果形式自身是首要的主体，那么就没有必要修改主体标准。最后，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形式述说质料这一点早已被反复提及。双重主谓项结构也表明，特征和偶性的适当主体是特殊可感事物，而不是形式。我们会说“亚里士多德是白的”，但不会说“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白的”。

这样看来，如果形式被述说为主体，那么它只能以以下的推理过程为基础：因为本是（本体）是主体，而形式是本是范畴的一员，所以本是也是主体。事实上，只是在这种间接意义上形式才能是主体。形式只能借助特殊物——此时形式将自身特征赋予这些个别物——才可以成为偶性的主体。此观点在以下的段落中得到证实：“然而，说灵魂在生气就像说灵魂在编织或建构房屋一样可笑。也许这样说更为恰当，并非灵魂在怜悯、学习或思维，而是人在这样做时要仰仗于灵魂。”（《论灵魂》卷一章四408b12—14）尽管心灵作为人的形式被述说为第一本是（《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一1037a5；《论灵魂》卷二章一412a19—20），但适当的主体应当是特殊的人而不是心灵。因此，如果要支持那种普遍观点，即认为形式的本是性存在于其主体性中，就必须要面对上述段落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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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依照我们对卷七章三的理解，以上这段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另外一个证据，它展示了亚里士多德想要将主体与首要的本是性分离开来的意图。

最后，《形而上学》卷五章八的下面一段话也可以为我们对卷七章三的理解提供支持：


因此，本是有两种意义，或者是（a）不再述谓他物的最终基质，或者是（b）作为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的存在，每一事物的形状或者形式就具有这种性质。（1017b23—26）


由此可见，在这里，作为主体只是作为本是的一种方式。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构成了相平行的另一种作为本是的方式，而形式就是从这个角度被说成为本是的。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作为分离的这一个（tode di）的本是是对作为主体的本是的修正。本是的这两种意义并不冲突，也不存在一者代替另一者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层次上探讨本是。由于《范畴篇》探讨的是本是和其他范畴的关系问题，所以在那里“最真实的、首要的和确定意义上的”（2a11—12）本是就是主体。而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中，当主体理论转而关注形式、质料和复合体的关系时，本是性就“主要地”存在于分离性和这一个当中了。《形而上学》卷五章八对本是的两类主要界定，可以被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第一本是的双层理论的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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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本是（本体）和恒是（本质）



尽管卷七章三总结说我们需要考察什么是形式，但卷七章四至六却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响应。像《工具论》和《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一样，卷七章四至章六的是论（本体论）框架依然建立在本是与其他范畴的对比之上，而且质料/形式分析在这里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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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章节中，亚里士多德从对本是的讨论转向了对恒是的讨论。“恒是（本质）”是对希腊词汇totiēn einai的通常翻译，该词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发明，它的字面意思是“（某物之）‘是’过去是什么”，或者“（某物的）过去之‘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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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七章四至六的论证虽简洁，却难懂，其中有些部分根本无法被重构。它们一直是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原因就在于它们涉及当代对恒是（本质）主义和统一性的争论。不过，对我们目前的探究而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卷七章三到卷七章四的转变应当如何解释？也就是说，卷七章四至六探讨的问题怎样与卷七章三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白，卷七章四至六到底在做什么。

人们通常以如下方式解释从卷七章三到卷七章四至六的转变。在卷七章三的开头，亚里士多德说本是（本体）可以以四种方式被述说：恒是（本质）、普遍、种和主体。由此，评论者们便习惯性地以为，《形而上学》卷七就是一个竞技场，四种本是在其中争夺第一本是的位置，而该卷的结构也是为配合这一竞争而设的。于是，卷七的具体结构就是：卷七章三探讨主体问题；卷七章四至六（以及章七至十二）研究恒是（本质）；而卷七章十三则针对普遍展开讨论（其中还暗含了对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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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卷七章三和卷七章四至六就展现出如下关系：它们分别探讨两种不同的本是。当然，总起来说，在卷七中各种本是争夺第一本是的位置是没错的，但是这对我们理解卷七章三和卷七章四至六的关系根本没有什么帮助，而且还遗留下许多问题未做解释。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在卷七章三中，作为本是的主体一共有三种：质料、形式和复合体，而卷七章三只讨论了作为质料的主体。在该章的末尾，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需要关注形式。可是，卷七章四至六根本没有回应这一点。不过，质料/形式关系再次出现在卷七章四至六后面的章节中，并且对形式的探讨同时成为对恒是（本质）的探讨。如果卷七的论证过程以这种方式展开，那么说卷七章三探讨一种主体（本是）、卷七章四至六考察另外一种主体（恒是）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形式和恒是（本质）的同一性清楚地表明，对第一本是这一位置的竞争没有出现在形式（它是主体的一个划分）和恒是之间。

认为卷七章四考察恒是（totiēn einai）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考察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它探讨恒是（本质）自身是不是本是，这实在令人迷惑。恒是必须是某物的恒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的恒是就是“因其自身而是的东西”（holegetaI kath hauto，1029b24）。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曾经详细讨论过，每一个范畴或者“依凭自身之是”之所以被称为“依凭自身之是”，就在于它们是因其自身而是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范畴都有各自的恒是（本质）。这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定义了恒是概念之后所说的那样：“是你不等于是受过教育的；因为受过教育的不是因你自身的东西，而那因你自身的东西就是你的恒是。”（1029b15—16）是你和是受过教育的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们各自都有其种加属差定义。

既然“是”不是种，那么就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范畴的恒是（本质）。由于“是”一定属于本是或量或质等的范畴，而每个“依凭自身之是”又有各自的恒是，所以恒是或者是本是的恒是，或者是性质的恒是，也或者是数量的恒是，等等。这样看来，本是作为“依凭自身之是”的一员，当然有不同于其他“依凭自身之是”的恒是。既然这样，考察恒是（本质）是否是本是还有何意义呢？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更清楚些。以诸“是”的集中关联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恒是（本质）在首要的意义上属于本是，而在派生意义上属于其他“依凭自身之是”。在卷七章四中，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就此做出了精确推论并且得出上述结论。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首先重复了我们已经熟知的立场：“正如‘是’可以述谓所有事物，但却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在首要的意义上，有的是在附带的意义上。同样，‘是什么’［即tI esti］在首要的意义上适用于主体，而在有限意义上适用于其他范畴。”（1030a20—24）这里的“是什么”和恒是（totiēn einai）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在罗斯看来，两者的不同仅在于其完满性上。当我们解释“是什么”时，或许只要提及种就可以了；但解释恒是时就需要种加属差的完整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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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种区分并不重要。亚里士多德也因此肯定说：“像‘是什么’一样，恒是在首要的和单纯的意义上适用于本是，而在附带意义上适用于其他，例如一个质或者一个量。”（1030a29—31）这一观点在几行之后又被再次重复：“显然，首要而单纯的定义和恒是属于本是。对其他东西也可以这样说，只不过不是在首要意义上罢了。”（1030b4—6）

既然卷七章四所处之语境围绕着什么是本是（本体）这一问题展开，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该章讨论的恒是（本质）正是本是的恒是。倘若事实如此，卷七章四就没有探讨（本是的）恒是是否是本是的问题，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卷七章四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在卷七章四对一物的恒是（本质）做出定义，并且将“是你”和“是受过教育的”做出区分后，亚里士多德接着说：


但并不是所有（whole）的就其自身都是恒是：说平面就其自身是白的，意思就不一样。是平面与是白是不同的。不过，将它们两者结合起来——一个白的平面——也不是平面的恒是。因为这是“平面”自身的一个重复。因此，不出现于公式中，其意义却被表达，这才是事物恒是的公式。如果成为白的平面就是成为光滑的平面，那成为白的和成为光滑的就是一回事了。（1029b17—20）


《牛津修订版》对上面这段第一句话的翻译令人费解。“所有（the whole）”是什么意思？该词的希腊语形式是oude dētoutopan。我认为这里的pan意为“每一种”。亚里士多德在将一物之恒是（本质）定义为“因其自身而是的东西”之后，接着在这里说并不是每一种“依凭自身的东西”都是恒是。于是，他随即将“平面是白的”和“是一个白的平面”排除在外，并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事物的恒是（本质）公式，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事物自身不出现于公式中，其意义却被表达。如若这样理解，卷七章四似乎是想澄清本是的恒是是什么，或者说使“依凭自身的本是”成为自身的是什么。

这段之后，亚里士多德接着说：“既然本是与其他范畴构成复合体……那么我们必须探寻，这些复合体是否各有恒是（本质）公式，即它们是否也各有恒是，如白的人。”（1029b23—26）这里，亚里士多德已经预设了本是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有恒是（本质），而他现在感兴趣的，是偶性复合物——本是和其他范畴的词项组成的复合物——是否有恒是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用“披风”来指代白人这个偶性复合体。接下来几行（1029b27—1030a2）的思路有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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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其大意似乎可以概括如下：一些人试图说明披风不是“依凭自身”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提出在两种情况下，一物可以是不“依凭自身”的之后，指出披风并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这似乎暗示着，成为披风涉及的是依凭自身的东西。在论证过这些之后，亚里士多德说：


但是作为披风是一种恒是（本质）吗？恐怕不是。恒是即“是什么”；而当一物述说他物时，就不是“这个”是什么的问题。这就像“白的人”一样：因为“这个”只属于本是，所以“白的人”就不是一个“这个”。这样看来，恒是就是那些其公式就是其定义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一个语词和公式的意义相同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定义（如果这样，所有的公式都会有定义。因为任何公式都有名称，这样甚至连“伊利亚特”也将是一个定义了），除非是关于某些首要的东西，在那里不能用一物来述说另一物。因此，所有那些不是种的属的东西，都没有恒是，只有属才有。（1030a2—13）


这段话最终说明，卷七章四的目的是要区分本是（本体）和偶性复合物。一个偶性复合物可以是“依凭自身”的东西，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依凭自身的表达。“但是作为披风是一种恒是（本质）吗？恐怕不是。”这句话的意在说明，作为披风的存在不是本是的恒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承认“恒是”和“定义”有许多意义。“首要的”事物在首要的意义上拥有恒是，而其他范畴在第二或派生的意义上拥有恒是（1030b4—6）。同样，偶性复合体也一定在派生的意义上拥有恒是（1030b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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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卷七章四意在探讨的恒是——被亚里士多德描述为“是什么”的东西——有其独特含义。亚里士多德试图说明，只有本是才拥有这种意义上的恒是，偶性复合物则没有。

通过诉诸恒是（本质）公式或定义，亚里士多德试图展示这种恒是的本性，并且解释为什么偶性复合物没有这种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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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揭示恒是（本质）的定义必然是关于首要的东西的（1030a7—10），也是关于统一之是（存在）的（1030b9—10）。事实上，这两个结论相互一致，因为首要之是必然为一。为了详细说明首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需要借助一个此物不述谓彼物的公式，而这也就是揭示恒是的定义。与此相反，偶性复合物就不是这类定义的对象，因为在它的定义中，出现了一物述谓另一物的形式（1030a3）。

初看起来，对定义的这种描述与定义的标准形式——“种加属差”的形式——有相互抵触的地方。人的定义是“理性的动物”，而这个种加属差定义展示了一个词项（理性的）对另一个词项（人）的述谓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定义包含了一物述谓他物的形式（1030a3）。事实上，每一个命题都是tI katA tinos（“一物述谓他物”），也必然包含两个词项。我们因此怀疑，怎么会有定义不包含一物述谓他物的形式。罗斯认为，“亚里士多德会回应说，因为‘理性’只是作为‘动物’的属性出现，它们不能够分离存在，所以这两个词项并没有alla［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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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罗斯的观点，“理性的动物”并不是“一物述谓他物”的范例。我认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如果定义中的属差是本是范畴的一个要素，那么这个定义就不存在一物述谓他物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一个公式中包含“一物述谓他物”的形式时，“一物”和“他物”一定不是在同一个范畴之内，所以它们也并不相同。亚里士多德接下来的论述似乎也肯定了这一点：“所有那些不是种的属的东西，都没有恒是，只有属才有。因为只有属才不被视作参与属性中并且获得特性或偶然属性的东西。”（1030a11—14）亚里士多德此时强调的是，在恒是中，事物间的联系并不在于它们的分有关系，与属性也无关联，更不是偶然获得的。因此，对恒是定义来说，重要的是，主体和属性并不包含于其中。换句话说，在对恒是的论述中，并不包含其他范畴的要素。否则，它就成了偶性复合物的公式，而不是首要的事物的定义了。

在了解了这点之后，当我们说恒是（本质）公式中并没有一物述谓另一物的形式时，也就是说在定义中，恒是与第二范畴无关。关于首要恒是的定义不包含其他范畴的任何要素。

与此相反，当定义一个偶性复合物时，我们必须涉及本是和其他非本是范畴，所以其公式也必然表现出一物述谓他物的形式。这样看来，恒是就等同于本是是什么。

事实上，这也恰好解释了卷七章四为何竭力证明依凭自身的本是不是偶性复合体，以及只有前者才有恒是这些观点。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如此强调本是和偶性复合体之间的区分？单凭直觉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两者的分别：偶性复合体是派生的，因为它由本是（如“人”）和偶性（如“白的”）构成。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本是与偶性复合体是否相同的问题被许多人问及，这也是亚里士多德一直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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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曾把它视作诡辩派的问题（《论题篇》卷五章四133b16），认为这两种事物是不同的，但“不是绝对地不同”（《论题篇》卷五章四133b33）。可是，在《形而上学》里，随着“是之为是”的科学的建立，这也成了哲学家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不是哲学家的工作的话，那么谁去探讨亚里士多德和坐着的亚里士多德是否相同？”（《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4b1—3）关于本是和偶性复合物是否相同的问题，也吸引了许多评论家的目光，他们沿着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的思路，渴望了解本是和偶性复合物怎样“偶然地相同”。
 

[32]



 然而，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四中，亚里士多德的关注点似乎走到了反面。他不再探讨本是和偶性复合物如何偶然地相同，而是研究它们在恒是上如何不同。亚里士多德得出的结论是，本是在首要的意义上拥有恒是，而偶性复合体则不然。

既然《形而上学》卷七章四处在卷七的大背景之下，而后者关注什么是本是的问题，那么要理解卷七章四为何再次探讨本是与偶性复合物的关系，并且竭尽全力将它们区分开来，就必须将这些问题与什么是本是联系起来。卷七章六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在该章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必须探究每个事物与它的恒是是否相同。这对我们研究本是很有助益；因为每一事物（hekaston）都被认作［dokei，或者似乎、看起来］是与本是无异的，而恒是就是每一事物的本是。（1031a15—18）


卷七章六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非常直接。“每个事物”（hekaston）可以指示两类东西：或者是“偶性的词项”（tōn legomenōn kata sumbebēkos，字面意思为“偶然的被述说的东西”，例如“白人”，1031a19，b22—23），或者是依凭自身的词项（tōn kath hauta legomenōn，字面意思为“就自身而言的东西”，1031a28，1032a6）。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对偶性的词项，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东西或者一个白的东西来说，因为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所以就不能说它自身与恒是相同一”（1031b23—25），不过，“很明显的是，在首要的和依凭自身的词项中，每一个事物和它的恒是都是相同的”（1032a5—7；1031b11—12，1031b21—22）。

卷七章四和卷七章六显然是相互承接的。卷七章六认为“每个事物”可以指称两类东西，而“偶性的词项”作为其中一类与卷七章四的“偶性复合物”相同，因为其中的每一个都是本是和其他范畴的词项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卷七章六中的依凭自身的词项，又与卷七章四的恒是相等同，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四中定义的那样：“事物的恒是就是那被述说为依凭自身的东西。”（1029b13—14）此外，正像“依凭自身的词项”在卷七章六中被描述为“首要的事物”（prōta，1031b14；1032a5）一样，卷七章四也将恒是（本质）称作首要的东西（prōton，1030a10）。通过以上分析，我相信，卷七章六中“每个事物”一词指称的两类事物，分别与卷七章四中的恒是和偶性复合体相对应。卷七章四做出的恒是和偶性复合物的区分也便是卷七章六对依凭自身的词项和偶性词项的区分。

借助以上理解，卷七章四至六的真正意图被展现出来。当人们说“每个事物”时，它可以指称两类东西。而现在“每个事物”和本是被“认作”或“显现为”（1031a17）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本是”也同样有两种指向，它或者指依凭自身的词项，或者指偶性的词项。然而，本是不可能是偶性复合物。这就出现了某种混淆的情况，而对本是的讨论是绝对无法容忍这种混淆的。

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六的开端说出那番话——每个事物和它的恒是（本质）之间的关系对探究本是问题是有所助益的——的原因。卷七章四至六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清除上述两种指称给本是带来的混淆状况。

如果我们将卷七章四至六与《范畴篇》中的本是理论相关联，就会发现上述混淆并非无关紧要。在《范畴篇》中，作为最终主体的第一本是是可感事物，如这个人、苏格拉底，等等。但是，我们如何依照《范畴篇》中的形而上工具来考察“苏格拉底”呢？在《范畴篇》中，这些工具包含了本是和非本是范畴，但却没有质料/形式分析。因此，我们不能够将“苏格拉底”看作质料/形式复合物。如果一定要考察，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的进路：要么将作为第一本是的可感物分析作依凭自身的本是，要么将其分析为由依凭自身的本是和一些属性构成的复合体。

就上述两种进路而言，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把作为第一本是的“苏格拉底”看作依凭自身的本是。然而，在《范畴篇》章五中，依凭自身的本是是第二本是（即种或属）。因为第二本是是第一本是的本质谓项，它揭示了什么是第一本是。换句话说，它们是特殊本是的恒是。

如果特殊本是不是依凭自身的本是，那么它只能是依凭自身的本是和其他属性的复合物，即偶性复合物。事实上，这个断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荒谬。当我们想起苏格拉底时，自然会想到他具有某种特定的质和量，在某个时间处于某个地方，等等。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范畴篇》章五便暗示了一个重要问题：第一本是和偶性复合体的区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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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里士多德将卷七章四中的“每个事物”区分为两类——依凭自身的词项和偶性复合物——时，他一定会涉及《范畴篇》中特殊本是的混淆状况。亚里士多德意识到第一本是可以被“认作”是“偶性复合体”，所以他首先澄清了这一混淆。亚里士多德说，尽管“每个事物”可以指称两类东西，但是真正的、首要的本是，只能是事物的恒是，而“事物的恒是就是那因其自身而是的东西”（卷七章四1029b14）。于是，对恒是的讨论，就成了对本是的澄清。




Ⅳ　形式和恒是（本质）的同一性



我们已经看到，卷七章三的讨论源自于对可感物体——它在《范畴篇》中被视作第一本是——的形质论分析，而卷七章四至六的探讨则起因于《范畴篇》中第一本是的模糊性。因此，不论是卷七章三，还是卷七章四至六（《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也是一样），都上承《范畴篇》章五对“依凭自身之是”的探讨。根据卷七章三的说法，在本是（本体）范畴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形式先于质料和复合物；而在卷七章四至六看来，如果忽略本是被看作是偶性复合体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使一个事物成为本是的就是它的恒是（本质）。

卷七章三对主体标准的批判起源于《范畴篇》对特殊本是的分析。现在，既然卷七章四至六同样是对《范畴篇》中特殊本是的深入考察，那么我们便想知道，这些文本怎样将其问题与作为主体的本是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卷七章四至六并没有像卷七章三那样对作为主体的本是明确表态，但是我相信，其中一定隐含着对后者的批判。《范畴篇》中的特殊本是被看作依凭自身的本是，但是它似乎更像是偶性复合物。假若是这种情状，就像卷七章三在关涉质料/形式分析时所做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既然主体概念尚存模糊性，它便不再是充分的，并且因此，偶性复合体似乎更有可能是本是。在诸如“苏格拉底是白的”这类表述中，主体“苏格拉底”指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和具体的人，而不是它的恒是。但事实上，只有苏格拉底的恒是才是依凭自身的本是或第一本是。而且，如果亚里士多德仍旧持有本是是主体的观点，那么，当他在卷七章四至六中致力于区分依凭自身的本是和偶性复合物时，就一定会说明恒是何以较偶性复合物更是主体。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卷七章四的区分是通过公式或定义进行的。

问题在于，卷七章三将形式看作第一本是，而卷七章四至六则确立了恒是（本质）作为依凭自身的本是或第一本是的地位。初看起来，我们在第一本是的位置上找到了两个不同的候选者：形式和恒是。不过，这个疑惑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和恒是是同一的：“所谓形式，我是指每个事物的恒是和它的第一本是”（卷七章七1032b1—2）；

“所谓形式，即恒是”（卷七章十1035b34—35）。事实上，也一定是以这种同一性为基础，卷七章十一才会在最终总结中说，卷七章四至六和卷七章十至十一构成了一个整体。另外，正是因为对恒是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形式的分析，所以尽管卷七章四至六并没有提及质料/形式分析，但我们仍旧可以认为这组文本处在形式/质料分析的背景之下。可是，问题在于，恒是和形式何以是同一的？

有一个论争与此问题相关，该论争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范畴篇》中特殊的第一本是在《形而上学》中变成了什么？它仅仅成了质料/形式的复合体么，还是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在弗雷德（Frede）看来，“在没有进一步论证之前，我们不应当无条件的将质料/形式的复合体与具体的特殊物相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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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特殊本是（如一个人）不仅仅是质料和形式的复合体，它也包含偶性（如颜色、形状等等）在其中。可以说，弗雷德的考察是有意义的，但却不能解释如下事实：在通常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将本是区分为质料和形式，却没有留给偶性以空间。与弗雷德不同，波斯托克（D.Bostock）认为：“很明显，在《形而上学》中被称为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的东西，就是《范畴篇》中称为第一本是的东西，如具体的人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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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波斯托克的观点得到许多评论家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弗雷德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并且，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解释。我认为，如果能够理解形式和恒是（本质）何以相同，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一个特殊本是由形式、质料和（诸种）偶性构成。当亚里士多德说本是的复合体由质料和形式构成时，他忽略了（诸种）偶性。然而，当说一个特殊本是可以被“认作”是偶性复合体时，他明显意识到本是是具有（诸种）偶性的。一个可感本是远不止是形质复合物，也不止是恒是/偶性复合物。卷七章三通过将可感本是看作形质复合体来确定第一本是，卷七章四至六则通过对可感本是——作为恒是/偶性复合体——的分析确立依凭自身的本是。以上的这两种分析，单独看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整地描述什么是可感本是。特殊本是的完整图景应当是形质复合体与（诸种）偶性的结合物。亚里士多德将形式与本是相等同，就意味着他将对可感本是的两种分析结合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在卷七中，随着论证的不断展开，亚里士多德在形质复合物和偶性复合物间进行反复转换，仿佛这两类复合物是相同的。他可以将对其中一者的分析用在另一者身上。在卷七章十一1037a7—8中，亚里士多德说：“即便苏格拉底的灵魂被称作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和哥里斯可有两种意义（其一是将之看作灵魂，其二是将其视为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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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反映的是典型的质料/形式分析方式，其结果是“苏格拉底”既可以指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即身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也可以单指他的灵魂。不过，苏格拉底的（诸种）偶性又在哪里呢？

在探讨过偶性复合物和依凭自身的词项之后，在卷七章六的末尾，亚里士多德说：


至于诡辩派对此问题的反对，以及苏格拉底和成为苏格拉底是不是一回事，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解决，因为无论是提出问题的立场、还是回答问题的立场，都没有什么区别。（1032a6—10）


诡辩派的反驳是：如果苏格拉底和成为苏格拉底不是一回事，苏格拉底将不同于其自身。而如果它们相同，并且苏格拉底是白的，那么成为苏格拉底和成为白的苏格拉底就是一样的；此时本是就和它的偶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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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亚里士多德说这个反驳可以以“同样方式”得到回答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依照卷七章六的方式区分作为偶性词项的“每个事物”和依凭自身的词项的“每个事物”。这样，如果我们将苏格拉底看作偶性复合物，那么苏格拉底和成为苏格拉底就是不同的；但如果把苏格拉底视做依凭自身的词项，它们就相同。在这个分析中，“苏格拉底”既可以指偶性复合物（如受过教育的苏格拉底），也可以指依凭自身的词项（即苏格拉底的恒是）。不过，苏格拉底何以成为形质复合物呢？

卷七章十一1037b1—7通常被看作是对卷七章六的概括，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恒是（本质）和个别物是一样的，例如，在第一本是（本体）那里……但是，那些具有质料本性的、或者其整体中包含有质料的东西，则与恒是不同。另外，作为偶性统一体，如苏格拉底和文明的，它的恒是与其自身也不相同，因为它们只是偶然地被放置在一起。


尽管卷七章六没有涉及质料/形式分析，但是上述总结似乎并不这样以为。亚里士多德此时想要表达的是，卷七章六在恒是和偶性复合物的关系上所持的立场，可以延伸到形式和形质复合体的关系中。如果“苏格拉底”是形质复合体，那么他与他的恒是是不同的；但如果“苏格拉底”指的是苏格拉底的灵魂，那么他与他的恒是就是一回事。卷七章六的结束部分所提到的诡辩派的困惑，也可以通过形式和形质复合体的区分得到解答。

于是，同一个苏格拉底既可以是偶性复合体也可以是形质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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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两类复合体有所不同：前者不是本是，后者却是。不过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抽掉了上述差别。他将对偶性复合体的分析运用到形质复合体那里。

那么，亚里士多德怎样撇清这种差别？我认为，在《形而上学》卷七中，两类复合体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兴趣点。他想要把握的是恒是（本质）或形式，也就是这两类复合体物的“本是”。如果将苏格拉底看成偶性复合物，那么恒是是首要的；如果将之看作形质复合体，形式就是第一本是。无论亚里士多德选择哪一类复合体，苏格拉底的形式是他的（理性）灵魂，苏格拉底的恒是也是他的（理性）灵魂。因此，形式和恒是作为第一本是是相同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争论，即《范畴篇》中的特殊本是是不是形质复合体。一个特殊物一定是由形式、质料和（诸种）偶性构成，但是要确定特殊物的本是性，我们就必须放弃偶性部分。这就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是通常被区分为形式、质料和形质复合体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说，形质复合体与特殊物并不相同，但却是描述作为本是的可感事物的一种方式。通过探讨形质复合体而非可感事物，亚里士多德试图在《范畴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确定可感事物的本是。事实上，正是在对本是的“依凭自身之是”的探讨中，偶性必须被抽离。一个偶性复合体或许可以被“认作”本是，但正如卷七章四至章六所说，并不是真的如此。

上述分析为我们理解卷七章三开头（1028b33—35）提出的四种述说本是的方式——主体（形式、质料和复合物）、恒是（本质）、普遍和种——提供了一条崭新道路。这四种本是看似全无来由，它与各种各样的关于本是是什么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观点乃其前人所持——也并无关系。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这一状况做出过解释。

正如前文所讲，卷七章三和卷七章四至六都与《范畴篇》相关。在《范畴篇》中，有三种东西可以被视作本是：

（1）第一本是（可感事物）

（2）第二本是，具体包括

（2a）属

（2b）种

不过，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从两个角度对可感事物进行了分析：其一是将其分作形式、质料和形质复合物；其二是将它分为恒是（本质）和偶性复合体。以《范畴篇》中提出的本是是主体的观点为基础，质料、形式和复合体分别代表三种成为主体的方式。因此，如果我们用主体（包括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和恒是替换第一本是，移置作为第二本是的种，并且将普遍看作是对属的另外一种翻译，那么我们就有了卷七章三中提到的那四项。

《范畴篇》《形而上学》

（1）第一本是

（a）主体（质料、形式、复合体）

（b）恒是

（2）第二本是

（2a）属（c）普遍

（2b）种（d）种

这样看来，《形而上学》卷七仍旧处于《范畴篇》的构架之内，只不过以上述方式对可感本是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分析。在《范畴篇》中，一共有三类本是（本体），亚里士多德将其中的可感物体认作第一本是，将属和种认作第二本是。不过，在《形而上学》卷七中，可感事物不再是单纯物体，而是复合物。由此，我们就有了四类本是：质料、形式、复合物和恒是。亚里士多德此时的任务，就是确定这六者之中（上面四种加上属和种）谁是第一本是。他最后选择了形式和恒是，并且认为这两者是相同的。

我想指出的最后一点是，形式和恒是（本质）的同一性带来了巨大的是论（本体论）后果。它建立了形式和定义的关联，并且也因此为确立形式较复合体（以及质料）而言的在先性提供了重要支持。

无论对《形而上学》卷七的解释有多么困难，我们也必须注意，该卷对形式的探讨都是借助定义或公式展开的。在《形而上学》卷七中，关于谁是第一本是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做出的最为明晰的论证如下：


所谓第一本是，我是指那个不在他物之中，即不在作为质料的基质之中的东西。（卷七章十一1037b2—4）


亚里士多德接着说，形式先于形质复合物，因为前者更符合上述条件，后者则不然。形质复合物必须通过它物，即形式和质料等获得解释，并且它也不能脱离后者被单独定义。因此，从概念上讲，形质复合物不是第一本是。至于质料，虽然它存在于复合体的公式中，但却不在形式的公式里。这就是说，形式在定义上可以独立于质料，质料却无法脱离形式。亚里士多德为此举例说：“青铜是塑像的一部分，但不是塑像的形式意义上的一部分。”（卷七章十1035a5—7）

亚里士多德不仅通过定义或公式将形式与复合体区分开来，他还在多处称形式为“logos（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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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或许会问，既然形质论分析和定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亚里士多德为何以这种方式展开分析。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形式和恒是的同一性影响着亚里士多德对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的证明。在本书第一章，我们曾讨论过，恒是（本质）和定义具有是论（本体论）上的相关性。恒是来源于问题“是什么”的形式结构，并且在定义中得到描述（1030a6—7）：“定义就是用于描述恒是的公式。”（1031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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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恒是和定义的关联如此紧密，形式又与恒是相同一，那么形式当然可以通过定义进行讨论。这也就是说，在《形而上学》卷七对本是的探讨中，定义的核心地位是建立在形式和恒是的同一性之上的。

另外，上文所引的1037b2—4处的论证——它通过证实形式的定义没有包含质料这点来确立形式较复合体而言的首要性——与卷七章四至六的分析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因为后者同样借助定义来区分恒是（本质）和偶性复合物。我们可以将下面这段话和上面的引文进行对照：


这样看来，恒是就是那些其公式就是其定义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定义……是关于某些首要的东西；在那里不能用一物来述说另一物。（卷七章四1030a6—11）


不论在这段话中还是在卷七章十一1037b2—4处，作为“首要的东西”或第一本是，其定义一定不能具备一物述说另一物的形式。在卷七章四至六里，对恒是的描述并不采取一物述谓另一物的方式，并且也没有其他范畴的包含于其中。否则，这就只能是偶性复合物的公式，而与依凭自身的本是无关。同样，亚里士多德也说，当定义形质复合体时，我们必然涉及形式和质料，但形式的定义却既不包含质料也不包括复合体。由此可见，恒是之所以是第一本是，就在于它在解释中的根本性地位；这个道理对形式一样适用。






[1]

 针对此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虽然批判本是作为主体的理论，但却不是要抛弃它们，而是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进。这就是说，形式的本是性仍然蕴含在它的主体性中，而证明形式是第一本是就是证明它是首要的主体。形式之所以是第一本是，就是因为它比质料和复合体更有理由被称为主体（参见M.Frede，1985，pp.17—26；T.H.Irwin，1988，p.204以下；M.Frede和G.Patzig，1988，i.52；M.L.Gill，1989，p.19）。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卷七章三的批判，对本是性而言，单是主体标准这一点还不够，必须要有分离性和tode ti（“这一个”）做补充。一个事物要成为第一本是，它必须是分离的，是tode ti，并且是主体（参见M.Schofield，1972，p.97；H.M.Robinson，1974，pp.185—186；J.Kung，1978，p.149）。第三种观点说，亚里士多德正在放弃主体的概念，而试图转向卷七章十七提出的因果性标准（M. Furth，1988，p.188；H.Granger，1995，pp.136，154）。





[2]

 这句话的希腊文是eidos de logotōtiēn einai。ROT版本将其译为“……形式（即恒是）”。





[3]

 《形而上学》卷七章八1033b17—18；卷七章十1035b14—16；卷七章十一1037a25，29。参见H.Bonitz，1870，p.219a47—49。





[4]

 哈姆林（D.W.Hamlyn）虽然对同一性问题提出质疑，但得出的结论是：“严格地讲，形式与恒是并不相同，但却暗示着恒是。”（1985，p.65）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的还有格雷厄姆（D.Graham，1987，p.241以下）。他以自己的假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共有两套理论出现（一套出现在《工具论》中，另一套则在物理学—形而上学文本中）——为基础，指出形式与恒是的同一性是将这两套理论合并或者混合的结果。





[5]

 正是由于分离性和tode ti作为本是的新标准被引入卷七章三，形式和复合体才能够比质料更是本是。然而，关于形式如何满足以上两个新标准，以及它为何较复合体更能满足这些标准的问题，仍旧很不明晰。tode ti一词可以被翻译为“这个”，或者“一个这个”、“这个某物”、“这一个”、“诸如此类的这个”等等。在《形而上学》中，与之相反的词是toionde（“这类”，或者“这一类”）。这两个词将会在下章得到详细讨论。既然对于解释《形而上学》卷七而言，这两词至关重要，而且对它们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和明确的翻译，所以在此我倾向于保留原词不做翻译。我将在下一章对这两个概念以及分离性进行详细解析。





[6]

 《范畴篇》章五2b15—17，2b37—38。





[7]

 《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三1038b4—6，卷八章二1043a5—6，卷九章七1049a34—36，等等。





[8]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成问题的不是本是，而是第一本是。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1029a28指出，质料“不可能”是本是，但他同时又说质料是本是的三个分支之一（卷七章三1029a30—33），并且像称呼形式和复合体那样称呼质料为本是（卷七章十1035a1—2）。这就引起了一些混乱。我们应当记得，既然质料、形式和复合体是本是范畴的三个分支，那么质料自然也是一个本是。因此，亚里士多德不能否认质料是本是，也不能说它是唯一的本是。真正的问题是，质料是不是第一本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1029a28处说“这是不可能的”。刘易斯（F.Lewis）正确地指出，“在《形而上学》卷七至卷八中，‘本是’一词往往是‘第一本是’的缩写形式”（F.Lewis，1991，p.151；也可参见E.Halper，1989，p.37）。





[9]

 也可参见《物理学》卷四章一209a5—6：“现在它具有三维，即长度、宽度和深度，这三维是规定一切物体的。”





[10]

 一种解释是，从1029a11—12开始的论证并不能反映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是到了1029a20，他的质料概念才出现（M.Schofield，1972，pp.100—101；M.Frede和G. Patzig，1988，ii.42—51）。不过，我们并不能清晰地认识到1029a20是一个转折点，而且这样一种立场并不能够与1029a26—27的观点——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1029a20的质料概念是对那些“如此考虑的人而言的”——相圆融。与此不同的另一种理解是，在卷七章三的整个核心论证中，亚里士多德考察的一直是他对手的观点（W.Charlton，1970，p.138；M.L.Gill，1989，pp.13—26）。可是，既然卷七章三的比较对象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形式、质料和复合体概念，它为什么还要考察其对手的论证呢？对方的观点和卷七章三的目标之间又有何关联呢？





[11]

 关于这两种质料的关系，一些评论家承认它们是不同的，但是没有解释它们在卷七章三中的共同出现（G.E.L.Owen，1978—1979，p.14；G.Hughes，1979，p.114；E.Halper，1989，p.41）。一些评论者试图通过以下方式克服这种张力：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质料没有特征，而是说质料自身没有特征而已（M.Schofield，1972；J. Lear，1988，p.30）。然而，有形质料，如青铜等，其自身是具有某些特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四类物质混合的结果。





[12]

 例如，J.Owens，1963，p.332；D.Graham，1987，p.63；M.Frede和G.Patzig，1988，ii.48。虽然洛克斯（M.Loux）在他的《第一本是：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Z和卷H》（1991）一书的第63页、刘易斯（F.Lewis）在其《亚里士多德的本是与主谓项关系》一书（1991）的第295—296页，留意到了上述思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典型的双层主谓项关系模式的特别之处，却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不正常情况意味着什么。





[13]

 也可参见R.Dancy，1978，p.373。





[14]

 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这个核心论证就是一个raductioad absurdum（反证法）论证［持这一观点的还包括查尔顿（W.Charlton），1970，p.139；盖尔（M.L.Gill），1989，p.19］。人们常常试图将纯质料与首要的质料联系起来，后者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要素性变化的普遍主体（《论天》卷四章五312a30—33）。对于如何理解首要的质料，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在卷七章三中，是否以及如何将纯质料与首要的质料联系起来，也成了论争的焦点。我认为，既然对首要的质料的假定来自于如下理论，即每一种变化都必然有一个主体，那么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的核心论证中对纯质料进行构思时受到了上述观念的影响也是不无可能的。不过，两者一定不能够完全相同。即便作为变化要素之主体的首要的质料是“无形式和无形状的”（《论天》卷三章八306b16），这也只是说，首要的本是此时还没有在被赋予形式后将会具有的形式和质料。不论这种首要的质料多难以描述，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否认它是本是范畴的一员。然而，在卷七章三中，纯质料被认为是与范畴相脱离的。既然范畴是实在的基本要素，我们就很难相信，亚里士多德真的会致力于这种纯质料。事实上，我们不应对卷七章三的剥离过程太过较真。因为亚里士多德似乎有意忽略形式在其中的作用。他提到了对属性、产品、潜能的剥离，对宽度、深度和长度的剥离，却从未论及形式应当在何时被剥离，以及当形式被去掉之后剥离过程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





[15]

 见本章注1。





[16]

 T.H.Irwin，1988，pp.211，214—215。





[17]

 W.D.Ross，1924，i.xciv。盖尔（M.L.Gill）也说，在卷七章三之后的章节里，“形式作为本是的论题悄悄消失了”（1989，p.17）。盖尔在他处也说，关于形式如何是主体的问题，“不能从《形而上学》卷七中得出解决方案”（同上，p.133）。





[18]

 W.D.Ross，1924，ii.164。不过，罗斯对自己的观点似乎也不那么自信。在他处，他曾经如此解释从卷七章三至卷七章四的转变：“但是，或许因为感觉到把形式看作一种主体尚存困难，他［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1924，i.xciv）





[19]

 F.Lewis，1991，p.153，注9，也可参见pp.300—304；D.Bostock，1994，pp.75，250。





[20]

 在此，我希望对迈可•弗雷德（Michael Frede）表示感谢，因为是他促使我对这句话进行深入研究。





[21]

 希尔兹（C.Shields）就此问题做出了不懈努力，具体可参见C.Shields，1988。对希尔兹的批判，可参见H.Granger，1995。





[22]

 众所周知，“本是”是对ousia一词的牵强翻译。这不仅是因为“本是”无法把握on与ousia之间的词源学关联［ousia从ousa而来，后者同on一样，也是动词“tobe（是）”的分词形式］，还因为亚里士多德既在具体意义上（指示特殊物）也在抽象意义上（指示形式或“恒是”）使用ousia。“本是”一词可以很好地展示前面一种ousia的意义，但却不适用于在《形而上学》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后者。事实上，也正是出于此种原因，人们做了各种尝试，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翻译可以同时涵盖这两种意义，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已经承认并且广泛探讨了作为“本是”（在主体意义上）的ousia和作为“恒是”的本是的区分，但是对作为主体的ousia和作为分离的tode ti的ousia之间的区分——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提出了这点——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事实上，本是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的区分也便是作为主体的本是和作为分离的、tode ti的本是之间的区分。





[23]

 “形式”（eidos）一词在这里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1031b14—15处，此时它明显是指柏拉图意义上的形式；另一次是在1030a12的词组tōn genous eidōn中。大多数人认为在后面一种情况下eidos的含义是“属”，尽管某些评论者坚持说它应当被理解为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例如，F.Lewis，1984，第六节。我将在下一章讨论此观点）。不过，无可争辩的是，质料概念在这里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eidos也没有与质料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卷七章四至六的论证过程中，质料/形式分析发挥了作用。





[24]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使用了未完成体ēn［“过去是（was）”］，这被布坎南（Buchanan）称为“哲学未完成体”。布坎南认为，之所以采取这种体，就是因为“这个短语‘回指’已为大家所认同的定义”（1962，p.30）。





[25]

 参见W.D.Ross，1924，ii.164。在卷七中种这一概念不再被提及。在罗斯看来，这是因为种被融入到普遍之中。既然每一个种都是一个普遍，那么当普遍不再是本是时，也就没有必要再单独讨论种的问题了（同上）。





[26]

 参见W.D.Ross，1924，ii.171。这一观点得到了刘易斯（F.Lewis）的支持，具体可参见F.Lewis，1984，p.93。





[27]

 波斯托克（D.Bostock）对此问题的探讨很有价值，具体可参见D.Bostock，1994，pp.88—90。





[28]

 这一立场同样出现在卷七章五1031a8—14中。





[29]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论证，虽然意图相同，但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它从将本是和恒是区分后将会产生的荒谬后果的角度进行论证。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善”的形相（理念）看作一个依凭自身的词项。论证以如下方式展开。如果善本身不同于（分离于）善的恒是（1031a30—32），也就是说，如果善和善的恒是是完全分开的，那么我们会得出结论说，除了善的形相（理念）之外，还有其他本是和形相（1031b1—2）。而且，由于恒是是本是，所以一定有先于形相（理念）的本是存在（1031b2—3）。如果事实如此，那就不能有关于善本身的知识（1031b4），因为“只有我们了解了事物的恒是，才能有关于事物的知识”（1031b7—8）。了解X和了解X是什么是一样的。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善的恒是不包含善的属性，它就不是善的（1031b12—13），而恒是也不会存在或者不会拥有是（存在），因为如果善的恒是不是善，以同样的方式，是（存在）的恒是也将不是。正是以这种反证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否认了善不同于善的恒是这一观点，并且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因此，善和善的恒是、美和美的恒是是合一的，而那些不是就他物而言，而是就自身而言的、首要的东西也是一样。”（1031b13—14）




人们通常认为上述论证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不过，尽管柏拉图将形相（理念）和可感




物区分开，却从未将事物与它们的恒是分离。我认为，如果换种方式理解，不把这一论证看作是对柏拉图的质疑，而是认为它在利用柏拉图的善的形相，去展示将本是和恒是分开的极端荒谬性的话，或许会更有意义。亚里士多德此时需要的，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偶性的或可感的复合物的实体，一个可以被描述为就其恒是（本质）的实体。柏拉图的形相就是合适的例子，因为它们被称为“就其自身的”。整个论证想要说明的是，事物的本是就是它的恒是。将两者分离开来会导致无限倒退。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所有“首要的、就其自身的”东西，无论它们是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形式。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也明确地说，这一论证涉及的不仅仅是形相（理念），还包括其他依凭自身的词项：“如果情况是这样，即便没有形相（理念），这也已经足够了。”（卷七章六1031b14—15）





[30]

 W.D.Ross，1924，ii.170。





[31]

 《论题篇》卷五章四133b24—26，也可参见133b31—32；《辩谬篇》178b39—179a1；《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4b1—3；卷五章九1018a2—3，卷五章二十九1024b29—31；卷七章二1026b15—18。





[32]

 关于这种偶然的相同性，刘易斯（F.Lewis）的探讨最为详细，具体参见F.Lewis，1991，第三部分；也可参见G.B.Matthews（1982）。





[33]

 不知是何缘故，这个问题一直存留到现代的“偶性复合物”（本是加偶性）的概念中。在这个复合物中“本是”指的是什么？刘易斯（F.Lewis）说它就是《范畴篇》中的特殊本是（即第一本是）（F.Lewis，1991，pp.85，101）。可是，什么是特殊本是呢？如果它包含着偶性，这个特殊本是就又成了偶性复合体。如果这样，“偶性复合物”这个概念就会是一个无穷倒退，因为我们将看到的都只是“（本是+偶性）+偶性”。因此，说“偶性复合体”中的“本是”是本是的恒是，或依凭自身的本是，或许会更有意义。





[34]

 M.Frede，1987，p.74。





[35]

 D.Bostock，1994，p.75。也可参见M.Furth，1988，p.232；F.Lewis，1991，p.101。





[36]

 也可参见卷八章三1043b2—4：“因为恒是依存于形式和现实。因为灵魂和成为灵魂是一回事，但人和成为人则不同，除非那个魂就是人。在一种情况下，事物就是其恒是，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不然。”





[37]

 罗斯（W.D.Ross）曾在其著作中陈述了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的相关重构，上述观点便是顺承这一陈述而来（W.D.Ross，1924，ii. 179）。





[38]

 这同样适用于分析塌鼻，因为它既可以被当作偶性复合物（卷七章五1030b14—20），也可以被看成形质复合体（卷七章十1035a5—6；参见卷六章一1025b31）。





[39]

 《形而上学》卷七章十1035b29，卷七章十五1039b20，1039b24；卷八章一1042a28，卷八章四1044b12；《论灵魂》卷二章一412b16。





[40]

 这种关联关系在《论题篇》中被更多地提及；参见卷一章四101b21，卷一章五101b38，卷一章八103b10；卷六章一139a33；卷七章三153a15，卷七章五154a31。





第五章　形式：“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



迄今为止，亚里士多德已经得出结论说，形式（恒是）比质料和复合体更是第一本是（本体）。其中，“形式”的希腊语表达是eidos。事实上，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也用同样的词汇来指代两类第二本是中的其中一个，即属。
 

[1]



 于是，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范畴篇》中作为第二本是的属（eidos）在《形而上学》中被提升至第一本是的地位。
 

[2]



 结果，在《形而上学》里，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成为普遍的，并且亚里士多德似乎也放弃了他在《范畴篇》中一直坚持的反柏拉图主义的立场。

然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足够有力的文本证据，它们表明《形而上学》卷七中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不是普遍的。在卷七章十三里，亚里士多德强调说，普遍（即可以述说许多主体的东西）不是本是。在卷七章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但是诸如人、马以及那些可以应用于特殊物（kath hekasta）、本身却又是普遍的词项，它们不是本是，而是由这个公式和这个质料构成的复合体被当作普遍事物来处理而已。”（1035b27—30）
 

[3]



 从这段话看来，“人”这类普遍的属并不是本是。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或恒是（本质）是特殊还是普遍这一问题上存有争议。从很大程度上讲，当代对《形而上学》卷七甚至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形而上学的研究，都为此争论所支配。可以说，就此问题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解决方式都已被列出，但却仍旧无法达成共识。这些解决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1）形式是普遍的。在持此观点的评论家中，一部分认为《形而上学》中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是属，也就是在《范畴篇》中被看作是第二本是的东西；而另有些人认为，形式是通过述谓许多质料而成为普遍的，因此它不同于述谓许多特殊物的属。
 

[4]



 （2）形式不是普遍，而是特殊。这样一种解释思路声称，尽管《形而上学》中的每个事物和其他同属的事物分享一个属，但是它们还有各自独特的、为其他事物所不能分享的形式，正是这种形式将一物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
 

[5]



 （3）形式既不是普遍又不是特殊。
 

[6]



 （4）形式既是普遍又是特殊。
 

[7]



 （5）《形而上学》卷七的探询是迷阵式的。
 

[8]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是什么”的问题通常是令人费解的（aporoumenon，1028b3）。本是（本体）是首要之是，形式是第一本是。而后，在卷七章三的结尾，亚里士多德又说：“形式是最令人费解的。”（aporōtatē，1029a34）这样看来，最令评论家头疼的便是形式。对形式的不同观点导致了对《形而上学》卷七的不同甚至相悖的解释。

我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迷阵似的，因此它应当属于上述第（5）种解释。但是，在本章中，我试图展现另外一种对卷七的迷阵式的理解。我将证明，《形而上学》卷七暗藏着一个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结构，此结构建立在“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关键区分之上。
 

[9]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发掘这种区分，并且揭示《形而上学》卷七隐而未现的结构。我们将会看到，在卷七对第一本是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两种研究路径来克服柏拉图的第三人悖论。这两种研究路径，各有各的问题，结果，迷阵（aporia）就产生了。




Ⅰ　第一实在和知识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是怎样引出形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第一本是和第二本是。第一本是是可感特殊物，第二本是是属和种。第一本是从是论（本体论）角度看处于基础地位，因为它是包括本是性的属（ei-dos）和种在内的其他一切事物的基质。属和种也是本是，不过是第二本是，因为它们用于揭示第一本是是什么。这也就是说，第二本是才是定义的对象。“因为如果要说明某个具体的人是什么，就要用属或者种来说明。”（《范畴篇》章五2b32—33）如此看来，第一本是最为实在，却不是定义或知识的直接对象；第二本是尽管从属于第一本是，却是普遍知识和定义的对象。这样一种现象被切尔尼斯（H. Cherniss）正确地描述为“实在与理解间的差异”
 

[10]



 。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已经无法容忍这种差异的存在。他要求第一实在也必须是知识的对象。这时，问题就出现了。一方面，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分之一，就是当柏拉图宣称第一实在是普遍时，亚里士多德认为它应当是特殊。亚里士多德并不打算改变这一立场。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一样确定知识必须是普遍的。
 

[11]



 在《形而上学》卷七中，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第一本是是可知的（卷七章六1031a29—30，b3—4），也必须是可定义的（卷七章五1031a1—2，卷七章十三1039a19—22）；不过，知识和定义必须是普遍的这一立场在卷七
 

[12]



 中也没有什么改变。于是，上述两种立场——本是是特殊，定义是普遍——之间就产生了某种张力。在《形而上学》卷三（该卷列出了哲人们需要考察的一些迷阵）里，我们发现，正有这样一个难题，困惑着亚里士多德：

我们不但应当提出第一原则的问题，还要问原则到底是普遍的，还是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特殊的（tA kath hekasta）。如果它们是普遍的，它们就不应当是本是；因为普遍的东西不是“这一个”（tode ti），而是“这一类”（toionde），但本是却是“这一个”……如果原则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tA kath hekasta），那它们就是不可知的，因为任何知识都是普遍的。因此，假若有原则的知识，那么一定有其他原则先于这些原则并且为它们作普遍的说明。（卷三章六1003a5—17）

这一难题（aporia）在《形而上学》卷三中没有获得进一步探讨，但其结构是非常清晰的。它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1）如果第一原则是特殊的，它们将是不可知的；（2）如果第一原则是普遍的，它们就不是本是。在探讨这两个方面的同时，这一文本还建立了“这一类”和“这一个”之间的对比。其中，“这一类”意为普遍，“这一个”则指特殊，而作为“这一个”的本是应被视为特殊物。不过，对“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这两个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虽然亚里士多德处理本是（本体）和其他范畴的关系时仍旧追随《范畴篇》章五，可是第一本是和第二本是的区分还是被悄悄抹杀了。此时，仅仅只是一个本是便同时承担了三种在先性：是上的、公式上的和知识上的。于是，我们便要问：卷七章一中谈论的本是是第一本是还是第二本是？在卷七章一1028a13处，亚里士多德说本是既当是tI esti（是什么）也应是tode ti（这一个）。许多评论家注意到，这两个特征之间存在着矛盾。罗斯（W.D.Ross）就此问题做出的颇具启发意义的注解，值得我们在此详细引用：


这两个词项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本是理论的两种走向。所谓的tI esti一定是某物的tI esti，是对“这是什么”的回答；此时，无论这个某物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它的恒是（本质）只能被描述为普遍的、或者是与普遍的复合物。TI esti事实上指向本质主谓项关系和偶性主谓项关系的区分。与tI esti不同，tode ti（这一个）不是某事的tode ti（这一个）；它只是一个个体。该词并不指向本质主谓项关系和偶性主谓项关系的区分，而是诉诸本是和属性的分别。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ousia（本是）的初始意义以如下方式描述当是最确切的，即“那最为真实或完满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将ousia理解为事物当中最真实的东西，即tI esti或恒是；而在另外的场合中，一物之所以是最真实的，就在于它不在另外的事物当中，而是依凭自身的，即tode ti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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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罗斯对《形而上学》卷七的后续分析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展开。也就是说，上文中发现的tI esti和tode ti的张力并没有能够引导罗斯的注释。从总体上讲，罗斯还是坚持第一本是是普遍的观点。

欧文（G.E.L.Owen）同样认为tI esti和tode ti形成了对照。不过，在他看来，tode ti（这一个）的思路引向质料，tI esti则与形式或恒是相关。于是，tode ti—tI esti的张力，并没有展现在特殊形式和普遍形式之间，而是出现在形式和质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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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A.Code）重拾了罗斯的观点，认为在《形而上学》章七中包含着对第一实在的迷阵式分析，而此分析就建立在tode ti—ti esti的二分之上。科德以如下的方式对《形而上学》卷七的难题（aporia）展开论述：


关于特殊我们的第一直觉是，原则或者本是必须是这一个（tode ti），而卷七章十三在论证普遍不是本是的过程中，也发掘并发展了这种直觉。另外，卷七的其它部分也为知识必须是普遍的这一论断提供了深刻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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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此评论，科德在其结论中还是认为，这个难题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得到解决，即修正“没有普遍（koina）是本是的论断；因为在一种意义上，当‘这一个’等同于本是性的形式时，这一个（tode ti）就是普遍（koinon），在其它意义上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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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普遍（koinon）的观点，使科德最终相信，形式是某种普遍。

我认为，当罗斯和科德提出《形而上学》卷七对第一本是的研究是迷阵式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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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描述的迷阵（aporia）并不是卷七的迷阵（aporia）的全貌，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途径可以解决卷七的这个迷阵。因此，我能做的，就是为其提供一种新的迷阵式解释。在我看来，二分的基础是“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而“这一个”和“这一类”的张力只表现了整个迷阵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卷七章三至十六应当再被分作两个部分，其中的每一个都针对第一本是展开各自的分析，而两部分合起来就展现了《形而上学》卷七的迷阵的全貌。当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中说分离性和“这一个”更属于本是时，他只是在一个方面展开研究。沿着卷七章三的思路（卷七章四至六、卷七章十至十二，卷七章十五便是随此思路而来），我们可以看到特殊本是（tode ti）和普遍定义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实际上就暗含在卷七章三的要求之中［该要求又同卷七章一相一致，因为后者认为本是既应是“这一个”（tode ti），又该是“是什么”（tI esti）］：它希望第一本是既是“这一个”，又是分离的。与这一思路不同，卷七章七至九反映了另外一种探究方式，它们认为形式更应是“这一类”而不是“这一个”。当然，这后一种思路也有自身的问题，卷七章十三就揭示了这一点。简单地说，卷七章十三的主题是：普遍不是本是。那么，这一主题为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呢？评论家们观点各异。不过，他们普遍承认，这个立场是针对柏拉图的。与上述对卷七章十三的理解不同，我认为，它是对卷七章七至九提出的形式是这一类（toionde）的观点的批判。尽管我的观点似乎有些大胆，但我相信是有足够的文本支持它的。

这样，以“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二分为基础，《形而上学》卷七的迷阵（aporia）展现出如下结构：

（a）形式或者是“这一个”（卷七章三的目标），或者是“这一类”（卷七章七至九）

（b）它不可能是“这一个”，因为“这一个”不是定义的对象（卷七章四至六，章十至十二，章十五至十六）

（c）它也不可能是“这一类”，因为本是不是普遍的（卷七章十三）

那么，到底形式是什么？

从下节开始，我将对此结构展开论述；其中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卷七章三中本是的两个新标准。




Ⅱ　分离性、“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



在卷七章三对主体标准的批判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主要地属于本是（1029a28）。当我们沿着这条线索，试图理解《形而上学》中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时，首先要明白形式或恒是（本质）如何是分离的，以及何以被看作是“这一个”。

不幸的是，在卷七章三和之后的章节中，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解释形式或恒是何以是分离的和“这一个”的问题。于是，这两个新标准在亚里士多德对第一本是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它们各自的具体意义，都成了评论家们争议的对象。有些人认为，这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了两层含义，所以形式和复合体都能够满足这两个标准，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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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人认为这两个标准对应着不同对象，结果就是形式因“这一个”（tode ti）而获得了第一本是的地位，复合物则因分离性成为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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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人则认为本是（本体）的标准有很多，并不是只有这两个。
 

[20]



 还有的评论家认为，不仅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而且它们也和本是（本体）的其他规定，如完满性、自足性和独立性相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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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些人直接将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抛到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标准。当然，这些标准也是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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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中明确说分离性和“这一个”构成了本是是什么的标准，但人们根本没有将这两个概念看作是解释《形而上学》卷七的一个普遍的出发点。

让我们首先来问：为什么亚里士多德选择“这一个”和分离性作为本是的新标准？它们从何而来？

从这个问题着手，我们立刻注意到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皆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第三人论证（英文简称为TMA，即Third—Man Argument）的批判相关。分离性是亚里士多德针对柏拉图的形相（理念）论提出的主要质疑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将形相（普遍）与可感事物分离开来，并且也正因为这种分离性，形相（理念）成为如可感事物一般的特殊物：


至于那些相信形相（理念）的人，大家应当对其思路和他们陷入的困境同时进行考察，因为他们同时将形相看作是普遍和分离的个别［或者特殊，kath hekaston］……苏格拉底曾经通过定义启发了这样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将普遍与特殊相分离［kath hekaston］；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事实很明显，没有普遍就没有知识，而分离性就是形相（理念）论遭遇种种反驳的原因。（《形而上学》卷十三章九1086a31—b7，斜体为作者所加；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一章九991b13）


对苏格拉底而言，普遍不是可分离的，但柏拉图却认为，普遍从特殊中分离出来并且自身也成为一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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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亚里士多德赞扬苏格拉底的正确做法，却批判柏拉图的分离方法为一种致命错误，因为后者直接导致了形相论的种种困难。

分离性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导致了“第三人”的无限倒退。依照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章七17a38处的定义，普遍就是共同谓项。但是，柏拉图主义者却“使那些以普遍述谓的本是独立存在，这也就使它们既成为普遍又还是个别”（《形而上学》卷十三章九1086b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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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普遍和个别不能相同，那么柏拉图关于分离性的观点必然是错误的。

第三人论证首先由柏拉图本人在《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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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文（G.E.L.Owen）承认“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区分是亚里士多德对第三人论证的诊断，并且说亚里士多德“指责柏拉图用谓项表达式表示‘这一个’或者个体，而不是‘这一类’或者一类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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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欧文看来，这一诊断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早期阶段，它出现在《辩谬篇》178b36—179a10这类文本中。欧文说，在《形而上学》里，亚里士多德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之前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因此开始用主谓项关系理论缓解第三人谬误。
 

[27]



 然而，如前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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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三（1038b36—1039a2）中，恰恰是“这一个”和“这一类”的区分防止了第三人谬误的出现。

不过，如果卷七章十三的tode ti—toionde的二分是对第三人谬误的诊断，而“这一个”也还是卷七章三提到的第一本是的两个标准之一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对第三人谬误的探讨与《形而上学》卷七有着怎样的关联，就自然会成为人们的探究对象。可是，奇怪的是，在目前的文献中，这种思路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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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斯（M.Furth）甚至直接否认了上述关联的存在。他说：“我认为它［形而上学卷七］的解释并不需要以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第三人谬误的反驳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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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卷七章十三的tode ti—toionde的二分是对第三人谬误的诊断，那么它是怎样消解这一谬误的呢？虽然欧文对此未作解释，范恩（G.Fine）却试图从欧文的立场解决这一问题。在第三人论证的标准形式中，它包含着下述两个前提：（a）自我述谓（Self-Predication）：这也就是指，用于述谓主体的谓项自身与主体相同；（b）非同一性（Non-Identity）：用于述谓主体的谓项与主体不同。范恩说，人们接受非同一性论题的唯一理由，就是分离性；而tode ti—toionde的二分之所以能够消解第三人谬误，就是因为它使分离性变成一种错误，并且因此拒绝了非同一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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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的理解暗示了分离性必须被包含在第三人谬误的前提中。以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对《形而上学》卷一章九的分析为基础，科德（A.Code）接受了范恩的理论，认为第三人谬误应当包含下述前提：ALEX—O（ne and）M（any）［“在一系列对象中，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人，那么就有这样一个X：（1）X是人，（2）X是可分离的，（3）X可以述谓其他的任何对象”］，和ALEX—NI（“在一系列对象中，如果用来述谓它们的东西是可分离的，那么它不同于其中的任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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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第三人谬误呈现出如此形式，亚里士多德又应当怎样克服呢？科德说：“为了避免无穷倒退，他［亚里士多德］只有拒绝分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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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通过拒绝分离性克服第三人谬误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为了避免出现第三人谬误，亚里士多德应当以“本是（本体）不是分离的”为起点开始他的本是（本体）理论。

可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卷七章三时，一个严重问题出现了。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追随流行的解释理论，反对分离性，而是将它看作第一本是的主要标准之一。与卷七章三的立场一致，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十六中也说：


如果形式的确是本是，那么从一方面来讲，那些主张形式可以分离存在的人是正确的（orthōs）；然而，当认为形式是伫立于多之上的一（hen epI pollōn）时，他们就错了（ouk orthōs）。（1040b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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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此时认为柏拉图将形式或形相（理念）分离开来当作本是是“正确的”，而这与他在1086a30以下（前文曾引述了这段话）的态度迥然不同，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没有将普遍分离出来是“正确的”。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分歧并不在于本是是否是分离的，而是分离的方法。对他们两人来讲，分离性是一个事物成为本是的核心条件，不过柏拉图的问题在于他的分离方式是使形式成为“伫立于多之上的一”。如果问题在此，那么亚里士多德的任务就是找到一种正确的分离方法。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说，尽管那些流行解释理论——亚里士多德通过否定分离性消解第三人谬误——正确理解了1086a30以下的文本，但却没有考虑到卷七章三的新标准，并且也因此无法将第三人谬误和《形而上学》卷七联系起来。

既然分离性不再是问题，那么，亚里士多德怎样使他的本是（本体）理论与《形而上学》卷七的第三人谬误保持距离呢？我们可以在卷七章十三中寻到一丝迹象。在那里，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一个共同谓项可以指称‘这一个’（tode ti），共同谓项只能指称‘这一类’（toionde）；否则，许多疑难将会随之发生，尤其是‘第三人’论证。”（1038b36—1039a2）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避免第三人谬误的关键，就是保持“这一类”和“这一个”的明晰区分。既然形相（理念）是一个共同谓项，它就是“这一类”（toionde），而非“这一个”（tode ti）。如果人们模糊了这点，困惑就会接踵而至。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考察本是问题时，他必须牢记两点：（a）发展一种不同于柏拉图的分离观念；（b）考察“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区分。于是，亚里士多德就有了两种选择：

1.本是是分离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和“这一个”（tode ti）；

2.本是是分离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和“这一类”（toionde）。

倘若事实如此，我们便可以解释卷七章三为什么说本是是分离的和“这一个”。当然，前文也曾说，该章不过是探讨本是（本体）问题的路径之一。与之相对的思路认为本是是“这一类”，它集中体现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七至九中。不过，在对第二种思路展开分析之前，让我们首先思考，从第一本是是“这一个”（tode ti）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以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离到底是什么。




Ⅲ　“这一个”（tode ti）、特殊性（particularity）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



“这一个”（tode ti）是否意指特殊，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论题。对于那些支持特殊形式说（particular-forMinterpretation）的人而言，说形式是“这一个”，就是说它是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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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支持普遍形式说（universal-forMinterpretation）的人却否认这点。因此，形式到底是普遍还是特殊，就取决于人们对“这一个”（tode ti）的理解。为了使论证更加清晰，我希望先做好准备工作，对“特殊（particular）”和它与“个体（individual）”的区分作一一论述。

亚里士多德本人用kath hekaston来表示与普遍相反的“特殊”。在他的定义中，“普遍（katholou）可以述说多数主体，如人；特殊则不能这样，如卡利亚”（《解释篇》章七17a39—40）。于是，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区分也就成了可述谓性和不可述谓性的区分。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说：“普遍是共同的，不为一物所独有。”（《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三1038b11—12）普遍属于许多事物。这便意味着特殊只属于一个事物，并且是不可重复的。在当代的形而上学文献中，人们通常将“特殊”和“个体”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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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单就亚里士多德哲学而言，这两个词应当有所区分。“个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ndividuum，它从中世纪开始被用作普遍的反义词，意指某一事物，如“苏格拉底”等等。这种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kath hekaston颇具相似之处。

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些问题。拉丁语individuum是对希腊词汇atomon（字面意思为“不可分割的”）的字面翻译。在亚里士多德使用atomon一词时，它并不仅指“苏格拉底”或“马”这般的词汇，同时也指“最后的属”（infimA species）（例如，卷七章八1034a5—8）。从一种意义上说，当infimA species述谓许多主体时，它是普遍；不过，该词也可以表示个体，当它意指不可再分的东西时。因此，所有特殊都是个体，反之则不然。于是，在我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否是普遍这一论题时，所有那些被亚里士多德理解为不可述谓的、不属于许多事物的东西，我都用“特殊”一词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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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连贯起见，我将普遍形式的反义词译为“特殊形式”而非“个体形式”，同样，我也将用“特殊性原则”替代“个体性原则”，用“特殊的一”取代“个体的一”。

目前亟待探讨的问题是，从不可分割性（它在特殊和普遍的问题上是中立的）的角度看，当形式被述说为“这一个”（tode ti）时，它到底是特殊还是个体？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否是特殊，以及何以被看作是特殊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这一个”（tode ti）。

“这一个”（tode ti）作为一个哲学词汇，最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创造。史密斯（J.A.Smith）提出了三种针对该词的语法解释： （a）tode是一个指示代词，用以指示某一对象；ti是一个代词，指涉一类事物；（b）tode是一个普遍名词，或者说是一个类名称，ti则是一个不定冠词；（c）它们都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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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史密斯本人支持（c），不过大多数研究者更相信（a）或（b），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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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对把握“这一个”（tode ti）的含义来讲，语形论分析作用甚微。下面让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怎样解释这个词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范畴篇》3b10—18是唯一一处对“这一个”（tode ti）做出解释的地方：

所有本是似乎都表示着“这一个”（tode ti）。对于第一本是来讲，它表示“这一个”（tode ti）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它所表明的东西是不可分割（atomon）的和数目为一的。不过，对第二本是而言，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也是“这一个”，例如，当我们说起“人”或“动物”的时候。但这并不是真的。我们宁可说，第二本是表示的是poion ti，因为它并不像第一本是那样是单一的主体，我们说“人”或“动物”，指的是很多事物。

《范畴篇》在第一本是（诸如这个人或这匹马之类的东西）和第二本是（属和种）之间做出了区分。第一本是（本体）是“这一个”（tode ti），第二本是——属和种——则是poion ti（该词的字面意义为“某种性质”）。事实上，poion ti一词的意思并不明确，它很容易让人们误信第二本是属于质的范畴。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意识到了这种混淆状况，所以他立刻解释说，作为poion ti的第二本是不同于质的范畴，因为“它并不像‘白’一样，表示某种特定的性质。‘白’除了性质之外，别无所指，而属和种却决定了本是的性质，这些性质表明它是什么本是”（《范畴篇》章五3b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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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篇》将tode ti和poion ti的区别归纳为两点。第一，poion ti不是一而是多，tode ti则是“不可分割的”（atomon，在《牛津修订版》中被译为“个体”）和数目为一的。如前所述，这里的“不可分割”并不能用于断定一物是特殊还是普遍，所以，在留意到这点的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又加上了数目为一这一限制条件。数目上的合一性与种的合一性和属的合一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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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意义上，“这一个”（tode ti）和普遍有所不同，因为普遍“不为一物所独有”（《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三1038b11）。

tode ti和poion ti的第二点区别在于：作为poion ti的属或种“述谓许多事物”，而作为tode ti的第一本是则“既不在主体中又不述谓主体”（《范畴篇》章二2a12）。这点与《解释篇》章七17a39—40的定义完全一致，它认为特殊是不可述谓的，普遍则述谓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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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poion ti的属或种是普遍，因为它是共同谓项；而tode ti却并不述谓其他主体。从这种意义上讲，tode ti与kath hekastion意义相同，与普遍则相反。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解释表明，在《范畴篇》中，作为第一本是的标志的“这一个”（tode ti）意指特殊，它“为一物所独有”，且“不述谓其他诸多事物”。这点当然与《范畴篇》将可感物——如这个人或这匹马——视做第一本是和“这一个”相一致。

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中，“这一个”（tode ti）仍旧是第一本是（本体）的标志。形式是“这一个”和第一本是，相应地，它也应当是特殊。与《范畴篇》相同，《形而上学》中的“这一个”也成为将特殊物和普遍区分开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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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描述原则或本是时，亚里士多德通常将tode ti和kath hekaston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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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针对上述解释，即作为“这一个”的形式表明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是特殊这点，主要有两类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形式是“这一个”（tode ti）并不必然表示第一本是是特殊，因为“这一个”可以是“个体”（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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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点于《范畴篇》而言是错误的，但是许多评论者认为上述观点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八1034a6—8处获得了相关支持：“他们［卡利亚和苏格拉底］在质料方面不同（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这个’），但是在形式上相同，因为他们的形式是不可分割的（atomon）。”盖尔（M.L. Gill）针对此话评论说：“如果苏格拉底和卡利亚共同分享的那不可分割的形式就是‘这一个’（tode ti），那么形式之所以成为形式，并不在于它的特殊性，而是在于其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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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的回答是，尽管在这段中，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个体”）形式是“最后的属”（infima species），但是在卷七章七至九中，当形式被述说为不可分割时，它就成了与“这一个”（tode ti）相反的“这一类”（toionde）（在本章的第Ⅵ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卷七章七至九中的形式何以不是“这一个”，而是“这一类”）。持上述思路的解释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卷七章三和卷七章七至九之间的对照关系。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反对意见认为，“这一个”（tode ti）可以指特殊，但形式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这样的“这一个”。这种观点认为，形式只能在派生意义上被看作“这一个”，因为形式是使一特殊物成为“这一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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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观点的支持者们通常引用《论灵魂》卷二章一412a9处的一句话作为支持，在那里亚里士多德说，正是由于形式或恒是，“他物才被称为‘这一个’（tode ti）”。我认为这种反驳根本是无效的。“这一个”（tode ti）可以同时指形式和复合体。所谓形式可以使一物成为“这一个”，意思是说它使复合体统合为一。不过，形式的这一功用并不妨碍形式自身成为“这一个”。事实上，在卷七章三中，以分离性和“这一个”为依托，形式较复合体在先。这也就是说，形式比复合体更是“这一个”（tode ti）。

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对“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区分瓦解了所有否认tode ti是特殊的尝试。这种区分不仅是避免柏拉图的第三人谬误的关键要素（《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三1038b36—1039a2），而且还造成了第一原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迷阵”（aporia）（卷三章六1003a9—10）。“这一类”（toionde）被解释为“共同谓项”（卷七章十三1039a1—2），“普遍的东西”（卷三章六1003a9），它“不是这个和确定的东西”（卷七章八1033b23）。很明显，《形而上学》中的“这一类”（toionde）和“这一个”（tode ti）的区分，其实就是《范畴篇》中poion ti和tode ti的区分，也同样意味着特殊和普遍的区分。如果“这一个”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遍的，那么它同时也可以是“这一类”。假若情况如此，那么亚里士多德如何避免第三人谬误，tode ti—toionde的区分又有何意义呢？

我的这一立场，也可以从tode ti与普遍知识（或定义）的张力中获得支持。让我们再次考察《形而上学》卷三章六1003a5—14处的那个迷阵（aporia）：


我们不仅要提出第一原则的问题，还得询问原则到底是普遍，还是如我们所说的特殊。如果它们是普遍，就不会有本是，因为所有普遍的东西都不能表示“这一个”（tode ti），而只能表示“这一类”（toionde），但本是却是“这一个”（tode ti）……如果它们不是普遍而是特殊，那么它们将是不可知的，因为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都是普遍的。


这段话不仅指明了“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二分，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了“这一个”和知识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知识是关于普遍的，而“这一个”则是特殊，并且因此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此时，我们会问：如果“这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普遍，就像普遍形式说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那么亚里士多德何以要构建“这一个”（tode ti）和知识之间的张力呢？

综上所述，说形式是“这一个”（tode ti），也就意味着形式是特殊的。在《范畴篇》中，“这一个”是第一本是的标志，而第一本是就是可感特殊物。此外，在该文本中，亚里士多德也表达出他对柏拉图立场的反对。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中，亚里士多德仍然坚持第一本是应当是“这一个”的观点。这也标志着他的反柏拉图主义立场。




Ⅳ　分离性



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中，形相（理念）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就是因为柏拉图将其从可感特殊物中分离出来。在卷七章三中，亚里士多德同时将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看作第一本是（本体）的标准。那么，分离性和“这一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形而上学》卷七章十六1040b27—30（前面曾经引过这段）表明，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必须是分离的，尽管这种分离和柏拉图的理解并不一致。可是，分离的意义为何？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分离的正确内涵又是什么呢？

这是个充满争议的论题，范恩（G.Fine）和莫里森（D.Morrison）的论战就表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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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范恩来说，分离性意味着“独立存在的能力”；而莫里森却认为，分离性是指“不在彼此的是论界线之内”，也就是说，本是（本体）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不过，范恩和莫里森针对的问题并不相同。范恩想要知道的是，当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将形相（理念）或形式从可感物中分离出来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柏拉图的分离观点是不是如亚里士多德说的那般需要批判。与范恩不同，莫里森希望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本是标准的分离性概念。他们之所以陷入论战，是因为两人似乎都相信分离性有这样一种意义，它既可以应用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又能够适用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本是（本体）理论。在我看来，这里事实上有两种不同意义的分离性。那种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柏拉图理论中的致命错误的分离性，与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中提出的作为本是标准的分离性并不相同。

当柏拉图谈及分离性时，他指的是形相（理念）和可感物的分离。在《巴门尼德篇》130b2—8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话：“你自己是否已经作了你所说的区分，一方面是形式本身，一方面是分有形式的事物……——是的，我确实这样做了。”在《智者篇》248a7处，我们也可以读到：“我们知道你在‘变化’和‘真实事物’之间做了区分，并且以分离的（chōris）方式谈论了它们。”这些段落表明，柏拉图将分离性看作是一种双向对称关系。分离性是区分的标志，它指明形式和可感物是不同的和不相关的事物。正是从这个角度，柏拉图的分离性与“分有”和“模仿”形成了对比，而后面这两个概念的主要功用是将形相（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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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当亚里士多德批判形相（理念）论时，他认为柏拉图的形相（理念）同可感物是完全分离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一旦形相（理念）被分离开来，那么它就不“在”或者“内在”于可感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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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与可感物构成“此界（kakei）”和“彼岸（entautha）”的关系（《形而上学》卷十三章四1079a32）。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分离状态导致了形相（理念）论的最大问题：

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形式对可感物到底有何功用……因为它既不是运动，也不是变化的原因。另外，它对于认识其他事物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甚至不是这些事物的本是，否则它就应当在这些事物之中了），同样也无助于其他事物之是，如果它不存在于分有它的事物当中的话。（《形而上学》卷一章九991a8—14，也可参见卷十三章五1079b13—1080a1）

这段话说明，形相（理念）论的“首要的”或“最重要的”（pantōn malista）问题是，在形相与可感物分离的情况下，我们不清楚它怎样引致事物的生成、存在以及对事物的认识。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下述指责相一致：“分离性是导致对形相的种种反驳的主要原因。”（1086b6—7）

亚里士多德断言，当柏拉图将形式分离开来时，形式就成了特殊物。可是，为什么这种分离状态会导致形式或形相（理念）成为特殊呢？柏拉图在这里展示了针对形相的两种主要的但又相反的描述。第一，形相是一个共同谓项或普遍性质：“在凡是能用同一名称来称呼许多事物的地方，我们便习惯于认为那里有一个形相或形式。”（《理想国》596a；也可参见《斐多篇》102b）第二，形相是一种范型，它被特殊物模仿或复制。特殊物模仿形式，却永远不能达到后者（《智者篇》240a—c）。在后面的这种描述里，形式本身就是它所代表的那类特征的承载者（也就是自我述谓）。长自身就是长的，善本身也是善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它所展示的那类特征的最佳代表。因此，与其他事物一样，形式本身也是一个特殊，只不过它呈现于其他事物之中，又承载着一种普遍特征。在《巴门尼德篇》132a—b中，当柏拉图自己对第三人谬误展开论述时，他说，一旦我们将上述两种特征，即普遍特性和自我述谓范型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第三种形式，并且以此类推以至无穷（ad infinitum）。这就像巴门尼德在对话中所说的那样：“你的每一个形式都将不止是一个，而是无穷。”（132b2—3）

可是，柏拉图如何能够将一个普遍特征设想为其自身的承载者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原因就在于那个完全隔离意义上的分离性。正如弗拉斯托斯（G.Vlastos）所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autokath hauto和choris做互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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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形式和特殊物被设想为相互分离的，那么形式只能以范型的方式影响特殊物。作为一种范型，形式必须是自我指涉、自我述谓的，也必然是它所代表的那类特征的承载者。于是，正是基于分离性观念，柏拉图在将形式或形相（理念）设想为普遍属性时，也使它们成为自我指涉的和范型式的特殊。

当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共同谓项通过分离而成为特殊时，他并不认为形相（理念）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位置。然而，一个特殊物的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其空间性：“因为处所是特殊物所独有的（tōn kath hekaston），也因此它们在处所上是分离的。”（《形而上学》卷十四章五1092a18—19）这样看来，形式（形相）同可感物的分离与处在两个不同地点的可感物的分离有所不同。柏拉图式的形式并不占据某个位置。这点在柏拉图对可感物和形相（理念）进行对照的过程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认为，可感物是“从某处生成并且最后从空间中消失”的，而形相“并不从其他任何地方接受某种东西于自身，它自身也不去到其他任何地方，任何感觉都不能够感知到它们”（《蒂迈欧篇》52a1—6）。当亚里士多德说形相“不会处于什么地方”时，他也承认这点（《物理学》卷三章四203a8）。既然作为特殊物的形相与下述观点——它是一个自我述谓的对象——相关联，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形相是特殊物便意味着，像其他特殊物一样，它也是共同谓项的主体。

关于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柏拉图的分离概念，我们的研究到此为止。下面，让我们转而分析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分离概念的理解。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分离性既出现在本是（本体）和其他范畴之间，也出现在形式和本是的其他成员之间。

单就本是（本体）和第二性范畴的关系而言，本是可以从其他范畴中分离出来，其他范畴却不能离开本是而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分离性是不对称的。事实上，也正是这种非对称关系造就了本是就其他范畴而言的在先性。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1028a34—35处，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本是的本性意义上的在先性意味着“除本是外，其他范畴都不能够分离（chōri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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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本是之所以先于其他范畴，就是因为它自身是分离的。在《物理学》卷一章二185a31，我们也可以看到：“除本是之外，没有其他范畴可以分离存在。因为其他所有范畴都被说成要以本是作为其主体。”本是是可分离的，因为它是其他范畴的主体。换句话说，其他范畴在是论（本体论）意义上是依赖于本是的，而唯独本是可以单独存在。这种优先性反映了本是（本体）和其他范畴在存在方面的非对称关系。

在卷七章三中，当分离性被看作第一本是的标准时，这似乎意味着要在质料、形式和复合体之间排序，并且确定谁是首要的。以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为基础，形式和复合体成为本是；并且，当形式和复合体被放置在一起时，前者又先于后者（1029a29—32）。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作为标准的分离性必定能够确定形式还是复合体更具优先性。事实上，正是以此为理由，我对莫里森（D.Morrison）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分离意味着“不在彼此的是论界线之内”——持反对态度，因为这种观点会使形式、质料和复合体的排序变得不再可能，并且分离性也因此无法作为第一本是的标准而存在。对于那些认为形式和复合体在不同意义上满足了分离性要求的人们而言，上述批判同样适用。这样看来，范恩（G. Fine）的分离意味着独立的观点似乎更符合文本内容。不过，我们还需更进一步，考察卷入形式、质料和复合体的排序之中的到底是何种独立性。

当人们说形式可以分离存在时，往往是指定义上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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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而上学》卷八章一1042a29—31，形式被述说为“在定义上是分离的”，而复合体则是“haplōs的分离（标准的翻译是‘无条件的分离’、‘完全意义上的分离’或者‘在任何类型和程度上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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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分离性导致了如下问题的提出，即从分离角度讲，形式为何能够成为第一本是。事实上，根据上述解释，复合体似乎比形式更能满足分离性标准。可是，这样一种理解又与卷七章三的结论，即形式先于复合体相违，同时也与《形而上学》卷五章八1017b23—26的观点——此处认为，只有形式才是分离的和“这一个”（tode ti）——相冲突。

在我看来，问题就出在人们对两种分离——定义上的分离和haplōs的分离——的惯常理解上。Haplōs在这里不能被理解为“无条件的”或者“绝对的”。

在前面一章，我们曾讨论过，亚里士多德将本是与（首要的）恒是等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恒是（本质）的定义中不包含一物述谓另一物的样式（卷七章五1031a10—11）。既然形式与恒是是同一的，那么形式也可以被称作第一本是，因为形式是“不在他物之中，即不在作为质料的基质之中的东西”（卷七章十一1037b3—4）。与此相反，在偶性复合体的定义里，一物被用来述谓另一物；而在形质复合物的定义中，此物（形式）亦是存于彼物（质料）之中的。

通过上述对定义上的分离性的分析，我们了解了形式和复合体的不同处境，也因此更好地把握了两类分离性之间的对比关系。如果形质复合体在定义上不能与形式或者质料分离，那么haplos的分离并不是以任何方式的或者无条件的分离，因为它至少在定义上是不可分离的。复合体之所以可定义，不过是因为形式是可定义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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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认为复合体是“无条件的”分离，并且更能满足分离性标准的观点是错误的。

如果“haplōs的分离”不是“无条件的分离”，那么它一定是某种适合复合体的特定意义的分离。尽管haplōs的字面意义是“单纯的”和“绝对的”，但是在《Liddell—Scott希腊文英文词典》中，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明显的”。综合考虑上述分析，我认为haplōs在这里意指“明显的”，而卷七章一中“haplōs的分离”也就是“明显的或者明晰的分离”。最明显的分离是“处所的或者空间上的分离”。事实上，在希腊语中，分离的原初含义就是指事物在空间上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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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推论同样得到亚里士多德的支持，他说，特殊物的分离最可能是地点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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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他通常将“定义上的分离”与“处所上的分离”对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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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卷七章三中，形式能够在分离性的基础上被认作是先于复合体的，那么我相信，这里的分离性标准应当从定义或逻辑优先性角度去考虑。形式的定义可以不涉及复合体，反之则不然。此时的分离性不具有双边性特征，它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事实上，正是在定义的优先性中，形式获得了它相对于复合体和质料的在先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本是（本体）较其他非本是范畴的在先性，以及形式较本是的其他构成部分的在先性。因为本是先在于其他范畴，所以是论（本体论）的优先性是最根本的；而鉴于形式较复合体而言的在先性，逻辑优先性又占据了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离标准指的是定义上的分离。既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定义是关于普遍事物的，那么“这一个”（tode ti）和普遍定义的张力就转化为本是（本体）的两个新标准，即分离性和“这一个”之间的张力。说形式是分离的，就意味着它是定义的对象；而说形式是“这一个”，就是说它是特殊的。亚里士多德要求形式既具备定义上的分离性，又必须是“这一个”。可是，既然分离性和“这一个”代表的是形式的两种是论（本体论）样态，它们怎能结合于一体呢？于是，如何看待这一张力，就成为人们理解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的关键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问，当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形式更能满足分离性和“这一个”（tode ti）标准之后，他之所以说形式是“最令人费解的”（aporōtatē，1029a34），就是因为这一张力的存在呢？




Ⅴ　“这一个”（tode ti）和定义



通过上章的解释，我们已经看到，卷七章三的目的是要确立恒是或形式是第一本是（本体）。现在，我想补充说，在确立形式或恒是的首要性的过程中，卷七章三陷入了“这一个”（tode ti）与普遍定义之间的张力无法自拔。亚里士多德在这两者间犹豫徘徊，却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事实上，这正是《形而上学》卷七为何如此纠缠晦涩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遍形式说和特殊形式说在其中各能找到文本支持，一方却永远无法说服另一方。由于所有章节都已得到深入探讨，所以在此我只想说明——当然，关于这些章节的某些重要论争，我还会在以后涉及——“这一个”与定义（分离）之间的张力如何表现在卷七章四至六、卷七章十至十一和卷七章十五中。

（1）卷七章四。卷七章四确定了（首要的）恒是只属于本是的观点。那么恒是（本质）是普遍还是特殊呢？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说“事物的恒是就是那被述说为依凭自身的东西。是你不等于是受过教育的；因为受过教育的不是因你自身的东西，而那因你自身的东西就是你的恒是”（1029b14—16）。从字面上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恒是（本是）更属于个人而非属。你拥有自己的恒是。如果这样理解，恒是就是特殊的。不过，在1030a11—12，亚里士多德又说：“所有那些不是种的属的东西，都没有恒是，只有属才有。”这句话明确指出，属是恒是的首要载体。恒是必须是普遍的，一个特殊物自身并没有恒是。恒是（本质）是在定义中被揭示的东西；定义是关于普遍物的，所以恒是一定是一类事物的“是什么”。定义和知识要求首要对象是属。

那些支持普遍形式说的人们，意图将“你的恒是（本质）”解释为“作为人的”或者“一类东西的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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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解释是成问题的。在《形而上学》卷五章十八中，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因其自身”一定有多种意义。它可以指：（1）每一事物的恒是，例如卡利亚因其自身而言是卡利亚，和卡利亚的恒是；（2）那包含于“是什么”之中的东西，例如，卡利亚就其自身而言是动物，因为“动物”出现在他的公式之中，卡利亚是动物中的一个。（1022a25—29）


这段话表明，亚里士多德对特殊物的恒是和一类事物的恒是（本质）的区分是非常明晰的。因此，通过将“你的恒是”解释为“一类东西的恒是”来化解卷七章四的矛盾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

特殊形式说的支持者在1030a11—12处也遇到了困难。在那里，恒是（本质）只存于种的属当中。不过，在爱尔文（T.H.Irwin）看来，“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此话，即在种的属之外我们寻不到任何恒是，也就是说，只有基本类型的成员才有恒是，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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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论证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要证明特殊物的恒是是定义的首要对象，它还不够坚实。我们完全可以反驳说，一个属的成员之所以拥有恒是，不过是因为它是属的一员，因而这种拥有也不过是派生意义上的。从这个角度讲，属比它的成员更应当是恒是的首要承载者。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卷七章四与《范畴篇》关联，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亚里士多德陷入这个困境的原因。在《范畴篇》中，第一本是（本体）是特殊的，如这个人；而作为第二本是的属和种则用于揭示第一本是是什么，因而它们成了恒是的承载者。现在，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四中，随着第一本是和第二本是之间的区分的消失，（作为本是的）恒是就必须既是特殊物，又是定义的对象。

（2）卷七章六。卷七章六的主题，［作为“由于其自身”（per se）词项的］hekaston与恒是是同一的。这里hekaston的字面意思是“每一个”或“每个个体”，与“特殊”的意义相同。在卷七章六的末尾，亚里士多德用“苏格拉底”来说明hekaston。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与hekaston相同一的恒是也应当是特殊的。

然而，那些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普遍形式的人，却完全不能接受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形式必须是普遍的，因为它是被定义表示的东西。于是，就像那种将卷七章四的“你的恒是”解释为“一类东西的恒是”的做法一样，他们将卷七章六中作为hekaston的实例的“苏格拉底”理解为是指“人”这种普遍，而非特殊的苏格拉底。这就正如欧文（G.E.L.Owen）所说：“谈论的首要主体不能是像苏格拉底那样的无法定义的个体，而只能是如人这般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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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文的这一评论表明，“苏格拉底是人”这句话并不是本质主谓项关系的恰当范例。与“人”相同的应当是苏格拉底的属，而非苏格拉底。尽管欧文关于主谓项关系的观点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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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许多解释者仍旧同意欧文的下述理论，即恒是的作用是确定属的成员，或者说是将特殊物置入属中。同属的成员分享同一个恒是。因此，当卷七章六说hekaston与恒是相同一时，这种同一是属性上的，而非数量上的。这种解释事实上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们无法理所应当地将hekaston和它的例证“苏格拉底”看作是普遍的东西。而且，认为恒是一定是属的观点也不合适，因为在《形而上学》卷五章十八1022a25—29处（前面已经引过该文），亚里士多德明显承认有特殊恒是（本质）的存在。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hekaston意指特殊物，那么卷七章六的同一性理论似乎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理解。每个特殊物都与自身的恒是相同一；苏格拉底同一于自己的恒是（本质）；卡利亚与卡利亚的恒是同一。卡利亚和苏格拉底从属的角度看的确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同属——“人”——的成员。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卡利亚的恒是和对苏格拉底的恒是的描述是相同的，对他们的属的描述也必然相同。不过，苏格拉底毕竟不是卡利亚，他与“人”这个属也不同。苏格拉底的独特性使自己成为不同于卡利亚的苏格拉底，并且也使他区别于同一属的其他成员。无疑，将同样的属置入不同成员将会导致差异的产生。属的本质特征可以在其成员被毁灭之后持续存在，但是这些成员一定还有些为其自身所独有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将随着成员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就卷七章六的同一性主体来说，我更偏向于支持特殊形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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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卷七章十至十一。卷七章十至十一也存在着与卷七章四同样的困惑。一方面，作为定义对象的形式是普遍的。亚里士多德清晰地说明了这点：“公式是关于普遍的”（卷七章十1036a1），“定义是属于形式并且具备普遍性的东西”（卷七章十一1036a28—29）。如果我们专注于这些论述而忽略另一些的话，那么形式无疑是普遍的。不过，在其他地方，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但是诸如人、马以及那些可以应用于特殊物（kath hekasta）、本身却又是普遍的词项，它们不是本是，而是由这个公式和这个质料构成的复合体被当作普遍事物来处理而已。”（卷七章十1035b27—30）由普遍形式和普遍质料构成的复合体通常被称作“普遍复合体”。既然“普遍复合体”指的是“人”和“马”这类与特殊物相对反的东西，那么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意思是，普遍不是本是（本体）。此时，我们看到了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

在卷七章十至十一中，第一本是是灵魂。如果第一本是是普遍的，那么“灵魂”也应当是普遍的。不过，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却是相反的观点。在卷七章十一中，亚里士多德说：


（1）非常清楚的是，灵魂是第一本是，身体是质料。（2）而人或动物则是将两者作为普遍而构成的。（3）即便苏格拉底的灵魂被称作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和哥里斯可有两种意义（其一是将之看作灵魂，其二是将其视为复合物）。（4）但是如果他单纯地指某一特殊（hēde）灵魂和某一特殊（tode）身体，那么作为个体（kath hekaston）就与普遍相类似。（1037a5—9，数字乃作者所加）


在这段话中，句（3）可以被看作是对卷七章六1032a7—12观点——苏格拉底和成为苏格拉底之间的同一性问题——的评述。它解释说苏格拉底可以指称两类东西，即“身体和灵魂的统一体”和他的灵魂。句（1）明显认为灵魂（而不是作为属的“人”）是第一本是，而句（2）和句（4）则在普遍复合体和特殊复合体之间建构起一种对立关系。如果将句（2）和1035b28—30结合，那么普遍复合体（“人”、“马”、“动物”，即作为属和种的东西）就不是本是，并且它们的组成部分也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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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特殊复合体而言，它的组成部分是普遍还是特殊呢？至少，从形式部分（即灵魂）看，它应当是特殊的。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说：“（如若）灵魂是动物或生物，个别灵魂是个别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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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还说过，“苏格拉底”起源于“最近的质料”（1035b31）。既然亚里士多德强调普遍复合物的构成部分都被看作是“普遍的”，那么我便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将最近的质料看作是特殊的。于是，普遍复合物和特殊复合物的对立就转化为：

（a）普遍复合物=普遍灵魂+普遍身体

（b）特殊复合物=特殊灵魂+特殊身体

事实上，普遍复合物并不是真正的复合物。说在属或者种中有质料要素并没有多少意义。在我看来，普遍复合物在这段话中的出现（它也仅在这段话中出现），不过是为了以类比的方式说明，特殊复合物中的形式是特殊的。

这样看来，“这一个”（tode ti）和定义间的张力也表现在卷七章十至十一中。一方面，与卷七章六的同一性论题一致，亚里士多德希望在这两章说明，苏格拉底的灵魂是他自身所独有的，因而不同于哥里斯的灵魂。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无法摆脱定义必须是关于普遍事物的这一传统立场。

（4）卷七章十五。卷七章十五将特殊物（kath hekaston）分作两种：可感特殊物和柏拉图式的形相（理念）。“因为像形相论者所说的那样，形相是特殊的，它可以分离存在。”（1040a8—9）亚里士多德论证说，对所有特殊物而言，定义是不可能的。为了证实可感物是意见而非定义的对象，亚里士多德以易变性和可毁灭性作为论据。他认为，证明与必然真理相关联，而定义也是一个科学过程。知识是不可变的，它不可能一会儿是知识，一会儿又成为无知。只有意见才会出现这种变化。另外，所有可感物之所以是变化的，是因为它们有质料，并且也因此，它们既分有“是”，又分有“不是”（1039b29—30）。质料是可感物毁灭的根源。由此看来，“关于可感特殊本是，既没有定义，也不存在证明。”（1039b27—28，1040a1—2）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定义任何形相（理念）。”（1040a8）这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获得证实：（a）“公式必由名称组成，而这些名称不能是下定义的人制造的，否则名称就不可知了。不过，所有被公认的名称对一切此类事物都是共同的，除被定义的事物外，它们还可以应用于其他这类事物。”（1040a10—13）这也就是说，在定义中，谓项一定是普遍的。例如，你是“两足动物”，但其他拥有同样特征的东西也可以被称为“两足动物”。（b）如果一个形相（如“人”）由其他形相（如“动物”和“两足的”）构成，那么它们一定可以述说许多主体。一个形相只述谓一个主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形相都是可被分享的”（1040a27）。尽管这些论证似乎缺乏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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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结果非常清楚：如果形相是特殊的，它就是不可定义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知识与普遍事物相关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同样确定的是，所有特殊物都不可定义。《形而上学》卷一章九也说，一旦形相被分离，它就不再是知识的对象。这样看来，卷七章十五似乎并没说出什么新东西。可是，既然有此背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还要探讨特殊物的不可定义问题呢？我认为这与“这一个”（tode ti）和定义间的张力是紧密相关的。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谈论特殊形式，
 

[67]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除了特殊形式之外，质料复合体和柏拉图意义上的形相也是可以被称作“这一个”的东西。于是我们便理解了，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突破的情况下，卷七章十五还是出现在《形而上学》卷七中。




Ⅵ　作为“这一类”（toionde）的形式



一旦认为形式是“这一个”（tode ti），亚里士多德在定义方面就遇到了困难。此时，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探讨本是（本体）问题——它同样可以避开柏拉图的第三人谬误——把形式看作“这一类”（toionde）而非“这一个”（8tode ti）。也就是说，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不是特殊，而是普遍。事实上，《形而上学》卷七章七至九就是上述理论——形式是“这一类”——的明显体现。

人们通常认为，卷七章七至九在整个文本中是完全独立的一部分，它是后来被插入到《形而上学》卷七当中的。卷七章十一的结尾部分总结了卷七章四至六和卷七章十至十一对恒是（本质）或形式问题的探讨，却将卷七章七至九排除在外。此外，在卷八章一对卷七的所谓总结中（1042a3—22），这几章也没有出现。不过，几乎所有评论家都相信，卷七章七至九的插入，并没有给上下文对恒是问题的探讨带来麻烦。事实上，因为卷七章七至九通过对恒是的物理学研究补充了卷七章四至六对恒是的逻辑探讨，人们甚至认为，这几个章节帮助我们澄清了形式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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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我们坚持“这一个”和“这一类”的区分的话，就会发现，上述理解其实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卷七章七至九似乎是在探讨生成问题。但是，通过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这里的研讨方式与《物理学》卷一——此时本是（本体）已经被划分——相似。当卷七章七至九谈论生成时，遵循的并不是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路径。与此相反，这些文本早已预设了形式和质料在生成过程中的存在，并且对形式和质料的静态本性进行了分析，不仅将这两者区分了开来，还确定了谁更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卷七章七至九遵循的是“依凭自身之是”的进路。

亚里士多德论证说，作为生成物的组成部分，形式和质料自身并不是生成的。我们可以制造出复合物，却不能制造形式和质料。“如果球形的恒是可以生成，那么事物都是从某种东西中生成的。每个东西都可以被再区分为这个和那个部分，我是指，质料部分和形式部分。”（1033b11—13）如果说形式自身又有形式，那么这种还原法最终将会导致无穷倒退。亚里士多德因此总结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式或本是是不能生成的，只有以此命名的具体事物才是生成的。”（1033b17—19）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非生成性的形式是“这一类”，而非“这一个”。“它［形式］表示的是‘这一类’，而不是这个或某个具体事物（tontoionde sēmainei，tode de kaI hōrimenon ouk estin）。”（1033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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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共有三种类型的生成：自然的、人工的和自发的。我们可以搁置自发生成（它被定义为“偶然的生成”）不提，因为它并不包含技术和自然成分于其中，并且仅仅在卷七章九中被简单提及。与之不同的人工生成则包含两个阶段：计划和实施。在第一阶段，工匠通过思想演绎过程，从一类中推演出个别物，从而识别出他想制造的那个东西。在第二阶段，他通过创造性活动制造这一事物。“由技术生成的事物，其形式都存于灵魂中。”（1032b1）这也就是说，这些形式都是在制造者的灵魂里，并且是公式和知识的对象。有了这些形式，人们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结果（如健康），也同样可以获得相反的结果（如疾病），如果他愿意的话。健康和疾病（即健康的缺失）分享同一个形式。既然形式和质料都不是生成的，那么特殊物的产生过程就可以被看作是事先存在的形式和质料相结合的结果。人工生成的典型范例是铜球。“我们将形式放入这个质料里，铜球就出现了。”（1033b10—11）此时，被引入质料中的那个形式就是“这一类”：“我们从两个方面叙述什么是铜球；我们说它的质料是铜，又说它的形式是schēmA toionde［一个‘这类’的模式］。”（1033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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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成与人工生成类似。典型例子就是特殊的人，如苏格拉底或卡利亚。亚里士多德说：“这个整体，如亚里士多德或卡利亚，相当于这个铜球；而人或动物则相当于一般铜球。”（1033b23—25）像铜球一样，一个特殊的人的产生也是将形式，即“人”，引入质料的结果。此时，形式也是普遍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整体，即totoionde eidos［一个‘这类’的形式］在这些肌肉和骨骼之中，就有了这个卡利亚或苏格拉底。”（1034a5—6，翻译稍作修改）

在卷七章七至九中，每个生成都包含有三个要素：依之生成的东西（hupotinos），由之生成的东西（ek tinos）和生成的东西（ti）。在1032a22—23，“依之生成的东西”指的是那些“被称作‘形式本性’的东西，它与生成物的本性完全相同”，而1032a18—20举例说，所谓“生成的东西”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植物，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们称其为本是”。由此看来，这三个要素分别对应我们所说的形式、质料和复合体。下述对生成过程的分析，也可以证实这点：无论是人工还是自然生成，都是将形式引入质料产生复合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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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形式是普遍的。

既然卷七章七至九的形式是“这一类”（toionde），并且与卷七章三的观点——在那里“这一个”（tode ti）更应当属于本是（本体）——相悖，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相容性就成了很多评论者将要面临的一大挑战。那些留意到这种张力的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弗斯（M.Furth）认为，“这一类”是对形式的正确描述，而作为“这一个”的形式“事实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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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阿勒（G.Reale）则说，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卷七章四等多处地方强调形式是“这一个”，所以作为“这一类”的形式一定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本意。
 

[73]



 弗里基（M.Ferejohn）的观点是，这种不相容性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问题：“这一说法［形式是‘这一个’］被下列论点所否决，在卷七章八1033b21—22，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形式（他的第一本是的最佳候选）不是‘这一个’。不过，他没有解释为何两种观点间的不相容性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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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G.E.L.Owen）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他认为即便是在卷七章七至九中，亚里士多德也建构起一种张力，认为形式既是普遍又是特殊。他说：“在卷七章八1033b19—24（参见1034a6），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不是一个个体（tode kaI hōrismenon），而是这一类，它本身是具有述谓性质的。然而，当我们回看上下文时，又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已经将形式理解为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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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欧文所说的这种张力在卷七章七至九中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在欧文提到的所有“形式是这一个”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用的都是tode而非tode ti。Tode和tode ti是不同的。Tode是一个简单的指示代词，它可以指示任何可指的东西。形式和质料都可以被称作tode。这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每个东西都可以被再区分为这个和那个部分（tomen tode tode tode）；我是指，质料部分和形式部分”（1033b12—13）；“在每一个被制造的东西当中，质料总是在内的。这个东西一部分为这个［即质料］，一部分为那个［即形式］”（1033b18—19）。在卷七中，当说质料是tode时，我们知道它并不是tode ti，至少不同于形式意义上的tode ti。Tode本身并不能说明一物是普遍还是特殊，而tode ti则是形式的标志，并指称特殊物。欧文在对卷七章七至九的解释中，似乎将tode ti和tode混淆了。
 

[76]



 在卷七章七至九中，tode ti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是在1033a32，一是在1033b20—23，不过，它们指的都是可感特殊物，而非形式。

既然卷七章七至九中的形式是“这一类”（toionde），也就是同类型的形质复合物共同分享的那个普遍的和共同的本性，那么将一个特殊物与同属的另一个特殊物区分开来的一定是质料。也就是说，质料是特殊性原则。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当我们有了这个整体，即“这一类”的形式在这些肌肉和骨骼之中，就有了这个卡利亚或苏格拉底。他们［卡利亚和苏格拉底］在质料方面不同（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这个”），但是在形式上相同，因为他们的形式是不可分割的（atomon）。（103a5—8）


我们都是人，但苏格拉底不同于卡利亚，我不同于你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质料。一物成为特殊物、一物不同于同属其他事物的根基，就在质料那里。

我在上面提到的“特殊性原则”，通常都被叫做“个体性原则”。但是，正如上文所讲，“个体”一词来源于对希腊词汇atomon（不可分的）的拉丁语翻译，它既可以指特殊，也可以指普遍。考虑到对个体性的传统理解是不可分割性，“个体性原则”的提法与我们目前的问题就甚不相合。因为形式是atomon（不可分割的或个体的），并且为同属事物分享，所以亚里士多德需要借助质料确定一物何以是特殊物。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已经假定了不可分割意义上的个体性原则，即形式，所以他此时需要的是一个特殊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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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引发了关于质料是否以及如何是特殊性原则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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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评论者尤其是那些认为形式是特殊的人来说，质料是特殊性原则这点非常奇怪。不过，坚持形式是特殊的人，基本上都会遇到来自卷七章七至九的挑战。特殊形式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形式是“这一个”（tode ti）和特殊。可是卷七章七至九中的形式却是“这一类”（toionde）和普遍。于是，说形式是共同的，并且质料是特殊性的基础，就给特殊形式说带来了重大挑战。一般说来，许多特殊形式说的支持者都会否认质料有此功能。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相信每个事物都有其独特本性，那么认为形式而非质料将一物和同属的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一些评论者简单地认为，由于卷七章八1034a5—8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这段排除在外、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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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对这段话的详细解释，来维护特殊形式说的基础地位。这类解释具体可以分作两种。其一是把这里的质料视为最近的质料，并且因此将之看作是特殊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直接将这两者等同。这样，质料是特殊性原则也就等同于形式是特殊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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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在卷七章七至九中，质料和形式是有明确区分的：“每个东西都可以被再区分为这个和那个部分，我是指，质料部分和形式部分。”（1033b12—13）

其二是试图贬低质料在特殊物中所起作用的哲学价值。在查尔顿（W.Charlton）看来，质料只能够表达个别物的质的特征，在量的方面却无能为力。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的只是，卡利亚是白的而苏格拉底是黑的。此外，他还认为，人们如何将一物与同属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问题应当从认识论方面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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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解释与1034a5—8的文本内容并不一致，因为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曾说，两个特殊物——如苏格拉底和卡利亚——可以从量的角度被区分为各自不同的特殊物。而且，卷七章七至九也没有表明亚里士多德是在探讨认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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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仅仅因为1034a5—8与亚里士多德的其他文本，尤其是那些认为形式是特殊的文本相抵触，这段话就成为一些评论者的理解难点。不过，对于另一些人特别是相信形式是普遍的人来说，这个段落又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人们认为，形式的作用仅在于确定属的成员范围，而苏格拉底和卡利亚分享同一个形式的话，那么质料就一定具有区分同种类型的两个特殊物的功能。由此，作为一个明显证据，1034a5—8说明，形式是普遍其实是亚里士多德一贯坚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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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卷七章八1034a5—8的确支持“普遍形式说”的观点，但是如果有人试图将这段的含义延伸至卷七章七至九之外的文本的话，那么问题也将随之而来。这是因为，在其他许多文本中，质料自身也是需要被特殊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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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即“这一个”（tode ti），而“这一个”往往属于形式或复合体而非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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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会对质料是特殊性原则的观点产生如此多的争论，就在于所有人都忽略了卷七章七至九的探究思路与卷七章三的区别。“特殊形式说”的支持者的问题是，他们忽视了卷七章三和卷七章七至九所持的不同进路；而“普遍形式说”的支持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企图将质料在卷七章七至九中的功能延伸到其他文本中，可这一理论在卷七章三（该章认为形式是“这一个”）根本不适用。形式作为特殊性原则的观点，只能限制在卷七章七至九这类文本中：只是在这里，形式才是普遍的。

在卷七章七至九中，亚里士多德没有解释他将质料称作特殊性原则的真正含义，因此，要理解它还存在着一定难度。安斯康姆（E. Anscombe）说：“如果一定要我解释，那么，举例来说，我能做的仅仅是，将它切开，给你们看它的碎片。这就是被称为质料的差异的东西。这就是将质料称为个体性原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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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差别远远不是特殊性原则想要说明的。法恩（K.Fine）在关于质料的这种理解中觉察到了更深层次的困惑。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和卡利亚拥有同样的形式，并且，可以想象的是，构成苏格拉底的质料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也可能构成卡利亚。既然它们两者都是形式和质料的复合物，那么结果是，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苏格拉底和卡利亚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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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质料看作特殊性原则的观点，似乎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从形式是普遍这一观点中延伸出的逻辑结论。如果形式是普遍，并且依照一般理论所言，事物由形式和质料构成，那么使一个特殊物成为自身的，就只能是质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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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或许很难证明，质料如何作为特殊性原则发挥作用，但无可置疑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确持有此观点。它明显反映了，卷七章七至九中的形式是普遍。

既然在卷章七至九中，形式被描述为普遍，那么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将他的普遍形式和柏拉图的形相（理念）区分开来就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在卷七章七至九中，他的确这样做了。亚里士多德首先反对形式应当是一个范型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将形式树立为一个范型。”（1034a2—3）柏拉图将形式看作是可感物模仿的范型，这就要求形式必须是该类事物中的最完美者，也就是它所展现的那些特性的完美承载者。与之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是范型，它不过是一种特性。我们没有必要将其看作是自我述谓的物体。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否认形式为一种范型，其原因就在于，他和柏拉图对分离有不同的理解。柏拉图的形相（理念）的分离性，是在形相完全脱离可感物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形式的分离性却并非如此。他说：“在个别球形之外，是否有个球形存在？在诸多砖块之外，是否还有一个房屋存在？如果这样，‘这一个’（tode ti）将永不会生成。‘形式’意味着‘这一类’（toionde），而非‘这一个’（tode）——即某种确定的东西。”（1033b20—24）随后，他又进一步评论说：“显然，如果形式因是存于个体之外的东西，那么它对生成问题和本是问题就失去了作用。于是，以同样的理由，形式也无需是自存的本是。”（1033b26—29）综合来讲，这两段是说，柏拉图的形相与可感物是分离的，因此它就是自存的本是（本体）。形相本来是用作说明事物的生成的，但是这种分离观念却使得生成变得不再可能。这点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一章九991a8—12对柏拉图的批判相一致：“人们首先会问，形式对可感物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因为它既不是运动的原因、也不是变化的原因。”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并不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作是分离的。球形的形式并不存于特殊球形之外，房屋的形式也不存于特殊房屋之外。在人工生成中，形式内在于艺术家的灵魂里，而它在某类质料中的存在也是艺术家作用的结果（卷七章七1032a32—b2）。同样，对自然生成（如人的出生）而言，人的形式既存于父亲也存于儿子之中，它们是相同的。正是父亲的形式引致了存在于儿子之中的同样的形式。“生成者具有充分的制造能力，也是在质料中造成形式的原因。”（1034a4—5）

之前，我们曾讨论过，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中，分离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也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将分离用作本是（本体）标准的活动中。我们知道，在卷七章三关于形式是“这一个”（tode ti）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分离的，不过这是从定义角度而言的分离。现在，当亚里士多德针对本是是“这一类”（toionde）的观点进行分析时，又通过反驳柏拉图的分离概念，将他的普遍本是（本体）与柏拉图的形相（理念）区分开来。这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提到作为“这一类”的形式在定义上是分离的。不过，既然“这一类”是共同谓项，那么它成为定义的对象这点就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在卷七章三和卷七章七至九的探究中，关于分离的意义问题，并不存在任何矛盾。真正的问题实际是：形式是“这一个”（tode ti）还是“这一类”（toionde）？




Ⅶ　普遍和“这一类”（toionde）



卷七章七至九中的普遍形式（如柏拉图的形相）不是一个分离的物体，因此亚里士多德也没有陷入第三人谬误。但是，普遍本是（本体）理论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呢？这就需要将卷七章七至九与卷七章十三对普遍本是的反驳相关联，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研究中，卷七章十三是最受争议的一个文本。该章在一开始便径直指出：“似乎任何一个普遍词项都不能成为一个本是的名称。”（1038b8）这一观点在1038b35的总结中被再次提及。对普遍作为“本是”的反驳，其主要论证如下：第一，特殊物的本是一定是为其自身所独有，不从属于其他；而普遍则为所有同种事物拥有，所以是共同的：“普遍是共同的。所谓普遍，在本性上依存于众多。”（1038b11—12）本是总是某物的本是。如果普遍是本是，那么它就成了一类事物的本是。例如，“人”对“苏格拉底”和“卡利亚”而言是普遍的。如果“人”是苏格拉底的本是，那么它也是卡利亚的本是，此时苏格拉底与卡利亚便是相同的；“因为那些其本是和恒是（本质）为一的事物，它们本身也必将为一”（1038b13）。但是，苏格拉底和卡利亚是不同的。于是，在这个论证中，“共同”（koinon）和“特殊”（idios）的对比便建立起来。普遍是前者，本是是后者。

第二，“本是不述谓主体，但普遍却总是述谓某一主体”（1038b15—17）。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二组对照：“述谓某物”和“不述谓某物”。其中普遍属于前者，本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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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或许也是最有效的一个论证是：

从以下事实，即共同谓项不能表示“这一个”（tode ti），只能表示“这一类”（toionde）中，我们也可以明白这点［普遍不是本是］。如若不然，就会导致许多问题，其中包括第三人谬误。（1038b35—1039a2）

在这个论证里，“这一类”和“这一个”的区分被引入。其中普遍属于前者，而本是属于后者。

上述这些论证是前后一致和相互支持的。普遍是共同的，因为它述谓许多主体。而作为一种共同本性的东西，和述谓众多事物的东西，一定是同一东西。事实上，这正是与“这一个”相对的“这一类”的确切含义。

就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论争而言，卷七章十三是一个核心焦点。大多数评论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认为，这一章节是对柏拉图的形相（理念）说的批判。反过来说，对那些持形式是特殊的人而言，卷七章十三是对他们立场的最大支持。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普遍，那么他的理论也将遭到与柏拉图的形相说一样的攻击。因此形式必然是特殊。实际上，卷七章十三的确对那些认为形式是普遍的人提出了重大挑战。所有持此观点的评论者们都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化解他们的解释和卷七章十三对普遍的批判之间存在的张力。有些评论者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形式面对上述论证确实无能为力，并且由此认为卷七章十三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一个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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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多数人还是竭力发展出各类复杂的理论，在认为卷七章十三的批判是针对柏拉图理论的基础上，维护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形式说。在此，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将所有理论都详细讨论一番，不过，对其中某些最具影响的推论进行简要考察，于我们而言还是有所助益的。

使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远离卷七章十三的批判的一个通常做法，就是将受到批判的普遍一词的内涵缩小，从而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留有余地。一般说来，这种策略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施行。第一种是将普遍等同于种，并且因此使其与属相区分。此时，形式之所以被视为普遍，便是从属而非种的角度来考察的。于是，在《范畴篇》中被视作第二本是，却在《形而上学》卷七里被提升为第一本是的eidos，尽管是普遍的，但仍旧还是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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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太多回应，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并没有在属和种之间做出任何清晰的和确定的区分。只要区分没有达到“最后的属”（infimA species）的层次，那么任何属都可以转而被认作是种。种可以是另一个更高的种的属，而属也可以是较它更低一级的属的种。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也否认属是本是的观点：“但是诸如人、马以及那些可以应用于特殊物、本身却又是普遍的词项，它们不是本是，而是由这个公式和这个质料构成的复合体被当作普遍事物来处理而已。”（卷七章十1035b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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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又出现了对普遍形式说更为精细的辩护。它将卷七章十三批判的普遍等同于属，又把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形式与属区分开来。依照这种观点，当亚里士多德说普遍不是本是时，他的真正意思是说，属不是本是，但普遍形式或恒是（本质）却可以是。这一解释否认了以下观点，即《形而上学》卷七中的第一本是（本体）是《范畴篇》的第二本是。可是，普遍形式与属又有何不同呢？人们通常的回答是，属述谓许多特殊物，但本是性（本体性）的形式只述谓质料。形式的普遍性是建立在它述谓质料的基础上的。于是，当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十三中说普遍不是本是时，他是说，如果一物述谓许多可数的、分离的，或者说是真实的特殊物时，它就不是本是。因此，由于述谓质料而被称作普遍的形式，并不在卷七章十三的批判范围之内，因为质料是不可数的、不分离的和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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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似乎颇具吸引力的解释思路同样会遇到许多困难。首先，属和普遍形式的区分同卷七章四1030a13—14的观点相悖，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该处说：“只有在种的属中，才有恒是。”这句话说明，属是恒是的首要载体，因此也是第一本是。于是，属和形式的所谓的区分在这里被打破了。

其次，如果形式是不同于属的普遍，那么，举例而言，我们何以能够明确区分出苏格拉底的本是（本体）是什么呢？刘易斯（F. Lewis）承认这种区分是很困难的：“在现实中，当叙述一个给定的形式时，我们往往要指出与其相关联的种类来。例如，‘人的形式’、‘马的形式’，就被简略地称作‘人’（卷八章三1043b3—4）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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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科德（A.Code）说“人的定义就是对人是什么的描述，所以苏格拉底的定义就是对作为属的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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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他同样将苏格拉底的恒是和属的恒是等同起来了。

此外，还有最为重要的第三个反驳。形式述谓质料本身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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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从语言学角度讲的，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主谓项关系，而是一种形而上的主谓项关系。在上章我们曾论证说，以质料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是对本是性变化的隐喻式表达。在《解释篇》章七17a37—38处，亚里士多德的确将普遍定义为共同谓项。尽管对普遍的、语言学意义上的主谓项关系而言，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对形式—主谓项关系则不然。如果述谓质料的形式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谓项，那么它怎能凭此说明自己是普遍呢？对亚里士多德本人而言，共同谓项是“这一类”（toionde），但当形式述谓质料时，形式仍旧还是“这一个”（tode ti）：“凡是在这种地方［基质是‘这一个’，并且是诸属性的主体］，最终主体就是本是；如若不然，当谓项是形式和‘这一个’时，最终主体就是质料或质料的本是。”（《形而上学》卷九章七1049a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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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个”只能是特殊，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形式述谓质料这点而认为形式是普遍的。

另一方面，倘若我们承认，由于形式述谓质料，所以它是普遍的话，那么形式就是共同谓项和“这一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无法了解，这样一种形式如何能够躲过卷七章十三的批判：在卷七章十三中，普遍之所以不能是本是，就在于它是共同谓项，而本是则必须是“这一个”，而非“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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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由于形式述谓质料，所以它不是普遍；或者，由于形式是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所以它是共同谓项并且仍是卷七章十三批判的对象。只要我们坚持“这一类”/“这一个”的区分，所有使普遍形式免于卷七章十三的批判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事实上，那些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即便是一种普遍形式，也可以免受卷七章十三的批判的观念，都建立在下述假定之上，即卷七章十三的批判对象是柏拉图主义。我想在此说明，这一假定其实是错误的。

有许多文本证据可以说明，卷七章十三探讨的普遍并不是柏拉图的形相（理念）。在卷七章十四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从上述事实也可以明白，那些主张形相是本是、并且可以分离存在，同时主张形式由种加属差构成的人，会得到怎样的结论了。”（1039a24—26，斜体为作者所加）很明显，这句话针对的是柏拉图的形相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卷七章十三的论证也暗含着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和反驳。这也就是说，卷七章十三并不直接指向柏拉图。在卷八章一对卷七的所谓总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普遍和种与形相是相关的，基于同样的理论，它们也被认作是本是。”（1042a16—17）这句话说明卷七章十三的普遍并不是柏拉图的形相，尽管它们是紧密相关的。在几行之后的1042a22—24处，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必须在以后研究形相和数学对象；因为有人说这些东西存在于可感本是之外。”（斜体为作者所加）这一承诺——对柏拉图形相（理念）的研究——在《形而上学》卷八和卷十四中得到了兑现。于是，这进一步证明，当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三将普遍看作本是的候选者之一，而在卷七章十三中又推翻这点时，他所说的普遍并不是柏拉图的形相。由此，我认为，上述这些文本证据应当足够反驳人们普遍坚持的那种观点，即卷七章十三的对象是柏拉图的形相说。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单独来看柏拉图的任何一个形相，与之相对应的都是“这一个”（tode ti）或“特殊”（kath hekaston），而不是“这一类”（toi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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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卷七章十三的目标对象是“这一类”。

如果卷七章十三的直接目标不是柏拉图的形相，那么亚里士多德针对的到底是什么，批判的原因又何在？

事实上，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在两处发展了他自己的普遍是本是（本体）的理论，其中一处在《范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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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处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七至九。在《范畴篇》中，属和种的确被认作是与“这一类”（toionde）同义的“这种性质”（poion ti）。然而，卷七章十三的对象似乎不太可能是《范畴篇》，因为属和种在其中只是第二本是。它们由于对第一本是的本质述谓，并且对本是的是论（本体论）方面的依赖关系，才获得这一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卷七章十三批判的普遍是“最确切意义上的原因和原则”（1038b7）。卷七章十三的问题是，普遍是否可以成为第一本是。

此时，卷七章七至九便最有可能是卷七章十三的目标对象。事实上，它也恰好与该章的批判相契合。在卷七章十三中，被批判的普遍是“这一类”，而本是（本体）是“这一个”（1038b35—1039a2）；与之相应，在卷七章七至九中，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形式是“这一类”，而非“这一个”。在卷七章十三中，普遍不能是本是，因为它是共同的，而本是则是特殊的；与此对应的是，卷七章七至九里的形式被描述为不可分割的和归属于一类事物的。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总结说，卷七章十三对作为第一本是的普遍的批判，针对的是卷七章七至九的理论。由此，如果将卷七章十三的目的理解为对卷章七至九——此处认为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是“这一类”——所存问题的揭示的话，那么卷七章十三的存在便是颇具意义的。可以说，除了卷七章三中的“这一个”和定义的张力外，卷七章七至九和卷七章十三构成了《形而上学》卷七中关于“这一个”和“这一类”的“迷阵”（aporia）的另外一个方面。




Ⅷ　《形而上学》卷七的结局



卷七章十三认为，普遍不能是本是（本体），因为它述说许多主体。不过，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一物成为普遍的原因，就在于它述说许多主体。由此看来，普遍之所以受到批判，只是因其本性而致。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开始时探讨迷阵（aporia）的“这一类”（toionde）方面呢？在卷七章十三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


然而这一结论［普遍不是本是］包含着一个难题。如果因为普遍只能指示“这一类”，而不能指示“这一个”，所以本是不由普遍组成；并且如果本是不能够由现实的诸本是构成，那么所有本是都将是非组合的，甚至本是将不会有任何公式。然而，所有人都认为，在前面我们也曾说过，只有本是才能够有定义；可是现在看来，甚至连本是也不能有定义了。（1039a14—20）


上述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作为“这一类”的形式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因为本是应当是定义的对象，而定义必须是关于普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一种两难困境，事实上，这一困境是我们在定义本是的过程中产生的——或者说是从作为首要本是的“这一个”如何被定义这一困难中引发的——必然结果。我们有许多拒绝第一本是是普遍的理由，但是对普遍的否定又使我们进入了“这一个”和定义的张力之中。

由此，我们便完成了对《形而上学》卷七的迷阵的描述：（a）形式或者是“这一个”（卷七章三的工作），或者是“这一类”（卷七章七至九）；（b）形式不能是“这一个”，因为“这一个”不是定义的对象（卷七章四至六，章十至十二，章十五至十六）；（c）形式也不能是“这一类”，因为本是不是普遍（卷七章十三）。之前我们提过，《形而上学》卷三中列出的所有迷阵之一，就是第一原则是普遍还是特殊。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如果它们是普遍，就不当是本是；因为普遍的东西不是‘这一个’，而是‘这一类’，但本是却是‘这一个’……如果它们不是普遍，而是特殊，那它们就是不可知的，因为任何知识都是普遍的”（卷三章六1003a7—14）。通过对《形而上学》卷七的迷阵式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卷七其实是对《形而上学》卷三章六1003a5—17中首次提到的迷阵的全面展开。这两处的迷阵，都是建立在“这一类”和“这一个”的对立之上，并且都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一个”和定义的张力，二是“这一类”和本是的特殊性的张力。由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在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的论争上早有自己的立场，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他要探索的是，为何两种立场都具有哲学上的合理性。

那么，卷七的迷阵是否有一个解决方式呢？如果我们说得没错，卷七章十七的确是个新开始的话，卷七章十六就应当是卷七的事实上的结局章。卷七章十六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明显，普遍性名词不是本是，也不存在由本是构成的本是。”（1041a3—5）这个总结只说了本是不是什么，而没说本是是什么。

尽管卷七章十六没有明确指出迷阵的解决方式，但是有足够的线索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意欲何为。他似乎不愿意放弃卷七章三的工作，期望能在迷阵的“这一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他说，“总体而言，共同的东西不能是本是；因为本是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其他东西，只属于它的所有者，而这所有者原本就是本是”（1040b23—25；也可参见1040b17—19，b25—27）。这话其实重申了卷七章十三对“这一类”的批判。其次，与卷七章三的思路相一致，亚里士多德再次指出，本是必须是分离的：“如果形式的确是本是，那么从一方面来讲，那些主张形式可以分离存在的人是正确的；然而，当认为形式是伫立于多之上的一时，他们就错了。”（1040b27—30，这里的翻译经过了修改）如果一物的确是本是，那么分离性标准便必不可少。柏拉图的错误就在于，他的分离方式有问题。柏拉图的形相的所谓分离，是以“一伫立于多之上”的方式进行的。也正是由此，柏拉图困惑于形相的恒是问题（1040b30—36）。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则不同。它的分离是从定义角度而言的，因而可以避免既是普遍，又是特殊的困难，尽管一物——这是指在定义上是分离的事物——如何是“这一个”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而后，亚里士多德接着说：


即便没见过星星，我们也会想象在我们习知的东西之外，还有一类永恒的本是；同样，即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永恒的本是，但终归会有某种永恒本是存在。（1041a1—3）


我认为应当以如下方式理解亚里士多德这段话的含义。关于第一本是（本体）的本性问题，柏拉图主义者是错误的；至于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何以既是分离的，又是“这一个”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不过，就像我们虽然没见过星星，但还会相信在我们所知范围之外，一定有永恒本是存在一样，我们也会相信，一定有某种第一本是存在，即便对它们的解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

最后，我还想简要谈论一下《形而上学》卷十三章十。亚里士多德在此章中展现出了与卷七章十六同样的意图。他希望通过区分潜在知识和实际知识，在迷阵的“这一个”方面实现某种突破。这正如他所说：


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关于普遍的知识，从而事物的原则也必然是普遍的，而非分离的本是，事实上引发了我们上面提及的所有论点中的最大的难题。不过，虽然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真实的。像“知道”这个词一样，“知识”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潜能上，一是在现实上。潜能作为质料是普遍的和无规定的，涉及普遍和无规定的事物；现实则是确定的，相关于一个确定的对象，它作为“这一个”（tode ti），相关于“这一个”的问题。（1087a10—18）


卷十三章十的这一问题，与卷三章六1003a5—7相关联，但又涉及柏拉图主义者在内，所以显得更为复杂。“这一个”和定义间之所以有张力存在，就是因为在柏拉图的标准认识论中，定义和知识必然是关于普遍的。不过，在上面这段话里，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是在一种意义上，知识具有此项特性。潜在的知识是普遍的，而现实的知识则是特殊的；普遍知识针对普遍事物，特殊知识关涉特殊物（tode ti）。表面看来，卷十三章十和卷七章十三一样，都对那些认为形式必须是普遍——因为知识是关于普遍的——的人提出了重大挑战。评论家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探讨的肯定是特殊形式。
 

[101]



 弗雷德（M.Frede）和帕兹希（G.Patzig）提出，在卷十三章十中，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理解之所以有如此根本性的调整，就在于他受到了第一本是（即形式）必然是个别而非普遍这一论断的胁迫。
 

[102]



 可以想象的是，这又会引发更多的争议。一些评论者指出，上述文本并不清晰，所以不能被当作证据使用。
 

[103]



 另有一些人认为，这里的“这一个”（tode ti）并不指特殊形式。
 

[104]



 他们以亚里士多德在卷十三章十中提出的用于解释现实知识是“这一个”的例子为依据，指出这里的“这一个”并不是特殊形式。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例子包括“这种颜色”和“这个a”（1087a19—21），它们似乎都不像是形式或本是。

就卷十三章十在探讨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问题上具有的重要性而言，真正成问题的是，这章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特殊是现实知识的对象，而普遍仅仅是潜在知识的对象。这只是一个断言，却没有任何论证。乍看之下，这一观点似乎与知识的经典理论相冲突。正如罗斯（W.D.Ross）所说：“这种修正与他的通常观点——即现实知识是关于普遍的知识——相悖。《后分析篇》的观点不能在任何其他意义上被理解，而其他著作偶尔也会非常清晰地谈及此观点……它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切实组成部分，尽管可能会与其他部分相冲突。”
 

[105]



 奥尔布里顿（Albritton）也认为，卷十三章十的观点——知识不是关于普遍的——“需要进行辩护，因为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贯观点相悖”。
 

[106]



 一些评论者试图证明说，如果我们以如下方式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对特殊的认识是通过现实化关于普遍的（仅仅是潜在的）知识而获得的，那么其中就不存在什么冲突了。此时，关于普遍的知识是含蓄的，而关于特殊的知识则更为清晰。
 

[107]



 不过，在后者的理解中，普遍知识仍旧是在先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解决问题。我想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属，那么我们只能将其确定为人这一属中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仍旧是普遍的和不确定的，因为我们无法将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因此，要了解苏格拉底是谁，还需要进一步认清他的特殊形式，从而将其与他人相区分。于是，后面的一种知识使我们更确切地了解了谁是苏格拉底，所以也更具确定性。然而，即便这一立场能够赋予自身以意义，亚里士多德也应当将其与他的标准知识论——普遍知识并不依赖于特殊事例（《后分析篇》79a3—10；《形而上学》981a15—30；《尼各马可伦理学》1146b35—1147a3）——相关联。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用相反的立场——关于个别的知识预设了普遍知识的存在——纠正这一观点（《前分析篇》67b3—6；《后分析篇》71a17— 22）。在亚里士多德的标准知识论中，普遍知识并不是潜在的和不确定的。

《形而上学》卷十三章十并不足以解答卷七的迷阵。它太过概略，很难令人满意。任何以此为基础的解释都是争论重重。不过，这个文本仍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它认为对知识的传统理解是“最大的问题”，而它的提议——“这一个”（tode ti）是现实知识的对象——也清楚地表明，关于“这一个”（tode ti）和“这一类”（toionde）的迷阵，亚里士多德的意向是什么，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发展这一论点。






[1]

 许多评论家都强烈感受到这两类不同翻译——在《范畴篇》中将eidos翻译为“属”，而在《形而上学》里将之译为“形式”——给人们带来的困惑，所以他们更喜欢保留原词不做翻译（例如，J.Driscoll，1981）。不过，赛克斯（R.Sykes）认为，eidos应当始终被翻译为“形式”，在《范畴篇》中也不能例外（1975，pp.312，314）。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也使用过eidos一词，并且将其与idea做互换使用（这两个词都有同样的词源，意指“看”）。然而，不同的是，在柏拉图那里，eidos与可感世界相互对立，亚里士多德却认为eidos与质料相关联。





[2]

 例如，W.D.Ross，1924；G.E.L.Owen，1986，p.160；M.J.Woods，1967，pp.237—238；1974—1975，p.168；M.Furth，1978，pp.50，193；D.Graham，1987，p.61。





[3]

 这是经过修改的翻译。参见注35。





[4]

 参见J.Driscoll，1981；A.Code，1984；1984b，p.118；M.Loux，1979，1991；F.Lewis，1984b，1991。尽管这些评论家都承认有一个普遍的形式，但是他们对这个形式的特征的概括各有不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一点。





[5]

 参见W.Sellars，1957；E.Harter，1975；E.Hartman，1977，pp.57—87；M. Frede，1985；M.Frede和G.Patzig，1988；T.H.Irwin，1988；C.Witt，1989；J. Whiting，1991。关于特殊形式有何特征，不同学者持不同观点。事实上，人们早已注意到，在许多文本中，形式都被看作是特殊的。例如，《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五1071a27—30处提出：“同属的东西之所以原因各异，并不在于属的不同，而是由于个体之于个体（kath hekasta）的差异。你的质料、形式和动力因与我的相异，但你我的普遍定义相同。”不过，这类章节往往都被忽视了。例如，罗斯（W.D.Ross）就上述这段评论说：“它只是偶然现象，无须刻意强调。”（1924，i.cxix）实际上，正是由于塞拉斯（Sellars）和奥尔布里顿（Albritton）在1957年《哲学杂志》中就亚里士多德的本是和形式问题展开讨论，才使得特殊—形式的解释问题受到关注。





[6]

 J.Owens，1963，pp.374，392等。





[7]

 R.Sykes，1975；E.Halper，1989，pp.242—244。这一观点是通过排除法得出的，并没有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做支撑。事实上，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正是因为同时将形相看作普遍和特殊，才陷入了第三人悖论，而《形而上学》卷七的任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恰恰是要避开这一悖论。





[8]

 A.Code，1984。





[9]

 在上章的注5中，我曾经提到，tode ti和toionde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方式。





[10]

 H.Cherniss，1944，p.340。





[11]

 《后分析篇》卷一章十七81a28—b9，卷一章二十四86a5—7，卷一章三十一87b28—29；《论灵魂》卷二章五417b22—23；《物理学》卷七章三247b4—7；《形而上学》卷三章四999a24—b3，卷三章六1003a13—15，卷七章十一1036a28—29，卷十一章八1065b19—21，卷十三章九1086b5—6，pp.32—37；《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章五1140b31—32，卷十章九1180b15—16；《修辞学》卷一章二1356b31—32。参见W.D. Ross，1924，i.cix，ii.466。





[12]

 《形而上学》卷七章十1036a2—8，卷七章十五1039b26以下；也可参见卷七章四1030a2—16，卷七章十一1036b28—29。





[13]

 W.D.Ross，1924，ii.159—160。





[14]

 G.E.L.Owen，1978—1979。





[15]

 A.Code，1984，p.7。





[16]

 A.Code，1984，p.19。





[17]

 里夫（C.D.C.Reeve）注意到了这一尴尬情况，并且做出如下描述：“因为在是论（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本是，必须是特殊的。但是作为本是它们又必须具备认识论方面的首要性。”（2000，p.17）不过，里夫这段话并不仅仅针对《形而上学》卷七。他认为这一尴尬情状是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的核心，“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消除上述这种尴尬”。（同上，p.ⅹⅲ页）





[18]

 M.L.Gill，1989，pp.83，86—87。





[19]

 D.Bostock，1994，p.23。





[20]

 D.Morrison，1985a，p.157。





[21]

 E.S.Haring，1956，p.319。





[22]

 罗蒂（R.Rorty）提出以下标准：（a）可确定性，（b）自立性（1973，pp.395—397）；爱尔文（T.H.Irwin）的则包括主体标准和恒是标准（1988）；哈尔珀（E.Halper）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中最为重要的标准是合一性”（1989，p.38）。





[23]

 “有两件东西都应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法和普遍定义，这两者被认作是科学的出发点。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使普遍或定义单独存在；倒是他的后继者，使它们分离存在，并且将其命名为形相。”（《形而上学》卷十三章四1078b30—32）





[24]

 亚里士多德曾在多处提及柏拉图将形相看作特殊的做法，具体可见《形而上学》卷三章二997b12；卷七章十四1039a31—32；卷七章十五1040a8—9；也可参见卷一章九990a34—b8；卷七章十六1040b32—34。





[25]

 不过，在《巴门尼德篇》的最初版本中，柏拉图不是以“人”为例，而是以“大”为例；所以严格说来，这应当是第三“大”悖论而不是第三人悖论。





[26]

 G.E.L.Owen，1965，p.135。





[27]

 G.E.L.Owen，1965，135。





[28]

 例如，J.C.Dybikowski，1972，p.446；J.Kung，1981；G.Fine，1982。





[29]

 由于欧文认为tode ti—toionde的二分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早期论断，所以他坚信主谓项关系理论——这一理论至少部分地出现在卷七章六中——才是亚里士多德的后期结论。尽管许多评论家否认欧文关于tode ti—toionde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形而上学》卷七和TMA的关系，而是转向批判欧文关于后期诊断的理论，并且就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项关系理论提出新的理解（参见G.Fine，1982；A.Code，1984b；F.Lewis，1984b）。





[30]

 M.Furth，1988，p.156。





[31]

 G.Fine，1982，p.19。





[32]

 A.Code，1984b，p.105。





[33]

 A.Code，1984b，p.110。





[34]

 这里的翻译作了修改。《牛津修订版》将hen epI pollōn翻译为“多中之一”。





[35]

 W.Sellars，1957，p.696；W.Charlton，1970，p.246；M.Frede，1987，p.75以下；M.Frede和G.Patzig，1988，i.14，pp.32，52；T.H.Irwin，1988，p.213，注34，p.570；J.Whiting，1986，p.373，注2。也可参见W.D.Ross，1924，i.248—248；ii.159—160。





[36]

 《牛津修订版》也不例外。即便在对同一段落的翻译中，它也将两词作交替使用。例如，在《形而上学》卷十三章九1086a34处，它将kath hekaston翻译为“个体”，但同样一个词在1086b1和1086b5处却被译作“特殊”。为了避免混淆，在我引用的文本中，凡是出现kath hekaston的地方，我都译为“特殊”。





[37]

 不同于传统中将个体性看作不可分割性的观点，格拉切（J.J.E.Gracia）另辟蹊径，通过详细分析个体性概念和它囊括的哲学问题，指出“不可分割的”和“个体的”应当有所区分。他由此为“个体性”发展出一种专门称谓，即“非例证性（non-instantiability）”，此时不可分割性对他而言就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1988，尤可参见第一章“‘个体’的张力”）。格拉切在这里做出的不可分割性和个体性的区分，事实上就是亚里士多德的atomon和kath hekaston的区分。因此，格拉切发展的个体概念与我的“特殊”一词应当具有相同含义。





[38]

 J.A.Smith，1921，p.19。





[39]

 更多关于语形论的有效探讨，可参见J.Owens，1963，p.389；T.H.Irwin，1988，p.538；D.Graham，1987，pp.236—239。





[40]

 爱尔文（T.H.Irwin）和范恩（G.Fine）将poion ti译为“一类事物”（1995，p.8，注29）。





[41]

 参见《论题篇》卷一章七103a6—39。





[42]

 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三1038b15—16；1039a1。





[43]

 参见《形而上学》卷七章八1033a21—22，1033b21—24；卷七章十一1037a2；卷七章十三1039a1，1039a16；卷七章十四1039a30—32；等等。





[44]

 《形而上学》卷七章一1028a12，1028a27；卷三章六1003a12，1003a14。





[45]

 例如，里夫（C.D.C.Reeve）评论说：“因为当亚里士多德说某物是‘这一个’（tode ti）时，他或许是说该物是个体而非特殊。两者最为关键的区别如下。一个个体，例如一个最终的属差，它在数量上为一，这也就是说，一旦被完全确定，它就不能被再区分。而那些可重复和可定义的，就是普遍。与个体不同，特殊是kath hekaston，它可以是某个个体的特殊范例。”（2000，p.99）





[46]

 M.L.Gill，1989，p.33。





[47]

 W.D.Ross，1924，i.310；M.Loux，1979，pp.13—14；J.Kung，1981，注6；M.Furth，1988，pp.241—242。





[48]

 G .Fine，1984，pp.23—47；1985，pp.159—165；D . Morrison，1985a，pp.125—157；1985b，pp.167—173。





[49]

 对下述观点的讨论，即柏拉图的分离性是“一种完全的和绝对的隔离”，参见J.D.Mabbott，1926。





[50]

 《形而上学》卷一章九991a12—13，卷十三章五1079b17—18。





[51]

 G.Vlastos，1987，pp.187—196。





[52]

 这里的翻译做了改动。《牛津修订版》翻译为“独立地”。不过chōriston也可以译作“可分离的”。关于“分离”的译法为何较“可分离的”更合适，可参见D.Morrison，1985c。





[53]

 《物理学》卷二章一193b4；《论灵魂》卷一章一403b10，卷二章二413b14，卷三章四429a12，卷三章九432a20，卷三章十433b25；《论生灭》卷一章五320b25；《形而上学》卷七章一1025b28，卷七章五1030b25；卷八章一1042a29。





[54]

 可参见W.D.Ross，1924，ii.226；D.Graham，1987，p.263；D.Morrison，1985a，p.153。





[55]

 可参见《形而上学》卷七章十1035a25—26，卷七章十七1037a27。在许多文本中，特殊物甚至不能是定义的对象。参见《形而上学》卷七章十1035b35以下，卷七章十五1039b28以下。





[56]

 《物理学》卷五章二226a21—23针对该词解释说：“当事物都处于同一地点时，我称为处所上的相聚；当它们分处于不同地点时，我就称作分离。”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十一章十二1068b26。





[57]

 《形而上学》卷十四章五1092a18—19。





[58]

 《论灵魂》卷二章二413b14—15，卷三章四429a11—12，卷三章九432a20；《论生灭》卷一章五320b24。也可参见《形而上学》卷五章六1016b2—3，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时间、处所和公式上的分离。





[59]

 这一思路首先由罗斯（W.D.Ross）（1924，i.xcv）提出，后又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不过，罗斯本人并不认为他自己的评论是非常可靠的。因此，他在别处评论说：“这不过是种偶然状况，无需加以强调。”（同上，cxix）





[60]

 T.H.Irwin，1988，p.561。





[61]

 G.E.L.Owen，1965，p.137。不过，在同一页的注49里，欧文意识到他的解释同《形而上学》卷七的后面部分不相一致。于是，他说：“至于它在后面的章节中能存留多少，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62]

 伍兹（M.J.Woods）认为“苏格拉底是人”是一个同一命题，不过他说，当人们说“苏格拉底是人”时，择取的通常是出现在特殊质料中的形式，并且“苏格拉底的恒是不过是作为形式的人”（1974—1975，p.177）。科德（A.Code）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在“苏格拉底是人”这个表达中，我们摘取的不是形式，而是质料性的特殊。一个质料复合体并不与谓项相同一，它只能在派生意义上被看作主体。另外，形式也不是对这些特殊物的恒是述谓。“人”述谓苏格拉底或者卡利亚不过是个偶然现象，并不具有本质意义。因此，科德赞同欧文的观点，认为“苏格拉底是人”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本质主谓项关系（A.Code，1984b，p.112）。





[63]

 E.Hartman，1977，p.63；G.Fine，1982，p.27；S.Marc Cohen，1978；T.H. Irwin，1988，pp.217—219。





[64]

 某些持普遍形式说的人认为，1035b30处那“被当作普遍的”东西是仅就质料来说的，因为形式总是普遍的（参见W.D.Ross，1924，i.ci；C—h Chen，1964，p.49）。不过，1037a6明确说形式和质料“都被看作是普遍的”。





[65]

 卷七章十一1036a17—18，翻译已作修改。





[66]

 柏拉图主义者们或许会针对第一个质疑反驳说，尽管每一个要素单独来看可以属于许多主体，但是将它们放在一起后，所指的就是那个正在谈论的形相了。对此亚里士多德会说：“我们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它们也属于许多要素。例如，两足动物既属于动物也属于两足。”（1040a15—17）事实上，这个回答有些模棱两可。正如《〈形而上学〉卷七注解》在分析此段时所说的（M.F.Burnyeat等编，1979），如果“两足动物”（TFA）是一个整体的定义的话，那么为什么TFA既要述谓A（动物）又要述谓TF（两足的）呢？





[67]

 卷七章十五1039b25—26处说：“作为房屋而是（存在）（tooikiA einai）是不能生成的，只有作为这个房屋而是（存在）（totēde tēoikia）才能生成。”这句话似乎认为一个房屋有两种恒是：一是为所有房屋所共有的房屋的属，二是为特殊的房屋所独有的恒是。然而，一些评论者就此解释提出反驳说，作为这个房屋而是（存在）指的应当是一个具体房屋，而不是一个特殊形式（例如，R.Albritton，1957，p.703）。可是，如果从语法形式上看，既然该词是作为与格而非主格出现，那么说它指称的是这个房屋的恒是似乎更合理些。





[68]

 W.D.Ross，1924，ii.181；J.Owens，1963，p.359；M.F.Burnyeat，1979，p.54；S.Mansion，1971；M.Furth，1988；D.M.Balme，1987，p.301；M.Frede和G.Patzig，1988，i.31—33，ii.217—218；M.L.Gill，1989，p.111；E.Halper，1989，pp.89—90；M.Loux，1991，p.110；D.Bostock，1994，p.119。





[69]

 正如洛克斯（M.Loux）所说：“只是在这章［卷七章八］中，形式被看作是普遍的……‘toionde’一词的使用意味着普遍形式的存在。”（1991，p.129，注28）





[70]

 在《牛津修订版》中，schēmA toionde被翻译为“such and such A figure”。相应地，“这一类”（toionde）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指示代词。不过，在1033b23处，亚里士多德将“这一个”（toionde）看作是形式的标志，还将其与特殊物作对照。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1034a5—6处。





[71]

 我的理解得到了盖尔（M.L.Gill）的支持。（1989，pp.120—121）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依之生成的东西”是“动力因”，而“生成的东西（ti）”应当是“形式”（例如，M.Frede和G.Patzig，1988，i.106，108；R.Heinaman，1979，p.252）。然而，这种理解与各类文本证据和生成过程的分析并不一致。说形式是生成物，似乎与卷七章七至九的核心论题——形式不是生成的——直接相悖。这种解释可能来自于卷十二章三，因为在那里“生成的东西（ti）”的确与形式相同一，而hupotinos也指动力因（1070a2—3）。不过，我认为，我们不能将卷十二章一至五带入到卷七章七至九中进行理解。这两处文本是非常不同的。在卷七章七至九中，形式是“这一类”（toionde），它在事物的生成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而在卷十二里，形式明显被看作“这一个”（tode ti），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特殊而存在（1071a28）。因此，在卷十二中，普遍形式在生成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是在类比意义上看，共同原则或原因才得到承认（1071a23）。另外，在卷七章七至九中，作为“这一类”的形式是先在于它的产品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形式即“球形”引入到铜，或者“人”引入到这个肌肉和骨骼中之后，这个铜球或者一个人，如苏格拉底，才可以产生。与此不同，在卷十二中，特殊形式与产品是同在的（1070a22—24）。亚里士多德甚至在此质疑说，是否有种形式在特殊物消亡之后还能继续存在（1070a24—25）。在卷七章七至九中，亚里士多德反复确认说，生成就是形式被引入质料，一个具体特殊物由此产生的过程。这里暗中预设了另一者的存在，如人工生成过程中的工匠，使苏格拉底得以产生的苏格拉底的父亲。不过，亚里士多德并不强调这点，他似乎对这另一者并不感兴趣。在这部分文本里，即便质料和缺失的区分模糊不清甚至被泯灭，也是不值一提的事情。这就与卷十二章二1069b32—34完全不同：在那里，生成过程的三要素包括了质料、缺失和形式，而后两者又是一对相反词项。





[72]

 M.Furth，1988，p.24。





[73]

 G.Reale，1968，i.600。





[74]

 M.Ferejohn，1991，p.291，注2。





[75]

 G.E.L.Owen，1978—1979，p.16。





[76]

 不幸的是，这种混淆在欧文的许多追随者那里都出现了。参见J.Kung，1978，p.146；M.L.Gill，1989，pp.84—85；E.Halper，1989，p.92；D.Bostock，1994，p.132。不过，安斯康姆（E.Anscombe）似乎注意到这一区分，她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不能够很好的胜任本是（ousia），因为作为分离存在和作为‘这个某物’（tode ti）存在是本是所独有的；……现在‘这个质料’［hēde hulē］是tode，而非ti。”（1979，p.90）





[77]

 如果我们追随格拉切（J.J.E.Gracia）的观点，将个体性这一专门概念理解为非例证性的，并且在个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之间作出区分，那么这类混淆就可以得到避免（1988，pp.29—33）。值得一提的是，格拉切在个体性（“使个体成为个体的东西”）和个体化（“某物成为个体的过程”）之间也作了区分（1988，pp.4—5）。事实上，正是以此为据，我才在这里使用“特殊性”而非“特殊化”一词，因为亚里士多德探讨的似乎是使特殊物成为特殊物的那个东西。至于一物成为特殊物的过程，则需要形式和质料的共同参与。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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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F.Lewis，1991，187。





[95]

 A.Code，1984b，112；洛克斯（M.Loux）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一个给定的属的所有成员共有的东西，就是第一ousia。”（1991，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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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是的潜能与现实



前面的章节是探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七中关于“依凭自身之是”的理论。我们看到，在这一理论中，质料/形式并没有与潜能/现实相关联。现在，让我们转向卷八和卷九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也就是说，在与潜能/现实的关联中，考察质料/形式问题。

当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将《形而上学》卷七至卷九划分为两个部分时，我们提出，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卷八的“潜能/现实之是”不再是《形而上学》卷七的核心部分的一个补充，而成为有其自身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独立理论。在第一章中，我们曾经论证说，《形而上学》卷九章三对麦加拉学派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证明，来表示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独立研究是有必要的。那么，这种独立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给我们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尽管亚里士多德说要研究本是性（本体性）的潜能和现实，可是我们很难将这两卷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和系统化的探究。卷八和卷九的很多章节都是一些松散的文本，并且有些段落基本就是一些独立的评论。这很容易就给我们以如下印象，即这两卷根本就不是独立的部分，它们只是《形而上学》卷七的补充。事实上，这种印象早已遍布各处。

在本章我试图说明，尽管在这两卷中和两卷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但它们还是有一个共同主题的。当《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开拓了对本是（本体）的新探索时，它的主要问题是：“为何这些质料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本是？”换句话说，为什么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本是是一？当亚里士多德将特殊物区分为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后，他一方面的任务是要指出这些组成部分中的哪一个更为基本，并且是第一本是，但另一方面还需要解释，既然本是是统一体的范型，而非事物的短暂的或堆积组合的结果，那么它的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是怎样统合为一的。我们曾论证说，卷七章十七引入了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因此，我试图在本章说明，卷八和卷九对本是的“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目的，就是解决合一的问题。卷八和卷九展示了本是性的潜能和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关联关系。其一将潜能和现实看作是用于解释本是性变化的相互承继的阶段；其二则将两者看作是有生命物同时具有的两个方面，以此来解释它的功能。尽管要充分解释这两种关联，我们还需要考察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观点，但其主要思想在《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中都有所体现。由此，本是的合一性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回答：一是通过阐述一个自然本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统一体；一是说明一个本是如何成为功能性的统一体。我们将看到，这所有的回答在卷八章六对统一体的分析中都有所表现。这样看来，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思路，与“依凭自身之是”的进路完全不同。在卷七中，“依凭自身之是”的进路的主要工作，是将形式、质料和复合体区分开来，并且确定谁更根本；与此不同，“潜能/现实之是”的进路则要确定质料和形式在一个有机本是中是怎样关联在一起的问题。

除了考察本是性的合一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也为第一推动者的理论铺平了道路。我们将在下一章说明这一理论。




Ⅰ　运动（kinēsis）和现实（energeia）



在卷九章六的后面部分（1048b19—34），亚里士多德在kinēsis（“运动”）和energeia（“现实”）之间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在不同环境中，亚里士多德利用它可以达成不同的目的。目前我感兴趣的是，在对本是性（本体性）的潜能和现实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引入这一区分？在详细探讨此问题之前，鉴于这一区分具有的影响力，我们有必要将区分的过程做一详细的引述：


所有的有界限的行为（tōn praxeōn），没有一个是目的，但却相联于某一目的。例如减肥，在减肥的过程中，所涉及的那些东西自身也处在这样的kinēsis（运动）中，而不是kinēsis所要达到的东西。这就不是行为，至少不是完满的行为（因为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有那些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才是行为。例如，在看时就已经看到，在理解时就已经理解，在思考时就已经思考。不过，如果说在学习时就已经学到，在治疗时就已经治愈，那就是错的了。我们生活过得好同时也是已经很好地在生活，我们享受快乐时同时也就是已经快乐了。如若不然，这个过程就会时而中止，例如减肥。但现存之事物并不中止，我们活着并且已经活过。



在上述这两种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其一称为kinēseis（运动），另一为energeias（现实）。每一个kinēsis都是不完满的，例如减肥、学习、走路和建筑。它们都是运动，是不完满的。走路并不同时已经走到了，建筑并不同时建好了，生成也不是已经生成了——被运动和被运动完，运动和运动完并不相同。不过，看和看到、思考和已经思考就是同一回事。我将后面的这类过程称为energeia，而称前者为kinēsis。（1048b18—34）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某些行为与进一步的目的相关联，并且存在于达成它们尚未取得的目的的过程中。这类行为因此是不完满的（atelēs）。换句话说，它们自身并不包含它们所趋向的终点。此类性质的行为被称作kinēsis（运动）；
 

[1]



 建筑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筑的目的是建筑物的呈现，但建筑物却并不隐含于建筑行为本身之中。建筑行为通常都是被那个目的定义的。与此相对立，有些行为的目的包含在它自身之内。这种性质的行为，其过程本身亦是目的。它是运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完成。它活动的每一刻同时又都是活动的完成。亚里士多德称此类行为为energeia（现实）。“看”就是一个例子。
 

[2]



 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看到了。简单地说，如果一种行为并不包含目的，它就是kinēsis，但如果它自身包含着目的，它就是energeia。Kinēsis有一个外在目的；而energeia的目的是内在的，每一时刻都是其目的的实现。

Kinēsis/energeia的区分引发了许多争论，既包括翻译上的，也包括解释方面的。就翻译来说，这两个词汇中的任何一个都有着非常不同的指称范围。《牛津修订版》用“movement”翻译kinēsis，用“actuality”指energeia。爱尔文（Irwin）和范恩（Fine）将kinēsis译作“process”，而将energeia翻译成“activity”。《牛津修订版》的问题在于，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kinēsis”（运动）并不是某种意义上的energeia（现实）。但事实并非如此。Kinēsis也意味着它所具有的某种潜能的实现，例如建筑就是建筑能力（潜能）的实现。事实上，我们更应当以如下方式看待两者的区分，即kinēsis的现实是为另外目的服务的，而energeia的现实本身就包含着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kinēsis也被看作是一种energeia，但却是不完满的。”
 

[3]



 爱尔文（Irwin）和范恩（Fine）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使人认为，energeia并没有过程存在。这也是错误的。energeia（现实）是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目的于其中，因此不同于“kinēsis”（运动）的过程。这里的困惑就在于，亚里士多德经常以狭义和广义的两种不同方式来使用energeia。从狭义上看，energeia不同于kinēsis，而广义的energeia则既包含狭义的energeia，也包括kinēsis。既然我们已经用“现实”来指广义上的energeia，那么，为了清晰起见，我将保留狭义的energeia和与之对立的kinēsis不做翻译。

为了进一步澄清两者的差别，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动词的现在时和完成时的语法区分。就kinēsis来说，我们不能将现在时和完成时相关联。例如，“在建筑”和“已经建好”、“学习”和“已经学会”、“正在被治疗”和“已经被治愈”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与此相反，就energeia而言，动词的现在时和完成时可以结合在一起。譬如，“看”的同时就“已经看到”，“思考”的同时就“已经思考了”，“在理解”的同时也“已经理解到”。这也就是说，在energeia中，Xing =Xed，而kinēsis却并非如此。赖尔（G.Ryle）针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种分析方式说，这种区分意味着，诸如看、听这类感性活动既不是过程，也不是某种状态，它们并不代表可以在任何时间继续的事情。因此，kinēsis/energeia的区分实际上与动作动词的特征是相关联的。

①


 赖尔的这种解释使上述区分成为语言分析方面的热门话题。许多评论者由此开始探寻，亚里士多德对现在时态和完成时态的应用具有怎样的力量，以及kinēsis/energia的区分在何种程度上等同于动词形式的区分，以至于此区分能够成为语言分析的话题。不过，对这一区分的语言学解读，也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

②


 事实上，在我看来，语言学标准的使用，只是想要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行为是否包含目的于自身之内。

对kinēsis/energeia区分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由考斯曼（L.A.Kosman）提出。他认为这种区分与亚里士多德的本是（本体）和“是”（存在）理论息息相关。考斯曼说：


通过提出以下观点，即kinēsis和energeia的区分为亚里士多德理解ontology、而不仅仅是以前所说的ousiology提供了一把钥匙。我想说明的是：只有清楚了卷九对kinēsis/energeia区分的描述，我们才能够理解卷七章一的承诺（这承诺其实就是卷四的承诺），即对ousia的理解将会帮助我们理解这类“是”作为“是”。
 

[4]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考斯曼是想通过以下推理过程来达成他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九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潜能/现实关系：其一是潜能之于运动，其二是质料之于本是（卷九章六1048a36—b8）。亚里士多德接着说，前一种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有后面一种，即本是性的潜能和现实，才是分析的焦点。
 

[5]



 考斯曼认为，kinesis是与前一种关联相对应的，而energeia则与后一种相关。
 

[6]



 可惜，考斯曼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kinēsis/energeia的区分是在行为（tōn praxeōn，1048b19）
 

[7]



 内部，因而不应当与下述区分——与运动相关的现实和与本是相关的现实的区分——相混淆。作为kinēsis和energeia的例子，“建筑”、“看”、“理解”和“思考”都是一个本是所拥有的能力的实施。

如果真的要将潜能/现实的两类基本关系——其一是潜能之于运动，其二是质料之于本是——考虑在内，那么我认为，kinēsis/energeia的区分也只能从属于“潜能之于运动”这一层。换句话说，从“潜能之于运动”角度理解的潜能/现实关系，又可以分做两种：第一，潜能在运动中实现，而此运动并不包含目的于自身之内（这也就是kinēsis）；第二，潜能用于实现自身的运动包含着某种目的（这就是energeia）。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潜能之于运动”的关系中，潜能的意义并不重要。不过，由于kinēsis/energeia区分的存在，我们发现，即便是在潜能的这种并不重要的意义里，也应当有进一步的区分。Kinēsis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建筑”，而energeia的主要例证则是“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建筑的能力”和“视力”都是潜能，但它们并不相同。他如此描述建筑型的潜能和视力型的潜能之间的区分：


在一些情况下，运用本身就是最终的东西，例如在视觉中观看就是最终的东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东西生成；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某种东西生成，例如建筑术就产生了建筑工作和房子。在前一个例子中，行动就是最终的东西，而在后者中，行动只不过比潜能更接近于是最终的东西。这是因为，房屋的建筑活动就在被建筑的房屋之中，它与房屋同时生成，同时“是”。（卷九章八1050a23—29）
 

[8]






建筑能力必须运用于某种恰当的质料之上（例如砖，石），并且最终将它们变为某种产品。换句话说，能力的践行将会产生某种产品，而不仅仅是它自身。与此相反，视力或者说看的能力，并不会影响一个对象并使其变为另外一个。它仅仅是眼睛的一种功能而已。它的实现就是这种功能的运用。看本身就是潜能的全部现实，它并不需要带来任何其他的东西。因此，建筑型的潜能要求某种产品，而视力型的潜能在其自身的功能中便得以实现。

此外，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形而上学》卷九中有一种与运动相关的并不重要的现实，但是鉴于kinēsis/energeia（运动/现实）的区分，他还是将与运动相关的现实区分为两类，分别对应于上面两类与运动相关的潜能。我们可以从下述段落中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区分：


凡其运用以产生另一事物为结果的潜能，现实就在生产出的东西中。例如，建筑活动在被建筑的房屋中，纺织活动在被纺织的东西中，其它东西也是同样；总之，运动在被运动的东西中。不过，如果除现实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产生，那么现实就存在于主体之中，例如看的行为在观看者中，思辨就在思辨者中，生命就在灵魂中（幸福也同样在灵魂中，因为它也是一种生命）。（1050a30—b1）


建筑能力的实现，可以在建筑物中被寻到；而视力的实现则在观看者自身之中。

上述分析说明，一共存在两种非本是性的潜能/现实关系： （a）非本是性kinēsis。建筑能力作用于一个对象，而此能力的实现就是建筑的行为。建筑是一种导致其他结果（即一个房屋）产生的行为。我们不能说建筑和“已经建好”是同一回事。所以建筑是建筑能力的实现。（b）非本是性energeia。视力是一种潜能，它的实现就是这种能力（即“看”）的应用，而不是朝向终点——此终点以获得其他结果为目的——的过程。看是活动也是结果。看在同时就已经“看到”，它是视力的实现，也是某种现实。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形而上学》卷九的目的是要考察本是性（本体性）的潜能和现实。而kinēsis/energeia区分现在看来是一种非本是性的潜能/现实，它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最为重要的一种联系。那么，这种区分与亚里士多德想要澄清的本是性的潜能和现实有何关联呢？

我认为，kinēsis/energeia区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本是性潜能和现实的一条线索。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潜能和现实的关系是通过类比得以把握的（卷九章六1048a36）。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以类比的方式从各种例子中获得对潜能/现实关联的认识，还可以类比地看待非本是性的潜能/现实和本是性的潜能/现实。
 

[9]





于是，依此思路，我做出如下假设。亚里士多德将各种类型的潜能/现实关系归结为两种，即“潜能之于运动”和“质料之于本是”（1048a36—b8）。既然“潜能之于运动”的关系可以再分为两类，那么类似地，“质料之于本是”的关系也应当可以分做两种：一是“本是性的kinēsis”，此时潜能的直接实现并不是最终目的，它还有更进一步的目的需要达成；二是“本是性的energeia”，此时目的就包含在现实自身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本是性潜能和现实的再区分，其实就蕴含在《形而上学》卷九的开篇词中。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再次提及他对“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我们注意到，当亚里士多德描述“潜能/现实之是”时，他说，这种是“可以从潜能、现实（entelecheia）和功能（ergon）的角度被述说”（1045b34—35）。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提示，它说明“潜能/现实之是”有两个分支：一是从潜能和现实角度看，另一是从功能角度看。其中，前者对应于本是性的kinēsis，后者对应于本是性的energeia。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将利用上述区分，重建亚里士多德关于本是性（本体性）潜能和现实的理论。为了避免使用太多斜体字，我把本是性的kinēsis称为“本是性的生成”，而称本是性的energeia为“本是性的活动”。我们将会看到，kinēsis和本是性生成之间的类比式推论并不如此直接，而energeia与本是性活动的关系则相对直接些。不过，仍有迹象表明，当亚里士多德探讨两种本是性的潜能和现实时，考虑到了kinēsis/energeia的区分。




Ⅱ　本是性生成



《形而上学》卷九章七对下述问题表示关心：“我们必须分辨，一物何时是潜在存在，何时又不是；因为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如此。”（1048b36—1049a1）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变化的主体的质料总是潜在的，且它的本性“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五1039b29）。每一个事物最终都由要素构成，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基本要素潜在地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潜在太遥远且笼统，我们很难从中获取什么信息。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在这里的问题是关于本是性（本体性）生成的，此过程将导向一个具体本是（本体）的最终生成。亚里士多德试图确定，在本是性生成的哪一个阶段，对确定目的或现实而言的确定潜能开始出现，而我们也由此可以说，最终目的已经潜在存在了。换句话说，他显然是想明确那个相对于确定现实而言的确定潜能，即在运动定义中所说的“这类潜能”（《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1—12）。

亚里士多德以“人”为例来阐明这一问题：“土果然潜在地是人么？当然不是，但或许在它成为种子时可以这样说；也许还不能这样说。”（卷九章七1048b36—1049a3）在几行之后，他继续这个例子：“例如，种子还不能潜在地是人，因为它还要在其他事物中经历一番变化。但是，如果通过自身的动力因，它已经具有了如此如此的属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它就潜在地是个人了。不过，在前面的情况下，它还需要其他的动变原则。”（1049a14—17）这番论述与我们今天在关于堕胎的争论中涉及的胎儿的状态相关联。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兴趣是在形而上学，但是他也想确定，在哪个阶段，我们可以说一个潜在的人出现了。他排除了土、种子是人的情况，却没有说胎儿是不是，便就此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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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为本是性潜能规定了“是论”（本体论）上的条件：“如果通过自身的动力因，它已经具有了如此如此的属性”，并且在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不再需要其他原则的话，那么A潜在地是B。既然内在的动力因是自然（《物理学》卷二章一192b15，b22—23，b33），那么这就等于说，某物的真正潜能是从它自己自然地出现开始的。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八的一开始，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将潜能和自然的专门意义相等同：


所谓潜能，并不像规定的那样，只是在他物中或作为他物的自身中的变化的原则，它还指从一般上说的运动和静止的全部原则。自然和潜能也同属于一个种；因为它是运动的本原，不过不是在他物中，而是在作为他物的自身里。（1049b5—10，斜体为作者所加）


据此说法，本是性变化中的本是性潜能和现实问题，同时也就是自然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机体的自然起源于受精活动。“所谓繁殖，意味着一个包含有特定潜能的种子的存在。”（《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一645b23）精液承载着形式，即那种最终将发展成为某种有机体，但目前仍旧潜在存在的东西。

此时，《论动物生成》卷二章三736a31—b15对有机体的生长的讨论，可以启发我们对本是性生成中的潜能/现实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在开始时，我们有精液和胚胎，此时灵魂（也就是形式，即那种使每一个有机体成为有机体的东西）已经存在，尽管只是以潜在的方式。“因为没有任何躯体可以维系一种没有灵魂或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生命的胚胎（原因在于动物的精液和胚胎都有类似于植物那样的生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生殖的东西。”（736a32—35）并且，“很显然，精液和胚胎在尚未分离时一定被看作是具有潜在意义上、而非现实意义上的营养灵魂的东西”（736b9—10）。由于受精活动，灵魂已经存在。

从精液和胚胎阶段开始，潜在的灵魂经历了一系列发展，从营养灵魂发育为感觉灵魂：“显然，它们已经具有营养灵魂……随着不断发育，它们也获得了感觉灵魂，动物由此成为动物。”（736a35—b2，参见736b12—15）最后，潜在灵魂显示出它所从属的那个属的特征。正是在这里，它走到了发育的终点，最终成为现实，而其自然也完全显露出来：“目的是发育的最后完成，每一个个体的特有属性都是其生成的目的。”（736b2—4）这里的“特有属性”（idion），或者是指一个事物的必要但并非本质的属性，或者就是一个事物的恒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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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人们争论的是实现的问题，那么上述引文中的“特有属性”就应当是指恒是，也就是说，生命已经获得了使其自身成为属的一员的本质特征。成熟的有机体就是生长过程“所为的那个东西”（《物理学》卷二章二194a27；《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一641b24）。

上述讨论说明，当本是（本体）的潜在形式出现时，潜在本是也就出现了。有机体的生成变成了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从受精开始，灵魂自身便潜存着成熟灵魂的潜在运动，而那得到充分实现的形式也不过是灵魂的完全展现。因此，本是性生成就是一个确定的本是性潜能变为现实的过程。这现实并不是立刻和突然出现的。包含着确定潜能的原初状态是内在的动力因。一个有机体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就是它的自然的发展过程。事实上，Phusis（自然）的本义之一就是“生长”（《形而上学》卷五章四1014b16）。自然生长所朝向的那个目的本就已经潜藏在种子之中了。《物理学》卷二章八强调说：


由于内在始基而引起连续不断的运动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东西是自然的。不可能每一个始基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目的也并不是偶然所致，而是源于始基中早就潜藏着的对同样目的的趋向，如果没有什么阻碍的话。（199b15—18）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自然总是这个或那个事物的自然。描述一物的自然就是要援引其原因。用形式因去解释自然生长的过程，形式因就同时既是动力因也是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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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之所以是动力因，就在于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自然，运动的内在始基便蕴含其中（《物理学》卷二章一193b7）。此时，形式便内在地驱动或推进着自然生长的过程，并且确定有机物的发展方向。

这也应当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八中认为自然即潜能的原因。与此同时，形式也是目的因。最终目的是对开始时还潜藏着的自然的完全实现，并且在此意义上，目的因也与自然相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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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从目的论角度理解的“目的”，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也并不必然是活动周期的终结，“因为并不是每个终结都可以被称作目的，只有那最好的终结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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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处地方，目的也被看作是一种“完善”的状态（《论动物生成》卷四章六775a13）。

目的因同时也解释了本是性生成过程的各个阶段：“接下来可以说，由于人是如此这般的，所以他的发展也必定如此；并且因此，这一部分首先形成，接着形成下一部分。”（《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一640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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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亚里士多德又补充说：“我们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说明所有其他自然产物的生成。”（640b3—4）这就意味着上述对形式因所起作用的描述可以应用于一切自然物。

在这种解释中，本是性的运动就被展示为形式自身的实现过程。正是形式使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与其保持相互一致。潜能和现实都是同一个自然或者形式的不同阶段。从潜能发展为现实，从最初的潜在状态发展为最终的现实状态的那个东西就是形式。作为本是的形式一直持存于生成过程的始终。

有人或许想要知道，质料在本是性生成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事实上，它与形式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物理学》卷二章一193a28—29，卷二章二194a13）。自然物可以被区分为无生命物和有机/有生命物。在无生命物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质料作为运动的内在始基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什么障碍的话，每一个质料性要素都有着各自的内在倾向，或者说是特定的运动方式。土一类的东西有向下运动的自然趋向，而火的运动则是朝上的。然而，在有生命物的生成过程中，形式比质料性要素更是自然。质料当然要起作用，不过它只是必要条件而已。“所以，在自然物中的必然性，很明显就是我们所说的质料和它的运动。”（《物理学》卷二章九200a31—32）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必然性（《物理学》卷二章九199b32—33）：一种是绝对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物只能是其自身；另一种是假定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如果要实现某种结果，一些特定的条件就成为必要。如此看来，质料是一个假定的必然性，即如果要生成某一本是，就必然需要如此这般的质料。亚里士多德解释说：


在其他一切有所为的事物中，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些具有必然自然的东西，就不可能有物生成，但生成又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除了作为质料）；它的出现是为了目的……因此，必然的东西是出于假定，但不是作为目的。必然的东西在质料中，而所为的东西则在原则中。（《物理学》卷二章九200a7—14）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当区分两种质料：其一是万物所从出的那种基本要素；其二是“适于一物”（oikeia，卷八章四1044a18）或者说为一物所“独有”（idion，1044b2—3）的质料。前一种质料，通常被称为首要的质料或者最终的质料，它是生成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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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开始；后一种质料，通常被叫作“最近的质料”，这是产品的最终生成所需要的独特质料。最近的质料也能够是首要的或第一的，但只是在关联于给定事物的生成时，才有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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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假定的必然性就是这最近的质料。在卷八章四1044b1中，从假定的必然性角度看待的质料被称为生成的最近的（eggutata）质料因。亚里士多德以人的生成为例，对这点进行了解释：


因此，讨论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人之所以具有如此如此的部分，因为人的自然是这般这般，没有这样的自然就没有人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这样说，那么最接近的一种说法是：在没有这种自然的情况下，人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人应当具备这样的自然才是完善的。（《论动物部分》卷二章一640a33—b1）


一个人必须有血液有骨骼，必须由某种特定的质料构成。在这种意义上讲，质料对要达成的自然有所限制。

然而，亚里士多德相信，即便某些质料是必要的，有机物的自然或者特定的功能也不能归于质料。有生命物的最终完成永远不是这种必要性的结果。他认为，质料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一个有生命物的结构或秩序。质料本身并不能导致一个复杂有机物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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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认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仅仅关注质料因素，并且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为质料。总之，他们忽视了目的因，并且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无方向的生成过程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因此批判说，他们无法解释自然中的秩序、安排、美、善等这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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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早期自然哲学家在说明结构和规律方面的失败，才使得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的机械论观点并不能提供充分解释。既然自然过程是具有目的指向的，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它们所趋向的目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于是，目的论解释被引入。该理论认为，这些目的并不是被有意置入的，它们应当归结为自然对象内蕴的特定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一种目的论解释可以更好地回答人们针对自然物询问的“为什么”的问题，因为形式或目的“是质料的原因，反之不然”（《物理学》卷二章九200a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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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说，尽管研习自然哲学的学生应当研究质料，但自然哲学的焦点问题还应该是形式或目的。“自然哲学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复合体和作为本是的整体，而不是那离开了本是就无法存在的质料要素。”（《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一645a3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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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论比机械论更重要，因为质料必须通过目的因或形式才能得到解释。

在谈论了本是性生成之后，我们应当考察，本是（体）生成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类比于《形而上学》卷九章六所讲的“运动”（kinēsis）。就“运动”（kinēsis）而言，其直接实现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途径。建筑行为是建筑能力的实现。但这种行为自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房屋的落成。本是性生成与“运动”（kinēsis）的类似之处，就在于在过程涵盖的每一个阶段中，潜能的直接实现都不是它要达成的最终目的，而不过是达成最终目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在一个动物的生成历史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现实。尽管每一个实现都是本是性潜能的运动，但它们还不是现实本身或者最终的现实，而只是在向最终目的进发的过程中朝向更高阶段的一种运动。在这种意义上讲，本是性生成的每一个阶段的现实都是atelēs（不完满的），并且只是有机体一个特定层次的潜能的现实。最终的成熟，或者说一个有机体的最终生成，必须经历各个阶段的实现才能达到，它是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的最终目的。

不过，运动（kinēsis）与本是性生成的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下面这点上，两者的类比关系就被打破了。在运动（kinēsis）中，潜能的实现，例如建筑能力的实践，会导致一个外在目的或一个产品（房子）作为其最终的完成。换句话说，建筑能力的实现，就是产生另外一个事物。从最终产品的角度看，运动（kinēsis）是外在的。为了建造一间房屋，建筑能力必须作用于物质材料，如砖和木头。与此不同，在本是性生成中，尽管每一个阶段的实现都不是最终的现实，但最终的目的却并不是外在于它的东西，而是在过程中充分实现了其潜能的那同一个形式。每一个阶段的实现都不会以一个外在事物为最终目的；事实上，正是那同一个形式或恒是在最终目的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这里的目标是内在的。这就是说，本是性生成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其内在进程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一个新的自然体的产生，就是一种新的个体自然在自身内在的动变原则——这种原则经由受精活动得以传输——的推动下不断成长的结果。

到此为止，我们关于本是性生成的讨论还仅限于有生命的自然物之内。对于有生命物的生成而言，潜能引导着自身的展现，而最终的实现也就是潜能的完全表达。不过，亚里士多德也将本是性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应用到人工产品中。例如，如果用于建筑房屋的材料没有受到什么阻碍，那么房屋就潜在存在（卷九章七1049a9—12）。亚里士多德经常将人工产品和有生命的自然物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似乎这同一种潜能/现实关系可以同时应用于两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潜能/现实关系上看，两者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主要表现在，就人工产品讲，潜能并不是那种能够驱使对象走向一个新阶段的内在力量。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执行者，促使潜能向现实的转变。建筑材料只有经过建筑师才能变为房屋。对象的实现需要外力的推动，而并非是潜能自身发展的结果。因此，执行者起着远比潜能/现实关系更为关键的作用。执行者的能力及其实施，其实就是那运动（kinēsis）。与此相应，房屋的生成，就源自于建筑能力的运动（kinēsis），它使建筑材料中包含的被动潜能变为现实。

在人工物（如房屋）的生成和有生命物的生成之间展开的平行讨论，令人十分困惑。亚里士多德常常用人工物来说明质料/形式的关系。在人工物中，形式、质料和最终产品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因此有助于我们探讨事物的构成（《物理学》卷一），以及形式和质料的差别（《形而上学》卷七章三至十六）。然而，人工产品/自然物之间的类比，却导致了我们在探讨本是性生成时的一些误区，因为此时涉及的不再是形式和质料的区分问题，而是一物何以生成的问题。展现于有生命物的生成过程中的潜能/现实关系，完全不同于它在人工物中的表现，因为有生命物的生成是其内在自然的实现，而人工物的生成则依赖于外在的动变原则。与对可感事物的构成的静态分析不同，对自然本是的生成的分析并不能以人工产品为范例。

既然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物尤其是那被称作“最高等级的本是”（malistA ousias）的有生命物作为本是（本体）的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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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当亚里士多德在寻求潜能和现实的“最具效用”的意义时，他说的正是在有生命物中展示的这类潜能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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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本是性活动



在《形而上学》卷九章一（1045b34—35），亚里士多德提到，“潜能/现实之是”既可以从潜在和实现角度理解，也可以从功能角度看待。当我们对某个已成熟的有机体的功能进行考察时，其中的确出现了本是性潜能/现实关系，这种关系与本是性生成包含的潜能/现实关系不同。为了清晰解释这类不同的潜能/现实关系，我们需要转向《论灵魂》卷二章一。不过，在此之前，应当说明的是，这种关系不仅与《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相关，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也在卷八章六对本是（本体）的合一性问题的解决中被预定。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生命物由身体和灵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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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身体是质料，灵魂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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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中的“潜能/现实之是”的进路一样，在《论灵魂》中，质料/形式与潜能/现实关系也是关联在一起的。此时，质料性的身体是潜能，作为形式的灵魂则是现实：“灵魂，作为潜在的具有生命的自然身体的形式，必然是本是。不过，由于本是是现实，所以灵魂就是具有上述这类特征的身体的现实。”（《论灵魂》卷二章一412a20—22）并且，“灵魂就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身体的第一现实性”（412a28—29；也可参见412a20，412b5—6）。

身体潜在地具有生命，而灵魂就是这类身体的现实。于是，这种潜能/现实关系就明显不同于我们在本是性生成中描述的那种关系。在本是性生成中，“潜在的”意味着一个事物以其自身的内在原则到达一个崭新的和更高的阶段，但其自身却不是现实。“潜在的”和“现实的”可以是生成过程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本是性生成包含了从刚开始的潜能到最终的现实的发展过程。与此不同，当我们说灵魂是潜在的身体的现实时，“潜在”并不意味着某物可以从某种状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因为身体不能够发展为灵魂。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对灵魂的描述中，潜能和现实并不是相承继的两个阶段，潜能也并不先于现实。由于身体和灵魂是有生命物同时具有的两个不同方面，所以潜能和现实是同时出现的，并且它们之间也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前面第三章区分形式质料论的两条进路时，我们曾提到，对灵魂的这种描述同时也展现了形式和质料间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就与《形而上学》卷七的观点相悖，因为在那里形式和质料有着明确的区分。于是，针对形式和质料是否可分的问题，人们有了许多争论。我们认为，这种争论源于两种不同的形质论进路：其一与“依凭自身之是”相关，其二则与“潜能/现实之是”相关。这样看来，在对灵魂的描述中呈现出的形式/质料关系，应当归属于“潜能/现实之是”的进路；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这种描述中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本是性生成的一种潜能/现实关系。阿克利尔（J.Ackrill）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通常的潜能/现实区分中，潜在意味着一物还未成为现实；但是“就有机体和身体而言，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其潜在存在和现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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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的理解是，正像亚里士多德对非本是性潜能和现实进行再区分（kinēsis和energeia）一样，他也对本是性潜能和现实进行了再分。我们可以将本是性生成中的潜能/现实关系看作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则出现在对灵魂的描述中。

因此，如果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只有一种本是性潜能和现实，困惑和争论就注定会发生。

当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潜在的具有生命的身体”时，他将其看作是“被组织起来身体”（《论灵魂》卷二章一412a29）。在此基础上，这身体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变，从而使自身成为现实。这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诉诸任何构成有机体的质料要素。在他看来，这些在有生命物死亡后还能够继续存在的构成部分，不过是一些同名异义质料而已。与此不同，非同名异义质料则是有机的和功能性的。如果身体的某个部分，例如脸、手、足失去其功能，它们就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那些部分了。例如，眼睛的功能是看。如果它不能再看，那么“眼睛也就不复存在，除非是在名称上相同的眼睛，如雕塑或者图画上的眼睛”（412b20—21）。这就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就同名异义质料和非同名异义质料所做的区分上。不过，就《论灵魂》卷二章一而言，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区分不但可以应用于有机部分，还适用于整个身体（412b22）。与一个有机部分相似，有机的身体也是非同名异义的，如果这一身体失去灵魂，从而丧失功能，那么它也仅仅是名称上的身体而已。有生命物的身体是被灵魂形塑的，只有这类身体才能是活生生的。于是，“潜在的具有生命的身体”必定是活生生的身体或质料，失去灵魂它便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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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说身体是潜在存在，并不是说它还未成为现实。有机的身体本来就是被灵魂形塑的和活生生的身体。

与身体不同，灵魂（psuchē）通常被看作是动物生存的原则（archētōn zōiōn，《论灵魂》卷一章一402a7以下，403a27—28）。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灵魂自身并不能成为一个实在事物，它是存在于被称作“灵魂机能”［dunameis tēs psuchēs，字面上讲，即“灵魂的机能（潜能）”，《论灵魂》卷二章三414a29］的一系列典型“生命功能”之中的。这些机能或潜能包括“营养、欲望、感觉、在空间运动，以及思想”（卷二章三414a30—32），它们形成这样一种等级结构，其中上位的机能要以下位的机能为基础。某些有生命体拥有这全部的机能，另一些则只拥有一部分，还有的只拥有其中的一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要拥有一种机能，这个事物就是有灵魂或者生命的。当我们谈论灵魂时，其实就是在谈论一个不同形式的有生命物拥有的各种机能或潜能。也正是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我们仅给灵魂以一个笼统的定义，却不去区分它的各种功能的话，就宛如给几何形状下定义却不说明什么是三角形、正方形一样。“任何灵魂都不能脱离上述列举的灵魂的形式单独存在。”（卷二章三414b22—23）灵魂就是作为有生命物的身体所必须拥有的机能。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生命机能（life power）的灵魂，既是形式因、目的因，又是动力因（卷二章四415b11）。事实上，在前面讨论的本是性变化中，我们认为形式也有着相同的功用。作为形式因，形式决定着自然物的生成过程；作为动力因，它促动着事物的内在发展；作为目的因，它又是有生命物成长的终点。不过，在目前的本是性活动中，这些原因起作用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了。作为形式因的灵魂是使有生命物成其自身的原因。“生物之‘是’就在于它的生命。”（415b13）作为有机体的存在（exist）就意味着它有生命。正是灵魂促使有机体参与了形构自身的活动。另外，在本是性活动中，作为动力因的灵魂又是生物运动、在质的方面（如感觉）和量的方面（如生长和衰败）发生变化的原因（415b22—27）。

亚里士多德也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目的因：其一是“所趋向的终点”，其二是“它物为其所是所为的东西”　（卷二章四415b21—22）。第一种目的因是目的指向性活动的终点，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本是性生成的终极原因。与此不同，就第二种谈论目的因的方式而言，本是性活动中的灵魂似乎更加胜任这一角色。正是因为灵魂（生命原则）各个部分才寻到它们合宜的位置。因此，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应当借助灵魂获得解释。只有灵魂才能够说明有机体的结构构成。各有机组成部分之所以不能离开生物单独存在，就在于它们是被有机体的灵魂从目的论角度进行规定的。任何其他东西都应服从这一原则，并且是它的部分或器官。在《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五，我们可以读到：


因为身体的每一部分和所有其他器官一样，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即为了某种活动存在，所以作为整体的身体一定是为了某种复杂的活动而存在……同样，身体为了灵魂而构成，身体的部分为了它们各自所适合的功能而存在。（645b15—20）


动物之所以有各个组成部分是为了从事它们各自的功能（《论动物部分》卷四章十687a19—23）。在《论灵魂》卷二章一中，当亚里士多德将灵魂作为自然物的第一现实性之后，他同样认为：


植物的各个部分，虽然简单，但也有自己的器官；例如，叶子保护果皮，果皮保护果实，植物的根就像动物的嘴，它们都被用于摄取营养。（412b1—3）


目的因是用以解释动植物的结构特征和行为特性的功能性原则。它说明了不同组成部分对动物生存的不同作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了潜能和现实的共存方式，此时它们没有时间上的承继关系。身体潜在地存活着，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又必然地、真实地存活，因为身体需要一定的生存机能（living power），并且它已经被形式所形构。与此不同，灵魂是现实，但是这个现实却包含着定义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时需要的生存机能。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潜能和现实是不可分的。此时，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如果它们是不可分的，亚里士多德又为何在这里引入潜能/现实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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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是为了解释有生命物的“是”，因为“生物的‘是’就在于它的生命”（415b13）。说身体潜在存活是要强调它是生存机能的质料基础，而将灵魂称作现实则是在着力说明这个有机体的功能层面，也就是当有机体成为自身时身体需要的一些功能。如果没有了潜能/现实关系，我们虽然可以静态地分析有生命物的构成，却无法描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所以，潜能/现实关系在这里的引入是非常必要的。
 

[29]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称作“第一现实性”或者“第一类现实性”，但他并不是说灵魂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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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亚里士多德说灵魂是身体的现实时，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亚里士多德借助知识来阐明这一观点：


现实性有两层意义，其一类似于知识，其二类似于反思。在这里，类似于知识这层意义非常明显；因为灵魂的存在是睡眠和清醒的前提，觉醒如同反思，而睡眠就如具有知识而不运用。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知识总是在先的。所以，灵魂就是潜在的拥有生命的自然身体第一现实性。（《论灵魂》卷二章一412a21—28）


以知识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现实性。其一是对知识的现实占有，其二则是对所拥有知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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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运用角度理解的现实性意味着“从对感觉和语法知识的被动占有到对它们的主动运用的转换”（卷二章五417b1）。如果一个人占有一定知识，我们可以说他现实地拥有它。不过，如果这个人可以将他所有的知识付诸应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在更高的现实层次上拥有这一知识。此时，第一种现实性可以被看作是第二种现实性的潜在状态。第二种现实性是已经显现但仍未得到发挥的那种机能的运用和展示。换句话说，第二现实性既没有替代第一种现实性（潜能），也不是从潜能中发展而来的，毋宁说，它是潜能的表现。

亚里士多德还借用了另外两个例子来说明他对两类现实性的区分：其一是斧子，其二是眼睛。就斧子而言，“砍”这一机能就是它的形式和第一现实性，而正在砍的行为也就是砍的机能的应用，则是第二现实性。眼睛也是同样。看的能力是形式和第一现实性，而正在看的行为，即看这一能力的运用，则是第二现实性。当我们将这些例子与灵魂联系起来时，就会发现“觉醒这一现实是在砍和看的这类意义上来理解的；而灵魂作为现实，则是从视觉和器械的作用的角度来看的”（卷二章一412b27—413a1）。因此，所谓灵魂是第一现实性，就是指一个有生命体在睡着和清醒的状态下都拥有的一种生存机能或功能。这就与被称作第二现实性的生存机能的现实应用形成了对照。

对上面两个例子我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斧子是一种人工制品。在前面讨论本是性生成时，我们曾说，人工制品的例子会导致一些混乱。这于本是性活动也是一样。正如阿克利尔（J.Ackrill）所说：“……与制造斧子的钢铁之间的这种平行关系其实并不确切。这是因为，尽管斧子可以由钢铁（具有某些机能的质料）铸成，但钢铁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而根据定义，肉体是必然存在于生物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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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卷九章六中的“现实”（energeia）和本是性活动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眼睛与心灵的类比出现了问题。我曾在本章第一节提出，kinēsis/energeia的区分预示了本是性潜能和现实的次级区分。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证明了“运动”（kinēsis）和本是性生成之间的关系。既然视力的运用是“现实”（energeia）的范例，那么眼睛与灵魂之间的类比关系就意味着本是性活动与energeia相类似。然而在事实上，这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讨论灵魂时，亚里士多德修改了energeia的范例。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六，视力是一种潜能，对它的运用则是现实。不过，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现实：拥有视力是第一现实，应用视力（看）则是更高的或第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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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当与灵魂相对应的对视力的占有被看作第一现实性时，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六中出现的energeia似乎就与作为第二现实性的灵魂对应起来，因为就生物而言，其身体机能的运用并不是为了另外的目的——它本身就是心灵的表达、生命的展现。不过，在《论灵魂》当中，亚里士多德的兴趣在于第一现实性。

我们或许想要知道，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将作为形式的灵魂看作第一现实性，也就是说，为什么机能而非机能的应用是第一现实性。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从生物学角度讲，生物生来就要运用其机能。在《论宇宙》卷四章十二390a10—18，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事物是什么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因为每个事物的真实存在都表现在它功能的施行上。例如眼睛之为眼睛就在于它能够看到东西，如若不然，它就只是名义上的，例如死人的或石雕的眼睛。同样，木锯也不是锯，它不过是个相似物而已……植物和非生物（如铜和银）也是相同的情况。


这段话谈论的是非同素部分和同素部分的区分，并且与对灵魂的探讨有明显的关联。重要的是，在这段中，功能和功能的应用间的区分并没有得到强调。依照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作为运动的内在原则——的描述，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说，作为生存机能的灵魂将会实践自身，而不是使有生命物长期处于睡眠状态。事实上，功能与其应用间的区分在伦理学中是最为重要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理性机能的施行过程中，人们才能获得幸福（eudaimonia，或者兴旺）。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强调功能与其应用的重要区分。这正如他所说：“是在占有和使用中把握最高善，还是在品质和现实活动中把握最高善，这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我们可以有好的品质却不产生好的结果，例如一个睡着的或者倦怠的人。而现实活动则不然，它必然要求行动，并且是很好的行动。”（卷一章八1098b32—1099a3）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不是就人类与动物共同拥有的那些机能来说的。这里强调的是理性，即人类特有的那种机能。正是对理性的实践才造就了人类对其他动物的优先性。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论灵魂》卷二中，亚里士多德想要解释的是作为形式的灵魂和作为质料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此时，作为形式的灵魂就是一个有生命物——即便它处于完全的沉睡状态——的生命原则。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考察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而他试图反对的则是柏拉图的理论，即灵魂完全不同于被它赋予生命的身体。亚里士多德相信，在灵魂/身体的关联中，他应当聚焦于作为第一现实性的灵魂。因此，在他将灵魂简略地定义为“自然身体的第一现实性”之后，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必要追究灵魂和身体是不是一，正如没必要追究蜡块和蜡块上的形状是不是一，以及一个事物的质料和以它为质料的个别事物是否同一一样。”（卷二章一412b8—10）




Ⅳ　本是性的统一



当《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试图以形式即形式因这点开始新的讨论时，它面临的主要是本是性的统一的问题。《形而上学》卷八章六开篇便问定义的合一问题，即如果定义是由很多部分组成，那么它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随即，亚里士多德又说，定义的合一问题也就是复合本是（本体）的合一问题，而他的关注点就在后者。这正如他所说：“寻求什么是一的原因，也就是询问一般性的统一的原因，因为每一物都是一。”（1045b19—20）

卷八章六就此问题给予的答复是：“当我们知道一者是质料、一者是形式时，问题就解决了。”（1045a29—30）当然，这种回答尚不充分，因为即便知道事物可以分作质料和形式，我们还要问它们是怎样结合为一体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又补充说，这里的质料/形式关系必须与潜能/现实关系联系起来：


如果照我们所说，一方面是潜在的质料，一方面是现实的形式，那么困难似乎就不再存在了。（1045a23—25）


又：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最近的质料和形式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潜在、一个是现实而已。（1045b17—18）


再者：


每一物都是一，或者以潜在的方式、或者以现实的方式作为一而存在。（1045b21—22）


卷八章六的这些论述说明了，潜能/现实理论是为回答卷七章十七的问题才出现的。如果我们将质料看作潜在、将形式看作现实，那么本是的统一问题就解决了。质料和形式并不是结合在同一个本是中的两个部分。

然而，对于如何理解卷八章六的统一问题，人们仍旧无法达成一致结论。一些评论者将该章的观点总结为：灵魂是生命的表达，而潜能和现实的合一则是因为它们是同一物体的两个共存的方面。这样看来，卷八章六的观点依赖于我在本是性活动中描述的那种潜能/现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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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种理解不同，另外一些解释者认为，在卷八章六中，潜能和现实是在生成过程中结合为一的。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该章展示的就是我在本是性生成中描述的那类潜能/现实关系。
 

[35]



 可是，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本是性生成中的潜能/现实关系与本是性活动中的这类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在我看来，卷八章六同时涉及了这两种关系。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在该章中同时涉及了本是性生成和本是性活动。

在卷八章六中，当亚里士多德企图利用潜能/现实关系解决合一问题时，他主要的抨击对象就是柏拉图主义者关于身体/灵魂的观点：


是什么东西使人成为一，为什么是一不是多，例如是动物和两足的，特别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有动物的形相（理念）和两足的形相？为什么人不是那些形相，为什么人并不是由于分有人、也不是分有一而存在，而是分有两者，动物和两足？总而言之，人不是一而是多，是动物和两足。如果照此思路，用通常的方法定义和言说，显然是无法回答和解决这些困难的。（1045a14—22）


除了分有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也反对通过“共在”和“复合”来解决身体/灵魂的合一问题（1045b8以下）。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是在事物的组成部分之外寻求解决方式，而这就使统一体成为堆砌的产物，缺少了内在的一体性（参见卷八章二）。于是，对合一问题的解答同时也就是对柏拉图的困难——如果一个人分有不同的形相，他/她如何成为一——的克服。

事实上，柏拉图遭遇的这一难题，同时也是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发展其潜能/现实理论时意图克服的目标。正是在潜能/现实关系被引入《论灵魂》时，身体和灵魂的合一问题才不再困扰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必要追究灵魂和身体是不是一，正如没必要追究蜡块和蜡块上的形状是不是一，以及一个事物的质料和以它为质料的个别事物是否同一一样。”（卷二章一412b6—9）这种论调与《形而上学》卷八章六非常相似，因为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说，如果我们从潜能现实角度切入合一问题，“困难似乎就不再是困难”（1045a25），“问题消失了”（1045a29）。这样看来，在《论灵魂》里得到全面论述的本是性活动中的潜能/现实关系，必然是卷八章六中的合一理论的前提。这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生物学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为卷七章十七的问题——“为什么动物是如此这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答案框架。

然而，这还不是一幅完整的图景。卷八章六也曾说：“除了制造者之外，在生成中什么是把潜在的存在变为现实存在的原因呢？”（1045a30—31）“原因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引起从潜能到现实的运动罢了。”（1045b21—22）依照这些说法，造成统一性的就是促使事物从潜在发展为现实的那个东西。这似乎意味着从潜在到现实其实是一个过程，而导致潜能和现实合一的则是动力因。于是，《形而上学》卷八章六也必然以本是性生成中的潜能/现实关系为前提。

由此，卷八章六就纠集本是性变化和本是性活动中的不同的潜能/现实关系为一体，未作任何明确区分。这种模棱两可甚至出现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在1045b17—18，亚里士多德说：“最近的质料和形式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潜在、一个是现实而已。”这句话的模糊性就出在对“最近的质料”（eschatēhulē）的各种不同的解释上。在对本是性生成的剖析中，我们说最近的质料就是构成本是的那个最为明确的质料，它与最远的质料相对，因为后者是所有事物在构成过程中都需要的那种最为基本的要素。然而，亚里士多德又将非同名异义质料称作“最近的质料”（例如，卷七章十1035b21）。由此，根据人们对该词的不同理解，1045b17—18既可以与本是性生成相关联，又可以与本是性活动相一致。

实际上，有文本证据表明，两种潜能和现实都出现在了亚里士多德的统一理论中。这样，卷七章十七的统一问题就可以从本是性生成和本是性活动这两个角度回答：在本是性生成中，事物从潜能发展为现实，一旦到达现实，新的本是就出现了；在本是性活动中，一物之所以为一，则在于形式是组织原则，并且是活生生的质料的表达。

既然有了这样的统一性，形式和质料就很难分开。事实上，当某人将形式看作现实时，他其实就是在指称整个自然物。之前我们曾说过，现实一词是非常模糊的：它有时是形式，有时是可感本是。亚里士多德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以下这点一定不能忽略，即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能清楚地知道一个名称指的是复合本是、现实还是形式。例如，“房屋”表示的是一个复合物（即“由砖石以如此方式构造而成的容身之所”），还是现实或形式（即“一个容身之所”）；线是二的长度，还是只是二；动物是指一个灵魂附在身体之上，还是仅仅是一个灵魂（因为灵魂是某个身体的本是或现实）。动物这个词在两种情况下都适用，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们都为一个公式所规定，而是在于它们与同一事物相关。这个问题对其他目的而言极其重要，但是对可感事物的研究来说却无关紧要。（《形而上学》卷八章三1043a29—b1）

在之前针对该段的探讨中，我曾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证据，证明在《形而上学》核心卷次中包含着两种形质论进路。我们相信这里的“其他目的”指的是卷七的大部分文本所展示的“依凭自身之是”的进路，因为只是在这里，形式和复合体的区分才是重要而必需的——我们需要从中选出谁是第一本是。与此不同，在“潜能/现实之是”的进路中，这种区分根本无关紧要。事实上，当我就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理论给出解释时，我们也就明白了这种区分并不重要的原因：在对“潜能/现实之是”的分析中，重要的不是区分质料和形式或形式和复合体；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形式/质料复合体何以为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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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现实性和第一推动者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开篇说，由于将形式看作形式因，他开启了对本是（本体）的一种崭新的探索。他还补充道：“从这里也许会明白那种离开可感本是存在的本是。”（1041a7—8）在第三章中我们曾说，这种“离开可感本是存在”的本是（本体）就是指神或者第一推动者。因此，上面这句话表明，卷七章十七将引领我们走向亚里士多德的神学。如果照前文所说，该章引入了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那么上面这话也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神学与其“潜能/现实之是”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本章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卷七章十七开篇这句话的内涵。亚里士多德在很多地方谈及神学，但是各处的观点却无论如何都无法统一起来。在学术界，关于亚里士多德第一推动者的争论数不胜数。就本章而言，我将表明，《形而上学》卷十二对第一推动者的研究，其实是对《形而上学》卷八和卷九关于“潜能/现实之是”研究的理论延伸。潜能/现实理论揭示什么是运动，而第一推动者的理论则说明运动的持续性和永恒性；潜能/现实理论解释本是性的合一，而第一推动者则阐明世界的秩序。
 

[1]








Ⅰ　从现实形式到第一推动者



《形而上学》卷九针对潜能和现实得出的结论是，现实先于潜能。这里所谓的“先于”，其实是说“无论在公式上还是在本是上，现实都先于潜能，不过在时间上则有时是这样，有时不是这样”（卷九章八1049b11—12）。实际上，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本是（本体）也以许多方式先于其他范畴。很显然，亚里士多德试图以与本是相似的方式来看待潜能/现实中的现实。然而，尽管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本是先于其他范畴，却在现实先于潜能的问题上遇到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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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如果从本是性生成和本是性统一角度考虑，现实先于潜能的理论其实并非十分重要，况且它还十分令人费解，因为在卷八章六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潜能和现实是一体合一的。不过，如果我们从第一推动者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现实的在先性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形而上学》卷十二对第一推动者的描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的在先性理论。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亚里士多德对这些在先性的说明，就从时间的在先性开始。亚里士多德已经承认，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现实在时间上先于潜能，其他情况都不然。就一个本是性的特殊的生成而言，“个体首先是潜在，而后发展为现实”（卷九章八1049b18）。种子先于谷物存在，作为潜在的人的婴儿先于成年人而存在。然而，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意义上，现实先于潜在：“那些潜能都是由已实现的事物产生。”（1049b24）潜在的人由现实的人产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潜在的人由其父亲产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转换了讨论的主题，即从一个本是性特殊的生成过程转变为本是性特殊和其产生者的关系问题。这当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但事实是，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混合这两种论证，为他引入第一推动者的理论铺平了道路。这就如他本人所说：“一个现实总是以另外的现实为前提，直到第一推动者。”（卷九章八1050b5—6）

就现实对潜在在公式上的在先性而言，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论证的：“最初意义的可能就是允许现实的可能。”（卷九章八1049b13—14）这样看来，现实必然隐含于潜在的公式中。然而，这一观点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卷九章六中，亚里士多德本人坚持说潜能和现实都是不可定义的，只能通过类比来把握（1048a35—36）。他甚至通过以下方式来阐明这一观点：“现实就是事物不能以我们所说的潜能方式存在。”（1048a30—31）可是，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潜能也出现在了现实的公式里。此外，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潜在的最初意义就是“在他物中、或在自身中的他物的变化的起点或本原”（卷九章一1046a10—11）。在这里，现实并没有出现。

现实在本是（本体）上的在先性就是指“是论”（本体论）的在先性。在论述本是就其他范畴在“是论”上的在先性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意味着“是论”上的独立性。本是在“是论”上是在先的，因为它可以脱离其他范畴单独存在，其他范畴却不能脱离本是。本是和其他范畴在是论上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因此它们之间才有了“是论”上的依附关系。与此不同，我们尚且不知道这种依附关系如何应用于潜能和现实，因为我们不能说一棵树可以脱离种子而存在，或者种子可以脱离树而存在。

在卷九章八中，亚里士多德将他对现实在“是论”（本体论）上的在先性的论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050a3至1050b1，第二部分是从1050b7到1050b27。在他看来，后面部分的在先性是在“更高意义上讲的”（kurioteros，1050b7），而前一部分的在先性就是“在较为低级的意义上说的”。从较低级意义上看，现实的在先性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一，生成上在后的东西形式上在先，所以它在本是上讲是在先的（1050a4—6）。第二，一切生成的东西都要走向一个目的，而“现实就是目的，正是因为它潜在才被需求”（1050a9—10）。如果从这两个原因看，现实在“是论”（本体论）上的在先性并不在于它在是论上的独立性，因为它是以目的论为基础的。现实是在先的，因为它是本是和形式之所在，是目的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说，在本是性生成中，形式在一开始就在起作用。潜在物拥有形式，后者在该物的生成过程中不断地展开和实现自身。因此，说现实拥有形式而潜在物没有是错误的。另外，尽管现实是目的因，但它是潜在物自身内部朝向的那种目的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解释现实何以在先的这两个原因，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典型观点的强调，即形式在现实中得到了完全的显现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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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于他处所说，在此过程中潜在和现实的恒是（本质）是一样的（卷八章六1045a34）。于是，现实在是论上的在先性，不过就是指它在形式的实现程度上的在先性。

那么，什么是从“更高意义上讲的”现实在是论上的在先性呢？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说：


永恒的东西在实在物体上先于可消灭的东西，任何潜在物都不能永恒。其理由如下，一切潜能同时也是相反方面的潜能。（1050b7—9）


最后一句话非常关键。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作“相反方面的潜能”原则。亚里士多德曾以不同版本展示这一原则：

（a）“潜在之是”或许不能被实现或消灭。“能够出现的东西可能暂时不实现。”（1050b10）

（b）潜能往往是双向的。“能够‘是’的东西允许‘是’，也允许‘不是’。同一个东西，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1050b10—11）

（c）“那以这一方式运动他物的东西，也能够不以这种方式。”（1050b32）

可消亡的东西具有消亡的潜能，因此受到“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的影响。与此相反，永恒的东西并不受此原则的制约。这样看来，一个永恒的和不会消亡的东西，必然是真实的和不具潜能的。一个事物一旦有了潜能，它就至少在一种意义上受制于“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从而不能是永恒和必然的。“不会消亡的东西都以现实方式存在。凡是必然的东西都不是潜在的。”（1050b17—18）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说，“如果有一个永恒推动者，它就不是潜在的”（1050b20）。究其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永恒推动者是潜在的，它也就受制于“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因此，永恒推动者必然一直是现实。

总而言之，现实在“更高意义上”的在先性，就在于现实是永恒的，因此与所有可消亡的东西相反。至于它的永恒性，则是因为它不会受到“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的制约。事实上，正是出于此原因，永恒的现实性永远都是现实的。

上述现实性的确立，将我们带入《形而上学》卷十二对神学的分析。卷十二章六直接涉及了现实的在先性理论（1072a3—4）。不过，这里更为重要的是，“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为第一推动者的成立提供了最核心的论证。

依照《形而上学》卷十二章六的观点，永恒推动者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要为运动的永恒性提供支持。如果所有本是（本体）都是可消亡的，那么所有事物也都是可消亡的。可是，运动却是永恒的。时间也不会生成和灭亡，因为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之前”和“后来”。运动和时间的永恒性是互为支持的。“时间或者同于运动，或者是运动的一种规定。”（卷十二章六1071b10）时间由运动来衡量，所以运动必须同时间一样是持续的。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说，既然运动是本是的运动，而运动是永恒的，那么本是也必然是永恒的。运动的永恒性意味着本是的永恒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圆周运动是持续的和永不停息的（1071b11—12）。这种运动展现在宇宙最外层的神圣球体上，它是一个透明的、有许多星辰点缀其上的球体。这个球体进行匀速圆周运动，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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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最初的天一定是永恒的。”（卷十二章七1072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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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天是永恒的，但它还不是永恒运动的原因。事实上，它自身的永恒运动也是由另外的事物推动的。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推动者：


最初的天是永恒的，此外还要有某种运动着它的东西。既然运动和被运动的东西都是居间者，那么就必须有某种不动的推动者，它是永恒的、现实的本是。（1072a22—25）


最初的天也是被推动者运动的。关于最初的天和推动者的关系，我还需要稍作解释。让我们从推动者的特征谈起。从引文最后一句话看，推动者一共有四个特征：（1）不被运动的，（2）永恒的，（3）本是（本体），（4）现实。在这四项特征中，永恒和本是这两项不难理解。如果它不是永恒的，就无法解释运动的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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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不是本是，它就不能是永恒运动的主体（卷十二章六1071b5—6）。不过，除此之外的另两个特征则需要稍加证明。为什么永恒推动者是不动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如果某物可以被运动，它就可能变成其他的样子”（卷十二章七1072b5）；而如果这样的话，运动的永恒性就无法得到保证。事实上，这一证明就是“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卷九章八1050b32）的版本（c）的内容。那么，为什么第一推动者一定是现实呢？亚里士多德回答说：“如果一物有运动能力或创造能力，却并不现实地运动和创造，就仍可能没有运动。因为具有能力也可能并不去实现。”（卷十二章六1071b13—14）潜能可以被或不被激发。这个论证与“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的版本（a）相类似。

亚里士多德甚至还强调说，第一推动者不仅不能有潜能，它在本性上也不能是潜能。“就算有了现实活动也还不够。如果这个本是（本体）是潜能的话，这样的运动不会是永恒的，因为潜在的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卷十二章六1071b18—19）如果第一推动者是一种潜能，它就有不活动的可能性。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实运动的存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原则，它的“是”（存在）必须永远是现实。事实上，这个论证遵循的路子就是“相反方向的潜能”（卷九章八1050b10—11）原则的版本（b）。

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推动者的两个特征，即不动的推动者和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而后者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八中被用于说明现实在“更高的意义上”的是论上的在先性。这似乎就提示我们，在“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和第一推动者的理论之前存在着某种连续性。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就“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的应用对象而言，从卷九章八到卷十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卷九章八中，该原则仅应用于可消亡物，而并没有用在永恒物上，并且因此永恒物比可消亡物在是论（本体论）上在先。不过，在卷九章八中，永恒物指的是“太阳、星辰和整个天”（1050b22—23）。这就与卷十二中的最初的天和星辰相同。亚里士多德曾经清楚地说：


因此，太阳、星辰和整个天都现实地活着，不用担心它们在某时会停止。那些自然哲学家就会有这样的恐惧。它们也不会倦于运行，因为它们不像可消亡的事物那样含有相反的潜能，这样运动的继续就成为一件辛苦的事情，这是由于，这种本是是质料和潜能，而非现实。（卷九章八1050b22—26，斜体为作者所加）


在这里，天体被说成是永远运动的，“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于它们根本不适用。既然天体永远运动，并且不包含使它们成为他物的潜能，那么它们的运动就是无须解释的。在卷九章八中，亚里士多德提到“第一推动者”（1050b9）和“永恒推动者”（1050b20），却从未说这个东西自身是不动的。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存在某个永恒的推动者，它就不是潜在的”（1050b20），他也不过是说一个永恒物不会有潜在的运动，只有现实的运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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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卷十二中，尽管最初的天被看作是永远运动的，但它是被某物推动的，这就引出了第一推动者。“最初的天是永恒的，此外还要有某种运动着它的东西。”（《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七1072a22—23）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呢？亚里士多德本人解释说：


如果某物可以被运动，它就可能变成其他的样子。因此，如果天的现实性是最初的运动，那么就其被运动而言，它可以变成别的样子，尽管是在地点上，而不是在本是上。但是既然有某种运动而自身又不被运动的东西现实的存在着，它就不允许变成别的样子。（卷十二章七1072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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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在《形而上学》卷九章八中仅应用于可消亡物，但是现在却延伸到不朽的最初的天。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就其被运动而言，它可以变成别的样子”。这其实就是原则的版本（c）的内容。

卷十二的论证可以被看作是对卷九章八的改进。在卷九章八中，永恒运动的天体并不包含相反方向的潜能，而这就与“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形成了某种张力。这是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出发，运动就是潜能的实现（《物理学》卷三章一201a10—11），也就是说，只要有运动，就有某种潜能，并且运动也一定是潜能的实现。既然诸多天体都是运动的，那么它们也一定有某种潜能。因此，如果它们永远现实地进行圆周运动，那就一定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因此，这些天体还不是永恒运动的最终保障。事实上，它们自身的运动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于是，如果一个事物真的可以超越“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它就必须是不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第一推动者并不包含潜能，并且是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者是现实的，但这个现实不是通过潜能的实现而达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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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第一推动者和永恒性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第一推动者是不动的这点对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要。当然，说第一推动者是不动的，并不是指它就是懈怠和静止的。亚里士多德也在不断强调说，第一推动者必须是现实，并且“其恒是就是现实”（卷十二章六，1071b20）。然而，如果第一推动者不是现实地运动着的，那么它又怎能推动他物呢？不动的推动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引致运动？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


有某种不动的推动者，它是永恒的、现实的本是。被欲望的东西和被思想的东西都以这种方式运动，它们是不动的动者。被欲望的东西和被思想的东西有着相同的基本对象。被欲求的东西只是表面的善，而被意愿的东西才是真善。（卷十二章七1072a25—29）


那种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神圣本是（本体）之所以造成运动，并不因为它本身是活动的，而在于它是“被欲望的东西和被思想的东西的对象”。不同于现代人的观念——运动的物理原因在于运动者和被运动者的相互作用——第一推动者并不在物理学意义上起作用，而是“作为爱的对象而造成运动”（1072b3）。这种运作是目的论意义上的。

由于亚里士多德经常将第一推动者和神交替使用（例如卷十二章七1072b24以下），并且他的神学理论是关于第一推动者的，所以读者们都期望能够从有神论角度将第一推动者和神连接起来。不过，他们还是感到了失望，因为亚里士多德将第一推动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与欲望做类比。初看起来，以这种方式解释的第一推动者是消极和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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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尽管这第一推动者并不像圣经中的上帝，拥有神圣的创造力和神意，但是它“作为万物之初推动他物运动”（卷十二章四1070b35），并且“天和自然皆依赖于它”（卷十二章七1072b13）。
 

[11]



 作为一个被欲望的对象，第一推动者承担着最基本的解释机能。但是，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万物都欲望第一推动者这点呢？

欲求理论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对动物活动的解释。动物之所以要活动，是因为它自身有欲望，因此动物的活动来自欲望。欲望的朝向对象是一个动物目前缺乏但终可实现的善。动物的运动便直接指向这些欲望对象，不论其善是表面还是实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以生物的不同功能为基础，灵魂可以分作不同的部分，而其中一定有一个独立的部分或功能承载着动物的运动：“运动的东西是一种单一的能力。”他称这部分为“灵魂的欲望（desiring）部分”（toorek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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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将欲望对象或者可实现的善叫做“不动的推动者”，并且由于欲望部分是被欲望对象推动、促使动物运动的部分，它就被称为“既运动又被运动者”（《论灵魂》卷三章十433b16—17）。人类行为是动物运动的一种，而人是行为的动变原则（《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三章三1112b32）。人类的灵魂包含着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部分，即非理性的和理性的部分，但它们之间融合得恰到好处。“选择或者就是有欲望的理智［orekitikos nous］，或者就是有思考的欲望［orexis dianoētikē］，而人就是行为的原则［archē］。”（《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章二1139b4—5）人类行为源于对善的东西的欲望或意愿（boulēsis）。这种意愿驱动人们进行考虑（bouleusis），找出最佳途径以满足自身的欲望或意愿。考虑的最终结果是选择（prohairesis，也可被翻译成“决定”或者“经过思虑的选择”），而这就是行为的开端（《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三章三1113a2—7）。亚里士多德这样总结他关于欲望和行动的观点：“以这种方式动物被迫进行运动和行动。欲望是动物运动的最终原因，而欲望又通过感觉、想象或思想产生。行动的欲望有时表现为创造，有时表现为行动，这或由欲望、或由激情、或由意愿产生。”（《论动物运动》章七701a34—701b1）

事实上，单看《论灵魂》卷三章十、《论动物运动》章七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三章二至四的关于欲望和行动的观点本身，都是十分有趣的。而我前面的论述之所以如此简略，只是因为我的目的并不在此理论本身。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当亚里士多德通过与欲望的类比来解释第一推动者的功能时，他模仿了对动物行动的解释方式。动物的行动源于某种欲望，而第一推动者之所以能够造成整个世界的运动，也在于它是欲望的对象。如果单从字面理解，只有动物才拥有欲望，也只有人类才有理解和思想。因此，如果说第一推动者是因为被爱才拥有推动力的话，那么它只能够导致动物和人的运动。然而事实是，世间万物都是被第一推动者推动的，这包括无生命物和植物。很显然，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使用了比喻的方式，赋予整个世界以欲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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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里士多德讨论动物运动时，欲望的对象必须是善，无论它是表面还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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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目前对运动原因的探讨而言，表面的善和真实的善的区分尚未得到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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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推动者之所以成为欲望的对象，也是因为“它是善的，并且在此意义上它是第一原则”（《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七1072b11）。它既是表面的善又是真实的善：“被欲望的东西和被思想的东西有着相同的基本对象。被欲求的东西只是表面的善，而被意愿的东西才是真善。”（1072a26—28）

于是，我们便有了这样的结论：第一推动者是欲望的对象，或者说是善。可是，为什么所有事物都追求第一推动者呢？某物为动物所欲求，并且促使动物运动，是因为它是动物缺乏却又需要的东西。这样看来，既然所有事物都朝向第一推动者，那一定是因为后者是这些事物缺乏又急需的东西。但这到底是什么呢？

正是在这里，新的困惑出现了。在之前对本是性潜能和现实的讨论中我们曾说，作为目的因的形式是万物在生成和发挥功用的过程中追求的那种善。这种目的因或者说“所为的那个东西”，通常与善相关联，甚至有时还被等同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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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指生物的成熟或者繁盛状态，是生物——作为特定属的成员——拥有的潜能的完全展现。如果某物有欲望，那么它寻求的一定是其目的因的最终实现。可是，既然第一推动者是作为欲望的共同对象出现的，那么它和本是性的形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每一个具体事物的目的因和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构成了一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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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而上学》卷十二，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形式的内在运动原则缄口不提。不过，他说“万物都是依靠某种次序安排的，但不是以同一次序”（卷十二章十1075a15—16）。我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谈论此问题，但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如果所有事物都朝向第一推动者，但却是以不同方式的话，那么第一推动者的目的因并没有取代每一个事物的自身自然。另外，亚里士多德也已经清楚指出，引入第一推动者的目的是要说明运动的永恒性。这样看来，形式因和第一推动者似乎是不同层次的原因，它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力。形式因说明特殊自然本是（本体）的生成和功用，而第一推动者则不然：它将事物的发展及功能交由事物自身的自然或形式，却将本是运动的延续性问题交由自己处理。因此，形式因和第一推动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张力。
 

[18]



 随着我们的研究的进展，第一推动者的这种功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另外，尽管形式因和第一推动者都是善，但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的善进行了区分：其一是每个事物自身特有的善，其二则是超越了特殊善的善。他相信，除了促使自身的内在形式得以完全实现以外，每一个有机体都趋向于更高层次的善：“也许在低等动物中，有一种比其自身更强大的善良自然，它追求本己的善。”（《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章二1173a3—5）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说：“我们知道，在万物中，自然总是追求更好的东西。”（《论生灭》卷二章十336b27）此时，我便可以得出结论说，形式因是每个事物特有的善，而第一推动者则是那种更高层次的、超越的善。正是在对这更高的善的追求过程中，生物趋向于第一推动者。

那么，这更高的善到底是什么呢？在对第一推动者进行描述时，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它的四个主要特征：“不被运动的，永恒的，本是和现实。”（《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七1072a22—25）从之前对这些特征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不被运动的”和“现实”的出现，是为了保证第一推动者本身的永恒活动，因为只有这样运动的永恒性才可能得到解释。另外，作为一个本是（本体），它还要求永恒性，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那么它一定是本是。从这个角度看，永恒性或者说永恒的活动也一定是第一推动者的核心特征。事实上，正是永恒性定义了第一推动者并使之成为善。亚里士多德的下述评论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点：“因此我们说，神是有生命的、永恒的至善，生命与无尽的延续以及永恒都归于神，这就是神。”（1072b29—30）

既然神的善在于其永恒性，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为万物欲望的对象，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因为要充分实现自身的形式而进行的运动外，万物同时也在追求永恒之善的过程中趋向于运动。正是在对这种永恒的追求中，所有事物与第一推动者联系起来。这种欲望是内蕴于宇宙万物之内的。让我们继续来看亚里士多德对这点——宇宙万物的运动都意在寻求永恒——的说明。

让我们首先来看最外层的天球。古希腊一直都有这样一种传统信念，即神圣原则只是在天体的运动中才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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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而上学》卷十二中，这个天球就是被第一推动者推动的，否则它便有以其他方式运动的潜能。对天球而言，第一推动者的规则规定了它独特的运行方式，即做匀速圆周运动。如果以欲望理论来解释，我们可以说，天球之所以欲求第一推动者，就在于它想保持自身的匀速圆周运动的永恒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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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要素循环往复的变化保证了地面上变化的持续性和多样性。不过，也正是由于对不灭的和永恒的欲求，要素的持续变化才能得到解释：“那些变化着的东西，如土和火，都在模仿着不变的东西。”（《形而上学》卷九章八1050b28—30）这种观点在《论生灭》中得到继续：


正如我们通常所说，这种连续的原因是圆周运动，因为只有它的运动才是连续的。因此，依据其特性和机能进行相互变换的一切其余事物（例如单纯物体）才模仿圆周运动，因为当水变为气、气变为火、火再复归于水时，我们说生成已经完成了一次循环，因为它又回到了起点。所以，由于模仿圆形运动，直线运动也变成连续的了。（《论生灭》卷二章十337a1—7）


各种要素模仿圆周运动并且不断变换，因为圆周运动是最永恒的运动。通过这种模仿，物质要素防止自身走向灭亡。现在，在《形而上学》卷十二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天球自身因对第一推动者的欲望而进行圆周运动。于是，我们就可以推断说，要素的运动最终可以借助欲望得到说明，即对第一推动者展现出来的永恒之善的欲望。

在动物和植物当中，对最高的善的追求通过自我繁殖的自然冲动得到展现：


假如生物是完满无缺的，并且其生长不是自动的，那么它们就会产生出另外一个和它们自身同样的生物来，从动物生出动物，从植物生出植物。正是以这种方式，它们希望尽量分享永恒和神圣。这其实也正是所有生物追求的目标，所有合乎自然而行动的生物都以此为目标来进行活动。（《论灵魂》卷二章四415a27—b1）


从上述这一观点来看，繁殖是所有可朽生物努力分享神圣的方式。正是通过繁殖，它们才能获得永恒。这虽然与无生命物的模仿方式不动，但是每个生物都竭力去繁殖的做法证明它们同样在追究永恒。通过这种方式，属内的现实的成员会产生出同属的潜在成员，形式也由此得以传递。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追求永恒的欲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普遍的自然法则，即同类事物生产出同类事物，而且还可以说明为何形式会在生成过程中首先出现。个体成员对永恒的渴望，造成了物种的延续。

像动物一样，人类也有繁殖后代的自然欲望。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和女性结合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人们的结合并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像其他动植物一样，出于这样一种自然，即欲望留下和自己相同的后代。（《政治学》卷一章二1052a27—30）


正是出于上面这种自然欲望，人类种族得以延续。不过，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繁殖并不是人类追求永恒的唯一方式。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类可以有更为高尚的追求形式，即通过思辨活动。事实上，思辨也是区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最显著特征。

在古希腊，“幸福”被看作是人类最高的善。幸福一词的古希腊语形式eudaimonia，从语源学角度可以被理解为“与一个好的神在一起”，而希腊人在以前也普遍将“幸福”理解为“生活优裕、行为良好”（《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四1095a16—17）。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说，最高的善就是思辨。“对人而言，合于理智的生命是最好的和快乐的，因为人更属于理智。理智的生命是最高的幸福。”（《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章七1178a7—8）理性是人的机能，思辨的生活就是纯理性的生活。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这种生活对人而言可能太高了，这不是作为人该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只能属于神”。（《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章七1177b26—27；参见卷十章八1178b6—7）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由灵魂和身体构成的，而纯理性只涉及其中的一个部分，尽管是最神圣和权威的部分（卷十章七1177a33—34）。人类都有身体，而这就会导致其他东西的掺入，如激情、欲求等（卷十章八1178a19—22）。此外，一个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因此他还必须是个“政治动物”。所以，纯思辨的生活只有神才能拥有：“至福的活动有别于其他的活动，是神的活动，而这必然是思辨活动。”（卷十章八1178b21—22）

有人也许会奇怪，既然思辨活动离我们如此遥远，为什么还要关注它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转向那些现实的有价值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这种思考方式。他启发我们说：


我们一定不要相信这样的话，即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为可朽的东西就要想可朽的事情，而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不朽。（《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章七1177b31—34）



作为人类我们应当追求思辨的生活，因为在其中可以寻到永恒和不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便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也是从对永恒性的追求出发的。人类的思辨活动与神圣活动相类似（卷十章八1178b27），而思辨的生活也是对神圣理智的模仿（卷十章七1177b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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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中的思辨理论，与他在《形而上学》卷十二中发展出的第一推动者的理论很好地关联在一起。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的立场一致，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十二中说，“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卷十二章七1072b23—24），并且他还认为，人们只能在某个短暂的时刻拥有这种生活，但神却可以永远这样（卷十二章七1072b15，b25）。在《形而上学》中，神因为被爱而成为推动者的观点，被亚里士多德用来解释人类对思辨的欲望。因为人类只能暂时拥有思辨的生活，所以我们自然会想要更长久甚至永远过这种生活：“如果神长久生活之佳境，我们只能在一时享有，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奇；如果神处在更佳状态，这就是更大的惊奇。”（卷十二章七1072b25）。这所有的理论都与《形而上学》开头的那句话相呼应，即求知是人的本性。因此，对永恒的欲望同时也揭示了人类对知识和真理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的原因。这样，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都以思辨为终点的做法并不是一种偶然。

正是在人类对纯思的追求中，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将第一推动者看作是思辨或思维活动的原因：“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生命是思想的现实活动，神就是现实性。”（卷十二章七1072b23—27）这明显与人类对纯思的追求相类似。从神所具有的这种特征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思辨活动是永恒活动的独特形式，是永恒性的一种独特表达，它揭示了人类理智和神之间独一无二的亲缘关系。除人类之外，我们很难说有什么东西是渴求思辨的。

当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推动者是现实时，他通常会借助“相反方向的潜能”原则进行说明。现在，当把第一推动者描述为思辨活动时，他同样要借助此原则，从而证明思辨活动并不是一种潜能（卷十二章九1074b29—30），并且神圣的思维本是（本体）必然是活动着的。如若不然，它就会像在睡眠状态一样，无从受到尊重（1074b18—19）。从第一推动者本身是思辨活动这点，亚里士多德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它是对思想的思想。第一推动者或者神的主要活动就是自知。可是，如果神圣本是是纯思，它所思为何？这里有两种可能性：“或者自身，或者他物。”（1074b22）亚里士多德认为神圣本是不可能思考他物，否则这他物一定更为珍贵，而神圣本是也就不再是最高本是了：“因此神圣者思考的必定是他自身，而思想就成为对思想的思想。”（1074b33—34）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此时思想主体和思想对象是同一的，而就人类思维而言，这两者应当互不相同。亚里士多德显然注意到了这点（1074b35—36，38）。事实上，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通常认为思想是人类的一个属性，或者说思维作为一种活动需要有一个基质。可是，当亚里士多德说神圣本是是思想时，他并没有说神圣本是是带有思维属性的一个事物。神圣本是本身就是思维。同样，当亚里士多德说第一推动者或神在思辨中永恒时，他也并没有说神是可以享受此种生活的一个事物。上帝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这里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指“思想的现实活动”（1072b27）。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卷三章五中谈到的那个神秘概念——主动心灵——了。亚里士多德将心灵（nous）分做两类：其一是我们思考和认知的一种能力，它通过接收事物的可知形式运作；其二是“可以造就万物的心灵，作为某种状态，它就像光线一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光线使潜在的颜色变为现实。这样的思想［nous，或心灵］是可分离的、不承受作用的和纯净的，因为从本是的意义上讲它就是活动”（430a15—18）。评论者通常将前一种称为被动心灵，而称后者为主动心灵。关于如何理解主动心灵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主动心灵与身体的分离性，以及它的不朽特质，都很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灵魂——它被看作是身体的形式——的观点相一致。另外，主动心灵造就万物的功能也十分令人迷惑。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将《论灵魂》卷三章五中的主动心灵，与《形而上学》卷十二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五中的、作为对思想的思想的第一推动者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主动心灵与身体相分离，而第一推动者则是纯思——因为它的活动并不需要借助身体自然能力的实施。主动心灵是不朽的，第一推动者同样也是永恒的。主动心灵“从本是的意义上讲是活动”，并且“绝不会一时能思维一时又不能思维”（《论灵魂》卷三章五430a22），而亚里士多德对第一推动者的描述是：“生命是思想的现实活动，神就是现实性。”（《形而上学》卷十二章七1072b26—27）另外，神推动万物，并非因为它自身的主动性，而在于它是被爱的对象；同样，主动心灵可以造就万物，但这“造就”的方式就如光线一样，是一种状态而非主动而为。从上述这些相似性来看，主动心灵似乎并不是人类的认知心灵，而是第一推动者的一种形式，即促使我们思辨的那种神圣思维。




Ⅲ　第一推动者和世界的秩序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世间万物都包含有某种内在驱动力，即对永恒的追求，而这也最终证明了第一推动者是运动的永恒性的原因。第一推动者的理论为宇宙间的持续运动提供了理性说明。既然当亚里士多德说第一推动者是万物之原则时，并没有因此排除掉每个事物的内在形式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了解第一推动者为万物的持续运动负责这话的具体含义。

另外，作为目的因的第一推动者也帮助我们解释了宇宙有序性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说：


我们也必须考虑，宇宙的自然（ētou holou phusis）以何种方式保有其善或至善，是作为分离的某物，就其自身而存在，还是万物的秩序。也许两种方式都是。这就像一支军队，它的善必须同时展现在秩序和将领上，而更多地依于将领；因为不是将领依靠秩序，而是秩序依靠将领。（《形而上学》卷十二章十1075a11—14）


在这段话中，至善以两种方式存在：（1）作为秩序；（2）作为秩序的原因。既然作为欲望对象的第一推动者一直被称做善（卷十二章七1072b24以下），并且我们也已经证明了它是万物所欲求的更高的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第一推动者存在的两种方式。不过，上面这段话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这个变幻世界的秩序问题。因此，第一推动者不仅是永恒运动的原因，还应当为世界的秩序负责。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第一推动者之所以能够导致运动，是因为它是欲望的对象，而现在它又成了世界的秩序和秩序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到底是第一推动者另外的功能呢，还是前者的附加呢？其二，既然秩序和秩序的原因并不是同一回事，第一推动者又怎能同兼二职呢？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除了是欲望的对象外，第一推动者并没有其他附加功能。正是在引致宇宙永恒运动的过程中，第一推动者成为秩序和秩序的原因。我将分三个阶段具体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

阶段一：“世界上的各物并非互不相干，它们总存在着某种联系。万物都被安排于一个目的。”（卷十二章十1075a19）宇宙万物以某种方式被组织到一起。这首先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目的。我是说所有事物都追求由第一推动者最终展现出来的永恒的善。正是因为万物都朝向永恒性的目标，所以它们才形成了秩序。从这个角度讲，第一推动者像将领，因为其他所有东西都仿效和分有它。

从宇宙万物都有同样的目的出发，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万物的存在都有其原因。“自然不做多余和无意义的事情。”（《论动物生成》卷二章六744a36）
 

[22]



 “自然就像一位优秀的管家，它不会抛弃任何由其可以做出任何有用之物的东西。”（《论动物生成》卷二章六744b16—17）在下面的文本中，自然被等同为神：“神和自然不会创造任何无用的东西。”（《论天》卷一章四271a33）既然万物存在都有其原因，亚里士多德便坚定地认为我们应当学习自然世界中的一切。所有事物，无论它是否能够吸引我们的感官，都分有哪怕是最小数量的神圣性。“我们不应该孩子气地耻于对那些卑微动物的研究。自然王国中的每种事物都是神奇美妙的”（《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五645a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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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应当大胆闯入动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探索，因为每种动物无不展示着自然和美”（《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五645a21—25）。

阶段二：“万物都是依靠某种次序安排的，但不是以同一次序。”（卷十二章十1075a15—16）。尽管每个事物都渴望永恒，并且都期望通过对自身形式的不断实现来最大限度地接近永恒之是（存在），但它们的追求方式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每种事物都有它独特的性质。在前面一节我们看到，天球做圆周运动，各种要素不断转换，动物进行繁殖，而人可以沉思。每种东西都竭力想接近目标，但这只限于在不违抗它们自然的范围内。第一推动者虽然可以解释世界上永不止息的实现活动，并且造成运动的持续性，却不能够说明事物为何以其独有的方式运动。只有每个事物自身的自然或形式才能决定它们以何种方式持续运动。这便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所有事物都被安排，却不是以同一次序的原因。

阶段三：既然万物都被安排于一个目的，并且每一物都依其自然行事，那么结果就是宇宙万物构成一个有序整体，而它们的位置则由各自的自然决定。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第一推动者既是秩序又是秩序的原因。

这正像在一间房子里，自由人最少有自由随便行事，一切或大部分事情都要有所安排。而奴隶和牲畜却可以随意活动，并不会为共同之善一起努力。这就是不同物各自之自然。（卷十二章十1075a16—23）

作为整体的自然成为一个等级序列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事物都实现和再实现着在它们自身的形式，而正是在这种永不停息的实现过程中，它们朝向共同之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


并不是所有事物都能拥有是，因为它们离原则太过遥远。所以，神接受剩下的东西，并且通过使生成不间断的方式达成宇宙之完美；因为存在需要最大程度的结合，而原因在于，本身连续生成的生成是最接近永恒之是的。（《论生灭》卷二章十336b26—36）


当每个事物都在渴求第一推动者展现出来的秩序时，宇宙的秩序就出现了。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以他在逻辑学上的成就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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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他对自己的第一推动者的理论也非常满意。他说：


我们古老的祖先将他们世代相承的认识以神话的形式传给后代，说这些本是是诸神，神将全部自然的秘密封存于其中。这些神话后来又不断增添，以便说服大众并用于立法和其他实际作用。人们说这些神是人形的，或者类似于其他一些动物，还添了其他一些说法，与这些相类似。如果我们将最初的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看——他们把最初的本是看作神——就不得不惊异于此观点的启发性，并且还会想起，几乎每一种艺术和科学经常都能够达到可能的高度，然后又消亡，而只有这些意见一直存留至今。只有这些，才是先祖和早期思想家们留予我们的意见。（卷十二章八1074b1—14，斜体为作者所加）


宇宙一词的希腊语形式kosmos，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秩序良好的、有机的和动态的世界。希腊自然哲学家一直以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理解kosmos。安那克萨哥拉试图用“心智”（nous）来解释世界秩序的做法，得到了苏格拉底的认同。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说，相比于自然哲学家的机械论式的解释，安那克萨哥拉的理论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尽管令人失望的是，他并没有将其坚持到底。（《斐多篇》97b—98d）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将神话里的造物主作为世界秩序的组织者。之后，亚里士多德凭借其潜能/现实理论，以第一推动者取代了神话中的造物主。通过一系列的理性论证，第一推动者理论解释了自然中运动的连续性、指明了天球中神圣性的意义，并且生动地展现了这个有序的自然世界的面貌。就对kosmos的理解而言，亚里士多德相信他比之前的任何思想家做得都要好，而这也是他自信地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先祖和早期思想家们留予我们的意见”的原因。






[1]

 该解释支持这样一种观念，即《形而上学》卷十二的第一推动者理论，是被安置在卷八至卷九的潜能和现实理论之后的，尽管我们不能由此说这些文本就是以这种顺序组织起来的。





[2]

 维特（C.Witt）注意到现实的在先性理论遇到的问题，并且对其进行了讨论。她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区分的确导致了许多困惑，但是“在我看来，最为有趣和重要的问题是，当亚里士多德说‘现实之是’先于‘潜在之是’时，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又为何会这样以为”（1994，p.215）。





[3]

 需要注意的是，当亚里士多德谈论现实在时间上的在先性时，他转换了讨论的主题，即从一个本是（本体）性特殊的生成过程转变为本是性特殊和其产生者的关系问题。不过，在谈及现实在本是上的在先性时，亚里士多德却仅仅关注于一个本是性特殊的生成。





[4]

 也可参见《物理学》卷八章七260a20以下，卷八章九265a13—27；《论天》卷一章四279a30—b2，卷二章三286a10；《论生成和消灭》卷二章十337a2。





[5]

 这里的翻译经过了修改。《牛津修订版》在这里用的是复数：“最初的那些天（the first heavens）”，但是希腊文用的是单数：“hoprotos ouranos”。





[6]

 它也是无限的，因为“有限的东西不可能具有无限的能力”（卷十二章七1073a7）。第一推动者必须具有无限的能力，否则它就无法引发永恒的运动。从第一推动者的永恒性特征，我们还可以得出，它是没有质料的（1071b21—22）。同样，第一推动者也没有体积（1073a3）。





[7]

 《形而上学》卷九针对最初的天的运动所持的立场，与《论天》中的观点十分相似。在后面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说，最外层的天球是自我运动的。它进行的永恒的圆周运动是自我催生的，并不依赖于任何动力因。此时，神并不是导致运动的原因，它不过是天球的永无止境的环绕运动而已（卷二章三286a8—12）。这个观点其实应该归于柏拉图，他在《斐德罗篇》245c5—9中说：“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运动的东西都是不朽的。那些被其他事物推动的事物会停止运动，也会因此停止生命。所以只有那些自身运动的事物，只要不放弃自身的性质，就绝不会停止运动。事实上，这些自动者也是所有其他被推动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原则，而自动者自身却不是被产生出来的。”（也可参见《法律篇》第十卷895b）





[8]

 这里的翻译经过了修改。《牛津修订版》仍然沿用了“这些天”这种复数形式。





[9]

 《形而上学》卷十二中的第一推动者的理论，与《论天》相背反，却与《物理学》卷八一脉相承——该书认为，最外层的天球的运动需要一个不动的推动者。《物理学》卷八想要证明运动是永恒的，并且由此认为天球不是一个自动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自动者，可以自我控制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而如果宇宙是这样一个东西，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说，宇宙可以来源于虚无，而并非是永恒运动着的。




至于亚里士多德涉及天的运动的三部著作——《论天》、《物理学》卷八和《形而上学》卷十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论天》中天球是个自动者，而在另外两书中，第一推动者是导致天球运动的最终原因。可是，这一矛盾到底尖锐到何种程度，人们却各执一词。格思里（W.K.C.Guthrie，1933）和罗斯（W.D.Ross，1957，p.75）作为传统观点的持有者，认为《论天》中关于自动者的理论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早期观念，而《物理学》卷三和《形而上学》卷十二对第一推动者的引入则属于后期阶段，并且是对《论天》的一种反驳。然而，考斯曼却认为，这种矛盾并非十分明显，与其说《物理学》卷三是对《论天》的拒斥，不如说是对它的详细说明。考斯曼这样说的理由是，《物理学》卷三和《形而上学》卷十二中的不动的推动者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而是《论天》中的最外层球体之灵魂的模拟物。他还认为，不动的推动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自动者（L.A. Kosman，1994，p.130）。考斯曼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朱迪森（L.Judson）的挑战（1994）。在所有这些态度中，我更倾向于传统观点，尽管它所坚持的这三部著作的撰写顺序，我还并不十分肯定。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发现了《形而上学》卷九和卷十二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一致性。





[10]

 罗斯（W.D.Ross）评论说，神的这种影响“很难被说成是一种活动，因为这种影响可以是一个人在无意识中给予他人的，甚至，一尊雕像或一幅图画也可以对其倾慕者产生影响”（Ross，1924，i.cxlix）。





[11]

 根据《形而上学》中“天和自然”直接依赖于第一推动者这一点，《形而上学》卷十二和《论天》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就出现了。在《论天》中，所谓的神就是指最外层天球的永不止息的圆周运动，所有其他天体的运动以至所有的运动都是以那种永恒的自我运动为源泉和原则的。天地间的所有运动都源自于宇宙最外一层那个星光闪烁的球体的运动。关于第一推动者的神学影响，可参见C.Kahn，1985。





[12]

 《论灵魂》卷三章十433a22。《牛津修订版》将该词翻译为“欲求（appetite）能力”，而这就与它将orexis翻译为“欲求（appetite）”相一致。不过，如果依照《牛津修订版》的翻译，就会出现一些混淆，因为“欲望”（appetite）也可以用于指epithumia，即食与性这种最基本的冲动。与此不同，我们这里讲的欲望部分（desiring part），至少就人来说，应当包含有实践理性和各种其他欲望（即较低层次的欲求或较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参见J.Lear，1988，p.142。





[13]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经常使用这种比喻的方法：“我把星辰认作仅仅是物体和单位，它们有一定的次序，完全没有生命；但是，我们应当将它们看作是拥有生命和行为的。”（《论天》卷二章十二292a19—21）





[14]

 “思想永远都是正确的，但欲望和想象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因此，尽管欲求的对象总会产生运动，但这对象或者是真正的善，或者是表面的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意思似乎是，对动物来说这是表面的善，对人而言是真实的善。





[15]

 在《物理学》卷二章三，目的与善被等同起来，并且“无论我们称其为善还是表面的善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195a25—26）。





[16]

 《物理学》卷二章二194a32—33，卷二章三195a23—25；《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一639b19—20；《形而上学》卷一章三983a31—32，1013b25—27；《欧德谟伦理学》卷一章八1218b9—11；《政治学》卷一章二1252b35以下。





[17]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物理学》一书中，并且那里的张力似乎更为明显。按照《物理学》卷二的看法，自然是变化和静止的内在源泉（卷二章一192b13—22）。尽管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所有自然物都是自动者（因为像石头这类无生命物，虽然可以自然地向下运动，但是却不能停止自身），可至少动物是，因为它的活动是被自身的灵魂控制的。然而，当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卷三中针对不动的动者进行论证、以对运动的持续性进行说明时，他又否定了动物是自动者的观点（卷八章二253a11—13）。他的理由是，如果动物是自动者，可以自由控制自身的运动或停止的话，那么整个宇宙也可以以自身的方式运行（卷八章二252b25—29）。因此，亚里士多德是否拒绝自我运动的观点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话题。绝大多学者认为——当然，他们在解释的细节方面各有不同——《物理学》中出现的这种表面上的张力，可以通过区分自动者的不同意义，即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自动者的动物并非不需要外在的动力因的推动这点，来得到平息。针对此论题的论文，可参见M.L.Gill和J.G.Lennox等编，1994。





[18]

 卡恩（C.Kahn）对此立场也给予了维护和支持，参见C.Kahn，1985，p.186。





[19]

 参见《论天》卷二章一284a11：“我们的前人把天或者上面的地方分给神，认为只有那才是不朽的。”





[20]

 亚里士多德承认他关于天体运动的理论存在着困难：“我们必须考察为什么有多种不同的移动，虽然我们离企图探求的对象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主要不是由地点的遥远造成的，而是在于天体的属性很少能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不过，不要让这点阻止我们的前进。”（《论天》卷二章三286a4—7）同样，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他的解决方式的推测性质和不确定性：“至于这些移动的具体数目，为了对此有所了解，我希望引用一些数学家的说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确定的数量。不过，在其余的部分，我们必须边探索，边从其他的探讨者那里学习；如果那些人的意见与我们现在的相抵触，我们应该尊重双方的观点，并且遵循那个更为确切的。”（《形而上学》卷十二章八1073b10—17）




上面这种态度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推动者和天体运动的关系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卷十二章八，亚里士多德说有无数的天体，并且“不动的本是和原则也是同样的多”（1074a14—16）。然而，这种承认有许多不动的推动者的观点，很难与卷十二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推动者的观点——相一致，而这也使所有《形而上学》卷十二的评论者感到困惑。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意思是，尽管第一推动者解释了运动的持续性，每一个天体还有自身独特的运动规则，以此来制约自己的运动。我的这种看法与卡恩（C. Kahn）（1985，p.203）比较接近。事实上，在卷十二章六1071b20—22处，亚里士多德也忽然用复数来谈论不被运动的和不包含质料的永恒本是（本体）。我在这里同意朱迪森（L.Judson）的观点，即这句话好像是在匆忙之中插进去的（1994，p.156，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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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发展的幸福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幸福概念和理智概念的张力，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中心。我曾经在其他地方通过比较《尼各马可伦理学》和《理想国》，得出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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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动物部分》卷二章十三65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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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之后，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说当一些客人看到赫拉克利特在厨房的火炉旁取暖时，便踌躇不前不敢探访。然而赫拉克利特鼓励进来，并说：“即便是在厨房里也充满了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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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在所有的探究之中，人们都可以以前人传承下来的成果为起点，但“对于推理，我们完全没有一部早期的著作可以借鉴，而是在长期时间里，费尽心力地进行着尝试性研究。所以，如果你能够仔细想想，再考虑到开始时的这样一些状况，并且与那些建立在传统上的探究相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理论还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对于你们所有人，或者接受我们指导的人来说，剩下唯一的事情，就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理论的缺陷，并对我们的发现感到由衷的感谢”（《辩谬篇》章三十四184b1—8）。





第八章　形而上学的统一性



我们已经讨论过“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在这个总结性的章节里，我想说明对这两者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位置，以便将我在此书中的主要观点和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统一体的传统争论联系起来。

亚里士多德将自己在《形而上学》中的研究称作“是之为是的科学”（卷四章一1003a21—22；卷六章一1025b1—18），但他也把这叫做“神学”（1026a19），而神学又是“第一科学”（1026a15）或“第一哲学”（1026a24，31）。那么，“是之为是的科学”和“神学”是否相容呢？《形而上学》卷六章一似乎就是为此问题而设。这一章具体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025b1—18）重复了卷四章一（1003a21以下）的观点，即是之为是的科学研究一般的“是”（存在），而特殊科学只涉及“是”的一个部分，并对其特征进行说明。第二部分（1025b19—1026a23）开始谈论亚里士多德本人对科学的三分：实践科学、创制科学和理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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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科学高于另外两种科学，并且可以被再分为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和神学。数学的对象是不动的和不可分的事物，物理学的对象是可动但不可分的事物，而神学的对象则是不可动但可分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崇高的科学研究的应该是最高的种，所以理论科学高于其他科学，神学比其他思辨科学更受重视”（1026a21—23）。

那么，这两个部分怎样联系在一起呢？换句话说，“是之为是”的科学如何与对科学的三分相关联呢？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这种三分已包含所有科学在内（1025b25）。既然神学与创制和选择无关，那么它必然属于理论科学。但是，理论科学的三个部分涉及的都是某一类“是”，因此与“是”之为是的科学的观点不同，这三部分似乎更应当是特殊科学。此时，关于“是”的科学在理论科学中的适宜性就变得模糊起来。

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试图解决它。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一的第三节，他说：


人们或许想问，第一哲学是以普遍为对象呢，还是只研究某个种、即某类“是”。……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在由自然构成的东西之外没有别的本是，自然科学［物理学］就是第一科学；但如果有不动的本是，那么关于它的学科就要先于其他并成为第一哲学。既然这里研究的是最基本的事物，这门学科就应当是普遍性的。而对“是之为是”的研究——包括“是什么”和它的属性，都应属于这一学科。（1026a24—32）


由此，尽管神学涉及的是一类特殊的“是”（存在），它依旧是普遍的，因为其对象是首要的和不动的本是（本体）。于是，亚里士多德在最后一句话里面说神学考察“是之为是”和它的性质，它与关于“是”的科学是紧密相连的。

亚里士多德试图将上述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目的非常明确，但他用来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证却似乎太过简单和武断——“既然这里研究的是最基本的事物，这门科学就应当是普遍性的。”乍看之下，我们似乎很难理解这句话，或者说，我们很难知道它怎样将关于“是”的科学和卷六章一最后提到的神学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二中，“是之为是”的科学既涉及“依凭自身之是”，也与“潜能/现实之是”相关。此外，它还关注诸如不矛盾律等这类普遍定律，一、同一性、相似性、相同性、平等这些普遍概念（《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3b22—1004a25），还有“在先和在后，属和种，整体和部分，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卷四章二1005a16—18）。很明显，关于“是”的科学的范围要比对不动的本是的研究范围大得多。

于是，我们就有了关于“是”科学和神学——它们在传统上分别被称作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和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何以成为统一体的争论。某些人认为，形而上学的这两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内部形成了一种张力，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对此问题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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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些人则坚持发展论的观点，认为神学概念是当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主义者时提出的，而“是之为是”的科学“则对应于其思想的最后和最具特色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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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门学科之间是能够调和的。对这些人来说，虽然针对两个概念如何结合为一仍有不同理解，但总的策略十分相似，即认为“是之为是”的科学和神学都可以化约为对本是的研究，因为神学的神圣本是或者第一推动者其实就是最高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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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便起见，让我们暂时称这种方法为“还原主义”。

此时，我们发现，尽管学者对此问题着墨甚多，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结论。一位卓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研究者对此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针对这两个概念间的关联，许多当代学者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但这似乎并没有缩短我们和结论之间的距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努力去获得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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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认为关于“是”的科学包含两个部分，即“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那么我就有必要考察这一观点给上述问题带来的启发。初看起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是”（存在）理论包含有两种不同进路的办法，似乎将其形而上学一分为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本书将为“是”科学和神学的内在关联打开一种崭新的视野。

既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一中已经开始调和神学和关于“是”的科学，那么就上面三种不同理解而言，还原主义的路径似乎更为正确。不过，它的整体策略仍然存在一些困难。总起来说，还原主义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亚里士多德观点——在“依凭自身之是”中包含有某种核心结构——的扩展。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有非本是（本体）的范畴才中心地关联于本是，而还原主义者则进一步将这种中心关联应用于对可感本是和神圣本是的关系的描述。具体的推理过程如下。从中心关联出发，我们知道，其他“范畴之是”必须通过本是之“是”得到解释。现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本是，因此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一种核心关联，而神之“是”就是所有本是关联的核心。此时，所有本是都与神圣本是核心相关，其他本是之“是”必须通过神圣本是得到解释。世界上的所有“是”最终都源自于神之“是”。后者是所有其他“是”的源泉，我们想要知道的关于“是”之为是的一切，都可以在神那里获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作为第一哲学的神学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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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找到文本根据，以支持可感本是（本体）和第一推动者之间的中心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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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本是和非本是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可感本是和第一推动者的关系。本是在是论（本体论）上就其他范畴的在先性，指的是在没有本是的情况下，无物可以存在，反之不然。这是因为，本是是所有其他范畴的主体，后者是本是的属性。这同样的主体—属性关系并不存在于第一推动者和可感本是的本是性形式之间。亚里士多德从未赋予第一推动者以高于其他本是性形式的是论上的在先性，也从没有说可感本是的存在依赖于第一推动者。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说，第一推动者保证了运动的永恒性和宇宙的秩序，但它并不能决定每一个事物的本是形式的具体内容。与此相反，恰恰是每一个事物自身的本性决定了它被第一推动者运动的方式。

关于还原主义的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充分讨论，在这里就无须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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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即我们可以以理解欧文（G.E.L. Owen）的“中心含义”的同样方式来理解还原主义的中心关联（pros hen）。不过，在第二章中，我曾批判过这种解释，并且指出，尽管所有其他“是”都与本是核心相关，但这并不会抹杀每一个“是”的“是什么”。相应地，即使是在本是和非本是范畴之间，我们也不能够说所有其他范畴的“是”都必须借助本是之“是”得到解释，不能因为知晓了本是就可以推知其他“是”的一切。

为了发展一种关于“是”的科学和神学的统一理论，我首先想问的是，这些核心卷次与特殊形而上学和普遍形而上学的张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就核心卷次和上述两个概念的张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人们尚且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学者认为，在核心卷次中，研究本是（本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理解另一个超感觉本是，本是自身就是目的。用耶格尔（W.Jaeger）的话说：“他们并没有坚定地持守自己的构想，为超感觉实在的存在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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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上，即便是坚持认为“是”（存在）科学可以被还原为神学的帕兹希（G.Patzig），也指出“在对自然本是的分析中，并没有涉及第一推动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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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七、卷八和卷九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张力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对耶格尔而言，这些卷次是独立于亚里士多德从神学到“是”的科学的发展过程的。帕兹希认为这些文本是后来才有的，当时“亚里士多德已经放弃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同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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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兹尔对此的见解是，当亚里士多德写作这些卷次时，他还没有获得其在《形而上学》卷四中持有的那种清晰的是论（本体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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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原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些核心卷次是涉及其中的，它们是从“是”之为是的科学到神学的还原过程的中间阶段。这种观点认为，卷七、卷八和卷九对可感本是的讨论其实是从对是（存在）的所有范畴的研究还原而来；它们其实是对神圣本是研究的前奏。用欧文斯（J.Owens）的话说，这些卷次为“一个永恒的、简单的、绝对的、真实的超感觉物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们“其实就是为此目的而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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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概念，我们就必须转向他的形而上学文本。由此，卷七、卷八和卷九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们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解的关键环节。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同意还原主义的观点。不过，在就这些核心卷次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概念的关系进行描述时，还原主义者和其他人一样，都将这些卷次看作是一体合一的，根本没有在意“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

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形而上学》一书的核心卷次事实上包含对本是（本体）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这分别与“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相对应。从这点出发，我认为，从卷十七章七开始，并且一直延续到卷八和卷九的文本的确引向了神学，但是卷七章三至章十六的研究与神学并无关联。

严格说来，卷七章三至十六更应当被看作是对本是性形式，而非对可感本是的研究。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在比较形式、质料和复合体，以此来决定谁是第一本是。当然，最终的胜出者是形式，或者说恒是（本质）。除此之外，这部分还涉及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的问题。在处理这所有问题时，亚里士多德采取的方法都是静态的，只进行了逻辑的和知识论的分析，根本没有涉及四因说或潜能/现实理论。作为第一推动者的神在这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事实上，在卷七章三至十六中，由于与第一本是相等同的并不是神而是可感个体的形式或恒是，所以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认为作为本是形式之“是”需要借助第一推动者得到解释。这是因为，如果作为第一本是的形式或恒是在是论（本体论）上是被神规定，并且因此是次一级的本是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奇怪亚里士多德为什么称其为“第一本是”。由此看来，说卷七章三至十六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阶段、是对神的研究的准备阶段其实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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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当卷七章十七说要开始对本是的新探究时，它立即声明：“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对存于可感本是之外的那种本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1041a8—9）如果我们的看法没错，卷七章十七的确是一个新起点，它同时也表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打算从对卷七章三至章十六的研究引向神学。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清晰看到，卷八和卷九对潜能/现实的研究如何关联于卷十二中第一推动者的理论。

有趣的是，《形而上学》卷六章一的第二部分描述的物理学和第一哲学的关系，很好地反映了卷八至卷九的潜能/现实理论和卷十二的神学理论之间的关联。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一中，神学被看作是第一理论科学。事实上，在三类不同的理论科学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太多地涉及数学和第一哲学的关系。他倒经常将作为第一哲学的神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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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对照关系有：（1）物理学的对象是那些形式不能与质料脱离的事物，而神学的对象在这方面则是独立的；（2）物理学的对象是那些可运动的事物，而神学的对象则是不动的。实际上，这两点也是紧密关联的，因为如果一个事物是运动的，那么它一定就包含有潜能和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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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对照关系同样可以应用到卷十二的神学与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的“潜能/现实之是”理论的关系上。在“潜能/现实之是”中，形式和质料很难相互分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形式和复合体之间进行区分（卷七章十三1043a36—37）。而且，谈论潜能/现实理论其实就预设了事物必然是在运动或起在作用的。与此相反，在卷十二中，作为第一推动者的上帝是分离的和不动的。它与潜能和质料相分离，因为它自身是不动的，也不具备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潜能。在《形而上学》卷四章一中，物理学之所以不能是第一哲学或第一科学，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不动的本是存在。这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在自然组成的本是之外没有其它本是，那么物理学就会是第一科学；但是如果有一个不动的本是，那么关于它的科学就属于在先的第一科学。”（卷六章一1026a27—30）同样，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说，在可感本是中对潜能和现实的分析也并不是完善的，因为它无法解释运动的永恒性和宇宙的秩序。《形而上学》卷十二表明，不动的本是的存在是必然的，只有这样运动的永恒性才能获得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对潜能/现实理论的研究会导致第一推动者理论的原因。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准确界限是什么？因为依据上述理论，《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似乎也应当属于物理学。一方面，这好像并不奇怪，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说，《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是追随《物理学》而来，并且它们分享着同一个主题。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被冠以“物理学”名称的文本，通常都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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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对潜能和现实的研究又不同于天文学、动物学等这类特殊科学，它根本不在其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特殊物理学和普遍物理学之间进行区分。当然，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直接指出这点，但是他认为数学可以分为普遍数学与特殊数学（《形而上学》卷四章二1004a8—9，卷十三章二1077a9—10）。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将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这类处理某一种特殊本是的科学称作特殊物理科学，而将另外一种科学——它涉及的是为所有特殊物理学同时分享的一些原则——称作普遍物理学。既然普遍物理学研究的是为所有自然科学共有的原则，那么它就成为“是之为是”的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包括《物理学》涉及的那些观念，都应当蕴含在普遍物理学之中。因此，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分，指的并不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两部著作间的区分。
 

[18]



 依照这种思路，普遍物理学和第一哲学其实是继续了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

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是”（存在）科学呈现出如下结构。它的核心理论涉及两类“是”（存在）：“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它们分别在两部分文本中得到分析：一是《形而上学》卷七章三至十六；一是卷七章十七，卷八和卷九。这两部分最终构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因为“是”科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里展开的。其中，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最终带领我们走向第一推动者理论，也就是神学。另外，还需要指明的是，将“是”作为“是”来研究，其实是在静态地探询世界，而一旦我们将“是”作为“潜能/现实之是”来研究，这就是动态的。既然我们需要从两面看待这个世界，对“是”的研究也就应当包含这两个方面。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是否能够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卷六章一第三和第四部分的那种调和论调呢？首先，它为我们使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十二中就第一推动者的作用所作的言论提供了一种途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他的神学观点——即神学“是普遍的因为它是首要的”观点（该观点虽然简略，但又是讨论的焦点）——提供了一种进路。第一推动者之所以是首要的，就在于它为其他一切事物所爱，而万物之所以爱它，就在于它展现了万物追求的那种永恒性。结果，“万物都被安排于一个目的”（《形而上学》卷十二章十1075a18—19）。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第一推动者或者上帝被称做是普遍的。

那么，我们又应当怎样解释卷六章一最后的评论，即它将神学归于“思辨‘是之为是’——这既包括是什么也包括事物的属性”的科学呢？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关于“是”的科学属于神学，或者说它们是相同的，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关于“是”的科学研究的东西远多于不动的本是（本体）。它研究作为“依凭自身之是”的那种“是”，以及世界的构成。它还涉及逻辑和一些共同概念的普遍原则。很难说这些东西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推动者理论涉及的。如果说这些都是神学的直接对象，那么这里的神学就一定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展示的神学有所不同。

既然在将神学称作第一哲学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其与关于“是”的科学比较，而是把它与作为第二哲学的物理学联系在一起，那么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此时的意图是将神学作为“是”科学看待，而非将两者等同起来。亚里士多德神学直接涉及的是永恒运动，而这其实就是潜能/现实研究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要理解运动的永恒性，人们必须理解什么是运动，并且预设在个体当中对潜能和现实的讨论。从这种非直接意义上讲，神学根本无法同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区分开来。而且，潜能和现实也必须是某种“依凭自身之是”的潜能和现实——从这个间接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神学预设了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因此，说神学涉及“是之为是”，其实就是说它是关于“是”的整体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就是说，其中的每一部分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但每一部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他部分。任何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集合起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关于“是”——的完整理论。






[1]

 这一区分在《论题篇》卷六章六145a15—18、《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章二1139a26—28中被重复提出。





[2]

 参见W.Leszl，1975；C—h Chen，1976；C.Kirwan，1993。巴恩斯（J. Barnes）也说：“第六卷中的论证是无效的。其他论证也是同样。因为很明显，神学和逻辑学是截然不同的学科。”（Barnes，1995，p.107）许多学者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是由非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插入的（例如，W.Leszl，1975，p.537）。





[3]

 W.Jaeger，1948，pp.218—219。尽管欧文（G.E.L.Owen）与耶格尔在亚里士多德从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成长为经验论者这一观点上相反，但他们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神学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早期阶段。欧文说，在《工具论》时期，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和学园派对普遍形而上学的追求，并且“出于逻辑的原因，他在当时局限于对某些具体科学的研究（神学便是其中之一）”（1960，p.164）。





[4]

 这种解释方法可以追溯至古代的评论家和托马斯•阿奎那，而它在20世纪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H.Cherniss，1944；J.Owens，1963；G.Reale，1980；G.Patzig，1960；M.Frede，1987。莫兰（P.Merlan）（1960）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认为“是（存在）之为是”其实就是神之是（存在）。





[5]

 M.Frede，1987，p.83。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不会再继续努力。事实上，弗雷德在说完这番话之后，不仅继续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还发展出一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还原主义的观点。





[6]

 对此观点的更为清晰的描述，参见J.Owens，1963；G.Patzig，1960；M.Frede，1987。欧文（G.E.L.Owen）本人并没有将他对“中心含义”的解释从非本是范畴和本是的关系扩展到本是和神的关系。他的确曾在某处说核心含义“使亚里士多德从关于本是的特殊科学转换到关于是的普遍科学，而后者同时又是首要科学”；但是欧文接着补充说，他在“文本之外”引用了这一评论，并且解释说“显然，我在这里关注的仅仅是亚里士多德从本是科学转换到关于toon heI on的科学时采用的那种策略。”（1960，p.169，以及注14）





[7]

 欧文斯（J.Owens）承认自己的解释和原始文本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他说：“对卷一至卷六章一中涉及的各个分离事物，我们并没有更正面的分析。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关于它们的任何文本资料。因此，目前存有的形而上学文本在此问题上的缄默态度，并不会对某些介绍性著作中涉及的是（存在）概念提出反对。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一种彻底而全面的是（存在）概念在目前的文本中并无法找到。我们必须从《形而上学》包含的一些端倪中，重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完整理论。”（Owens，1963，p.455，也可参见p.470）





[8]

 针对此问题的详细批判，可参见W.Leszl，1970，1975；C—h Chen，1976；L. Gerson，1983。





[9]

 W.Jaeger，1948，p.200；也可参见W.Leszl，1975，p.453以下；C—h Chen，1976，p.368。





[10]

 G.Patzig，1960，p.46。莱兹尔（W.Leszl）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没有迹象说明，可感本是知识是超自然本是知识的预备，而且前者最终会被后者取代。”（1975，p.464）





[11]

 G.Patzig，1960，p.47。“同源关系”是帕兹希对“pros hen（指向一个、相关于一个）”的翻译。他说：“就是（存在）而言，我们应当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假定同源关系：第一，本是和依存于它的事物的关系；第二，不动的、独立的本是和其他本是的关系。因此，从两种不同意义上讲，是论都是一门同源科学。”（1960，p.44）





[12]

 W.Leszl，1975，p.453以下。





[13]

 J.Owens，1963，p.415；也可参见pp.348，396，403等。





[14]

 七章三至十六中的两个文本，通常被还原主义者引用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即核心卷次其实是神学研究的准备阶段。第一个文本是1029b3—12，其中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当首先研究可感本是，然后由对我们可知的东西的研究发展到对就其本性来讲可知的东西的研究。这段话在整个章节中显得格格不入，那些编辑者和译者们通常就这段应当放在卷七章三的末尾还是卷七章四的开头展开争论。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物理学》卷一章一184a17—21。事实上，这段话只是针对知识的发展——从意见到知识——进行的描述，而不是说要由此上升到对神圣本是的研究。它根本不足以支持还原主义者的观点。维兰德（W.Wieland）说得好：“他［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仅仅是知识的不同形式（例如，一物以何种方式被认识），而非正在知和已知之间的对立关系，或者是论的二元论。”（1975，p.129）




第二个文本是卷七章十一1037a10—16，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在这些本是的质料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本是？我们是否应该寻找除此之外的其它一些本是，例如数目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此，我们尝试对可感本是加以限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可感本是的理论，是自然科学或第二哲学的任务。”初看起来，这段话似乎是对还原主义者的强力支持。然而，尽管在这段中亚里士多德将对可感本是的研究称作第二哲学，而这对还原主义又似乎有些帮助，但是它的问题好像更多。仔细读来，我们发现，这段话的内容其实并不是还原主义者想要说的。第一，这段第一句话的希腊文是这样的：“poteron de estI parA tēn hulēn tōn toioutōn ousiōn tis allē。”我认为波斯托克（Bostock）对这句话的解释更为贴切：“我们之后必须考察是否还有除了这类本是的质料之外的其它质料。”（1994，p.262）因此，这段话讲的是对可感本是的研究和对其他质料、其他类型的本是（如数目）的研究的关系。神圣本是并未在此提及，可感本是和第一推动者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不成问题。第二，这段话的具体目的我们也并不十分明确。波斯托克（Bostock）说：“数目是否为本是是卷十三和十四的主题。我们尚不清楚，存在于这些松散卷次中的某些段落是否可被看作是对数学对象的探究。”（1994，p.168）第三，这个段落与卷七的主题并不融洽。如果它指的是整个卷七，那么这一卷就应当是关于可感本是的，因此它也便成为第二哲学的一个部分。可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卷七其实更像是对形式而非可感本是的研究。而且，如果说第二哲学的目的是要确定第一本是为何，这似乎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第四，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对比在许多场合都被提及（参见下个注解），但是亚里士多德从未说物理学只是因为神学才被研究的。第五，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说，卷七章十一根本不是一个十分紧凑的文本。





[15]

 对于自然科学和第一哲学的比较，也可参见《物理学》卷一章九192a34—36，卷二章二194b14；《论天》卷一章八277b9—11；《论生成和消灭》卷一章三318a5—6；《论动物部分》卷一章五645a1—4。





[16]

 亚里士多德如此描述物理学的对象：“它们的定义都离不开运动，并且永远具有质料。”（《形而上学》卷六章一1026a2—3）





[17]

 阿克利尔（J.Ackrill）以这种方式描述《物理学》卷一至卷二：“《物理学》卷一至卷二谈论的问难题大多都是关于自然科学（physis的意思是‘自然’）的基本观念的，因此我们应当称它做科学哲学。不过，由于这些观念从根本上涉及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这些章节也可以被称作是形而上学——事实上它们就是‘描述形而上学’的范本。”（1981，p.24）柯万（C.Kirwan）评论说：“如果没有不变本是的话，物理学就应当是首要学科，并且因此是普遍的，也就是说，是论应当被看作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即便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似乎也愿意将我们通常看作是哲学的东西放入物理学当中。”（1993，p.189）





[18]

 依照传统理解，那些被冠之以“形而上学”名称的文本，之所以被如此命名，就是因为它们存在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著作之后。既然亚里士多德称自然科学为第二哲学，并将他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研究称作“第一哲学”或“神学”，我们就会奇怪，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不将后一类文本命名为“神学”或“第一哲学”。对弗雷德（M. Frede）而言，“答案就在于，在希腊哲学中，人们不太使用第一哲学这个概念，而之所以不采用神学一词，就在于它和当时人们接受的神学概念有所不同，就像它与现代神学概念的意义也有差别一样”（1987，p.82）。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评论者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关于“第一哲学”的，因为它的大多数议题属于“第二哲学”。





附录　亚里士多德论ON



余纪元

从巴门尼德提出on（being）这个概念，到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哲学的对象界定为toon heI on（Being as Being），ontology便诞生了。它一直被视作“形而上学”的同义词，是西方哲学的主干。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对on的意义的探索史。本文试图提纲挚领地展现亚里士多德对on这一概念的系统分析。着重分析on及其关联概念tI esti，ousia，totI en einai之间的词义及它们在理论上的联系。

on是希腊文einai（是）这一动词的分词现在时中性单数第一格与第四格。在希腊文中，分词、形容词、不定式带上冠词即可成名词形式。故系词的不定式einai与分词on带上冠词to，就从系词或等同关系的作用上转变成形而上学意义了。但中文没有分词，on在中文里便有了“有”、“存在”、“是”三种主要译法，同样的混乱也出现在与on同义的einai上。tI esti和totI en einai以前未曾受到专门注意，一般都译为“本质”。最近苗力田老师欲作区分，将前者译为“何所是”，将后者译为“是其所是”。ousia出自希腊文“是”的分词现在时阴性单数第一格。它与on的字根相同，可是在中文翻译中不管人们将on译成“存在”、“有”还是“是”，ousia却总被译为“实体”或“本体”，毫不顾及它与on的字根联系。对此，我只能暂且保留原名进行讨论，并根据讨论在最后谈一点我对翻译这些词的看法，敬请指正。

一　ON

亚里士多德一再说“on有许多含义”或“on为许多方式所述说”（toon legetal pollachous）
 

[1]



 ，完整地列举这些含义的数目是十个，它们是：ousia、量、质、联系、地点、时间、姿势、状态、主动、被动（《范畴篇》章四及《正位篇》卷一章九）。

除了范畴的on以外，其他类的on有：偶性的on、真假的on以及潜能现实的on。
 

[2]



 后三类的on都是以范畴的on为基础的。所以，要说明on的含义，我们应集中考察范畴的on。

在《范畴篇》章四中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十个范畴的on，可是他引入的方式是突然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句子是由单个词合成，而单个词是非合成的。这种非合成的单项表述有十个，即ousia、量、质、联系等。而这十个非合成的单项表述同时又是“被述说的事物”（ton legomenon）。（《范畴篇》la16）

要真正搞清范畴的含义，需要到《正位篇》中去找。范畴的原文是kategorein（动词）或kategoria（名词），原意是“指控”。亚里士多德将它用到逻辑文本中，常说“kategorein tI katA tinos”即assert something of something（述说某物于某物）。这里仍有少许“指控”的痕迹，但已成为一个逻辑或语法的术语了，亚里士多德把这词和legein（说，say）通用。英语中译作category，但更多是译作predicable或predication（谓项）。B kategorein A，B即是A的谓项，而A是被述说的东西，是主体（kategoroumenon）。

《正位篇》卷一章九开头即说要区分范畴的种类。亚里士多德说：“它们在数目上是十个：tI esti、质、量、联系、地点、时间、姿势、状态、主动、被动。……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一个人在表明ti esti时，他有时是在表明ousia，有时是一种质，有时是另一类范畴。当一个人被置在他面前，他说那呈现的是人或动物，他便说明了该物的tI esti，表明了它的ousia；当一种白色呈现于他，他说这所呈现的东西是白或者是一种颜色，则他便说了该物的tI esti，表明了它的质。同样，当一腕尺的长度呈现于他，他说呈现于他的乃是一腕尺的长度，他就是在描绘该物的tI esti，表明它的量。其他情形也同样。”（103b22—36）

这表明，kategoria与主语一谓语的结构相关。主语一谓语结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ontology的基础。十个范畴说明我们描绘事物的十种方式。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即是一个人在说这样的一些句子：

（a）这是人（ousia）

（b）这是白色（质）

（c）这是三尺长（量）

（d）……

十个范畴即十个谓项。每一类谓项按种属关系都会有一个系列，如张三是人，人是动物，动物是ousia。如这系列不能再延伸，那么这终点就是范畴，范畴乃是谓词的种。（参见《分析后篇》83b15）

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明为什么是这样十个谓项。从字面看，有的来自问句：多少？——量，怎样？——质，以及何时、何地等，将疑问代词独立即成范畴；有的来自语法结构，如主动、被动。但总的说，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演绎方式。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范畴是十个。故对于范畴数目不必过于认真。

亚里士多德推论说：“依据自身的on正是那些由范畴类型所表明的东西；on的意义与这些范畴类型是一样多的。有些范畴表明了ti esti，有些表明质，有些表明量，有些表明联系，有些表明主动和被动，还有些表明地点、时间。相应于它们每一个，都有一种意义的on。”（1017a23—27）相应于每一谓词即范畴，都有一个on。范畴的种类同时也是on的种类。范畴是对谓词的划分，是谓词的种，现在又成为on的种类。（见《论灵魂》412a6）事物的终极谓项同时又成为事物的终极种类。在终极谓项与现实世界的终极划分之间有一种对应，所以：

（a）“这是人”→“人是”

（b）“这是白”→“白是”

（c）“这是三尺长”→“三尺长是”

（d）……

亚里士多德从语言结构得出范畴（谓项）分类，又从后者推出on的分类。《形而上学》1017a24、《物理学》227b4说on是范畴类型所表明的东西；《形而上学》1024b13便成为on的范畴类型（schema kategorias tou cntos）；到1045b27干脆变成了on的范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3.323中指出，ist（tobe）有三重功能：作为联系词，作为等同，作为存在意义上的existential。这一论点现已成为一个基本原理，成为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种主要武器。当代语言哲学家动辄说古人混淆了系词功能（copulative）与存在意义的功能。可是我们从上述分析中看出，亚里士多德不是在混淆，而是认定它们在根本上就是无从分开的。他认为系词不仅仅是系词，而且是谓词的一部分。“主词+是+分词”的句子等于“主词+动词”的句子，故他说：“the man is recovering”与“the man recovers”之间无差别；“the man is walking”与“the man walks”也无差别。（《形而上学》1017a28—30）进一步，按现代标准，如tobe无表语，则它是existential意义上的；如有表语，则为系词。可是在希腊文中却常常不好区别，如“homousikos anthropos estin”一句既可译为“这个有教养的人是”，也可以译为“这个有教养的是人。”同样一个esti（tobe）既可读成系词，也可读成existential意义。所以抨击古人混淆“tobe”一词的不同意义，对于我们理解他们并没有多少帮助。W.D.Ross早就指出：虽然系词的“是”和作为存在意义上的“是”在逻辑上是可以区分的，可是在形而上学上则不然。“to be要么是一种本体，要么是一种质，或者是某种范畴，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不是某一种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注释本》第1卷，第308页）

基于这样的考虑，亚里士多德不认为on是一个“种”，而每一范畴都是它的“属”。他的理由是：定义是种+属差构成的。种与属性是不同的东西。如果on自身是单一的“种”，属差岂不也是on吗？这样一来，属差与种无从区分，定义也就不能够把其他东西从被定义者中分离出去。（参见《分析后篇》92b14；《正位篇》140a27—13，144a36—b3；《形而上学》998b20，1053b22等）十类范畴即是on的十类种，任何一种范畴都不能是任何其他范畴的属或一个成分。它们不能互相归结，也不能归结为一个共同的东西。范畴彼此间是异质的。（《形而上学》1024b15—16，1070a31—b9）

二　ON的第一意义与其他意义

虽然十范畴即是十类存在，而范畴即是谓项，亚里士多德又规定说：只有与ousia相异的范畴才是谓项，而在ousia范畴中又要划分第一ousia与第二ousia，只有第二ousia才作谓项，第一ousia则不然。

这表明各范畴虽然都是on的类，可它们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使用“述说于”（said of）和“内居于”（being in）两条标准将实在世界分为四类：（一）第一ousia，既不述说于一个主体又不内居于一个主体之中，如个别的人和马；（二）第二ousia，述说于却不内居于一个主体，如“人”、“动物”；（三）其他范畴的一般，既述说于又内居于一个主体；（四）其他范畴的特殊，内居于但不述说于一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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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氏的这两条标准和四类划分，包含着对形而上学发展具有根本性影响的三种区分：

第一，一般与个别或普遍与特殊。任何一个范畴内都有普遍与特殊之分。所谓普遍，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是“述说许多主体的事物”，而特殊则是“不述说许多主体的事物”（《解释篇》17a39—40），“普遍”的希腊文是katholou，kath为“归属”，olou是“全部”。古人区分普遍与特殊是从谓项着手的，普遍既能作主项又能作谓项，而特殊则只能作主项。虽然其他范畴亦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亚里士多德着重讨论ousia范畴中的普遍与特殊。前者是第二ousia，后者是第一ousia。后者如“苏格拉底”，只能是一个主体，后者则包含特殊于自身的“属”，以及包含“属”于自身的“种”。（《范畴篇》la14—18）第二ousia之所以是第二ousia，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在所有谓项中，只有通过它们（“属”和“种”）才能揭示第一ousia的根本规定性。

第二，本质谓项与偶然谓项。第二ousia作谓项时，其名字和定义皆可述说主体，如“人”是第一ousia之为苏格拉底的谓项。“人”的定义是“理性的动物”。我们不但可以用“人”述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人”），也可以用“人”的定义述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理性动物”）。与此相对立，其他范畴作第一ousia的谓项则只能用其名词的形容词，根本不能用其定义。如“白”的定义是“这样一种颜色”，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白的”，而不能用白的定义说“苏格拉底是这样一种颜色”。于是，第二ousia即“种、属”作谓项时，构成本质谓项，而其他范畴述说ousia则只是偶然谓项。本质谓项说明主体“是什么”，而偶然谓项所表明的只是“主体有什么特性”，换言之：

本质谓项：X是，

偶然谓项：X有。

让我们记住希腊哲学中这一“是”和“有”的区别。

第三，主体与属性。其他范畴必须“内居”于一主体。所谓“内居”，按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解释是指不能离开或独立于所属的主体。（《范畴篇》la22—23）而第一ousia之所以是第一的，乃是因为它既不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内居于一个主体；相反，其他事物或是内居于它之中（其他范畴）或是述说它（第二ousia）。故ousia即是主体或载体（hupokeimenon，“躺在下面”的意思）。第一ousia是终极主体，第二ousia在一定意义下亦是主体，我们说苏格拉底是白的，也可以说人是白的。进一步，越是主体便越是ousia，故“属”比“种”更是ousia，因为“属”可以作“种”的主体。（《范畴篇》2b7）

于是，各种on便不再平等了，其他范畴不能作ousia的主体，ousia则可以作它们的主体。on于是有了两重划分。ousia是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基础，而其他范畴则成为ousia的属性，需要有某种ousia作为属性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如果第一ousia不“是”，则其他事物皆不可能“是”。（《范畴篇》2b5—6）第一ousia于是成为其他一切on成为on的必要条件。

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明ousia作为on与其他范畴作为on之间的关系。on具有不同的含义，可是on的第一含义乃是事物的ousia：“一切其他事物被说成是on，乃是因为它们有些是这第一义的on的量，有些是它的质，有些是它的状态，另一些是它的其他规定。”（1028a18—20）

总之，ousia自身不是其他范畴的属性，而二流范畴的on却必须是另一on的属性。这便决定了ousia范畴的特殊地位。ousia凭自身（per se）即是on，是绝对的、无条件的（aplos）on；而其他范畴却是相对的、有限制的或部分意义的（epI merous）on。（《分析后篇》89b33）ousia作为其他范畴的基础，不仅表现在形而上学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知识论方面。相对于其他范畴，ousia有三种在先性：第一种在先是指除了ousia以外，其他范畴都不能单独地“是”；第二种在先是定义在先；第三种在先是知识在先。亚里士多德是实在论者，只有ousia在形而上学上在先，它才在定义和知识上在先。于是，亚里士多德说：“很清楚，只是由于这一范畴，其他每一个范畴亦‘是’。所以，那第一意义上的，即不是有限制的，而是绝对意义上的‘是’必定是ousia。”（《形而上学》1028a28—30）

《范畴篇》虽然也确定了ousia是其他范畴的主体，却不限于分析ousia；在那里对量、联系、质都分章加以讨论。到《形而上学》第七卷（该书的核心），亚里士多德以三在先为基础，确立了对on的研究应当集中于对ousia的研究，断定“什么是on”这一永恒问题其实乃是“什么是ousia”这个问题。（1028b2—4）这就是问：什么是ousia的on的问题。要明白on的含义，“则主要的、第一的，并且几乎是只要知道ousia这种第一意义的on。”（1028b6—7）由于《形而上学》卷七完全是对ousia作分析，有人便将之名为ousiology。如果ousia译为“本体”，则ousiology才是“本体论”。ousiology乃是ontology的一部分，是主要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三　Tl ESTI

tI esti即“是什么”或“什么是”。既然有on，有“是”，便有“是什么”的问题。范畴作为谓项，乃是对“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它们解答了“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以满足苏格拉底式的对定义的追求。

我们马上便遇到困难。按照上述说法，每一范畴都应具有“ti esti”，这是《正位篇》卷一章九所确定的。让我们重读这一段话：“……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一个人在表明tI esti时，他有时是在表明ousia，有时是一种质，有时是另一类范畴。”（103b28—30）这说明tI esti呈现于一切范畴之中，质有质的“是什么”，量有量的“是什么”，十个范畴便有十种“是什么”。

可是另一方面，tI esti又常常局限于ousia范畴，作为它的同义词，在上述引文的前几行亚里士多德就说：“它们［指范畴的种类——引者］在数目上是十个，即tI esti，量、质、联系……”（103b22—24）《形而上学》卷七中亦说：“on在一种意义上是指ti esti和这一个（tode ti），在另一种意义上指质、量或其他类似的范畴。”（l028a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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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只有对ousia范畴的问题才是“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还说：“当我们说‘是什么’时，我们不说‘白’、‘热’或‘三腕尺长’，而是说‘一个人’或‘一个神’。”（1028a17）即只有回答了ousia，才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

tI esti究竟属于全部范畴，还是只属于ousia范畴？在《形而上学》卷七章四中，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如同区分on的第一义与其他意义一样，他也区分了tI esti的第一意义与其他意义： “tI esti在一种意义上是指ousia和这一个，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指另一个范畴如量、质等等。如同on属于一切事物，但不是在同一意义上，而是在第一意义上属于一类事物，在随后的意义上属于其他事物；同样道理，tI esti在无条件的意义上属于ousia，而在有限的意义上属于其他范畴。”（1030a19—24）

照此说来，虽然每种范畴都有一种“是什么”，可是它们的“是什么”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二流范畴是以与自身相应的on的类型作主语，如“白是这样的一种颜色”。这类陈述即是在说明“白”的tI esti，说明那类归属于颜色白的“是”。在这种意义上，白具有自身的“tI esti”。可是另一方面，二流范畴的on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都内居于ousia之中，故同时是ousia的属性，光凭借它们自身并不能说明它们的on。“白”有其自身的“是”，而它的“是”归根到底只是另一种“是”的属性。这便是它的局限。二流范畴必须联系到一个主体，“白”总是某物的“白”。只有联系到那作为其主体的某物，才能真正说明“白”是什么。与此相对照，ousia的“是什么”即无须凭借其他范畴来说明。它的“是”并不同时是另一种“是”的属性。

tI esti的二重划分与on的二重划分是相应的。所以当亚里士多德将on的研究着重于对ousia的研究时，他也就把对on的tI esti的研究着重于对ousia的tI esti的研究上，即研究那第一义的on，第一义的tI esti。

四　OUSIA

研究on首先要研究ousia，这可能是因为on与ousia在希腊文中皆出自“tobe”的缘故。on是tobe的现在式中性单数分词，而系词的阴性单数分词则是ousa，ousia是从这一分词变来的。以表示之：

不定式　现在分词阴性　现在分词中性

希腊文　einaI ousA on

英　文　tobe being

ousia出自ousa，可是英文没有阴性分词一说，于是翻译该词便成为问题。现有译法“substance”或“essence”皆来自拉丁文。拉丁文译者在译ousia这个词时，力图反映它与“tobe”的衍生关系，便根据拉丁文阴性分词发明了essentia一词，昆蒂良、塞纳卡等人都是这样译的。波埃修斯在评注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时，根据ousia的意思（ousia在逻辑中意思为主项或主体、载体），以“substantia”（站在下面）一词译之，不过他在神学著作中仍用“essentia”翻译。但由于波埃修斯的逻辑注释在中世纪十分有影响，逐渐地，substantia便成为ousia一词的主要译法。

现代英译，主要是牛津标准本译本，一般采用substance，但当substance实在别扭时（如ousia作为定义的对象等）也采用essenee。

J.Owens对这两种译法都作了批评。他认为substance的缺陷在于：（1）这个词未能表达being与ousia之间的直接联系；（2）在洛克以后，substance本身词根意义一直未被忘却；（3）substance写回希腊文应是toupokeimenon，这是substance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Essence的缺陷在于：（1）现代人已经习惯于将essence与existence对立，可是亚里士多德的ousia根本没有这层意思；（2）Essence又被广为用来译另一个主要概念totI en einai，后者是第一ousia，但不是全部。Owens自己主张译为“entity”。（J. Owens：《亚里士多德的Being学说》，1963年）

Entity也成问题。亚里士多德的ousia有两个用法：一是抽象意义上的谈论某物的ousia；一是具体意义上的，指具体事物。Entity适合后一意义。可是说“某物的entity”，这在英文中是很不自然的。在英文中如要严格照分词+后缀的方法造词，ousia应当是Beingnessak或Beity，但不知为何很少人这样造词。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定，虽然与“tobe”缺乏字根方面的联系，Reality倒是最合适的词。它既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两层用法，又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心意思，即ousia是最真实、最根本的“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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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以substance一词译ousia，于《范畴篇》无异议，于《形而上学》便不敢苟同了。我不从字根上论，而是认为substance一词所含有的“主体”或“载体”的含义虽然是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坚持的，但在《形而上学》中便不想再用。以“substance”的字根意义理解《形而上学》，会造成许多困惑和误解。

在《范畴篇》中，ousia的主要规定是主体。亚里士多德说： “ousia，就该词的最真实的、第一的和确定的意义说，即是那既不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呈现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事物。”（2a11—12）他还说：“第一ousia之所以最恰当地被这样称谓，乃是因为它们是其它一切的载体。”（2b37—38）在该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ousia范畴只是指具体的可感事物，到了《形而上学》，ousia范畴划分为质料、形式与复合体，ousia的概念也就需要改变了。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开头，亚里士多德又重提《范畴篇》中的ousia即主体的定义，即“不再述说一个主体，而其他事物皆以它为主体”（1029b28）。可是这个ousia的定义现在被列为第一ousia的候选者之一，即“toupokeimenon（载体、基质）”（1028b36—37），所以亚里士多德接着说：“我们不能仅仅指出这一点，这是不够的。这一说法本身是含混的；再者，根据这一观点，质料就成为ousia。”（1029a8—10）我认为，这里包含着对ousia即主体这一观点的三层批评：

第一，“这是不够的”。换言之，主体这种规定性已经不足以说明什么是ousia了。为什么不够？原因在于《范畴篇》中只是区分ousia与属性，而现在ousia自身分成为质料、形式及复合体三者。它们相对于属性，在直接或间接的意义上都是主体，但主体只是ousia的充分条件，已经不再是必要条件。

第二，“含混的”。与将ousia范畴分成形式、质料及复合体三者相平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二层主体论，即属性以具体事物为主体，而形式以质料为主体。（《形而上学》1029a23—24，1038b4—6，1043a5—6，1049a34—36等处）由于主体具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指称对象，这个概念当然得小心区分。

第三，“导向将质料作（第一）ou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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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事物是属性的主体，具体事物自身又由质料和形式构成，在这二者中质料又是形式的主体，依《范畴篇》的原则，事物越是主体便越是ousia，故“属”比“种”更是ousia；据此推理，质料作为终极主体，便应当是第一的ousia。然而，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想要达到的观点。在质料、形式及复合体这三者中，他的基本看法是：“如果形式先于质料，并且更加真实，则基于同样道理，它也先于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复合体。”（《形而上学》1029a5—6）

为了排斥质料，抬举形式，亚里士多德便改变了ousia即是主体的观念。尽管在《范畴篇》中主体乃是ousia的“最主要的、第一的、最真实的”含义。（2a11—12）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说，“分离”与“这一个”应被认为是ousia的主要标准或规定。（1029a28—29）于是主体由这两个新标准来规定，根据它们，亚里士多德宣布：质料作为（第一）ousia“是不可能的”（1029a28）。他的推理可列式如下：

如果ousia是主体，则质料是第一ousia（如果A，则B）

质料不可能是第一ousia（非B）

故ousia不再主要是主体（非A）

依照新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证实了在1029a5—6处提出的假设性的形式先于质料、先于复合体的关系，他说：“形式与形式和质料的复合体被认为是ousia，而不是质料”（1029a29—30）；而在形式与复合体二者中，复合体“是在后的，其性质是明白的”（1029a32）。于是卷七章三结尾时提出要研究形式，因为它的性质是困扰人的。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卷七章一中将“什么是on”的问题归结为“什么是ousia”这一问题，到了卷七章三，“什么是ousia”的问题又进一步被归结为“什么是形式”的问题。

五　形式与ToTl En EINAI

形式（Form）的原文是eidos，出自动词“看”（eidein）。从“看”到“看到的对象（外形）”，再到灵魂之眼所看到的内在形状，这是柏拉图类推出他的“形相”或“相”（旧译“理念”）的基本思路。他所使用的另一词idea也是从动词“看”的一种变位形式中得出的。所以柏拉图称作最终实在的“形相”与亚里士多德称作第一ousia的“形式”乃是同一个词。换言之，他们师徒二人都认准了那最真实的“on”必是由eidos所指称的东西。至少在《形而上学》中是这样，虽然《范畴篇》以具体事物作为第一ousia，带有强烈的反柏拉图的味道。不过，即使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的eidos的含义与柏拉图的eidos的含义仍然大有出入。对于柏拉图，eidos是共性，是抽象的普遍，是独立于具体事物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在卷七章十三中态度强硬地主张“普遍不能作为ousia”。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自己的eidos的形而上学地位便引起了争议：它到底是不是普遍的？如果是普遍，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批判柏拉图？如果不是普遍，是特殊，它又如何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因为知识的对象总是普遍的。本文主要着眼探讨几个主要概念间的关系，故不深究这些问题。

在卷七章三的末尾，对ousia的探索被归结为对形式的探索。我们便期待亚里士多德在接着的章节中展开对形式的讨论。可是卷七章四的开端却说：“我们开始时区分了ousia的四种候选者，其中之一是totI en einai，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它。”（1029b13—15）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就将对形式的讨论转移到对totI en einai的讨论。到卷七章七中他又宣布说：“所谓形式，我是指每一事物的totI en einai及其第一ousia。”（1032b1—2）于是，形式即是totI en einai，对后者的讨论即是对前者的讨论。在大多数场合，亚里士多德交替使用这两个词，仿佛它们没有任何区别。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去证明这二者等同的合理性。

totI en einai一词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这个术语令人惊奇的首先是那个“en”，这是一个“tobe”的过去式（imperfect），等于英文的“was”。故英文直译乃是“What the‘tobe’（of something）was”或“what it was（for something）tobe”，中文直译为“一个事物的过去之‘是’是什么”。学者们一直对亚里士多德为何要用过去式表示费解，名之曰“哲学过去式”（philosophic imperfect）。很少有人认为这一过去式对该术语的哲学含义有多少增加，所以在英译中，喜爱直译的学者往往忽略过去式，将它译成“What it is（for something）tobe”，中文直译为“某物的‘是’是什么”。将这一直译写回希腊文，就变成“totI estin einai”，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它与tI esti是什么关系？从字面上看，只是多出一个主语toeinai，如上所述，tI esti归属于十个范畴，而现在totI en einai被等同为第一ousia，二者似乎有很多学理上的差别。可是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在上文引用过1030a18—24，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说明on有第一义和其他意义之分，第一义属于ousia，其他随后的意义属于其他范畴。他还说，tI esti也有第一义与第二义之分，第一义属于ousia，第二义属于其他范畴。现在他对totI en einai也作了同样的区分：“很显然，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totI en einai正如tI esti一样，在主要的和无条件的意义上属于ousia，在第二流的意义上也属于其他范畴——不是作为无条件意义上的totI en einai，而是一种质的toti en einai或一种量的totI en einai。”（《形而上学》1030a28—31）

W.D.Ross对这两个术语作了这样的区分：同是对what is so and so（为何如此）这一问题的回答，tI esti可以是部分的或完整的回答，既可以单讲“种”（这是部分的），也可以讲种加属差（这是完整的），而totI en einai则总是完整的回答；故totI en einai总是ti esti，反之则不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注释本，第1卷，第171页）可是由于totI en einai亦有两义之分，Ross所作的区分并无多大用处。第一义的on，第一义的tI esti，第一义的totI en einai三者是等同的，乃是亚里士多德从各种角度说明第一ousia。他很少讲到第二流的totI en einai是什么，但并不否认它们。

那么，第一义的totI en einai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一个事物的根本特征：“每物的totI en einai即是那被说成是该物自身的东西”（《形而上学》1029b13—14）。你的totI en einai不是“白”，也不是“有教养的”，因为它们都不是你之所以是你的根本性质，“你，就你本性所属的‘是’，即是你的totI en einai”。（《形而上学》1029b15）

这便使totI en einai与定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必须注意，正如totI en einai有不同的含义，定义亦有不同的含义：“在一种意义上，除了ousia以外，没有什么事物具有定义和totI en einai；在另一种意义上，其它事物亦有”。（《形而上学》1031a10—11）我们现在要谈的，当然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谈的，只是第一义的定义。

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totI en einai有时通过定义来解释，如“只有那些其公式即是定义的事物才有totieneinai”（《形而上学》1030a6—7）。据此，totI en einai乃是在定义中被给予的东西。有时定义又根据前者来解释，如“定义即是陈述totI en einai的公式”（《形而上学》1031a12）；或者“定义即是表示totI en einai的术语”（《正位篇》101b39）。亚里士多德并不为这种循环说明所困，他交替使用它们，对totI en einai的研究即是对定义的研究，反之亦然。我们或许可以由此明白《形而上学》，尤其是其中心各卷（第七、八、九卷）中有如此多的篇幅讨论定义，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许多英译中，学者们抛弃totI en einai的字根含义，将它译成essence（本质）。

除了设定寻求第一ousia即第一totI en einai的基本原则外，亚里士多德还给了一个具体例子即动物的第一ousia。什么是一个动物的totI en einai或形式？他回答说：是灵魂。（参见《形而上学》1035b14，1037a5，a28—29，1043b1—4等）

总而言之，第一ousia正是可以说明一个事物的真正的“是”的东西。要知道事物的根本的“是”，就必须知道它的本质。正是本质决定了一物的特征和它的“是”的方式。它是事物中最持久的东西，是知识的对象。由此出发，我觉得亚里士多德在“totI en einai”这一术语中使用过去式，或许是有深义的：他强调的是事物中恒久不变的东西。

这样一种totI en einai，从静的方面看，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性；而从动的方面看，即构成事物的形式因。形式因常常和运动因与目的因相一致，揭示范畴之on的动的方面，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虽然主要之点仍是ousia范畴的潜能和现实。

六　翻译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on的讨论是从范畴即on的不同类别的划分起始的，范畴划分是亚氏形而上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它帮助人们廓清了由巴门尼德造成的混乱，巴门尼德认为on只是“一”，亚里士多德则认为on是多；所以当巴门尼德认定“not-being”不可说、变化不可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则说明“not-being”只是不同类范畴而已，有多少类范畴便有多少类not-being，变化问题亦可循同理解决。范畴划分也澄清了柏拉图形而上学的许多困惑。柏拉图提出形相世界，却认定各种“形相”无论是人、动物，还是白、长、正义等都享有同等的形而上学地位。这使得一方面是具体事物公有形相而获得实在性和名称，另一方面是同一物又分有许多形相。但为什么我们只有“人”的名，却无“正义”、“白”、“两足的”之名？亚里士多德将范畴划分为两层，ousia是中心，其他皆为属性，就使柏拉图哲学免去不少尴尬。可是，亚里士多德把on分为多种的结果是只注意第一义的on，只注意ousia，只讨论第一义的tI esti，第一义的totI en einai。他对其他on的方式很少论述。他后来提出一个“being as being”的普遍哲学纲领，但也只有素描，没有具体图画。笔者在其他地方对此有所论述，此处不赘。

最后谈谈翻译问题。本文考察的四个概念在中文里的翻译主要有：

希腊文　on 　　　　　ousiA 　　　　tI estI totI en einai

中　文　存在、是或有　本体或实体　　是什么　本质

学者们不断争论on（being）该译为“存在”、“有”还是“是”。在这样做时，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只限于讨论on，仿佛它可以与其他概念孤立。如果本文还有些道理，那么我们明白on只是一串概念的起点，在考虑on如何译时必须考虑到它的衍生概念。不然，任何翻译不论它本身如何有理，都不能认为是满意的。本文已经表明，on出自语言中的系词，ousia是第一的、原初的on，tI esti问事物的on，totI en einai表示事物的恒定性，即根本的on。一种理想的译法应当反映出这些概念间的血缘关系，它可以帮助读者减少理解西方哲学的障碍。

我总以为，以“有”译on是个错误。亚里士多德的确区分过“is”（是）和“have”（有）的关系，前者表示二物的种属关系，后者表示ousia与其他二流范畴间的关系，故有含义的差别。将on译为“存在”，在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毕竟离系词这种语法形式相去太远，况且如何将后三个概念译成与“在”相关，也有困难。这样，将on译为“是”就相对令人满意，因为它反映了西方语言中该词的系词特征。同时，ousia是原初的、第一的“是”，可以译成“本是”。在现在的翻译中，“本体”比“实体”好，“实体”与《形而上学》中ousia作为定义的对象是完全不合的，所以不再是翻译是否恰当，而是理解问题了。“本体”产生的问题是它与系词形式的血缘被割断。tI esti作“是什么”，无可非议。“totI en einai”可译为“恒是”，因其过去式反映的乃是事物中恒定性的东西。将这些译名列示如下。

希腊文　　on ousiA tI estI totI en einai

中　文　　是　　本是　　是什么　　恒是

这既符合反映真理论的原则，又符合连贯真理论的原则。当然，中文“是”无动名词形式，不足以完全表现西方语言中该词的不同功能和表达方式。这一缺点可由“存在”来弥补，“存在”用来翻译on不甚合适，可是由于它所表达的含义，可以作为“是”的同义词，在阐述、讨论时使用。






[1]

 见《形而上学》l003a33，1004a4，l028a10，1051a34—b2，1089a6；《正位篇》121a10；《物理学》185a21；《论灵魂》410a13；《尼各马可伦理学》l096a24等。





[2]

 见《形而上学》卷五章七及卷六章二。不过在后一处，偶然的on被看成是既不必然发生又不经常发生的事物。





[3]

 究竟有没有特殊的二流范畴项，如只内居于苏格拉底、与苏格拉底共存亡的“白色”，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如Ackrill说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与〈解释篇〉》，牛津，1963年）；而G.E.L.Owen则说没有（《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载《英国学院会报》1965年第51期）。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实在世界划分的第四类，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多，故不深究。





[4]

 再参见《正位篇》178a7；《后分析篇》83a21，85b20；《形而上学》1017a25等。





[5]

 参见W.Chrlton：《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2卷》（牛津，1970年）；J.Barnes：《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后篇〉》（牛津，1975年）；J.Annas：《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 N卷》（牛津，1976年）等。





[6]

 《形而上学》卷七章三排斥质料是ousia，这应理解为排斥它成为第一ousia；卷七的任务应当是确定哪一候选者是第一ousia，而不是谁为唯一的ousia。质料是ousia的一员，这是无从否定的。在卷七章三以后，亚里士多德仍然将质料称作ousia，但从来不是第一ousia，如1035a1—2，1042a33，1042b9—10，1043b27，1044a15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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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potentiality见潜能

E


eidos：see form
 见形式


Eleatics：
 爱利亚学派14


elements：
 要素20，52，56，59，65，73—8，81，87，89，136，139，162，165—7，179，193，198


energeia：
 see actuality见现实

essence：恒是7—9，11—12，18，26，33，45，58—64，66，68—9，71—4，77，83—111，113，116，118，125，130，132—4，137—8，145，147，164，166，168，183，206


eudaimonia：see flourishing
 幸福：见兴旺

F

first heaven：最初的天185—7

first principle［s］（archē/archai
 ）：第一原则43—4，46—7，115—6，126，150，190

flourishing（eudaimonia
 ）：兴旺（幸福）176，191，194—5

focal meaning（pros hen
 ）：中心含义18—27，29—36，43—6，203—5

form（eidos
 ）：形式6—8，11，20，22，25—9，47，49—154pas-sim，181—188，204—8

and essence：形式和恒是96—104

and matter：形式和质料49—65

and subject：形式和主体92—96

as toionde：
 形式和这一类137—145

substantial：本是性形式74—5，81，117，147，191，204，206

fulfillment（entelecheia
 ）：完成11，15—6，40，56，78—9，161—2，168—9，192

function（ergon
 ）：功能15，61，68，79，82，126，134，141—4，156，160—2，164，166，169，171—6，189—91，194，197，208

G

generation：生成

and corruption：生成和消灭19，36，39，51，56，58—60，62，65，128，137—9，144，156，160，162—9，170—2，175，177—9，182—3，191，193

artificial：人工的138—9

natural：自然的137—44

spontaneous：自发的138

substantial：本是性生成162—9，170，177—9，182—3

genus：种4—11，23，25—8，31—5，43—8，64，69，77，85，96—103，108—9，115，124，132—3，136，146—9，158，163，201—2

and being：种和是25

and science：种和科学43—8

plus differentia：种加属差23，25，32—5，69，97—103

God：see Prime Mover上帝：见第一推动者

H


haplōs：
 无条件的35，40，68，70，73，130—1

happiness：see flourishing幸福：见兴旺


hei（qua）：
 作为19

hylomorphism：形质论49—82　passim
 ，105，106—11，130，140，170，179

hypothetical necessity：假定的必然性165—6

I

imitation：模仿127—8，144，193—5，198

individuality，principle of：个体性原则122—6，141，143

individuation：个体143


infimA species：
 种123，125，147

K


kath hauto：see per se being
 依凭自身：见依凭自身之是


kinēsis：
 see motion见运动


kosmos：
 200宇宙

L


logos：
 see definition见定义

M

matter，informed（materiA secunda
 ）：被赋予形式的质料（第二质料）89

matter，pure（materiA prima
 ）：纯质料（原始质料）89

Megarians：麦加拉学派13—4，16，18，55，155


metaphysicA generalis：
 一般形而上学202


metaphysicA specialis：
 普遍形而上学202

mind（nous
 ）：心灵（奴斯）43，189，196，200

active：主动心灵196

passive：被动心灵196

motion（kinēsis
 ）：运动11，14—20，36—41，55—6，86，156—7， 159—65，167—9，175，181，184—93，197—200，204，208，210

and actuality：see actuality运动与现实：见现实

celestial：184—93天体的

N

nature（phusis
 ）：自然7—9，18，22，37，42，44，47，52—3，55—7，67—8，74，80，85，94—5，100，107，122—6，132—3，136—46passim，163—9，172，175—6，186，191，193—200，204，208


nous：
 see mind奴斯：见心灵

O

opposite，potentiality for：相反的潜能184—7，195，208

P

participation：分有101，127—8，178

particularity（kath hekaston
 ）：特殊83，115，119，122—6，129，135—6，140—4，151

principle of：特殊性原则123，141—4

substantial particular：本是性特殊31，54，182—3


per se
 　being（kath hauto
 ）：依凭自身之是（依凭自身）1—20 passim，35—6，39，42，49—51，53，55—7，72，76，79—80，82，83—4，97—9，101—8，110，132—3，138，155—6，162，170，180，209—10

perishability：消亡183—4，186—7，193—4，200


poion ti：
 这种性质124—6，149

potentiality（dunamis
 ）：潜能1—20passim，21—2，35—42，47，49—82，83，138，152—4，155—7，159—65，168—71，173—5，177—80，181—7，191—2，194，196，200，201—3，206—10

predication（katēgoria
 ）：主谓项关系1—8，11，18，20，27—35，53，59，67—9，70，72—4，77，85—91，94—97，100—3，110

accidental：see accident偶性主谓项关系

essential：本质主谓项关系6—8，11，18，27—35，59，77

Prime Mover：第一推动者156，181—200　passim
 ，203—10

privation：缺失19，55—6，138—9

proximate matter（eschatēhulē
 ）：最近的质料60，62，80，136，142，166，177，179

R

rationality：理性12，100，176，189

and human function：理性和人的功能194—7，200

reality：实在3，6，12—4，18，20，31，36，55，57，66，115—8，205，210

reductionism：还原主义138，203，205—6

S

separability/separation（choristos）：可分离性/分离17，32—4，59—60，65，71—2，77，81—2，88—100，113—153passim，170，172—3，179，197，201，208

soul（psuchē
 ）：灵魂31，60—3，69，94，106—8，135—9，145，160，163—4，170—9，189，195

nutritive：营养的灵魂164，171

locomotive：运动的灵魂171

appetitive：欲望的灵魂171

stripping：剥离78，88，90—2

subject criterion：主体标准83—111　passim
 ，118—9

substance（ousia）：本是

primary：第一本是31—2，54，57，61，63，65，69，72，74，81，83—97，103—10，113—8，120—7，130—7，140，147—53，155，180，206—7

secondary：第二本是31—2，85，103，108—9，113，115—6， 124，133，147，149

substratum（hupokeimenon
 ）：基质52—3，57，77—9，88，91，93，95，148，196

T

teleology：目的论165，167，172，183，188

theology：神学181，184，189，201—10

Third Man Argument：第三人论证119—22，146


tI katA tinos：
 一物述谓他物74，100


tode ti：
 这一个39，72，88，92，95，113—53　passim



toionde：
 这一类113—53　passim


U

unity，substantial：本是性统一64，156，169，177—80，181—2

universal（katholou
 ）：普遍54，76—7，83，96，108—10，119—29，132—54，202，204—6，209—11

substantial：本是性普遍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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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余纪元先生的这部作品，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如果加上修改与出版，大约就是整整四年了。这本书，覆盖了我的整个博士生涯。现在，在这部作品即将面世之时，我有的不是轻松和喜悦，而是更多的忐忑与感慨。

我的导师傅永军先生最初推荐我翻译这部作品时，我还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怀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可是，于亚里士多德，我只算得略通皮毛。精神固然重要，但如何以恰当的哲学“实力”匹配这种精神，也是翻译能否成功的关键。更何况，翻译工作不同于著作的撰写，西方诠释理论经常告诉我们，翻译的过程往往就是对文本的再理解甚至是再创造的过程。译者往往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研究视阈与“前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致翻译作品和原文在某种意义上的错位——当然，这种错位并非都是负面的。可是，作为哲学领域的初学者，我显然不希望自己的翻译文本会掩盖了余纪元先生作品原有的光芒。幸运的是，在我接到翻译任务的几个月之后，余纪元先生作为“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的讲座教授到山东大学开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课程，而在2008年年底，我又有幸到余先生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访学。这都给我以极好的机会学习亚里士多德，体会余纪元先生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这才有了眼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being的结构》的中文版本。

首先感谢余纪元先生。感谢他慷慨地将自己的得力之作交由我翻译，并且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本文的初稿和终稿。希望这部译作不会辜负他的期望。感谢我的导师傅永军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推动，我不会有机会接手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这部作品也不可能顺利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徐申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劳动，在此我也只有用谢谢来表达我的感激和敬意。

杨东东

2011.7.19于山东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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